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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言

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和写作，开始于2002年前后，当时我正经历第二次负笈留学的生活——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自那时以来陆续写下的一系列论文，逐渐形成了本书的主干。在日本以及前此在英国访学期间，我开始了解和学习当代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志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青年学人，我很快就意识到演化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或创造性转化的意义，并开始了对这两种理论的比较研究。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曾收入200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稍后，作为丛书主编，我还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马学亮同志一起策划翻译了一套介绍演化经济学的丛书（共七册），于2007年出版。读者会看到，对演化经济学研究主题和方法的借鉴，在本书多章（如第1、第6、第7章）都有体现，我乐意将此视为本书在理论风格上的特色之一。

本书在内容上涉及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本书，我想在此以总括的方式对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或问题群）略做些介绍。这些问题大致可分述为三个方面。其一，由劳动价值论入手，结合资本积累论，本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非均衡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直有两种分析传统：一种是将劳动价值论理解为马歇尔式的解释均衡价格的静态理论，另一种则将其理解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均衡和不确定性的理论工具。这两种分析传统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围绕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概念的争论中。本书坚持并发展了后一种传统，即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非均衡理论的组成部分。为此我们重新诠释了马克思的两种市场价值理论，从非均衡的立场协调了这两种理论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将非均衡视角引入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价值转形通常是以某种方式与均衡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价值转形的结果，即经过利润率平均化而形成的生产价格，是一种长期均衡价格，除非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率发生改变，否则生产价格将不会变化。本书基于文本分析批评了这种观念，指出以一般利润率为前提的生产价格，并不一定是和再生产均衡相对应的均衡价格，而是可以和非均衡相对应的。

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本书还从非均衡的立场出发考察了利润率下降规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虽然意识到利润率下降是和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相关联的，但在以资本有机构成解释利润率下降时，他还是撇开了资本积累的矛盾来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直被争论的“置盐定理”，虽然表面看来与马克思的结论不同，但其赖以成立的前提和马克思其实是一样的：两者都假设，对利润率变化的研究应该在假定再生产均衡的前提下进行。本书批评了这一假设，并从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再生产失衡的立场出发，对马克思的理论和“置盐定理”进行了再考察，提出了更具有一般性的解释利润率动态的理论模型。

其二，本书有多章探讨了技术进步和价值创造的关系。对这两者关系的探讨属于剩余价值论的范畴。在分析这些问题时，本书运用并发展了成正比理论。成正比，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单位时间创造的净产出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和发展的。这个理论为丰富和发展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运用这一理论，本书进一步解释了超额利润的来源；说明了劳动和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赖以存在的条件；同时探讨了发展一种内生增长理论的可能性。

同属这一问题群的，还有部门内企业代谢竞争的理论。在马克思的部门内竞争理论中，始终假设不同企业生产的是“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在此假设的基础上，部门内竞争被还原为同质产品之间的价格竞争。然而，一旦引入演化经济学注重的企业组织知识专有性的问题，马克思的模型就必须加以修改。在同一部门内，产品是可以差异化的，因为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是以各自掌握的不同知识为前提进行生产的，并在此前提下围绕产品的性价比开展竞争。由此就会带来书中指出的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不同于马克思模型里的动态平面结构和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里的静态平面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可持久存在的利润率等级。本书利用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分析了部门内企业代谢竞争的特点以及市场价值规律在这一竞争模型里的运作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在概念上得以明确的这种部门内的代谢竞争，还可用于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或赶超。关于后进国家经济赶超的理论，应以一种适当的部门内竞争理论为基础，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没有提供这样的理论。遗憾的是，这一点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本书全面分析了传统剩余价值论赖以建立的诸多假设条件，探讨了重新界定劳动力价值等核心概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期重构剩余价值论，进一步扩大其解释的范围。在我看来，剩余价值率的决定取决于两大阶级的力量对比和各阶级内部的竞争，而不必依赖于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一定时代始终不变，以及劳动力价值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预先给定的已知量等为马克思所倚重的假设。除了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以外，本书还探讨了投资对于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尽管阶级斗争对于利润和工资的划分是至关重要的，但投资及其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也会给作为国民收入余额的工资份额的变化带来实质性影响。我们把前一种注重阶级斗争的作用的观点称作决定剩余价值率的阶级斗争理论
 ，把后一种强调投资作用的观点称为决定剩余价值率的投资理论
 。像《工资、价格和利润》或莱博维奇的《超越〈资本论〉》那样，仅仅关注工人阶级提高工资的斗争是远远不够的。纯粹以提高工资为目的的斗争，其成功与否要以更为广阔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为条件。

其三，本书对马克思经济学中一些悬而未决的传统疑难问题，如复杂劳动还原、价值转形、利润率下降等做了新的解释。本书批判地考察了过往关于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尤其是希法亭的理论，在汲取这些理论的合理要素的同时，重新诠释了教育培训劳动（以及研究开发活动）与产品价值形成过程的关系，分析了复杂劳动还原的条件和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应同时立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将希法亭和鲁宾所代表的两种理论传统经过适当的修正综合在一个框架里。在本书提出的模型里，复杂劳动还原系数是由价值生产方程和价值实现方程共同构成的。关于复杂劳动还原的研究为成正比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竞争理论，以及发展内生增长理论开辟了前景。

在价值转形研究中，本书一反由鲍特基维茨开创的将投入加以转形的做法，提出价值转形应以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产出价值为起点，投入的价值并不能直接决定产出的价值。这一主张回归到了马克思转形研究的传统。在当代转形理论中，“新解释”最先提出类似观点。“新解释”认为，投入生产的活劳动总量若乘以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应等于以货币度量的净产品价值。“新解释”所倚重的这一总量相等条件，虽然局限于净产品，但其优点在于，它与投入是否转形全然无关。本书批判地重估了“新解释”的思想史意义，并在下述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新解释”所倡导的进路：利用冯金华提出的实现价值方程，将这一进路由净产品推广到总产品；结合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对转形所需服从的总量一致命题做了新的阐释——转形不仅是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在考虑非均衡和市场价值概念的前提下，也是从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向市场生产价格的转形。

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上述所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时，本书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概念相结合的立场，以此为前提构建了诸如复杂劳动还原、部门内企业的代谢竞争、价值转形、利润率变动等数理模型。在此，我要特别提及冯金华教授近年来从事的一项出色的研究，由于他的努力，我们得以利用数理手段表达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这极大地便利了本书的研究。

收入本书的各章均曾作为论文独立发表过，但在汇编成书时，我又对多篇旧文做了实质性的修改和补充，其中以第1章的改动为最大，其他如第4章、第8章（尤其是第3节）也有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如蒙读者引用，请以本书的内容为准。此外，书中各章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数理分析，但变量符号未能在各章间完全统一，敬请读者谅解。

2014年以来，我和冯金华教授有过多次亲密无间、富有成效的合作，本书的第2章、第7章和第10章都是这一合作的产物，在此谨向冯金华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林岗教授、程恩富教授、陈平教授、马艳教授、张忠任教授、荣兆梓教授、白暴力教授、李翀教授、张衔教授、李帮喜副教授，笔者在与他们多年交往中获益良多。同时要感谢我的学生骆桢、张雪琴、魏峰、孙小雨、马梦挺、秦蒙在研究和成书过程中给予的各种帮助。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支持，谨致谢忱。

2018年早春

于沪上新江湾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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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非均衡和不确定性：对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概念的再阐释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斯蒂德曼出版了《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从斯拉法的理论出发，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诘难。斯蒂德曼认为，以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为前提，可以构造一个生产价格体系，直接求解出一组生产价格，而不必像《资本论》那样，先确立价值体系，然后再向生产价格体系转形。基于这种考虑，斯蒂德曼主张，既然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功用是为了得出生产价格理论，而生产价格可以在给定物量数据时直接求取，那么劳动价值论便是纯粹多余的，可以安然将其放弃。

本章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回应斯蒂德曼的这个诘难。虽然这个诘难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就已提出，但自那时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没有达成一个足够充分并令人信服的反批判。针对斯蒂德曼的已有回应大多局限于指出，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功能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一旦放弃劳动价值论，我们将无法解释这种剥削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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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笔者看来，这类反批判就其本身而言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功能局限于对剥削关系的解释，又造成另一种片面性，即忽略了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是把握资本主义经济中固有的不确定性的理论工具，这种不确定性意指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和目的、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它既存在于微观即个别企业的层面，也存在于宏观即整个经济的层面。价值概念所表达的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非均衡理论的组成部分。

斯蒂德曼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在起调节作用的（或标准的）生产技术条件与商品价值量之间建立了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对《资本论》的这一解读，是斯蒂德曼提出上述诘难的理论出发点。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迄今为止并未对此解读提出一个透彻的批判，相反，许多人竟而默认了这种解读。《资本论》第一卷虽然详细考察了价值概念，但在那里价值概念仍是未完成的，必须结合在第三卷得到较多论述的市场价值概念，才能就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商品价值量的关系达成一个全面的理解。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最终服务于建构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非均衡理论。而斯蒂德曼所倡导的那种对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理解，只会将劳动价值论导向一种静态均衡理论。在此意义上，笔者以为，由斯蒂德曼引发的这场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争论，意义远远超出了通常理解的价值转形问题的范围，而关涉到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特质和作为一种经济学范式的存在意义。

1 问题的提出：斯蒂德曼对劳动价值论的诘难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有两次围绕“价值转形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的争论。第一次争论肇始于20世纪初冯·鲍特基维茨对转形问题的研究。鲍特基维茨提出，马克思的转形方案仅限于将产出由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投入或成本价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则仍以价值来衡量，因而是不彻底的。基于这一考虑，鲍特基维茨重新设计了转形方案，将投入也由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然而，在为模型求解时，鲍特基维茨发现，马克思针对价值转形提出的两个总量恒等式，即在转形之后全部产出的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平均利润，无法同时得到满足，这便为后世的争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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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鲍特基维茨引发的这场争论，有时被称作“狭义转形问题”的争论。参与这一争论的学者——包括鲍特基维茨本人在内——虽然在转形模型的设计上不同于马克思，但主观上仍然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这一点与新李嘉图主义者斯蒂德曼迥然不同。斯蒂德曼认为由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是逻辑上不必要的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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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并开启了所谓“广义转形问题”的争论。

为便于读者理解这些争论，这里引入一个由鲍特基维茨率先采用的包含三部门的经济体系，三个部门分别是投资品、工资品和奢侈品部门。根据假设，工人只消费工资品，资本家只消费奢侈品。上述三部门年产品的价值构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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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
 、V
 、S
 分别代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W
 是各部门年产品的价值，下标1、2和3依次代表投资品、工资品和奢侈品部门。在这个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可以写出马克思的转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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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r
 是一般利润率（严格来讲，这一利润率是所谓价值利润率，其定义为总剩余价值和总成本价格之比），x
 、y
 、z
 分别是三个部门产品的生产价格-价值比率。依照鲍特基维茨开创的转形研究传统，可以假设第三个部门的生产价格-价值比率z
 =1，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三个方程和三个未知数（x
 、y
 、r
 ），从而可以求出方程的唯一解。

鲍特基维茨对马克思的转形方案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方案仅将产出加以转形，没有考虑投入或成本价格的转形。若将投入转形，则可写出鲍特基维茨的转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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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的方案不同，在这个体系中，不仅年产品的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即C
 +V
 也同样实现了转形。相应的，在此体系中，一般利润率r
 也不再是通常理解的价值利润率，而是一种价格利润率。依然假设z
 =1，可求出该体系的三个未知数即x
 、y
 、r
 的唯一解。但问题是，正如鲍特基维茨所发现的，求解所得的结果，不能同时满足马克思为转形提出来的两个总量一致命题，即在转形后，总产品的价值等于其生产价格，总产品的剩余价值等于总平均利润，从而引发了关于狭义转形问题的争论。不过，鲍特基维茨虽然是这场争论的发起者，其转形方案仍是从价值体系出发的，换言之，劳动价值论对他的研究而言是默认的前提。与此不同，斯蒂德曼则对劳动价值论本身提出了诘难。

斯蒂德曼首先追问，构成价值体系的各项价值量即C
 、V
 、S
 、W
 是如何被决定的。为此他诉诸《资本论》第一卷，在那里马克思写道：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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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的这一定义，通常被称为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一种含义，与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种含义相对应。斯蒂德曼没有考虑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种含义，而是直接从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一种含义出发，提出产品的价值量取决于他所谓的生产的物量数据（Physical Data of Production），后者不仅包括以投入-产出消耗系数为代表的生产的技术条件，还涉及实际工资率。在斯蒂德曼看来，只要给出这样一套物量数据，就能计算出各部门产品的价值量，即得到一个价值体系。斯蒂德曼进而在马克思和斯拉法之间进行了比较，指出依照斯拉法的理论，给定一套生产的物量数据，还可以在撇开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直接得出一个生产价格体系。斯蒂德曼认为，既然《资本论》叙述逻辑的最终结果是为了得出生产价格体系，像马克思那样由生产的物量数据出发先构筑一套价值体系，再将价值体系转形得出生产价格体系，就不如斯拉法的方法来得简洁，因而是逻辑上不必要的迂回。在此意义上，劳动价值论显得多余，“‘转形问题’是一个虚幻的、无中生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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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通过一个数例进一步说明斯蒂德曼的上述理论观点。假设经济中有三个部门，分别生产铁、谷物和黄金，三部门的标准技术条件如表1-1所示。

在表1-1的投入-产出关系中，铁是三个部门使用的唯一生产资料。工资率则假定为1天消费1单位谷物。由于工作日总量为240，实际工资总量便为240单位谷物。在这个生产体系中，存在着物量形态的经济剩余，它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等于谷物的产量减去实际工资总量，即以360单位减去240单位，等于120单位谷物；第二部分是奢侈品部门生产出来的60单位黄金，这部分黄金作为奢侈品完全由资本家消费。

表1-1 生产的物量数据：一个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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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从表1-1给定的物量数据出发，分别构造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假设铁、谷物和黄金的单位价值量分别为λ
 
i

 、λ
 
c

 、λ
 
g

 ，可以写出下面的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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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方程组，得λ
 
i

 =2、λ
 
c

 =1/2、λ
 
g

 =1，据此可求出上述三部门的不变资本和总产品的价值。若再用各部门的工作日减去所对应的可变资本（后者等于各部门实际工资总额乘以谷物的单位价值），还可得出各部门的剩余价值，分别为20、80、20单位。三部门年产品的价值构成就可写为：

80C
 +20V
 +20S
 =120

20C
 +80V
 +80S
 =180　　　　　　（1-1）

20C
 +20V
 +20S
 =60

体系中的价值利润率（等于总剩余价值/总成本价格）为0.5。

在马克思和鲍特基维茨那里，上述价值体系构成了向生产价格体系转形的起点。而在斯蒂德曼看来，在表1-1给定的物量数据的基础上，无须经过价值体系的中介，直接就可得出生产价格体系。假定w
 为货币工资率，p
 
i

 、p
 
c

 、p
 
g

 分别为铁、谷物和黄金的生产价格，按照斯拉法的方法可以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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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为价格利润率。由于假设工人每天消费1单位谷物，故而p
 
c

 和w
 相等，另设p
 
g

 =1，则可解得r
 =0.37、p
 
i

 =3.15、p
 
c

 =w
 =0.305。

依照斯蒂德曼的观点，上述结果和通过鲍特基维茨的转形方案最终得到的结果是等价的。鲍特基维茨的转形方案可以写为：

（80x
 +20y
 ）（1+r
 ）=120x


（20x
 +80y
 ）（1+r
 ）=180y
 　　　　　　（1-3）

（20x
 +20y
 ）（1+r
 ）=60z


其中，x
 、y
 、z
 是产品的生产价格-价值比率，求解结果见表1-2中的第（2）列数字。将方程组（1-2）和方程组（1-3）相比较可以看到，根据鲍特基维茨模型得到的方程组（1-3）由方程组（1-1）所代表的价值体系脱胎而来，而斯蒂德曼根据斯拉法方法得到的方程组（1-2）则无须经过价值体系的中介。然而，若从结果即最终得到的一组生产价格和价格利润率的数值来看，两种进路并无不同，表1-2说明了这一点。

表1-2 转形后的结果：数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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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1-2给出的价格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与根据斯拉法体系解出的结果相比较，可以看到两者在数值上是完全一致的。斯蒂德曼就此得出结论：

既然马克思的各种劳动量完全是以物质形式表现的实际工资和生产条件的衍生物，而这些物质的量本身足以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决定来说，劳动时间量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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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德曼的著作问世后，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人士自以为从他那里找到了有力的论据。而斯蒂德曼的马克思主义对手，一方面试图批判斯蒂德曼，另一方面却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他的理论预设，即在生产的物量数据和商品价值量之间所建立的单向的、决定论的关系。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无法真正驳倒斯蒂德曼。

斯蒂德曼对劳动价值论的诘难，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生产的物量数据（尤其是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并在全面考察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以一种不同于斯蒂德曼的方式解释这种关系。在此，有必要把本章的主要结论概括如下：在一个部门内起调节作用的生产技术条件，是不能脱离价值概念预先给定的，相反，价值概念是用来把握这种技术条件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工具。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曾提出了与此结论十分近似的观点，他写道：

什么决定了生产的物量数据呢？在马克思那里，答案是清楚的：这便是劳动过程。正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劳动的实际支出，把“投入”变成了“产出”，并且仅当劳动顺利地完成，我们才能有“生产的物量数据”。此外，如果劳动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会物化在使用价值的形式上。无论投入和产出都是体现为使用价值形式的物化价值，我们可以说，在实际过程中，是价值决定了生产的物量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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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在谢克那里，这样重要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尤其是，谢克没有意识到，要论证这一观点，还有赖于重建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斯蒂德曼对生产技术条件和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的理解，是以《资本论》第一卷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为基础的，这个定义并没有穷尽价值概念的含义。《资本论》对价值概念的规定，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在《资本论》第三卷才接近完成，在那里马克思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市场价值概念和社会必要劳动的另一种含义。只有在全面考察和重建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回应斯蒂德曼的诘难，这也是笔者在本章中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2 围绕两种市场价值概念的争论

2.1 两种市场价值概念与再生产均衡

在《资本论》里，尤其是在第三卷第十章，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或两种市场价值理论。第一种理论可称作由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市场价值理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是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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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与《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是一致的。依照这个观点，商品供求条件对市场价值自身的确定没有影响，只是造成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这个中心波动。

第二种理论可称作由需求参与决定的市场价值理论，按照这个理论，需求条件的变化，对商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有直接影响。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讨论货币和商品的形式变换即W-G-W这个公式的时候，马克思就已涉及这个理论。马克思提出，假定有一个织麻布者，生产出为社会所需要的麻布，这些麻布能吸引多少货币呢？马克思就此回答道：

当然，答案已经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预示了……假定他（引者注：织麻布者）耗费在他的产品上的只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只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名称。但是，织麻布业的以往可靠的生产条件，没有经过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许可而在他的背后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货币所有者会非常热心地用我们这位朋友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这一点。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织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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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每一码（引者注：麻布）的价值是耗费在麻布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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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社会劳动量”所带来的使用价值量，有可能在现行价格下过剩，这样一来，每一码麻布的价值量，或生产每一码麻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而重新加以确定。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在地租篇的一段重要论述中，马克思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包含着另一种意义”：

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
 。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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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两种市场价值概念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规定和定义这两种方法的不同理解。从辩证方法的角度看，规定和定义是不同的，市场价值的双重含义事实上是两个具有互补性的规定，而不是彼此无关的、呆板的定义，这些貌似不同的规定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中，最终将被综合为一个具体整体。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曾就规定和定义的区别做过一个透彻的说明，不妨引述如下：

我们是从规定的方法而不是从相反地从定义的方法出发的。这样我们就能回到辩证法的真实性基础上，回到对象的外延和内涵的无限性及其关系上来……定义是将其自身的局部性固定为终极的东西，这就必然歪曲现象的基本特性。而规定从一开始就将其自身视为多少带有暂时性的、需要补充的、其本质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形成的、具体化的东西……我们只能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接近对象，且对同一对象要在不同的联系中、在与各种其他对象的不同的关系中开展考察，并不否定这种方法在起始时的规定——把它作为错误的——而是相反地使它不断丰富、不断去接近该对象的无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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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在方法论上理解两种市场价值规定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规定不是相互矛盾的，沿着第二种市场价值概念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并非要否定第一种概念，将其视为错误，而是使其与新的规定相综合，得以丰富和发展。第一种市场价值概念是以均衡为前提的，当叙述过程进一步展开时，市场价值又会受到与非均衡相伴随的需求因素的影响，但即便如此，生产的技术条件仍然是市场价值的决定因素之一。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围绕市场价值概念的争论最早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和苏联，当时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鲁宾（I.I.Rubin，又译卢彬）的著作记录了这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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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鲁宾的著作首度翻译为英文，随即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鲁宾将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称作“社会必要劳动的‘经济’概念”，并对争论双方的立场做了如下概括：

社会必要劳动的“经济”概念是指……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生产率（它表现为在给定的平均技术条件下生产一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且取决于社会需要或需求。这个概念的反对者（即那些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技术”决定的人）则反对道，需求的变化，如果没有伴随着生产率和生产技术的变化，只能带来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暂时的偏离，而不会给平均价格带来长期的永久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会带来价值本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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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就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立场，但相较而言，市场价值的第一种概念具有更大的影响。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试图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他写道：

如果供给和需求的比率决定市场价值的水平，那么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内含的抽象劳动量所决定这一点就会受到损害，而且这样做类似于边际主义以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为了避免这一立场，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传统上偏爱马克思对市场价值的第一种定义，把市场价值理解为由生产一种给定商品在技术上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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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与边际主义理论的相似性只是表面的，双方对需求及其作用的理解截然不同，在边际主义看来，需求变动是与商品价格严格地成反比的，而在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中，需求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和价格无关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边际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达成一种均衡理论，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天然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而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演化所固有的非均衡和不确定性特点的理论工具。在研究旨趣上，两种理论可谓截然相反。事实上，与边际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分析假设真正体现出某种近似性的，反而是市场价值的第一种理论，这一点通常易为人忽略。这种近似性体现在，第一种市场价值理论依赖于均衡假设，并把劳动价值论理解为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理论的组成部分。

在斯蒂德曼诘难提出以后，继续坚持第一种市场价值概念就变得十分困难了。由新李嘉图主义者挑起的这场论战，暴露出市场价值第一种理论的局限性，同时也使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成为唯一合理的发展方向。但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市场价值的第一种概念是与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供求均衡相对应的；在供求失衡时，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相偏离，但市场价值本身仍由平均的技术条件所决定。从文本来看，这一理论和马克思的观点不尽符合。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马克思曾明确将市场价值的决定和需求因素联系了起来：

在一定的价格下，一种商品只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地盘，在价格发生变化时，这个地盘只有在价格的提高同商品量的减少相一致，价格的降低同商品量的增加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末，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
 这种情况，只有在需求超过通常的需求，或者供给低于通常的供给时才可能发生。最后，如果所生产的商品的量大于这种商品按中等的市场价值可以找到销路的量，那末，那种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调节市场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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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里，马克思同时提到了需求变动和商品价格的两种关系：第一，需求变动和价格成反比，即当价格上升时需求下降，价格下降时需求上升；第二，需求的变化具有与价格无关的自主性，这意味着，即便价格提高，需求也有可能不减少，反之，即便价格下降，需求也可能不扩张。假如需求严格地伴随价格升降而反向变动，就不会出现马克思所分析的两种极端情形，即由最坏条件或最好条件下形成的个别价值调节市场价值，而只会出现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的偏离；在出现这种偏离后，市场还会自动调整，最终使产量和价格稳定在一个均衡点，形成由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市场价值）构成的稳定组合。正如我们将要在第2.2小节看到的，鲁宾就是利用需求和价格的这种函数关系，来论证市场价值第一种理论的。反之，如果我们承认需求的变动具有与价格无关的自主性，市场的这种自动调整机制及其所带来的唯一稳定的均衡组合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在上述论断中，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讨论与两种极端情形相对应的需求条件是如何形成的，而只是抽象地谈论了这类需求条件存在的可能性。一方面，价格下降，需求却不扩张，是与部门内产品的结构性过剩相联系的；另一方面，价格提高，需求却不减少，对应于部门的结构性稀缺。在《资本论》的地租篇，我们可以发现后一类情形的实例；至于前一类情形，则存在于那些出现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工业部门中。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稀缺的并存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正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性转变的特征，也是经济非均衡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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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名著《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中，罗斯多尔斯基以马克思的前引论述为依据，主张在下述意义上理解市场价值，以及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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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价值只能在由三种生产类型中的某一种所决定的生产条件（从而也是由个别价值决定）的限度内运动。

如果由于市场的变动，大多数商品按照高于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或者相反，按照低于在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的价值出售，市场价格就会在实际上偏离市场价值。

根据罗斯多尔斯基的解释，第一，市场价值对应于部门内某种既有的个别价值，但未必等于由平均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个别价值。第二，供求因素可以参与市场价值的决定，但其影响被局限在一个限度内，即供求只能导致市场价值在最坏或最好的生产条件之间变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供求变化就只影响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的偏离，而不影响市场价值本身。

在我国，魏埙和谷书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们写道：

供求状况在一定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不变）可以调节社会价值，使之或是与社会平均条件下的个别价值相一致，或是和优等或劣等条件下的个别价值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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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斯多尔斯基、魏埙和谷书堂为代表的这类解释，代表了以第二种市场价值概念为前提、协调市场价值两种理论的重要尝试。笔者赞同并试图发展这种解释。值得强调的是，罗斯多尔斯基在讨论市场价值的形成时，没有为其附加任何均衡条件，这意味着，当市场价值由较高或较低的生产率水平调节时，该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生产）可能处于市场供求失衡乃至再生产失衡的状态。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里，谷书堂和杨玉川更为明确地指出：应该在商品供求不均衡的前提下开展对第二种市场价值概念的分析；在非均衡的前提下，市场价值可能和通过加权平均得到的市场价值无关，而直接等于最优或最劣生产条件下的个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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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无论是罗斯多尔斯基还是谷书堂等人，都没有从方法论上明确提出前文所指的关键问题，即对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应做出有别于传统的解释，并以此为前提讨论非均衡与市场价值决定的关系。

为了后文讨论的方便，这里需要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略做讨论。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均衡概念不仅包含通常意义的市场供求均衡（指在市场上以现行价格出清产出），而且涉及再生产均衡，后一概念是马克思在考察再生产图式时提出来的。从再生产图式可以看到，两大部类的均衡条件一方面涉及年产品的价值量均衡，另一方面涉及实物供求平衡，这两者构成再生产均衡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对再生产图式的分析中，由于抽象了价格调整机制，价值量均衡和实物供求均衡是同时实现或同时破坏的，换言之，两者是互为条件的。如果引入价格调整机制，则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当价值量均衡条件不能实现时，可以通过价格调整实现实物量的供求均衡。以生产投资品的第一部类为例，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第一部类可能出现下述价值量的非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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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
 、V
 、S
 分别代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S
 
c

 代表投资，下标数字分别代表两个部类。此时通过价格向下调整，可实现投资品的市场供求均衡（即实物供求均衡），但问题是，投资品的价值量并未因此全部得到实现。另一种调整途径是产量调整，第一部类此时可以限制产量，即通过降低产能利用率，来实现市场或实物量的供求均衡。在这些情况下，尽管可实现市场供求均衡，但都不存在完整意义的再生产均衡。在凯恩斯经济学中，类似情形被称为非充分就业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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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那里，两大部类是由不同部门组成的，对均衡的讨论也可以拓展到部门这一层次。在市场或实物量供求均衡之外，各部门同样存在与其他部门的价值量均衡问题。这种价值量均衡可以用部门总产出的个别价值总额与市场价值总额相等来定义。在由最好或最坏技术条件下的个别价值调节市场价值的情形中，不存在这种意义的部门再生产均衡。

均衡概念和均衡假设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具有双重意义。第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分析要以市场供求均衡和再生产均衡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此前提下，这些规律和现象才能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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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现实中，均衡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科学上的意义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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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理论假设，均衡条件只是分析非均衡的参照系和出发点，非均衡才是全部分析的最终目标。这意味着，在一定的分析阶段，必须放弃与均衡相关的假设，转向对非均衡的分析。

应予指出的是，均衡概念和均衡假设的双重意义，在马克思那里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协调。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利润率下降的分析，在笔者考察置盐定理的时候，曾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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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率下降本来应该作为非均衡的表现形式，而在马克思那里，对此规律的讨论却是以假设再生产均衡为前提的。后世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均衡假设的态度，更常常出现偏差，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从均衡假设的重要性出发，忽略或排斥对非均衡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这一点体现为，他们往往坚持价值概念要以均衡条件为前提，忽略了价值或市场价值同时也是分析非均衡的概念工具。鲁宾便是这类倾向的突出代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从非均衡着眼，批评马克思仅仅探讨了保持均衡所需的条件，而忽略了对非均衡的分析。罗莎·卢森堡对《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图式的批评便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例子。在后文的分析中，笔者将尝试把均衡概念的双重意义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方法上，这意味着必须明确揭示均衡分析所依赖的假设，弄清必须在何时放弃这些假设，以便及时地转向非均衡分析。

2.2 鲁宾对市场价值第二种理论的批判

鲁宾的著作提供了对市场价值第一种理论的全面辩护，以及对市场价值第二种理论的全面批判。鲁宾主张，市场价值的形成是与正常的供求形势或市场均衡状态相对应的。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的讨论区分了下述两种情形：

第一，生产率最先进的那类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占据多数，市场价值也由这类企业的个别价值所决定；

第二，市场价值在正常条件下由该部门的平均价值所决定，但由于过度供给，市场价格低于市场价值，且市场价格由生产率最先进的那类企业的个别价值所决定。

在第一种情形下，产品按照先进企业的个别价值出售，意味着市场处于正常状态，在该部门与社会生产其他部门之间存在着长期而稳定的均衡。在第二种情形下，产品虽然也按照先进企业的个别价值来出售，但这是由不正常的过度供给引起的，并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该部门产量的缩减，也就是说，在该部门和社会生产其他部门之间存在非均衡。在第一种情形下，产品按照市场价值出售；在第二种情形下，市场价格偏离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市场价值。
 
[25]



鲁宾对上述两种情形的区分是否契合马克思的文本，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在前文的引述中，马克思就表达了与鲁宾不同的观点：“如果所生产的商品的量大于这种商品按中等的市场价值可以找到销路的量，那末，那种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调节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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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马克思丝毫没有提及在极端条件下生产的产品是否居于多数，以及生产该产品的部门是否存在市场供求均衡。

可以借助一个数例，来表达依据产出所占比重而求得的第一种含义的市场价值与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的区别。设经过加权平均求得的市场价值为λ
 
a

 ，根据表1-3中的数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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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部门内三种生产条件下的个别价值、产出和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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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优条件下的产出所占权重最大，所求得的市场价值也最接近于该生产条件下的个别价值，换言之，最优条件下的个别价值此时起着调节市场价值的主要作用。

再假设该部门总产出的个别价值总和（等于500）不能全部实现，即存在部门再生产的非均衡，且通过价格调整，全部产品销售后可以实现450单位的价值量。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假设为λ
 *
 ）就等于可实现个别价值总量除以部门总产出，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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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低于经过加权平均得到的市场价值，但接近于最优条件下的个别价值。在鲁宾看来，最优条件下的个别价值此时只决定市场价格；而在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看来，只要需求不会进一步增加，最优条件下的个别价值就是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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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坚持认为，市场价值的确定要以再生产均衡和市场均衡的成立为前提，这一见解在方法论上具有典型意义。他写道：

市场价值是与理论上界定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均衡状态相适应的。如果商品按照市场价值出售，均衡就得到维持。或者说，该部门的生产就不会不顾其他部门而扩张或收缩。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均衡，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协调，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的一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密切联系和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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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观点的指引下，鲁宾对第二种市场价值概念——他所谓的“市场价值的经济概念”——展开了细致的批判。由于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主张需求因素参与市场价值的形成，对需求概念的讨论就成为鲁宾关注的重点。鲁宾认为，对某种商品的均衡需求量取决于该商品的均衡价格即市场价值，他写道：

倘若我们假设一个既定的需要（needs）水平和既定的人口所有的收入水平，那么技术的状况决定了产品的价值（或均衡价格——引者注），而价值又进而决定了正常的需求量（或均衡产量——引者注），以及相应的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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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市场价格和需求量围绕上述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而波动。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市场价值（或均衡价格），需求就会增加，面对扩大的需求量，供给便会缩减，此时资本流到其他部门，并导致价格和需求量的进一步调整；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市场价值，则有相反的调整过程。在商品的需求曲线上，尽管存在各种价格和产量的组合，但从长期看，只有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这一组合是稳定的。

依照鲁宾的上述观点，生产力或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商品的单位价值量（或其均衡价格），单位价值量决定需求量，需求量又决定供给即产量。将此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相比较，会发现两者间的明显差异。《资本论》第一卷讨论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商品单位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变动的关系，马克思提出，生产率提高与单位价值量的变动成反比，与使用价值量的变动成正比。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进而指出，在剥削率不变的前提下，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下降会造成单位利润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利润总量的增长，使用价值量的实现就变得至关重要。换言之，劳动生产率与单位价值量成反比，与使用价值量成正比这两个规律，潜在地构成了资本积累内在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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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马克思不同，鲁宾只承认生产率的变动会影响单位商品价值量，而刻意回避了生产率提高对供给量的影响。在他那里，生产率提高以价值或均衡价格的变动为中介，在调节需求的同时也调节供给，最终供求之间自动达成均衡。这一观点明显地更接近新古典经济学，而不同于马克思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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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鲁宾在提出上述命题时，还从概念上区分了需求（Demand）和社会需要（Social Needs）。在他看来，需求取决于价格，即与价格成反比，而社会需要则可因价格以外的原因而变动。
 
[32]

 对需求和需要的这种区分是武断的，但正由于这种区分，他才得以把需求严格定义为均衡价格乃至生产率的函数，而把社会需要的变动作为外生的、偶然出现的情况在分析上予以排除。后文将进一步指出，需求并不只是价格或生产率的函数，对需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活动。由于积累的规模和方向是无法预先确定的，有效需求的形成也是不确定的。如果依从鲁宾的主张，认为需求的变动仅仅取决于商品的价格或价值，而价值又取决于生产率发展的水平，则给定生产的物量数据，需求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预测的，这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

2.3 市场价值是隶属于均衡的概念吗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鲁宾将市场价值第二种理论的“弊端”概括如下：第一，这一理论混淆了市场的正常状态和非正常状态，在长期内，不同部门之间有达成均衡的趋势，这一趋势虽然有可能出现崩溃，但这种崩溃是暂时的，第二种理论混淆了长期规律和暂时的崩溃；第二，由于前述混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就被破坏了，因为这个概念预设了各部门间的均衡；第三，第二种理论忽视了市场价格偏离市场价值的机制，当市场出现不正常状况时，商品可以任一价格销售，第二种理论不恰当地理解这一点，把在这种状况下据以销售的价格当作与价值相符的价格，从而混淆了价值与价格；第四，第二种理论切断了社会必要劳动和生产力之间在概念上的联系，在第二种理论看来，即便生产力没有改变，社会必要劳动也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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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批评的核心（第一点和第二点），是把市场价值看作隶属于均衡的概念。在鲁宾看来，只有在均衡条件下，运用价值概念才是有意义的。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把供求之间达到均衡的阶段称作商品按照其价值出售的状态……供求均衡只有当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达到均衡时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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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宾的分析始终包含这样的假定：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趋势，价值概念则是用来理解这种均衡的比较静态概念。

在探讨市场价值两种理论的关系时，下述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市场价值概念是否应隶属于均衡条件，劳动价值论是否应作为某种一般均衡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们在鲁宾之后一再被人提出来。例如，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就认为，可以将马克思和瓦尔拉相提并论，因为两者各自独立而同时表述了一般均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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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的确频繁地使用过均衡（中译文一般译为平衡）这一术语。但是，他对均衡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与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均衡是整个经济应该趋向的一种状态；作为经济学理论中的隐喻（Metaphor），它暗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信仰。而在马克思看来，均衡的实现是偶然的，他说：“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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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那里，均衡和非均衡是用于解释经济演化过程的分析工具，在概念上具有某种互补性，下面这段引文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

在（引者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
 。
 
[37]



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与“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趋势，是一对具有互补性的矛盾。关于这类矛盾的特点，马克思在论及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的时候，曾有如下方法论的说明，他说：“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
 
[38]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上述矛盾的互补性，还意味着它们可以相互转化，譬如，危机——这是非均衡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是均衡的瞬间恢复。

美国学者纳尔逊和温特是当代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指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由各种分散决策派生的经济活动如何形成整个经济中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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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秩序并不等于均衡，秩序毋宁说存在于均衡和非均衡的互补性之中。演化经济学的另一知名人物弗里曼及其合作者，也在方法论上论述了与此相关的问题，他们使用“协调”（Coordination）这一概念以代替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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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调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存在非均衡过程，以及非均衡过程为什么会受到约束……为什么结构性的不稳定性持续地存在着，但又不会驱使整个系统朝向爆炸性毁灭。

存在协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存在和谐或均衡，不管均衡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或者在其精确意义上指的是市场体系所具有的持久的动态稳定性特征。

两位学者还写道：

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作为整体”的协调过程的重要性，并把协调解释为各种基本趋势和反趋势——也就是冲突——的结果。

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旨在分析社会生产的自组织或“协调”过程，而不应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工具。从这一点着眼，鲁宾对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的解释有着明显的缺陷，他完全忽视了市场价值形成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丢失了劳动价值论在分析功能上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下一节里，笔者将联系再生产图式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这里仅限于指出，将市场价值隶属于静态均衡条件的做法，和马克思的下述思想是直接相冲突的，马克思曾把资本规定为“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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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提法表明，价值决定是一个动态过程，隶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与价值的动态决定过程相伴随的是资本的价值革命，后者给个别资本的价值决定带来了根本的不确定性。马克思就此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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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又译孟德尔）也指出，由运动中的价值所经历的价值革命可以推断：


投入层次上的价值并不能自动地决定产出层次上的价值。
 只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以后，才能表明“投入”的一个部分是否已被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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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见解提出了价值决定的动态整体性问题，这种整体性是指，一方面，投入的价值是产品价值形成的前提；另一方面，产品的价值决定也会影响投入的价值。产品的价值决定不仅要以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为前提，还与产品的实现条件有关，而个别部门产品的实现条件最终取决于全社会年产品的实现条件。如本书第9章将要讨论的，价值决定的动态整体性也从理论上规定了价值转形的实质和意义。如果投入的价值自动决定产品的价值，则作为转形出发点的产品的价值，就可还原为投入的价值，换言之，在转形研究中将投入即成本价格加以转形——这是自鲍特基维茨以来在转形研究中常见的做法——就是正确的；反之，如果投入的价值不能自动地决定产品的价值，反而要受到产品价值决定的影响，则投入的价值就不能看作预先给定的量，从而也不宜作为价值转形的出发点。

鲁宾在将市场价值与均衡条件相联系时暗含了一点，即把劳动价值论看作解释商品绝对价格水平的理论。马克思则表示，解释绝对价格水平在理论上只是次要的问题，他更关注的是用劳动价值论解释商品价格的长期运动：


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增加了，价格就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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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马克思明显地给价值规律的作用做了限定：它只影响价格的变动；至于变动之初的价格水平，则可任由其他因素来调节。希法亭在回应庞巴维克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时，更为明确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马克思不是把价值理论看作确定价格的手段，而是把它看作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的工具。经验教给我们，绝对价格水平是这个运动的出发点，但是，对别的问题来说，这个价格的绝对高度只具有次要的意义，我们所关注的只是研究其运动的规律……价值规律向我们揭示的是，归根结底，生产力的发展控制了价格的运动，我们有可能把握这些变化的规律；并且，由于所有的经济现象都通过价格的变化而使自己表现出来，进而就可能达到对所有经济现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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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法亭的阐释是正确的，劳动价值论的功能在于解释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与商品交换价值或价格变动之间的长期联系，均衡条件对于市场价值概念就未必是不可或缺的。相反，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动态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它被用来解释生产活动及其实现条件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通过竞争和交换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部门。鲁宾本人对这一点也曾有过深刻的理解，如他写道：

由于他们（引者注：指商品生产者）依靠劳动产品在交换中相互联系，他们在其生产过程中、在其劳动活动中也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他们必须考虑到市场上可推测的条件。通过交换商品的价值，某些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活动影响着其他人的劳动活动，并引起确定的改变。另一方面，这些改变也影响着这些劳动活动本身。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之间互相进行着适应性调节。而这种调节只有当一个领域通过市场上的价格运动影响到另一领域时才是可能的，而价格的运动取决于“价值规律”……价值是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它把社会一个领域的生产过程的运动传送到另一领域，使社会成为调节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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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鲁宾的理解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便在于，他仅限于把各种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为空间上并存的、共时性的关系，而不是历时性的关系。价值作为“传送带”，不仅把变化从社会经济的一个部门传送到另一个部门，而且使得在不同时间维度发生的变化彼此相互影响。

2.4 日本宇野学派对市场价值理论的研究

在结束这一节之前，笔者还拟就日本宇野学派（the Uno School）的市场价值理论略做讨论。和鲁宾不同，宇野学派试图按照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的方向协调马克思的两种市场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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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该派代表伊藤诚的介绍，宇野学派的市场价值理论大致包括如下要点。

第一，宇野学派主张，不能脱离市场竞争的动态过程，单纯依据现有生产条件的静态组合得出市场价值。供求的波动并非只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只有通过供求波动和市场价格的变化，才能最终揭示用于满足社会需求的产量是在何种技术条件下生产出来的。
 
[48]

 基于这一观点，伊藤诚批评了新李嘉图主义者——“新李嘉图主义者片面强调生产的技术条件是价格的决定因素，忽略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必须借助动态化的市场竞争，才能发现起调节作用的标准技术条件和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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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部门内起调节作用的标准技术条件，不仅要依靠部门内竞争来确定，还要借助部门间竞争的作用。宇野学派认为，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确定并不是分别独立进行的过程，两者统一在“市场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中。部门内竞争从一开始就应被看作生产价格理论的一部分。与此相应，市场价值理论不应置于生产价格理论之前，而应置于生产价格理论之后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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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野学派的第一个观点是值得称道的。但该学派同时又认为，在竞争中最终被发现的市场价值仍然对应于市场均衡条件，用该学派的创立者宇野弘藏的话来说：“市场价值作为市场价格的引力中心，是在供给和需求均衡的基础上被决定的。这意味着，当市场价格高过这个中心时，一种商品的供给就会因为对它的需求增加而增加，情况相反时则减少。这样，一种商品的市场价值就决定于下述生产条件，在这个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供给条件相对于波动的需求得到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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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宇野学派的观点就是不彻底的。在均衡条件下，生产的技术条件是市场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一旦把均衡条件和市场价值的确定联系在一起，发展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的尝试必然走向自我否定。宇野学派一方面试图发展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重蹈了鲁宾的覆辙，最终陷入自相矛盾。

再来看宇野学派的第二个观点。这个观点的合理之处，在于强调两类竞争是互相结合的，其缺陷则在于主张将生产价格理论置于市场价值理论之前来论述。在马克思那里，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在《资本论》第一卷就提出来了，远早于生产价格理论的提出。这种市场价值不仅是适用于部门内竞争的概念，同时还是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均衡和不确定性的工具。将第二种市场价值作为生产价格的前提意味着，首先，价值转形是与非均衡兼容的，而不必局限于均衡条件；其次，转形的结果实际上是市场生产价格，而不必是在平均生产条件下形成的生产价格。这样一来，价值转形就获得了和鲍特基维茨传统不同的含义——转形实质上和均衡条件无关，即便在非均衡前提下，也存在价值转形。这一结论可以从马克思地租理论中得到证明。在级差地租理论中，劣等地的个别生产价格同时也是市场生产价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谷物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另一方面产生了虚假的社会价值，后者度量了在谷物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存在的再生产非均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谷物部门的结构性稀缺，即便谷物价格上涨并超过市场生产价格水平，谷物的供给也可能不增加，而只是造成绝对地租乃至垄断地租的形成。在形成绝对地租的场合，劣等地的个别价值将作为市场价值调节谷物的市场价格；若以虚假的社会价值来衡量，前述非均衡此时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为严重，因为虚假的社会价值进一步增加了。马克思地租理论潜在地包含着如下重要结论：第一，非均衡与利润率平均化（从而与价值转形）是可以并存的
 
[52]

 ；第二，非均衡与市场价值的形成也是可以并存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围绕两种市场价值理论的争论中，包括鲁宾在内的许多人都忽略了马克思地租理论的重要意义。

3 市场价值的决定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

3.1 一个基于再生产图式的分析框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劳动也因之以社会合目的性为依归。社会必要劳动概念是与劳动的社会合目的性联系在一起的。卢森堡曾就私人劳动与其社会合目的性的关系写道：

（个别生产者）是否实际完成了社会必要的劳动，唯一办法就是看他的产品是否有人购买。因此，不管你的劳动是多么辛勤，多么顺利，其产品并不一定都预先具有从社会观点上来看的价值和社会合目的性。只有能够交换的东西才有价值；而什么人都不愿交换的东西，虽然做得很好，还是无价值，还是一种被浪费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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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这种社会合目的性植根于劳动作为目的论活动的一般规定中。在《资本论》里，马克思从两个层面规定了劳动一般：一方面，劳动是在社会与自然之间开展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在观念中进行的目的论设定在劳动中起着先导的作用。
 
[54]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对劳动中的目的论设定及其实现做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指出，劳动过程可视为由以下两个环节构成，第一个环节是设定目的，第二个环节是确定手段；一个成功的劳动过程，必须扬弃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异质性，促成“设定的目的”和“设定的因果性”之间的“同质化”，即“造成某种自身同质的东西：劳动过程以及最终的劳动产物”。卢卡奇写道：

人们不应忽略这样一个朴素的事实，即设定的目的能否实现，这仅仅取决于在确定手段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自然的因果性转变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设定的因果性。目的的设定产生于社会的人的需要；然而为了使它成为一种真正的目的设定，对于手段的确定，即对于自然的认识，必须达到一定的与这些手段相适应的水平；如果这些手段尚未获得，那么目的的设定就仅仅是一项乌托邦工程，一种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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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在此谈到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一般而言，可以将不确定性界定为人类经济活动中的手段和目的、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在上面这段引文中，造成不确定性的原因仅仅涉及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水平，而与其他社会因素无关。这一类型的不确定性有时被称作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别于另一类型的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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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确定性是随着商品交换和劳动的社会合目的性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通常远甚于技术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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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不确定性发挥作用的场合，个别目的论设定所发动并赖以实现的那些因果关系，不再像简单劳动过程那样仅仅来自自然界；由于生产以交换价值为目的，通过交换在商品生产者背后编织起复杂的社会联系，这些社会联系以盲目的客观规律的形式作用于商品生产者。马克思在谈论这类因果规律时有时也称之为“自然规律”，借以强调其客观性，并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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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属于社会存在的这类因果规律，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目的论活动发动的，是这些个别目的论活动的社会综合。在目的论设定和由此发动的因果规律之间存在的这种辩证联系，使卢卡奇得出如下结论：社会存在以及作为其物质基础的经济领域的特征，是“以观念的形式引起的人的活动与由此产生的物质经济规律两者的辨证的整体性、相关性和不可分割性”
 
[59]

 。

在《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利用再生产图式，具体而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的上述整体性。在再生产图式中，个别目的论活动表现为个别资本的流通，无数个别资本流通的社会综合则造成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及其年产品的实现规律，后者作为具有因果性质的规律制约了个别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活动，并从本体论意义上界定了社会必要劳动的含义——所谓“社会必要”，指的是以社会年产品的实现条件为中介，在事后得到证实的劳动的社会合目的性。

根据曼德尔的概括，再生产图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把无数分散进行的生产过程综合为社会生产，从而以高度简化的方式在理论上再现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曼德尔说：

（马克思的两部类图式）是与人类生产一般的基本性质相适应的——不单单是与人类生产一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相适应。如果不建立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人类便不能生存。而如果不使用工具，人类便不可能实现那种物质变换。因此，人类的物质生产总是至少要由工具和生存资料构成。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两大部类无非是人类生产一般划分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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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再生产图式同时也是一个市场模型，它概括了社会年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资本论》第二卷有一个副标题：《资本的流通过程》，而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初看起来，区别是明显的。第一卷集中论述工厂、劳动场所的问题。它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既当作物质生产过程又当作价值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性质。与此相对照，第二卷则集中论述市场问题。它不是说明价值和剩余价值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是说明它们是怎样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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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再生产图式，我们有可能从总体上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流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前文谈论过的：它是个别目的论活动与这些活动的社会综合所发动的因果规律之间的矛盾。但理论上的分歧也恰好在此产生了。一种理解认为，再生产图式表达了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所应遵循的均衡条件，因此不宜用来分析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伊藤诚就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再生产图式的功能不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在于表明，只要满足了适用于各种不同社会的再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持续地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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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则表达了与之相反的观点：

滥用（再生产）图式的最自相矛盾的一种形式就是应用它们来证明，“只要”保持各部类间正确的“比例”（“平衡条件”），资本主义就能和谐地、无限地增长。持有这种糊涂观念的作者们忽视了马克思所作的根本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本身及其运动规律包含着这些“平衡条件”不可避免的破坏；对于不平衡和不平衡增长的常态来说，“平衡”和“和谐的增长”只是一种罕见的例外（或长期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决定的动态性和消费者支出的不确定性
 两者都使人们不可能在两大部类间保持如此确切的比例，以至可以达到和谐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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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应在“消费者支出”前面加上“投资支出”外，笔者赞同这段话的所有观点。曼德尔的论述指向再生产图式的第三个特点：再生产图式不仅表达了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而且是分析各种矛盾和由此带来的非均衡的理论工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卢森堡。不过，在卢森堡那里，问题是以矛盾的形式提出来的：一方面，她体认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重心，是《资本论》第三卷所考察的那些矛盾，特别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她又错误地对再生产图式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在她看来，《资本论》第二卷提出的再生产图式无法用于分析这些矛盾，并和第三卷的论述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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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笔者看来，卢森堡是在不正确的理论形式上发现了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应该利用再生产图式分析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并据以分析价值决定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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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卢森堡互为对立面的是鲁宾。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重心是资本积累内生的非均衡趋势，鲁宾则强调均衡概念的意义以及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均衡理论的重要性。在鲁宾看来，长期而稳定的供求均衡，是以社会生产各部门间的再生产均衡为前提的；鲁宾还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分析——而且是在错误的形式上分析了——供求均衡，忽略了再生产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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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见解单独来看无疑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鲁宾从来没有思考过纠缠着卢森堡的那些问题，在鲁宾看来，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重心，不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而是社会生产的平衡规律，这样一来，他就不可能意识到以再生产图式为工具，在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基础上阐释市场价值第二种概念的必要性。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鲁宾错失了利用卢森堡的观点发展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的机会。

初看起来，再生产图式是由价值总量之间的均衡条件构筑起来的，这很容易诱导人把价值的决定过程看作均衡条件的形成过程。然而，通过对再生产图式的一个拓展会发现，均衡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例，其常态是动态的非均衡。

根据再生产图式，两大部类在扩大再生产前提下的总量均衡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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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
 、V
 、S
 分别代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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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代表追加不变资本和追加可变资本。在这两个等式的基础上，可以写出一个新的定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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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其表征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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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式中，左侧是两大部类各自生产的、未用于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亦可看作两大部类资本家的意愿储蓄，α为意愿积累率（这里假设两部类的意愿积累率相等）；右侧代表那些影响剩余价值实现的需求项目，这些需求项目恰好等于两部类资本家的实际积累。上标t
 和t
 +1将等式两侧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再生产时期。现在，让我们引证马克思就资本积累基本矛盾所做的著名论述，并与公式（1-4）相对照：

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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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引文里，马克思列举了三项决定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因素，其中不仅包括各个生产部门间的比例和群众的消费力，还涉及资本家的积累欲望。在这三项因素中，资本家积累的欲望是具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由此决定的积累会以其规模和方向重塑生产部门间的比例，并透过某种乘数效应改变群众的消费力。积累的这种作用在公式（1-4）中得到了直观的体现：公式的右侧，即决定剩余价值实现的因素，恰恰可归结为两部类资本家阶级的实际积累。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曾提出，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公式（1-4）则揭示了与之互补的另一重关系：两部类资本家阶级的实际积累是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实现条件。因此，公式（1-4）也表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卡莱茨基最先倡导的观点——资本家阶级的利润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投资，而不是相反——实际上蕴含于再生产图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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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图式所表征的均衡条件，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个别目的论活动赖以实现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的确立远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因为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欲望和实际积累都是经常变动而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的后果体现为下面的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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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资本产品的价值决定在时间上的动态性，通过这些符号的上标清楚地显示出来。价值规律（鲁宾眼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平衡规律）不仅涉及劳动量在不同部门的共时性分布，而且涉及劳动量在历史时间中，即在再生产前后时期的动态分布。从不等式（1-5）中可以看到，前一个再生产时期的产品价值，是通过后一个时期的实际积累来实现的；资本家阶级的实际积累水平提供了前一时期资本产品的对等价值，并决定了后者的实现程度。

可以借助公式（1-4）回答前文提出的重要问题：何以需求的变动具有和产品价格无关的自主性。从宏观角度来看，需求的变动归根结底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尽管产品价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积累，但对积累直接产生影响的是预期利润率。在本章第3.3小节，通过对明斯基观点的讨论还会看到，资本家的预期主要是借助资本资产市场的价格波动而形成的，普通产出市场的价格对于积累只有相对次要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实际积累增速放慢，一部分剩余产品面临实现困难，这一点解释了马克思所说的，即使价格下降，需求也不会增加。反之，当积累欲望增强，实际积累增速加快时，即使价格上升，需求也不会减少。

3.2 非均衡与市场价值的决定：理论及数理分析

这一小节将运用简单的数理分析，进一步考察资本积累基本矛盾所引致的非均衡对市场价值决定造成的影响。假定存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令生产第i
 种（i
 =1，2）产品所需劳动量（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为t
 
i

 ，这一劳动量带来的产出为q
 
i

 ，在生产中形成的单位内含价值为λ
 
i

 ，在市场上实现的单位价值为λ
 *
 
i

 。在再生产均衡的前提下，两个部门总产出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总量，必然等于在生产中形成的内含价值总量，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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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讨论，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λ
 *
 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引入一个由冯金华教授发展的关于产品实现价值决定的模型，后文简称之为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或冯金华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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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定义来看，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λ
 *
 
i

 ）应当等于用单位产品交换到的货币的价值（以劳动量衡量），换言之，即等于产品的交易价格与单位货币价值（用m
 *
 表示）的乘积。若用p
 
i

 表示第i
 种产品的价格，则可写出如下交易方程：


λ
 *
 
i

 =p
 
i

 m
 *
 　　　　　　（1-7）

将公式（1-7）代入公式（1-6），可解出产品的单位实现价值λ
 *
 
i

 ，即得到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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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意味着，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是全社会在生产中耗费的总劳动量按照一个比率分布而形成的，这个比率等于单位产品价格与全社会总产出价格的比率。若在公式（1-8）两边乘以产出q
 
i

 ，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还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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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在最初提出时并没有考虑非均衡的情况。在非均衡条件下，用于生产全部产品而投入的劳动量未必都能转化为市场价值，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出现以下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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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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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ϕ
 为度量非均衡时价值量偏离的系数，且0＜ϕ
 ≤1。这样一来，若将公式（1-7）代入公式（1-10），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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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公式（1-9），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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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
 
i

 代表非均衡条件下第i
 个部门产出的实现价值总量。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角度看，[image: ]
 造成的年产品价值的构成为[image: ]
 ；由前述两大部类的总量平衡条件可知，这一年产品的实现（其实物和价值补偿）取决于由以下项目所代表的有效需求：[image: ]
 。据此可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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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决定了社会年产品价值的实现程度，易言之，[image: ]
 。


λ
 *
 
i

 作为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尽管在数量上可能等于市场价值，但在概念上与后者并不一致。如果假设消费品部门存在三种技术水平各异的企业，依其生产率高低，三种企业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就可分别表示为λ
 min
 2
 、λ
 mid
 2
 、λ
 max
 2
 ，并有λ
 min
 2
 ＜λ
 mid
 2
 ＜λ
 max
 2
 。依照罗斯多尔斯基所代表的观点，这三种个别价值在不同的供求形势下分别充当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这样一来，在考察单位实现价值λ
 *
 与市场价值的关系时，就可区分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单位实现价值恰好等于和平均技术水平相对应的单位个别价值，从而有λ*
 =λ
mid

 ，这种情形事实上意味着均衡的存在；

第二，单位实现价值等于和较高技术水平相对应的个别价值，即有λ*
 =λ
min

 ，此时部门内存在非均衡；

第三，单位实现价值等于和较低技术水平相对应的个别价值，即有λ*
 =λ
max

 ，此时部门内也存在非均衡。

第一种情形对应于鲁宾支持的观点，即市场价值是与再生产均衡相对应的概念，由部门平均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单位产品个别价值与市场价值必然相等。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对应于罗斯多尔斯基所代表的观点，即市场价值可能与非均衡相对应，在供给大于需求时，生产率较高企业的个别价值可以成为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且此时需求并不因市场价格的下降而增长；在供给小于需求时，生产率较低企业的个别价值成为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且需求并不因市场价格的提高而下降。

鲁宾和罗斯多尔斯基所代表的观点虽然不同，但在他们那里，市场价值都等于某种既有的个别价值，从而与现有的技术水平相对应。罗斯多尔斯基没有进一步考虑如下情形：市场价格进一步偏离起调节作用的最优或最劣生产条件，从而使得通过市场价格而得到的单位产品实现价值λ*
 不再等于最好或最坏条件下的个别价值，而是持续地小于λ
min

 或大于λ
max

 。这类极端情形在理论上有什么意义呢？

当市场价格由最好或最坏条件下的生产条件（即λ
min

 或λ
max

 ）调节时，该部门存在两个进一步变化的方向：或者回归由某种平均生产条件所决定的个别价值，或者进一步发散，持续地小于λ
min

 或大于λ
max

 。假设需求的变动具有和价格无关的某种自主性，为第二种情形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后面这种情形下，协调可以采取如下形式：通过竞争发现一种新的生产条件和新的个别价值，并与实现价值（λ*
 ）相平衡。例如，当通过市场价格实现的λ*
 持续小于λ
min

 ，且需求也不因此扩大时，该部门可能通过技术创新，造就一种新的生产技术条件，使其产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与λ*
 相等，从而成为新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或者反过来，当借助市场价格而实现的λ*
 持续大于λ
max

 ，且需求并不因此减少时，一些具有较劣技术条件的企业可能加入该部门，其个别价值成为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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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即便通过上述协调过程发现了新的市场价值，也不意味着该部门一定会重建再生产均衡（以部门总产出的个别价值总额和市场价值总额相等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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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值的第一种理论始终假定，市场价格只能围绕既有的市场价值这一引力中心而调整，而不存在前文指出的市场价值追随价格而调整的情况。第一种理论的这种假定，是以《资本论》第一卷开篇的观点为依据的。在那里马克思假设，第一，价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生产率变动和这种被严格限定的价格概念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即在长期内，后者必将伴随生产率提高而下降；第二，在讨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时，马克思又补充了一个观点：这种直接价格可以围绕价值而波动，但其长期趋势（或统计意义上的平均数）是向既有价值水平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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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这些假设，对于在理想条件下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运动规律，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是完全必要的。但与此同时，这些假设也让马克思付出了代价，使他难以在分析中纳入以部门的兴衰更迭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变迁。假设价格最终向第一种意义的市场价值收敛，意味着假设部门再生产处于正常或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那些生产条件起调节作用的企业享有正常利润，其他企业以此为参照，或者通过部门内竞争取得超额利润，或者承担一部分亏损。总体来看，部门产出的个别价值总和与实现价值总和大致相当，换言之，相关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没有根本的变化。而在我们指出的那种极端非均衡情形中，由于市场价格不再对应于部门内任何一种既有的生产条件，因而也不存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部门内竞争此时已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占主导地位的是部门间竞争。在整个部门内，要么所有企业同时亏损，要么所有企业取得超额利润。这种过渡情形的出现，意味着相关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恰好定义了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在部门出现普遍亏损时，重大产品创新将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这种创新有可能开辟一个崭新的部门；反之，在部门内所有企业都能获得超额利润时，该部门要么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新部门，要么便是出现了非同寻常的需求条件，诱使其大举扩张。假定市场价值可以追随市场价格进行调整，恰好为分析这种结构性变迁提供了可能。因此，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和第一种理论的区别还在于，前者有助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范围，使之不仅能在给定部门的基础上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而且能用于解释演化经济学所注重的经济的结构性变迁。

现在让我们转来再看公式（1-4）。它所表达的资本积累基本矛盾左右了个别当事人的目的论行为，这类行为即积累的结构可以借用利润率的定义式[image: ]
 来表征。在这个定义式中，一方面，分母C
 +V
 不仅代表了预付资本的数量，而且通过资本有机构成刻画了生产的技术条件，在此双重意义上，可将分母视为目的论设定中所确定的手段；另一方面，分子即剩余价值则代表了行为的目的。在此比率中，无论分子及分母的数量，还是分母与分子间的相互联系，都渗透了不确定性。先来看分子，由公式（1-4）可看到，利润率定义里的分子即剩余价值的实现，在宏观上是由整个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所决定的，由于资本家阶级的投资意愿可能不足以保证公式（1-4）的成立，这就造成了利润实现的不确定性。用卡莱茨基的话说，资本家可以决定其支出的规模，但不能决定取得利润的多寡，就是指的这种不确定性。进而言之，在利润率的定义中，不仅分子即利润的实现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分母自身也包含着不确定性。在《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曾谈到，由于技术变革等因素的影响，固定资本价值面临经常性的贬值，这一现象被马克思称作资本循环中的价值革命。伴随这种价值革命，分母即预付资本的价值以及资本的价值构成也是不确定的。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目的论行为中，目的及其手段都受到不确定性的左右，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就更其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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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何为生产的物量数据这个问题上，我们也看到了卢卡奇所谈到的那种联系：一方面，生产的技术条件是个别资本家的目的论活动据以进行的手段；另一方面，成功的目的论活动要求实现手段和目的的同质化，并根据社会合目的性对手段加以选择和调整。在部门内起调节作用的标准技术条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置于目的论活动的结构中、相对于社会合目的性结果才能确定下来。这种标准技术条件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要比斯蒂德曼乃至鲁宾所理解的更为复杂，其中不仅包含生产的技术条件调节市场价值这一重关系，还包含恰好相反的另一重关系，即通过市场价值的形成来选择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这种反向关系在罗斯多尔斯基那里就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存在了，沿用前文的记号，当个别价值λ
 min
 或λ
 max
 调节该部门的市场价格时，它们也就成为市场价值；而一旦λ
 min
 或λ
 max
 成为部门的市场价值，它们所代表的生产条件就同时确立为部门内起调节作用的标准技术条件。在我们讨论的实现价值（λ
 *
 ）与个别价值（λ
 min
 或λ
 max
 ）极度偏离的情形中，上述反向关系变得更为明显。两者的极度偏离意味着市场价值以及部门内起调节作用的技术条件此时根本不存在，或言之，部门内既有的技术条件对于市场价格的变动完全不起任何调节作用。当出现这种偏离时，公式（1-4）所代表的社会选择机制将推动部门间竞争和经济-技术的结构变迁，最终发现或造就一个新的起调节作用的标准技术条件，重建个别价值与市场价值的联系。

可以通过一个数例进一步说明本小节讨论的观点。为简便起见，假定一个生产小麦和钢铁的两部门经济，其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如表1-4所示。

表1-4 小麦和钢铁部门的投入产出条件

[image: ]


令钢和小麦的单位价值分别为λ
 
s

 和λ
 
w

 ，根据表1-4给出的生产条件，两部门的单位价值生产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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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方程组，得λ
 
s

 =2、λ
 
w

 =3/2。要注意的是，在构造这个方程组时，丝毫没有涉及总量平衡条件。可以假设，此时两个部门的产量均为10000单位，剩余价值率为100%，则两部门产品的价值构成如表1-5所示。

表1-5 小麦和钢铁部门的产品价值构成

[image: ]


由表1-5可知，全社会总劳动量为35000单位，故可写出以下总量平衡条件：

10000λ
 
s

 +10000λ
 
w

 =35000

即社会总产品的市场价值总量等于投入生产的总劳动量。由于在再生产均衡的前提下，有λ
 *
 =λ
 ，故而市场价值总量与实现价值总量也相等，即有10000λ
 *
 
s

 +10000λ
 *
 
w

 =35000。表面上看，上述总量平衡条件对于单位市场价值的决定似乎不起作用，后者单纯依靠表1-4中的投入产出技术条件即可得出（这正是新李嘉图主义的见解），但这其实是假象，如果引入非均衡，便可立即发现总量均衡条件对于市场价值和标准技术条件的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

假设因再生产失衡，投入生产的全部劳动量只能实现4/7；同时假设此时产量仍可出清，但存在价格调整。在这些前提下可以写出：

10000λ
 *
 
s

 +10000λ
 *
 
w

 =20000　　　　　　（1-13）

此时若仍假设λ
 *
 =λ
 ，并将公式（1-13）和公式（1-12）联立，则方程组不存在有经济意义的解。在理论上，这意味着，此时不存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然而，在没有市场价值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市场价格。假设此时两种产品市场价格的相对比例为3 ∶2，即[image: ]
 ，根据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可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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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解得λ
 *
 
s

 =0.8、λ
 *
 
w

 =1.2。若假设两个部门此时有新的更为先进的企业加入，且这些先进企业的个别价值（分别为λ
 min
 
s

 和λ
 min
 
w

 ）恰好为λ
 min
 
s

 =0.8、λ
 min
 
w

 =1.2，则先进企业的个别价值此时就成为部门内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其生产的技术条件也相应地成为部门内新的标准技术条件。

表1-6描述了加入两个部门的新企业的个别生产条件（此时亦为标准的技术条件）。

表1-6 小麦和钢铁部门新进入企业的投入产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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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组条件可构造一组价值生产方程（其中λ
 ′
 
s

 和λ
 ′
 
w

 分别为先进企业的个别价值，此时亦为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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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方程组，求出λ
 ′
 
s

 =0.8、λ
 ′
 
w

 =1.2。这意味着，通过一种反向调整，两部门重新找到了新的市场价值和标准的技术条件。

在部门内起调节作用的技术条件的确立，是通过个别价值、市场价值、实现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实现的，这种相互关系大致包含以下要点。

第一，在均衡前提下，中等技术条件所生产的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与其市场价值或实现价值是相等的。就整个部门而言，全部产出的个别价值之和，与全部产出的市场价值或实现价值之和也是相等的。在此情形下，个别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整个部门没有超额利润。

第二，当单位产品的市场价值由生产率较高或较低企业的个别价值所代表时，单位产品市场价值与生产率较高或较低企业的个别价值和实现价值也是相等的，但就整个部门而言，其总产出的市场价值（亦为实现价值），却不再等于总产出的个别价值之和，前者要么小于后者（当市场价值由生产率最低企业的个别价值调节时），要么大于后者（当市场价值由生产率最高企业的个别价值调节时）。这种偏离定义了再生产非均衡的存在。

第三，如果非均衡进一步发展，单位产品实现价值偏离部门内一切既有的个别价值，对市场价格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也将不复存在，因而也不存在与之对应的、起调节作用的技术条件。在一个竞争性部门中，此时必然会出现进一步的调整，以发现或造就新的技术条件，重建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与市场价值的联系。这种重建虽然是一种演化经济学意义上的“协调”过程，但其结果并非一定带来相关部门的再生产均衡。

可以借助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对第二点和第三点做一补充说明。在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中，除非假定价格是直接价格，即价格恰好与单位产品的内含平均价值成比例（这是《资本论》第一卷采用的假定），否则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不等于其内含平均价值。为此可在公式（1-11）的基础上写出任一部门单位产品实现价值（λ
 *
 
i

 ）与其内含平均价值（λ
 
a

 
i

 ，见前文定义）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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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是度量两者偏离程度的系数。由公式（1-14）可以看出，φ
 此时也度量了因非均衡造成的实现价值与内含平均价值的偏离。当价格为直接价格时，因此时处于均衡条件下，故ϕ
 和φ
 都等于1。由于单位产品的市场价值可以在［λ
 min
 ，λ
 max
 ］这一区间内变动，任一部门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只要满足公式（1-15）所刻画的条件，就可视为市场价值。


λ
 min
 
i

 ≤λ
 *
 
i

 ≤λ
 max
 
i

 　　　　　　（1-15）

将公式（1-14）的第二个等式代入公式（1-15），可得φ
 的变动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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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当因非均衡产生的φ
 的变动处于这一范围内时，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部门内市场价值的决定；一旦超出该范围，需求的变化就只调节价格和价值的偏离，而不再影响市场价值本身。但在后面这种情况下，竞争会带来进一步的调整，以造就或发现新的市场价值和标准的技术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在前述第一和第二种情形中，单位产品的市场价值必须联系总产出的市场价值来决定，易言之，部门总产出的市场价值是单位产品市场价值得以决定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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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看起来，这个原则和《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马克思的叙述是从单个商品的价值决定出发的，进而又以单位商品的价值乘以总产出，得到总产出的价值。但是，这种表面的矛盾只不过反映了《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区别。从过程的内在联系来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所指出的：“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从这个观点看，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只是市场价值形成的必要而非充分的前提，市场价值的最终决定，是在部门总产出乃至公式（1-4）所表达的宏观层面实现的。

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市场价值的两种理论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依照鲁宾支持的第一种理论，单位商品的市场价值取决部门内的平均技术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单位商品市场价值（即均衡价格）决定了该部门商品的总销量。由于在均衡条件下部门的总销量等于总产出，单位商品价值与总产出的乘积便是该部门在生产中所耗费的总劳动量或总价值。鲁宾认为，在此有三个起调节作用的变量，即均衡价格（市场价值）、与均衡价格相适应的均衡产量，以及分配于该部门的均衡总劳动量，三者分别构成了在经验中经常波动的市场价格、产量和总劳动量的引力中心。而按照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首先被决定的是该部门商品的总销量（或销量乘以价格）及其市场价值总量，单位商品的市场价值等于市场价值总量除以总销量。如果说在第一种理论中，社会认可的、分布于该部门的总劳动量是由乘法得来的（即以单位价值乘以可实现产出），在第二种理论中，这一总劳动量则是预先得到的前提，然后再用除法，即以社会承认的总劳动量或市场价值总量除以可实现产量，得到单位商品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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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金华通过改写公式（1-8），表达了马克思提出的“除法”观，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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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在非均衡条件下，W
 
i

 转化为W
 *
 
i

 ，即转化为公式（1-11）。由公式（1-16）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决定中的“除法”意味着，首先被决定的是W
 
i

 或W
 *
 ，即部门产出的市场价值总量，然后再决定单位产品的市场价值λ
 *
 
i

 ，以及与之对应的生产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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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公式（1-11）中的比率[image: ]
 决定了特定部门在社会总劳动量的“事后”分布中所占据的比重，因而可直接用于度量该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在此意义上，公式（1-11）也可视为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分析前文谈及的经济结构变迁的概念工具。

3.3 价值决定中的主观因素

公式（1-4）的深刻含义在于，它揭示了社会年产出的市场价值是由资本家阶级的实际积累所决定的。由于实际积累取决于马克思所说的积累的欲望，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等于资本家对未来利润的主观预期，这就意味着主观性在市场价值的决定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对第二种市场价值概念的讨论，必然涉及主观性和经济价值的关系问题。为便于讨论这一问题，不妨先从价值概念的一般含义着手。这里所称的一般含义，指的是价值概念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如伦理、宗教、艺术、政治等）通行的含义。在社会存在的上述各个领域，价值都是主体选择、设定和评价的结果。最早发展起来的经济价值概念，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也符合这一特点。例如，在率先分析经济价值的古代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价值指的是财物对人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既包括使用价值，也包括交换价值。亚里士多德以鞋为例，指出鞋子的有用性一方面是穿着，另一方面是用于交换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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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价值向一种客观性范畴的转变，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之后出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方面，使用价值开始脱离单纯作为简单劳动过程的评价尺度，以及作为相对于生产者本人的有用性这种狭隘的形式，日益发展成为社会有用性或马克思所谓社会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交换价值在货币、最终在资本上取得的独立性的发展，使其成为支配商品形态变化和决定商品相对价格运动的纯粹客观性范畴。经济价值的设定和实现从此依赖于由复杂的因果关系构成的社会整体，并因之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特点。卢卡奇曾就这种不确定性写道：

从一定的阶段开始，这个整体就不再是进行设定和作出可选抉择的诸多单个经济主体所能盲目把握的了，所以，主体就不再能象进行简单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那样，按照价值进行抉择。须知，在大多数情况，人们几乎不能正确地把握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他们的价值设定怎么能够造成经济价值呢？但价值本身毕竟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而且正是它的这种客观性，也在规定着诸多个别的目的论的、根据使用价值进行的设定——尽管这种规定在客观上没有相应的肯定性，在主观上没有相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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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马克思那里，诸如价值、运动中的价值（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市场价值乃至价值规律等一系列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价值概念，都具有古代思想家所不曾体认到的客观性，当事人如果不遵守这种客观性，就会受到类似于重力这样的自然规律的惩罚。然而，承认经济价值的客观性最终也助长了下述认识，即劳动价值论似乎是一种纯粹强调价值的客观性的理论，主观选择和主观评价在价值的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认识自然是错误的。在《资本论》里，正如马克思一再提出的，价值形成是以劳动过程的合目的性为前提的；所谓劳动两重性，是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合目的的具体劳动的两重性，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劳动的合目的性这一前提，具体劳动就不会转化为抽象劳动，不会形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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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不仅结合个别劳动过程阐明了经济价值所包含的主观性维度，而且结合社会生产，利用再生产图式说明了这一点。让我们再回到公式（1-4），该式展现出一种集体目的论行为（即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活动）的结构：等式左边的各项构成了集体行为的客观条件，即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物质对象，等式右边则是资本家阶级用于积累的支出（追加投资支出和追加消费支出），后者作为有效需求认可并实现了前一期产出的市场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利润。在这个等式中，左边的各项即一部分剩余产品的价值，是在新的积累活动中被选择、评价，进而得到实现的。主观因素，即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欲望，在此成为实现他们自己的剩余产品及其利润的必要环节。因此，市场价值这一概念，事实上构成了经济价值的客观维度（生产中耗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与主观维度（对劳动的合目的性的社会评价）的合题。然而，在经济理论中，市场价值的这两个维度却常被认为是对立的：一方面，那些坚持只从客观维度理解价值的观点，被称作生产费用论或客观价值论；另一方面，片面地从主观评价和主观选择的维度理解价值的观点，则构成了主观价值论或效用价值论。这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超越了这两种立场，并在市场价值概念中达成了价值规定的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在生产中耗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是市场价值形成的基础；另一方面，代表主观因素的有效需求构成了市场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

我们还可借助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的观点，进一步阐明在市场价值的决定中，主观因素和有效需求所发挥的作用。根据上文的分析，在再生产图式中，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所代表的有效需求，是市场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那么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欲望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已实现利润率是其决定因素之一，但是，已实现利润率是一客观事实，如果只承认这一因素对积累的推动作用，则积累的欲望就是被机械地决定的，主观评价、预期和选择的意义将大打折扣。根据明斯基所阐发的观点，积累的欲望还取决于他所谓的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价格的变化。根据他的理论，资本品或投资品存在两种价格，即作为普通产出的价格和作为资本资产的价格，他将前者称为供给价格，后者称为需求价格。当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时，就会刺激积累；当需求价格低于供给价格时，就会妨碍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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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斯基的需求价格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资本市场的心理预期因素的主宰。需求价格相对于供给价格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或积累的波动，是这些心理因素得以影响市场价值形成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图1-1直观地理解资本资产价格的形成和投资品市场价值的确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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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资本资产市场的主观预期与商品的市场价值的形成

图1-1中纵坐标的右侧代表了资本资产市场，左侧代表了普通产出市场。在资本资产市场，分别有向上倾斜的需求价格曲线和向下倾斜的供给价格曲线。当某一资本品部门的需求价格位于A
 、B
 、C
 时，在左侧图上分别有三种个别价值λ
 mid
 、λ
 min
 、λ
 max
 与其对应，这三种个别价值也就是罗斯多尔斯基意义上的三种可能的市场价值，其中λ
 mid
 相当于鲁宾意义上的处于均衡位置的市场价值。当需求价格位于图中的B
 ′
 和C
 ′
 时，在左侧图上不存在与之对应的个别价值，这意味着，此时不存在对市场价格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和标准的技术条件。以C
 ′
 点为例，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资产市场对于资本品价值的估价，造成其实现价值高于最劣条件下的个别价值，如果此时有新企业进入，并以其个别价值λ
 max′
 调节市场价格，则λ
 max′
 就成为新的市场价值，其生产条件也成为起调节作用的标准技术条件。再以B
 ′
 点为例，此时对投资品价值的估价，造成其实现价值低于最优条件下的个别价值，这将诱导该部门出现技术进步，以新出现的个别价值λ
 min′
 作为新的市场价值。

在图1-1里，市场价格向着作为引力中心的市场价值（λ
 mid
 、λ
 min
 、λ
 max
 ）的收敛，以及在出现过度偏离的市场价格（以及通过这一价格取得的实现价值）时通过某种调节机制而发现新的市场价值，构成了一个动态过程的两个方面。一些传统理解由于片面注重前一方面，忽略了后一方面，从而有意无意地将劳动价值论变成了静态均衡理论，淡化了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界限。

4 作为一种演化理论的劳动价值论

在此尾论里，我们要提出两个具有结论性的意见，其一针对的是斯拉法主义者斯蒂德曼，其二针对的是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

部门内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斯蒂德曼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论的关系。究竟哪一种技术条件成为起调节作用的技术条件，是不能脱离市场价值的形成而预先决定的。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市场价值的概念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非均衡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不确定性，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和目的、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生产的技术条件是价值增殖这一目的的手段或前提，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不仅事先无法确知价值增殖的程度，而且不能预先了解什么是为社会认可的、在部门内起调节作用的标准技术条件。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这种不确定性又体现为供给和需求、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相互联系的不确定性。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解释了这种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而且试图通过价值范畴来把握这种不确定性。由于价值概念（以及用价值概念规定的资本概念）是这种不确定性在理论上的反映，其本身就具有如下特点：商品的价值量是无法依据物质消耗系数而预先测算的。这当然不是说价值永远不能以某种方式得到测度（价值量具有某种“事后的”可观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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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只是强调不能单凭生产中的物质消耗系数来推算商品的价值。因此，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既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工具，同时还反映了人类认知的某种限度，这就像量子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会反映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上一样。捷克哲学家泽勒尼在谈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曾指出：“在对人类理性的界限的看法上，马克思接近康德甚于接近黑格尔。”
 
[83]

 这一论断是十分深刻的。泽勒尼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没有片言只字涉及劳动价值论，而在笔者看来，劳动价值论恰恰是支撑他的论断的最有力的论据。在此还可为泽勒尼的论断再补充一点：这种认识论意义的界限，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活动的本体论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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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霍奇逊是当代著名演化经济学家，有趣的是，20世纪70年代，他还一度是斯蒂德曼的追随者。在转变为演化经济学家之后，霍奇逊又调转矛头，批判了作为斯蒂德曼理论基础的斯拉法主义。
 
[85]

 不过，霍奇逊晚年虽然反对斯拉法主义，却一直默认斯蒂德曼站在斯拉法的立场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做的批判，并根据这种批判将马克思经济学排斥在演化经济学的谱系之外。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里，他这样写道：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被假定是与既定时刻所具有的最有利可图的技术相关的。价值量与这种技术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个理论，在经济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多样性就不见了。而没有这种持久的多样性，自然选择就没有原料。饶有意味的是，马克思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一样，仅仅关注于单一技术的产生及其如何获得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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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引文充分暴露了霍奇逊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解。与霍奇逊的批评相反，在马克思那里，价值并不是由最有利可图——即能取得超额利润——的技术决定的。对市场价值的决定起调节作用的技术条件，并不会给具备这种技术的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在决定哪一种技术在部门内起调节作用时，某种与技术因素无关的社会选择过程也扮演着重要作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农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时，马克思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写道：

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
 ，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必然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为依据，而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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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生产的技术条件（在农业生产中即指土地的肥力）虽然构成了市场价值形成的必要前提，但绝非其根本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承认的，即便技术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市场价值仍会随着供求形势和交换价值（即实现价值）的变动——其背后是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作用——而不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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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演化经济学家梅特卡夫在讨论经济生活中代表性行为的含义时，曾提出了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非常近似的观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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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解不同，所谓代表性行为：引者注）是经济过程产生的结果，而不是这个过程的给定前提。

所谓代表性取决于各种相关行为的协调方式，即便“现实”行为者的各种个别行为是固定的，所谓代表性也会随着经济过程而改变。

梅特卡夫的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在方法论上理解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概念。在一个部门内，某种特定的技术条件或其产品的个别价值转化为标准技术条件或市场价值的过程，就构成了梅特卡夫意义上的代表性行为；这种代表性行为是经济过程选择的结果，而非单纯由部门内既有的技术条件所决定。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并非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仅仅关注“单一技术的产生及其如何获得统治地位”，而是要解释特定的技术条件或其产品的个别价值何以在部门内具有代表性（即成为市场价值），以及这种代表性又何以伴随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发展而改变。换言之，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功能在于解释技术和经济的协同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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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意义上，劳动价值论绝非如霍奇逊所指摘的那样，有违演化经济学的宗旨，反而应被视为“演化的”价值理论，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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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复杂劳动还原与产品的价值决定：理论和数理分析

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或简单劳动）的问题，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品通过交换证明自己的价值性质，不仅需要将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而且要将复杂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但是，在马克思的论著中，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深入透彻的研究。
 
[1]

 这一明显的理论空白客观上为各种批评意见以及不同观点的纷争留下了伏笔。庞巴维克——第一个认真地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曾抓住并利用这一弱点，将其作为非难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依据。现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就此问题对马克思提出过批评。
 
[2]

 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进行了一些尝试，力图发展和完善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希法亭，许多有影响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支持他的观点。鲁宾则试图从另一角度发展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学者将希法亭的理论进一步精细化，建立了数理模型。但自80年代以来，也许由于该问题在研究上的难度，国外对复杂劳动还原问题的研究似乎停顿了，新的研究文献极为稀少。
 
[3]

 以伊藤诚为代表的一派学者，甚至试图取消复杂劳动还原问题，即否定复杂劳动的存在和这种还原的必要性。
 
[4]



本章试图在一个崭新思路的指引下重新考察复杂劳动还原问题。第1节批判地考察了过往关于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尤其是希法亭的理论，在汲取这些理论的合理要素的同时，重新诠释了教育培训劳动（以及研究开发活动）与产品价值形成过程的关系，分析了复杂劳动还原的条件和机制。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应同时立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将希法亭和鲁宾所代表的两种理论传统经过适当的修正综合在一个框架里。基于上述讨论，本章第3节提出了一个数理模型，该模型由产品价值生产方程和价值实现方程共同构成。根据这一模型的求解结果，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取决于相关部门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之比。此外，本章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在经验中识别复杂劳动还原这一难题，并给出了一个简易的解决办法。

1 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

1.1 抽象劳动、简单平均劳动和复杂劳动

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由私人进行的具体有用劳动转化为抽象一般劳动，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马克思曾就此这样写道：

为了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衡量商品，——时间是劳动量的尺度，——商品中包含的不同种类的劳动就必须还原为相同的简单劳动，平均劳动，普通的非熟练劳动……但是，还原为简单的平均劳动，这不是这种劳动（一切商品的价值都还原为这种作为统一体的劳动）的质的唯一规定……构成价值统一体的劳动不只是相同的简单的平均劳动。劳动是表现在一定产品中的私人劳动……私人劳动应该直接表现为它的对立面，即社会劳动；这种转化了的劳动，作为私人劳动的直接对立面，是抽象的一般劳动。
 
[5]



在这里，简单劳动和抽象劳动，被当作构成价值实体的劳动的两个并存的规定。但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定义简单劳动？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里，马克思以如下方式界定了简单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并给简单劳动做了定义，他说：

要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把不同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换句话说，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可以叫作人类一般劳动。一般人类劳动这个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中。这是一定社会中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劳动，是人的筋骨、神经、脑等的一定的生产消耗。这是每个平常人都能学会的而且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完成的简单劳动。
 
[6]



依据这段论述，抽象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微妙的辩证关系可以概括为：抽象劳动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存在于简单劳动之中，而简单劳动是一般人都具有的劳动能力的体现。因此，抽象劳动和简单劳动并不是意义重复的概念。一方面，抽象劳动是和各种具体有用劳动相对而言的；另一方面，把抽象劳动归于简单劳动，又使这个看似完全抽象的理论概念在经验中有了依托。这里要注意的是，简单劳动虽然不同于抽象劳动，但也不属于具体劳动，依照马克思的论述，它只是一个社会中每个平常人都能进行的劳动，因此，和具体劳动相比，简单劳动也是一个抽象，这一抽象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在不同职业间的频繁转换为前提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里，马克思就曾谈论过这一点。
 
[7]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依此定义的简单劳动或平均劳动，并不同于未受过任何教育和培训的非熟练劳动（尽管马克思使用过“简单的非熟练劳动”这一术语，即把简单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完全等同）。曾有一种误解，以为简单劳动就是这种非熟练劳动。而根据上面的分析，这种看法是不适当的。马克思曾指出，简单劳动不仅包含一定的技能，这个技能水平在不同条件下还是变化的。譬如他说：“劳动本身的计量单位是简单平均劳动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它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
 
[8]

 一些日本学者曾深入地分析了这一点，他们写道：“所谓社会上平均的普通人所具有的简单劳动力就是得到普通程度发展的、具有某种简单劳动部门中的熟练和技能的，以及具有该部门的平均程度的劳动力。因此，所谓并非特别发展的劳动力决非是指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训练，或者非熟练的劳动力（关于这一问题曾广泛地被人误解）。这里只是说，不必得到超过社会平均程度以上的特别的发展。”
 
[9]



图2-1可以用来说明简单劳动。图中横轴表示劳动复杂程度，纵轴代表劳动人口数量，图中的曲线表示劳动人口在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中按某种特征分布。三个对应的阴影区域分别象征性地表示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和从未接受任何培训的不熟练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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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

资料来源：J.Devine，“What is ‘Simple Labour’？—A Re-examination of the Value-creating Capacity of Skilled Labour，” Capital and Class
 1989，39：118。

现在来看复杂劳动的定义。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里，马克思说：“我们假定：同纺纱工人的劳动相比，珠宝细工的劳动是高次方的劳动，前者是简单劳动，后者是培养训练较为困难而在同一时间内能创造出较多价值的复杂劳动。”
 
[10]

 这段简要的表述包含两个命题：（1）复杂劳动是经过较为困难的教育和培训的劳动；（2）和简单劳动相比，复杂劳动在相同时间里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11]

 这两个命题共同构成了复杂劳动的定义。

1.2 马克思的设想及其疑难

那么，复杂劳动所具有的这种更强的创造价值的能力，是从何处而来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

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
 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
 
[12]



在这段话里，第一，马克思试图在更加高级的劳动力的价值与其价值创造能力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第二，马克思暗示，采用复杂劳动的剩余价值率和采用简单劳动的剩余价值率是一致的。在其他文本里，马克思对第二点暗示曾有更为明确的表述，他说：“如果金匠的劳动报酬高于短工的劳动报酬，那末，金匠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会按照相同的比例大于短工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13]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两个观点中，第一个观点是以第二个观点为前提的。因为只有假设复杂劳动的剩余价值率和简单劳动的剩余价值率相等，在复杂劳动力的价值给定的条件下，才能得悉这一劳动力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或价值产品的数量。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上面这段话里表达的观点在他的著作中并不是孤立的，在《剩余价值理论》里，马克思更明确地概括了处理复杂劳动还原的方法论原则，他写道：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还原比例，“这属于对工资问题的说明，这归根到底就是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的差别，即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差别”
 
[14]

 。由这一原则出发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比例，取决于高级劳动力价值和普通劳动力价值的比例；第二，这一比例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的差别。第二个结论预示着某种解决问题的方向，但马克思并没有就此展开讨论。

上述结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解释复杂劳动还原的第一种理论。在马克思之后，伯恩斯坦以及鲁宾笔下的波格丹诺夫，继续提倡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但自希法亭以来，这一理论一直为其他学者所批评，批评者提出：第一，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和产品价值的决定，并不是同一个过程，把高级劳动力的价值看作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创造能力的原因，有违剩余价值论的原理
 
[15]

 ；第二，假定采用两种劳动的剩余价值率相一致，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接受的。这两点批评最早都出自希法亭，在晚近学者中，森岛通夫进一步强化了第二点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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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上述批评意见虽然正确，却忽略了理论上非常重要的一点。马克思之所以能在劳动力价值及其价值创造能力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不仅因为他假设两种劳动的剩余价值率一致，还因为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劳动力价值是先于价值形成过程而被决定的。马克思的批评者——包括希法亭——默认了后面这个假设的天然合法性，只注重批评前者。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力价值先于产品价值形成过程而决定的假设，带来了如下后果：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和产品价值的决定变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过程。如果我们放弃这个假定，劳动力价值——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有可能在事后，即在价值形成过程完成之后被决定。这样一来，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与产品价值的决定，就不必是两个互相分离的过程，而是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17]

 如果这种考虑是正确的，我们就有可能把马克思的话颠倒过来，改作如下表述：既然这种劳动力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这种劳动力的价值也就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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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两种劳动的剩余价值率不一致，也不妨碍从事复杂劳动的高级劳动力能实现更高的劳动力价值。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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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h
 表示个别企业（或个别部门）劳动的价值创造能力，或其复杂劳动还原系数；w
 
a

 是简单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产品；w
 
i

 是复杂劳动在相应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产品；v
 
a

 和v
 
i

 则分别是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劳动力价值。这个公式表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等于两种劳动的价值产品的比率，并大于或等于两种劳动力价值的比率。两种劳动的价值产品比率有可能大于两种劳动力价值的比率，意味着复杂劳动的剩余价值率有可能更高。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公式里，如果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话，它也和马克思所假定的因果关系相反。这意味着，不是因为劳动力价值更高，其劳动才具有更强的价值创造能力，而是相反，因为复杂劳动具有更强的价值创造能力，才相应地带来了更高的劳动力价值。

1.3 希法亭的观点

希法亭在批评伯恩斯坦的同时，试图提出另一种理论来解释高级劳动力与其价值创造能力的关系。希法亭的这个理论日后影响到许多人，包括斯威齐、米克、置盐信雄、罗桑等，他们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最有势力的一派。置盐和罗桑还通过设立由单位产品价值生产方程、还原系数方程、技能生产方程等构成的方程体系，求解单位产品价值和还原系数，使这一理论更为精细化。
 
[19]



希法亭的理论包括两个重要观点，第一，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用于教育和培训的劳动不仅决定劳动力价值，而且影响普通产品的价值决定。第二，过往进行的教育培训劳动会作为简单劳动储藏在熟练工人身上形成其技能，当这一技能得到运用时，这些储藏起来的劳动会转移到产品中去形成价值。借用米克的表述，如果熟练工人“从事生产的时间是p
 小时，在他学习时期，社会和他自己所花费的简单劳动是t
 小时，那末，当他开始工作时，他每小时的劳动就等于[image: ]
 小时的简单劳动。”
 
[20]

 由于价值形成过程被解释为两种简单劳动的叠加，一部分是熟练工人在当下进行的劳动，另一部分是在过往的教育和培训过程中形成的、作为技能储藏起来的劳动，熟练工人的劳动支出便成为复杂劳动。
 
[21]



在利用熟练工人的复杂劳动进行生产时，剩余价值率将有别于单纯使用简单劳动的情形。在单位时间里，熟练劳动创造的价值等于[image: ]
 ，其中熟练工人在当下进行的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1个单位，这部分价值适用于一个剩余价值率，另一部分额外价值即[image: ]
 则适用另一个剩余价值率。两个剩余价值率并不必然相等。用一位学者菲利普·哈维的话来说，“若从这个角度看，希法亭在其计算程序里造成的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异就容易理解了。按照希法亭的程序，熟练劳动的剩余价值率事实上是以下两种剩余价值率的加权平均，一种是普通简单劳动的剩余价值率，另一种则可看作‘嵌入’在被储藏并形成了技能的劳动中的剩余价值率。”如果这种“嵌入”的剩余价值率高于普通的剩余价值率，则熟练劳动的剩余价值率就高于简单劳动的剩余价值率；如果“嵌入”的剩余价值率小于普通的剩余价值率，则熟练劳动的剩余价值率就小于简单劳动的剩余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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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法亭的理论是解决复杂劳动还原问题的有益尝试。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即复杂劳动还原的比例取决于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事实上来自马克思当初的设想。但是，在具体贯彻这个设想时，希法亭暴露出明显的缺点，首先，希法亭假设，教育培训劳动会作为技能物化在熟练工人身上，并在熟练工人从事生产时转移到产品中去，这是与马克思的价值形成理论相抵触的。日本学者伊藤诚就此写道：“工人能力中的技能被当作教育劳动的客观产品，技能中的内含劳动被看作和生产资料中的内含劳动一道，都转移到熟练工人的产品中去。这一做法模糊了，甚至有违于马克思对人类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区别。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价值的实体并没有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而总是新创造的，通过新耗费的劳动时间与剩余价值一道内含于产品之中。相反，生产资料的价值则转移到产品中去……不管希法亭、置盐和罗桑的意图如何，他们在某种形式上模糊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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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指出的是，希法亭假设技能会物化在劳动者身上的观点，事实上来自斯密。在谈论固定资本的组成时，斯密曾把生产者经学习而获得的技能也列入其中。
 
[24]

 马克思也曾注意到斯密的这个用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甚至采用了这个说法，他写道：人的能力的发展“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25]

 。但是，在写作时间更晚的《资本论》第二卷中，在正式评论斯密的固定资本理论时，马克思又批评了斯密的这个观点，他指出：“斯密列入固定资本项目内的‘获得的有用的才能’，相反地却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是雇佣工人的‘才能’，而且雇佣工人已经把他的劳动连同他的‘才能’一起出卖。”
 
[26]

 在这段话里，马克思只把技能看作劳动能力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技能是在其应用当中，即作为活劳动的耗费才创造价值的，而不是如机器那样转移价值。

由希法亭的第二个观点出发，还可得出以下结论：熟练劳动力凭借其技能创造的额外价值，恰好等于在教育和培训过程中付出的简单劳动所形成的价值。借用米克的表述，熟练工人每小时创造的额外价值等于[image: ]
 ，这一额外价值的源泉就是培养熟练工人所耗费的简单劳动。菲利普·哈维认为，希法亭的上述观点可能带来如下推论：既然生产高级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劳动可以作为简单劳动形成产品的额外价值，生产简单劳动力所付出的劳动（如烹饪、看护等家庭劳动），也可形成产品的额外价值。然而，这一推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明显不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产品的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会形成产品的价值；那些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家庭劳动与产品的价值形成无关。哈维据此认为，作为一种归谬法，上述推论可用以证明希法亭的观点是错误的。
 
[27]

 然而，哈维得出这一看法是以他对希法亭的误解为前提的，在希法亭那里，教育培训劳动之所以形成产品的额外价值，是因为这种劳动所生产的高级劳动力有助于导致生产率提高和报酬递增，服务于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普通家庭劳动并不具有这个特点。不过，菲利普·哈维通过这种归谬法的确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有待澄清的问题，下一节我们还会回到他所提出的问题上来。

1.4 对希法亭和鲁宾观点的综合

希法亭理论的另一个弱点，是他忽略了交换（或价值实现）在复杂劳动还原中的作用。从劳动价值论的立场看，一种产品的价值决定并非是在生产过程中一劳永逸地完成的，还取决于产品的实现即交换，由此便带来了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复杂劳动还原就是一个既包含生产也包含交换的社会过程，应该联系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概念来加以考虑。在论及复杂劳动还原的社会机制时，马克思曾这样说：

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
 ，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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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的含义，固然还可以讨论，但无论怎样解释，这一“社会过程”肯定应该包含将商品作为价值等同，从而将生产不同商品的劳动也彼此等同的交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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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以后，鲁宾有力地申论了这个思想，他提出：

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是一个通过交换过程而发生的真实过程，并且归根结底可归结为不同形式的劳动在社会劳动分布过程中的等同化……下述假定，即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必须先于交换而事先发生，以便使劳动产品的等同化这一行为得以可能，丢失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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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的观点虽然源自马克思，但在一些学者看来，如果沿着这一路线发展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将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学者提出，如果假定复杂劳动还原不能脱离交换，那就意味着要在商品相对价格的基础上求解复杂劳动还原系数；但问题是，现实中的市场价格往往是与商品价值相偏离的，马克思并没有为我们指出一种具体的方法，以解决通过这种市场价格计算复杂劳动还原系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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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承认，这个意见是颇有见地的。在后文当中，笔者试图从经验上发展一种方法，以期解决这个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鲁宾也认同希法亭的下述思想，即教育培训部门是独立的生产部门，该部门的劳动也会参与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并影响产品价值的决定。与希法亭的差别在于，鲁宾强调，复杂劳动还原不能脱离交换而实现。此外，在涉及教育培训劳动如何影响普通产品的价值时，鲁宾也没有强调希法亭的“转移说”，即认为这种劳动作为技能物化在生产者身上，再进一步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而只是认为这种劳动虽然是在过往完成的，但其社会承认是在普通产品生产出来之后，通过交换才最终实现的。不过，鲁宾虽有这些保留，但他本人毕竟没有对希法亭的观点提出任何明确的批判，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把柄，将其和斯威齐、置盐信雄等人一并作为希法亭的后继者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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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一个值得发展的思路是把希法亭和鲁宾的观点做某种结合。而要实现这种结合，根本前提是解决教育培训劳动如何参与产品价值决定的问题。事实上，一旦承认教育培训部门是独立的生产部门，以及教育培训劳动也会参与社会总劳动的分配，问题就已接近于获得解决了。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借用一个由罗斯多尔斯基在无意中表述的一个例子。罗斯多尔斯基首先构想了一个在计划经济下的情况，然后将其推及资本主义经济，他写道：

假定一项工程需要100名工人工作10天才能完成，而在这100人当中，必须有10人具备特别地高于平均水平的、专门适于这项工程的学识。为了培训这10名工人，社会必须承担某些支出，假定这些支出需要用200个工作日。那么显然，要使社会的经济计划有坚实的基础，社会也必须将这200个工作日“算计”进去；从而它将不是分配1000个，而是分配1200个工作日去完成这项工程……在细节上做了必要的修正之后，这同样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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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论述里，用于教育培训熟练工人的劳动，和熟练工人本身的劳动一样，都是可供社会分配的活劳动的一部分。然而，为了培养出这些熟练工人所付出的劳动，是在这些熟练工人进行劳动之前发生的，因此，把这两种劳动都算作可供社会支配的活劳动，事实上意味着这两种劳动其实同属一个连续而统一的劳动过程，进而也同属一个连续而统一的价值形成过程。在这个假设里，我们事实上修改了马克思对活劳动的定义，即不限于把活劳动定义为只能在当下进行的劳动力支出，而是把它扩展为与当下进行的劳动力支出相联系，为这种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所付出的一切活劳动。

要指出的是，在希法亭开辟的研究传统中，复杂劳动还原是以教育培训活动为前提的。这一观点忽略了与资本主义企业相关的研究开发活动对复杂劳动还原的重要意义。笔者的上述观点，即过往的教育培训活动和当下的直接劳动同属一个连续的劳动过程，因而都可以创造新价值，对于研究开发活动（马克思称之为“一般科学劳动”）也是适用的。研究开发活动和教育培训活动类似，都有助于导致报酬递增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为复杂劳动还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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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的是，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曼德尔）对于这种研发活动与价值创造间的关系曾有明确而肯定的论述。

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里，马克思认为企业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即创造价值的；在《剩余价值理论》里，马克思写道：

自然，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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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曾结合战后出现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分析了资本主义公司内R&D部门的巨大发展给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带来的影响。曼德尔认为，R&D部门在何种程度上创造价值，取决于这一部门的劳动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生产性劳动，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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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于处在实际生产之前或之后的R&D部门里的资本，要视这些部门里进行的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生产性的——即能带来新商品的生产——而实现增殖。从资本主义企业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不能应用的发现或发明，都是生产的杂费或企业的一般费用，而这些费用是应该降低到最低限度的。

与任何其他生产性资本一样，投资于研究领域的资本，是由固定部分和可变部分组成的。固定资本包括建筑和实验室的设备，可变资本则包括其所雇用的人员的工资和薪水。这些雇员的劳动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或再也未能——纳入特定商品的价值这一点，并不能改变研究和开发部门所进行的劳动的总体劳动的性质。这些劳动在下述意义上是生产性的，它们对于新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来说是必需的，因而对于新的交换价值来说也是必需的。

总之，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教育培训活动和研究开发活动构成了复杂劳动还原的必要条件（在下文里，为了讨论和行文的方便起见，把教育培训劳动和研究开发劳动统称为教育培训劳动）。

2 教育培训劳动与剩余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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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法亭那里，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活劳动是作为简单劳动参与普通产品的价值形成的。菲利普·哈维提出，依照希法亭的逻辑可以推论，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其他类型的简单劳动（比如家庭劳动）也应参与产品的价值形成。在哈维看来，这个推论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因此，希法亭主张教育培训劳动参与产品的价值形成是错误的。

在笔者看来，希法亭的错误并不在于承认教育培训劳动应参与产品的价值形成，而在于他所提出的教育培训劳动参与价值形成的具体方式。不过，菲利普·哈维将教育培训劳动和家庭劳动置于同等地位来讨论，的确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家庭劳动与产品价值形成的关系，以及在此问题上教育培训劳动与家庭劳动的差别。为了便于讨论，这里假设家庭劳动不承担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任务，后者完全是独立的教育培训部门的任务。教育培训劳动的特点在于，它所生产的技能直接构成劳动能力的一部分，因而和劳动力一起进入交换。在此意义上，教育培训劳动是一个迂回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并会加入普通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与此不同，家庭劳动虽然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但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不进入交换，也正因为如此，在市场上有待配置的社会总劳动中，并不包含家庭劳动，后者也无从加入普通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

如果接受上一节的观点，即把教育培训劳动和生产普通产品的劳动这两个表面看来各自独立的过程，作为隶属于同一个价值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则可在此前提下探讨一个独立的教育培训部门和其他生产部门的关系。为此可以设想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形：其一，教育培训部门为资本所控制，并为其价值增殖即利润的生产服务；其二，该部门没有为资本控制，从而不以利润的生产为目的。在后一种假设的情形下，教育培训成本是由福利国家等机构担负的。当熟练劳动力受雇于资本时，为教育和培训熟练劳动力所耗费的成本（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自然无须得到资本的完全偿付。这样一来，在熟练劳动力的全部教育培训成本和资本家预付的可变资本之间，就可能出现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将转化为与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里榨取的剩余价值不同的第二种意义的剩余价值。

再来看第一种假设的情形，此时教育培训部门完全为资本所控制。与第二种情形不同，教育培训部门的资本所剥削的对象，并不是直接生产过程里的劳动者，而是想要购买教育培训服务的工薪收入者，因此，不是直接生产过程里生产的剩余价值，而是劳动力价值或工资本身，有可能成为剥削的对象。我们可以沿用大卫·哈维的概念，将这种剥削称作“次级剥削”，以别于直接生产过程里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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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者结合家庭劳动率先分析了第二种意义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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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只要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在购买劳动力时没有充分支付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就以无偿的形式支配了一部分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其中既有家庭劳动，也有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部门耗费的劳动。

第二种意义的剩余价值事实上是以劳动力再生产部门（包括教育培训部门）和其他资本主义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为前提的。但是，就家庭劳动而言，由于这种劳动并不参与产品价值的形成，以不平等交换为媒介对普通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所产生的影响，就不同于教育培训部门所带来的影响。在家庭劳动的场合，由于一部分生存资料是由家庭成员生产的，为再生产劳动力所付出的全部必要劳动量就有可能大于由工资支付的必要劳动量。但问题是，这个差额并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并形成后者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所享有的，只是由这个差额的存在所带来的相对较低的工资。换言之，如果将剩余价值率定义为[image: ]
 ，则家庭部门与普通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就只会通过影响分母来提高剩余价值率。如果不存在这种家庭劳动，资本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给工人，从而通过增加分母降低剩余价值率。而教育培训劳动就不同了，根据我们的假设，教育培训劳动可以参与普通产品部门的价值形成。在工资不能完全覆盖教育培训成本的前提下，资本家将无偿取得第二种意义的剩余价值，换言之，资本家此时可以通过增加上述比率里的分子来提高剩余价值率。

3 部门间复杂劳动的还原

3.1 相关数理分析

根据第1节的讨论，一方面，复杂劳动还原以教育培训劳动参与价值形成过程为前提；另一方面，还原系数的确定又是通过交换实现的。如何在一个理论模型中融汇这两个维度，是解决复杂劳动还原问题的难点。在这一节里，我们就试图提出一个新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从置盐信雄1963年的模型出发。这是希法亭的理论首次被建模，该模型中包含了希法亭理论的基本要素，可作为进一步讨论的起点。

假设整个经济包括n
 种性质不同的产品和l
 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若第i
 （i
 =1，2，…，n
 ）种产品的单位价值量为λ
 
i

 ，生产1单位第i
 种产品消耗的第j
 （j
 =1，2，…，n
 ）种产品的数量为a
 
ij

 ，消耗的第k
 （k
 =1，2，…，l
 ）种劳动的数量为τ
 
ik

 ，并令第1种劳动为简单劳动，第k
 （k
 =2，3，…，l
 ）种劳动与简单劳动的转换系数为h
 
k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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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设生产第k
 种复杂劳动所消耗的第i
 （i
 =1，2，…，n
 ）种产品的数量和第j
 （j
 =1，2，…，l
 ）种劳动的数量分别为H
 
ki

 和T
 
kj

 ，第k
 种熟练劳动者一生的劳动总量为Λ
 
k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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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置盐指出，可联立上述3个方程，解出l
 个还原系数和n
 个单位价值量。用每种产品的单位价值量乘以相应的产量则得到每种产品的价值总量——这一总量等于在每种产品生产上消耗的物化劳动量加被“转换”或被“还原”的复杂劳动量。

置盐在希法亭的基础上发展的模型，有两个可以改进的地方。其一，教育培训劳动的确会参与普通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但其参与的方式不是作为储藏起来的劳动转移其价值，而是作为活劳动形成新价值。根据前一节的讨论，教育培训劳动和生产普通产品的劳动是一个连续而统一的价值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对建模而言，这就意味着，在置盐那里各自独立的技能生产方程和产品生产方程可以合并在一个方程里。

其二，在讨论复杂劳动还原时，应该考虑交换的作用。这意味着，应该在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意义上来讨论产品价值的决定和复杂劳动还原系数的决定。而置盐的方程组所体现的仅仅是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维度。为此，我们把方程（2-1）里的λ
 明确定义为单位产品的内含价值或形成价值（即在生产过程里形成的价值），以与后面即将引入的λ
 *
 ，即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区分开来。

在正式提出我们的模型之前，需要先介绍国内学者李翀教授的一项研究。李翀的论文《复杂劳动化简之管见》发表于1987年，但在发表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篇论文有两点重要贡献，第一，提出了一个新的数理模型，该模型试图将复杂劳动还原建立在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统一的前提下。具体而言，在李翀的模型里，除了产出价值生产方程外，还有交易方程。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进路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二，力图找到一种简便的方法，以便开展复杂劳动还原的经验研究，即利用经验数据识别复杂劳动还原系数。李翀的这一方法建立在利用MELT即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尽管他没有正式使用这一概念。需要指出的是，李翀的论文发表时间，只比西方“新解释”学派的出现稍晚几年，他能在当时提出这种研究进路就显得尤为可贵。在某种意义上，李翀的这项研究可以看作本章的直接前驱，但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也将谈及他的缺点以及他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重要区别。

李翀在构建其数理模型时，强调复杂劳动还原必须同时以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为基础，这一方法论立场与笔者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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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社会生产有两个部门，分别生产投资品和消费品，如此就可以写出两个部门的产出价值生产方程。与此同时，假设两种产品之间的交易比例为1单位第一部门的产品交换ε
 单位第二部门的产品，就可写出如下交易方程：λ
 1
 =ελ
 2
 ，或[image: ]
 。再假设第一个部门的劳动为简单劳动，可得出如下方程组（其中h
 为第二个部门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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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模型里，a
 、b
 分别为两个部门的生产资料投入系数，t
 为活劳动投入。方程组中的已知数为q
 、a
 、b
 、t
 、ε
 ，未知数分别为λ
 
i

 （i
 =1，2）、h
 。在联立方程组的第一个方程里，可以直接解出λ
 1
 ；将这个结果代入第三个方程，可以解出λ
 2
 ；再将λ
 
i

 、λ
 2
 代入第二个方程，可以解出还原系数h
 。上述由三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还可以推广到有多个部门的情形。

李翀的模型具有如下优点：他考虑到复杂劳动还原是由生产和交换这两个环节共同决定的，这一点在模型里体现为，既有价值生产方程，也有交易方程。但是，李翀的模型在贯彻这一方法论时又是不彻底的，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求解第一个部门的产品单位价值时，他只依靠价值生产方程，而在求解第二个部门产品的单位价值及其复杂劳动还原系数时，他仅仅依靠了交易方程。与这一点相联系的是，在他的模型里，必须事先假定某个部门的劳动是简单劳动，在此前提下，其他部门的价值转换系数大于1。这一假定最先是在置盐的模型里引入的。但在我们看来，这样假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哪个部门的价值转换系数等于1，严格来讲只有在整个社会年产品实现之后才能知晓，换言之，单凭价值生产方程并不能预先决定这一点。第二，他所提出的交易方程包含如下缺陷，这个方程只表达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且不考虑货币，纯粹是物物交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交易方程里看不到劳动价值论的以下重要观点：商品交换是劳动在社会内部的物质变换，通过交换过程，全社会总劳动在不同部门间最终实现了某种按比例的分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李翀没有在建模之前充分地讨论和厘定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忽略了希法亭所开创的重视教育培训部门的作用这一研究传统。这样一来，在他采用的方程里，就没有引入教育培训活动和技能生产的因素。

上述讨论意味着，首先，在求解每个部门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时，必须同时考虑价值生产方程和反映交换的价值实现方程，这一点应成为设计新模型时遵循的准则。在下文中，我们将引入一个新的实现价值方程，并将其与价值生产方程一起构成一个新的模型。这个实现价值方程是冯金华教授在研究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发展出来的，在这个方程（可简称为冯金华方程）里，某个部门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不同于单位产品的内含价值或形成价值，并与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相对应）将等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为其产出所支出的全部劳动量乘以一个系数，该系数恰好等于该部门产品的单位价格与社会总产出价格的比例。

其次，为了构建新的模型，必须重新设计价值生产方程，以便在其中纳入教育培训活动。我们的做法是将置盐模型里的两个独立方程——价值生产方程和技能生产方程——以某种方式并作一个方程，同时还假定：（1）在产品生产和教育培训中不使用不变资本；（2）每个部门只运用一种具有特定复杂程度的具体有用劳动。这样一来，就可写出如下在形式上极为精简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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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其中，λ
 
i

 是不包含物化劳动的单位产品内含价值（因而与置盐或李翀方程里的λ
 
i

 不同）；q
 
i

 是在单位时间（譬如1个工作日或1小时）内生产的第i
 （i
 =1，2，…，n
 ）种产品的产出。要注意的是，依照前述假定，方程里的λ
 
i

 q
 
i

 即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指的是部门净产出的价值，即排除了不变资本价值转移和折旧的那部分产出的价值。此外，t
 
i

 为生产q
 
i

 而付出的活劳动所形成的价值，它包括两个部分，下标为1的部分（t
 
i
 1
 ）代表在直接生产过程里投入的活劳动（单位时间）作为简单劳动形成的价值，下标为2的部分（t
 
i
 2
 ）是过往教育培训劳动作为简单劳动形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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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t
 
i
 1
 对应于生产q
 
i

 的直接劳动时间（单位时间），从定义来看，t
 
i
 1
 =1。
 
[42]

 当t
 
i
 2
 ＞0时，存在复杂劳动还原。这里的h
 
i

 是部门产出的价值转换系数，存在复杂劳动还原时，该系数大于1，即为复杂劳动还原系数。

现在引入冯金华提出的实现价值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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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第i
 （i
 =1，2，…，n
 ）种产品在市场上实现的单位价值量为λ
 *
 
i

 ，该部门单位时间产出的实现价值量为λ
 *
 
i

 q
 
i

 。全社会各部门单位时间产出所实现的价值总量，便等于这些产出的内含价值总量，并等于每个部门在单位时间里生产产品所投入的劳动总量
 
[44]

 ，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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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讨论单位产品实现价值的决定。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λ
 *
 
i

 ）应当等于用该单位产品交换到的全部货币的价值，即等于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单位货币价值（后者用λ
 *
 
g

 表示，这意味着第g
 个部门是生产货币的部门）的乘积。若用p
 
i

 表示第i
 种产品的市场价格，便有：


λ
 *
 
i

 =p
 
i

 λ
 *
 
g

 　　　　　　（2-6）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交易方程并不同于λ
 
i

 =p
 
i

 λ
 *
 
g

 ，后者可以看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的假设，即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成比例。公式（2-6）作为对任意商品的交易结果的表达，与具体的价格形态无关，也就是说，该式中的价格p
 
i

 既可以是“直接价格”（即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也可以是生产价格等其他价格形式。仅当p
 
i

 为“直接价格”时，才有λ
 
i

 =λ
 *
 
i

 。

将公式（2-6）代入公式（2-5），可以解出产品的单位实现价值λ
 *
 
i

 ，即冯金华提出的单位产品实现价值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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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该方程两边乘以单位时间产出q
 
i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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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2-7）中，右边的第一个分式项是每个部门产品在单位时间里的名义产出和各部门单位时间名义产出之和的比率，它可以看作第i
 种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按照这个式子，单位时间产出的实现价值实际上是整个经济在单位时间里投入的全部劳动量按照一个比率分布的结果，这个比率就等于前述该部门产品的市场份额。

在得出以上实现价值方程后，就可以构造一个将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内的完整的模型。对这一模型的讨论将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讨论一种理想的均衡情形，此时单位产品的内含价值（由价值生产方程决定）与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由实现价值方程决定）恰好相等，即λ
 =λ
 *
 。在此假定下，由上述两种方程构成的联立方程组可以求出唯一解，即得出各部门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在这一工作完成后，将讨论经济处于非均衡时的情况，这意味着将放弃单位产品的内含价值与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恰好相等这个假定，转而讨论两者不相等时，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如何被决定。

先来看均衡时的情况。将价值生产方程和冯金华方程联立，可以写出以下方程组：

[image: ]


其中只有λ
 是未知数，且λ
 既代表单位产品的内含价值，也代表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λ
 =λ
 *
 ）。通过每个部门的产品实现价值方程，可以求出其单位产品实现价值，将它代入价值生产方程，就可得出各部门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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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等式里，复杂劳动还原系数等于两个MELT（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的比率。这个比率的分母，是社会净产出价格和社会为这些产出而投入的全部活劳动时间的比率，也即社会平均的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分子则是某个部门单位时间净产出的价格与单位时间（可看作t
 
i
 1
 ）的比率，即该部门单位时间劳动的货币表现。MELT这一概念的长处在于，它同时考虑了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并将活劳动（作为分母）视为货币表示的增加值（作为分子）的源泉。在通过联立方程求出的h
 
i

 这个等式中，还包含了这样的含义，即社会平均的MELT（等式里的分母）代表了简单劳动所创造的货币增加值。这样一来，社会平均的MELT就成为一个尺度，用它和不同部门的MELT相比较就能判断相关各部门的劳动复杂程度。这个重要的结论将为我们在经验中识别复杂劳动还原奠定理论的基础（参见后文的进一步讨论）。

接下来要处理的是当单位产品的内含价值与实现价值不等时，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如何被决定。这两者不相等囊括了经济处于非均衡的各种情况。在此条件下，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此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价值，取决于产品价值的实现程度。让我们假设此时λ
 
i

 ϕ
 
i

 =λ
 *
 
i

 ，ϕ
 
i

 为价值实现系数，因[image: ]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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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h
 
i

 除了取决于两种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的比率以外，还受到价值偏离系数ϕ
 
i

 的影响，后者度量了非均衡前提下一些导致偏离的不确定因素。由于ϕ
 
i

 的存在，h
 
i

 并不是最终实现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而只代表潜在的或尚未实现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若用h
 *
 
i

 表示某部门在交换中最终实现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参照以上讨论可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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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h
 
i

 ϕ
 
i

 =h
 *
 
i

 。从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来看，前述方程（2-7）在事后的意义上决定了方程（2-4），即决定了在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价值，以及最终实现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的大小。基于此考虑，我们可以区分以下几种情形来讨论h
 
i

 和h
 *
 
i

 的关系。

第一，如果λ
 *
 
i

 q
 
i

 =λ
 
i

 q
 
i

 ，或ϕ
 
i

 =1，则在单位时间里投入的全部劳动（即t
 
i
 1
 +t
 
i
 2
 ）恰好得到了实现。复杂劳动还原系数此时为其最大值，即有h
 *
 
i

 =h
 
i

 。这个结果对应于上文论述的当经济处于均衡的情况。

第二，如果ϕ
 
i

 ＜1，从而λ
 *
 
i

 q
 
i

 ＜λ
 
i

 q
 
i

 ，但其差额即λ
 
i

 q
 
i

 -λ
 *
 
i

 q
 
i

 ＜t
 
i
 2
 ，则t
 
i
 1
 得到全部实现，t
 
i
 2
 只实现了一部分。此时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小于其潜在的最大值，即有h
 *
 
i

 ＜h
 
i

 。

第三，如果λ
 
i

 q
 
i

 -λ
 *
 
i

 q
 
i

 =t
 
i
 2
 ，则t
 
i
 2
 完全没有得到实现，此时不存在复杂劳动还原。复杂劳动还原系数h
 *
 
i

 =1，是其最小值。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没有将ϕ
 
i

 ＞1，或λ
 *
 
i

 q
 
i

 ＞λ
 
i

 q
 
i

 的情形纳入讨论。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这种价值转移未必是与生产率提高相伴随的复杂劳动还原的结果。

公式（2-4）还可以如下方式改写，假设v
 是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中包含的劳动力价值，它可以拆解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与教育和培训无关的劳动力价值即v
 1
 ，另一个部分是与教育和培训相对应的劳动力价值即v
 2
 ，相应的，e
 1
 是与v
 1
 对应的剩余价值率，e
 2
 是与v
 2
 对应的剩余价值率，可以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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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位时间产出的生产中，最终的剩余价值率是e
 1
 和e
 2
 这两种剩余价值率的加权平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单位时间产出的实现价值最终决定了t
 
i
 2
 的实现程度，也就决定了e
 2
 和经过平均后的总剩余价值率的实际数值。易言之，无论是劳动力价值还是剩余价值率，都不是脱离交换事先给定的，而是结合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的。

3.2 MELT与部门间复杂劳动还原的经验研究

再来看与非均衡假设相对应的公式（2-9）：

[image: ]


其中h
 *
 
i

 是某一部门最终实现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和先前讨论的公式（2-8）一样，该式最后一个等式右边的比率，也是两个MELT即两种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之比。和公式（2-8）不同的是，公式（2-9）中的p
 
i

 和q
 
i

 是与非均衡对应的最终得到实现的产出和价格，而不一定是潜在最大产出和最高价格。但尽管如此，从该式也同样看到，实际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要以两种MELT之比为条件。如果这两个比率一致，就不存在复杂劳动还原；只有两个比率之比大于1，才可能存在复杂劳动还原。因此，两个MELT的这种差别，是造成相关部门复杂劳动还原的必要条件。

以净量值界定的MELT为开展复杂劳动还原的经验研究，即利用经验数据来确定是否在相关部门发生复杂劳动还原，提供了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李翀教授在其1987年的论文里提出了一个与之近似的思路。他认为，要从事这种经验研究，即利用经验数据确定不同部门的复杂劳动系数，可以采取如下步骤：第一，以不变价格计算相关部门的净增加值（即从增加值中排除折旧），即得到与活劳动相对应的新创造的增加值；第二，求得相关部门当年的生产性工人的总劳动量，然后得到净产值和总劳动力之比。他举例说：“美国制造业1977年新增加的价值是5850亿美元，生产工人1370万，每人每周工作时间40.3小时。这样，制造业每人每小时新创造的价值
 是20.3美元。假如按照同样的方法得到采矿业同年每人每小时新创造的价值是10.15美元，就可以认为若以采矿劳动为标准，制造劳动的化简乘数是2。”
 
[45]



此处提到的“每人每小时新创造的价值”，就是现在已被广泛使用的“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这一概念。
 
[46]

 认识到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可作为复杂劳动还原的经验研究赖以开展的依据，是李翀教授的独立贡献。但李翀的失误在于，他不是将某一部门的MELT与社会平均的MELT相比较，来得出复杂劳动还原的必要条件，而是把某一部门（如制造业）和任意选取的另一部门（如采矿业）相比较，这就使问题变得不可解决了，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先验地判定，哪个部门的劳动是简单劳动，并以其作为比较的基准。

需要指出的是，h
 
i

 或h
 *
 
i

 大于1仅仅代表了识别相关部门是否存在复杂劳动还原的必要条件，它们还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个别部门的MELT之所以大于全社会平均的MELT，可能源于一些与复杂劳动还原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无关的因素。供求因素的变化、市场势力的大小、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变等，都可能是部门MELT变动的原因。从公式（2-9）就可以直观地看到，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最后一个等式右边的分子中p
 
i

 的增长——可以将其看作供求关系或市场势力等因素的代表——可以导致部门MELT的改变以及h
 *
 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h
 *
 并不完全代表复杂劳动还原系数，而是反映更多影响因素的价值转换系数。从MELT的定义来看，h
 *
 的变化原因可分解为两项因子来考察，其中一项因子反映价格的变化，另一项因子反映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只有后者才和复杂劳动还原有关。在采用计量经济学手段的经验研究中，可以根据各因子的变化，分别确定它们对MELT变化的贡献率，并以此确定复杂劳动还原对h
 *
 的影响程度。如果在一个时期里，实际生产率的增长主导了h
 *
 的改变，复杂劳动还原就可能成为解释这一改变的主要因素。

4 部门内复杂劳动的还原

以上就复杂劳动还原建立的模型，涉及的是不同部门之间复杂劳动的还原，换言之，是在马克思提及的珠宝细工和纺纱工的比较中进行的还原。通常对复杂劳动还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的。另外，在部门内不同企业的竞争中，个别先进企业伴随其生产率提高，也会带来复杂劳动还原的情况。这两种复杂劳动还原虽然有所不同，但前一节设立的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后，也可适用于后一种还原。

假设一种初始情况，即在一个部门内的不同企业都具有相同的生产率水平，从而这些企业的单位时间产出相等，其价值也相等，且单位产品的价值也相等。即对这些企业而言，有：


λ
 1
 q
 1
 =λ
 2
 q
 2
 =…=λ
 
n

 q
 
n

 =t
 =1　　　　　　（2-10）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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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
 
j

 （j
 =1，2，…，n
 ）是单位产品的内含价值，q
 
j

 是单位时间产出；t
 
j

 是为生产q
 
j

 而投入的单位时间。此外，和先前一样，假设在生产中不使用不变资本。

现在假设企业c
 率先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率，从而有：


λ
 ′
 
c

 q
 ′
 
c

 =t
 
c
 1
 +t
 
c
 2
 =t
 
c
 1
 h
 
c

 =h
 
c

 　　　　　　（2-11）

其中，λ
 ′
 
c

 、q
 ′
 
c

 分别是企业c
 创新后的单位产品个别价值和单位时间产出；λ
 ′
 
c

 ＜λ
 
c

 、q
 ′
 
c

 ＞q
 
c

 ，且λ
 ′
 
c

 q
 ′
 
c

 ＞λ
 
c

 q
 
c

 。这里假设存在复杂劳动还原的原因是使用了经过更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t
 
c
 2
 为劳动力在教育和培训上花费的时间；t
 
c
 1
 为生产q
 ′
 
c

 的直接劳动时间，依据定义它等于1；h
 
c

 （h
 
c

 ＞1）代表复杂劳动还原系数。

在马克思的部门内企业竞争的模型里，从事技术变革的企业c
 的单位产品个别价值将低于或至少等于单位产品的社会价值。如果假定其单位产品个别价值等于单位产品社会价值，即λ
 ′
 
c

 =λ
 
i

 ，则参照公式（2-11）有：

[image: ]


其中，λ
 
j

 q
 
j

 代表创新企业之外的其他任一企业的单位时间产出价值，根据定义，λ
 
j

 q
 
j

 等于1。公式（2-12）意味着，创新企业c
 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h
 
c

 ，取决于该企业的生产率和其他企业的生产率的比率。由于这个结果是在假设λ
 ′
 
c

 =λ
 
j

 的条件下得出来的，而一般而言，技术变革应该导致λ
 ′
 
c

 ＜λ
 
i

 ，因此，公式（2-12）所表达的结果，实际上指出了h
 
c

 可能有的最大值，即有[image: ]
 。

由于单位形成价值的最终实现取决于其实现价值，参照此前的讨论，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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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h
 *
 
c

 =λ
 *
 
c

 q
 ′
 
c



其中，λ
 *
 
c

 为企业c
 最终实现的单位产品价值，p
 *
 
c

 是与之对应的产品实现价格；p
 
j

 和q
 
j

 代表包括创新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的产品实现价格和单位时间产出；h
 *
 
c

 为最终实现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

对企业c
 而言，单位时间产出中潜在包含的超额利润等于λ
 ′
 
c

 q
 ′
 
c

 -λ
 
c

 q
 
c

 =h
 
c

 -1。企业c
 最终实现的超额利润则等于λ
 *
 
c

 q
 *
 
c

 -λ
 
c

 q
 
c

 =h
 *
 
c

 -1。当h
 
c

 =h
 *
 
c

 时，最终实现的超额利润达到最大。当1＜h
 *
 
c

 ＜h
 
c

 时，最终实现的超额利润小于其潜在的最大值。若h
 *
 
c

 =1时，该企业没有超额利润。

5 尾论

正如马克思所说，复杂劳动还原“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至于这一“社会过程”的具体内涵，马克思主义者却一直从不同的角度在解读。以希法亭为代表的分析传统侧重于从价值生产过程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社会过程”；鲁宾则指出了价值实现环节在其中的重要性。迄今为止，这些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解读还是各自独立的，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本章试图在综合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的基础上，将希法亭和鲁宾各自所代表的观点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型。这一模型的具体特点如下。第一，对教育培训劳动和普通产品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做了新的诠释，明确提出二者是一个统一的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教育培训劳动如何参与形成产品价值的难题。第二，通过同时引入价值生产方程和实现价值方程，解决了复杂劳动还原系数的决定问题。第三，根据本章的模型，熟练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事后特征，即要以产品价值的决定为前提，在此前提下，论证了复杂劳动的剩余价值率和简单劳动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异得以产生的原因。第四，本章还力图发展一个简便的方法，以解决在经验中如何识别相关部门是否存在复杂劳动还原的问题。复杂劳动还原问题的解决不仅为劳动价值论研究填补了一个漏洞，同时还为一系列其他理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譬如，它将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竞争理论，并可用于解释部门乃至社会净产出价值量伴随生产率提高而实现的增长，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生增长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罗斯多尔斯基指出，马克思早在1851年对李嘉图的书做摘要时，就意识到复杂劳动还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还认为，马克思大概想在“六册计划”的雇佣劳动分册，进一步讨论并解决这一问题。见R.Rosdolsky，The Making of Mar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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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翀：《复杂劳动化简之管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3期，第312页（重点标识为笔者添加）。


 [46]
 “新解释”（the New Interpretation）学派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该学派将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界定为净产出价值和活劳动的比率，而非总产出价值和包含物化劳动的总劳动的比率。在这一点上，李翀的定义和“新解释”是一致的。但“新解释”并未提出以MELT为依据开展复杂劳动还原的经验研究，在他们那里，最初提出这一概念主要是想解决价值转形问题，参见D.A.Foley，“The Value of Money，the Value of Labor Power，and the Marxian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2，14（2）；G.Dumenil，“Beyond the Transformation Riddle：A Labor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and Society
 1983-1984，47（4）。


第3章 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

超额利润是资本主义发展动态中的重要现象。马克思分析了超额利润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产生的过程，以及超额利润对于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战胜旧的范式的重要意义。
 
[1]

 超额利润范畴不仅对于理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重要的，对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也同样如此。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就曾指出：“对技术创新和相应的超额利润的持续的、制度性的渴求，成了晚近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晚近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典型特征。”
 
[2]



尽管超额利润概念对于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在解释超额利润来源的问题上，却一直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是：第一，马克思本人有两种超额利润源泉的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超额利润来源于企业自身的劳动“作为自乘的简单劳动”的物化；第二种理论则认为，企业的超额利润来自部门内或部门外的价值转移。如何协调这两种理论的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讨论。第二，解释超额利润的来源必然会涉及国内学者有关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这一理论最早可溯源到20世纪60年代，近年来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3]

 如何看待这一颇具争议的理论，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这一章的论述由两条并行的线索交织而成，第一条线索追溯了从《资本论》的手稿到《资本论》的理论演化过程，第二条线索则试图结合学术界的相关见解，尝试构建一个较全面的关于超额利润来源的理论。

1 超额利润的来源：马克思的第一种理论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详细地厘定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并提出了解释超额利润来源的第一种理论：

商品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使用新的机器时，如果大量生产还继续以旧的生产资料为基础，资本家就可以把商品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出售，虽然他是把商品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即高于他在新生产过程条件下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出售
 。

依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家能这样做是因为：“劳动在这里获得了与同一部门的平均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力，它已成为比平均劳动高的劳动；例如，这种劳动的一个劳动小时等于平均劳动的5/4劳动小时，是自乘的简单劳动。”

而与此同时，工资率可能并未改变，“资本家仍按平均劳动付给工资……资本家对于自己的工人的劳动是按平均劳动付酬的，但是按它的实际情况，即按较高的劳动出售的，而一定数量的这种劳动等于较多的平均劳动”。“因此，根据假定，为了生产同一价值，工人只需要从事比平均工人较少的时间的劳动就够了。所以，实际上，他花费比平均工人较少的劳动时间，就生产了自己的工资，或再生产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这样一来，他就把较多的劳动小时作为剩余劳动给了资本家；只有这种相对剩余劳动，才使资本家在出售商品时得到高于它的价值的价格余额。”

此外，即便工资率有所增加，资本家也能得到超额剩余价值，因为，“工资并非按照这种劳动超过平均劳动的同一比例增加，因而剩余劳动时间总是相对增加”。
 
[4]



在这个解释中，难点不在于理解为什么资本家可以把商品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出售，而在于为什么资本家把商品高于其个别价值
 出售，即高于他在新工艺下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出售。下面试举例来说明。

假定原先1小时平均劳动生产12件商品，现在，在率先采用了新技术的企业，1小时劳动生产24件商品，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但请注意，对于采用新技术的企业而言，它的1小时劳动已经不是简单劳动，而是自乘的简单劳动；马克思在这里假定，其1小时劳动现在相当于5/4小时即1.25小时的简单劳动。此外，对于不变资本，可以做如下的处理：要么假定在生产率提高后，转移到单位商品中的不变资本价值没有发生变化；要么——为更方便起见——假定不变资本为零，这样，单位商品的价值就等于活劳动物化形成的新价值。根据这些假定，可以得到表3-1。

表3-1 马克思关于超额利润来源的第一种理论

[image: ]


从表3-1第（2）列看出，依照马克思的假定，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社会价值，也不同于个别价值的新概念，笔者将其命名为单位商品的“实际价值
 ”。且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实际价值＜社会价值，即[image: ]
 ，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可以把商品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出售，虽然他是把商品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即高于他在新生产过程条件下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出售。
 如果采用新技术的先进企业每小时工资率不变，则其全部剩余价值将相对增加0.25小时，也就是其全部商品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等于该企业全部商品的实际价值与其个别价值的差额。

可以采用代数的形式描述这种超额利润。假定w
 *
 
i

 为某先进企业单位时间产出的实际价值，l
 
i

 是该企业在单位时间里投入的劳动量，它构成了单位时间产出的个别价值，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价值转换系数（h
 
i

 ）来描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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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h
 
i

 ＞1，这不仅可以使该企业的个别劳动耗费全部得到补偿，而且会给它带来一个由实际价值与个别价值之间的正数差构成的超额收益：


R
 
i

 =l
 
i

 （h
 
i

 -1）＞0　　　　　　（3-2）

公式（3-2）中的R
 
i

 表示单位时间产出所实现的超额收益。按照表3-1中的数字，这里的l
 
i

 =1，h
 
i

 =1.25，R
 
i

 =0.25。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批驳了下述观点
 
[6]

 ：

似乎是，对资本家说来，剩余价值来源于出售——对其他商品所有者的欺骗，来源于把商品的价格哄抬得高于它的价值，而不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假象。

只有这种相对剩余劳动，才使资本家在出售商品时得到高于它的价值的价格余额。资本家只有出售时，才能实现这种剩余劳动时间，或者说，实现这种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并不是来源于出售，而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而相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批评这种错误观点的同时，也排除了接纳第二种理论，即把超额利润的来源归于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的可能性。

可是，一旦接受马克思的上述见解，还需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使用机器后，劳动成为自乘的简单劳动或复杂劳动呢？笔者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2 由第一种理论派生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在技术变革后，劳动转化成为“自乘的简单劳动”或复杂劳动（complex labor）。初看起来，马克思在此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资本论》在论述分工和机器大生产时，曾经深刻地分析了采用机器和围绕机器的分工所带来的使劳动失去内容、工人的技能被替代和技能退化等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只是技术变革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技术变革在消灭既有类型的复杂劳动的同时，往往还会创造出新类型的复杂劳动。深受马克思影响的美国学者拉佐尼克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就指出了这种双重后果：“不管劳动的技术分工的等级制结构如何，技术变革既可以增加技能（skill augmenting），也可以替代技能（skill displacing）。”
 
[7]



关于劳动在使用机器后成为复杂劳动的原因，可以提出下述几种解释，这些解释程度不等地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依据。第一种解释是把复杂劳动规定为“浓缩了劳动时间的”劳动，也就是劳动密度增加了的劳动，譬如马克思说：“使用机器就可以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所谓浓缩劳动时间
 的办法来实现的，这时，每一分一秒都充满了更多的劳动；劳动强度提高了。由于采用机器，不仅劳动生产率（从而劳动质量）提高了，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劳动量也增加了。时间的间隙由于所谓劳动紧凑而缩小了。因此，一个劳动小时所提供的劳动量，可能等于完全不使用机器或使用不那么完善的机器的平均劳动条件下的6/4个劳动小时的劳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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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问的是，增加劳动的“密度”是否符合劳动生产率的定义。在界定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一般是以劳动时间既定为前提的。乍一看来，第一种解释似乎有违劳动生产率的定义，因为“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劳动量也增加了”，也就是说，劳动时间既定的前提被取消了。但事实上，在使用机器时增加劳动强度，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一定相违背，这是因为，增加劳动强度的条件是使用了新机器，这使得产出量比劳动量增长得更快。

在这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新机器的使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劳动强度也相应地增加，与此同时，劳动力价值并没有成比例地增长。然而，劳动“密度”的增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如果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每一次都以劳动的紧凑和浓缩为前提，没有多久便会达到难以逾越的生理和心理界限。法国“调节学派”的创始人阿格列塔，曾结合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对这里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人的能力遭到毁灭的这种现代形式的综合征成倍地增长。存在着大规模的旷工现象，并且旷工的人数极不规则，以至于无法进行准确的预测；由于神经系统日积月累的耗竭，暂时丧失工作能力的现象在增长；装配线上事故在增加；次品比例在增加，以及相应的用于质量控制的时间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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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把此处的复杂劳动理解为经过培训的劳动（Qualified Labor或Educational Labor）或熟练劳动（Skilled Labor）。在《资本论》里有这样一段话：

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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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复杂劳动还原的那一章里，笔者概括了对这段话里某些观点的一些批评意见。不过，撇开这些意见不谈，马克思在此指出了如下重要一点：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在同样长的时间内有可能物化为较多的价值。应予强调指出的是，与片面提高劳动的强度和密度的情形不同，在存在复杂劳动还原的场合，车间工人和资本家有可能分享价值创造的好处，因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按相同方向增长。这也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企业为什么会有动力培训和教育工人、提升工人的资质和技能水平，而非仅仅把消灭技能、使劳动失去内容作为控制劳动过程、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详见本书第6章的讨论）。

下面再来看看第三种解释，这种解释的特点是扩大形成价值的劳动的外延，即除了直接生产活动以外，还把管理活动以及与企业技术进步相关的研发（R&D）活动考虑在内。这个观点和第二种解释既有一致性，又在下面一点上成为第二种解释的补充：在第二种解释里马克思所提到的高级劳动力，指的还只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力，而这里则扩展到直接生产过程以外的R&D部门的“科学劳动”。

马克思曾经提出了与“直接劳动”不同的“一般科学劳动”的概念，并预见到了直接劳动的重要性下降、“一般科学劳动”的重要性增加的趋势。他说：“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原则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
 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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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虽然在这里使用了“一般科学劳动”一词，但对什么是这种科学劳动，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马克思所说“一般科学劳动”看作企业进行的R&D活动。曼德尔曾在讨论第三次技术革命时，分析了资本主义公司内部R&D部门的巨大发展给价值增殖过程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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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所谓R&D部门应限定为对于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所必需的领域，那些仅仅与销售成本（如广告方面的研究）以及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社会条件相关的领域则不应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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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R&D活动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并没有独立化为一个单独的部门，譬如，在18世纪产业革命中，一些重要的技术创新就是直接由工匠发明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科学在生产中的越来越多的应用，上述情况有了改变。马克思曾极其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下趋势：

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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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的技术革命中，R&D开始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的一个分支。最早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即在资本主义公司内部进行R&D活动的职能部门，是于19世纪70～80年代在德国的化学工业部门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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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那时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晚近资本主义时代，工业研究实验室的数量、企业的R&D开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数量等都有了巨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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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德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正确地写道：“把研究和开发作为一个特殊的事业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换句话说，自动地投资于R&D（既投资于固定资本，也投资于雇佣劳动），只是在晚近资本主义中才充分地实现。”而马克思的上述光辉预见，也“是在较晚时才充分实现的，即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后，特别是伴随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技术和科学上的发现和发明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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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R&D支出的增长和激烈的竞争有关，它已成为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必要费用。《工业创新经济学》的作者弗里曼和苏特这样写道：

（企业的）管理部门实际上往往把它们的研究开发预算建立在一个销售收入的百分率上。这份保险费，在工业界的不同行业中是不一样的，是由技术上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的；但在同一个行业的许多企业中，开支数额则往往是相当一致的。虽然管理部门不能准确地计算出任何个别项目或一部分研究开发的回报，不过它们从经验和从观察竞争对手，已经懂得这个“常规水平”的研究开发经费将有可能帮助它们生存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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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这些变化，投资于R&D对于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影响，和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就变得更加令人瞩目了。在开发出来的新商品的价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R&D部门创造的。R&D部门如何创造价值，取决于这一部门的劳动是不是，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生产性劳动，曼德尔就此写道：

投资于处在实际生产之前或之后的R&D部门里的资本，要视这些部门里进行的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生产性的——即能带来新商品的生产——而实现增殖。从资本主义企业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不能应用的发现或发明，都是生产的杂费或企业的一般费用，而这些费用是应该降低到最低限度的。

与任何其他生产性资本一样，投资于研究领域的资本，是由固定部分和可变部分组成的。固定资本包括建筑和实验室的设备，可变资本则包括其所雇用的人员的工资和薪水。这些雇员的劳动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或再也未能——纳入特定商品的价值这一点，并不能改变研究和开发部门所进行的劳动的总体劳动
 的性质。这些劳动在下述意义上是生产性的，它们对于新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来说是必需的，因而对于新的交换价值来说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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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论证这些观点，曼德尔还进一步引证了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明确地认为企业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里，马克思把技术人员包含在生产性劳动范围内；在《剩余价值理论》里，马克思写道：“自然，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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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R&D部门在上述意义上直接参与创造价值。

如果大企业通过对技术进步的垄断阻碍了超额利润的普遍化，这些超额利润就将进一步转化为技术租金。曼德尔就此写道：“技术租金作为超额利润，产生于对技术进步的垄断，即产生于那些降低商品成本价格的发现和发明，但由于垄断资本本身的结构：进入困难、最低投资规模、对专利的控制、卡特尔协议等，这些发现和发明（至少在中期）不能在既有的部门中普遍化，并为所有竞争者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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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所谓“成正比”

上一节涉及的三种解释，都是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前提的。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商品价值量的变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在这一节里，笔者想就所谓“成正比”问题做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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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开篇不久讨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单位价值量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提出了两者成反比运动的规律。成反比规律的成立，有赖于下述假设：

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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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在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下着力指出，这个假设在分析技术变革时是不适用的，因为技术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劳动的复杂程度在技术变革前后发生了变化；如果承认这一变化，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就可能互成正比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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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比理论的发展迄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笔者看来，这个理论或许是中国学者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唯一完全原创的理论。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一些人为因素妨碍了这一理论的研究和传播，这体现在，第一，一些成正比论者没有足够清晰地界定其理论的前提和相关术语的含义，从而为相互理解平添了困难。以术语的运用为例，在相关文献中，我们常常见到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这样的提法。应该指出，这种表述是非常不严格的，因为其中的商品价值量既可以解释为单位商品价值量，也可以解释为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量。如果采纳前一含义，则成正比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和马克思指出的成反比规律直接相矛盾；在笔者看来，所谓成正比只有在采纳后一含义时才是正确的。第二，某些学者为了论证成正比，放弃了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提出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从而使争论进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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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撇开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不谈，在笔者看来，以活劳动创造新价值为前提的成正比理论至少包含以下四个层次的观点，应该分别加以论述。

第一，成正比理论认为，在花费同样多的以钟表计量的劳动时间的条件下，由于一个部门内所有企业的每一单位商品都只能按一个统一的社会价值出售，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的较大产量表现为一个较大的价值额，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的较低产量表现为一个较小的价值额，因而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上文在提及第二种解释的时候，已经讨论了这个观点。对于使用了经过培训的高级劳动力的企业来说，由于工人的复杂劳动在相同的时间里物化为更多的价值，也就会在相同的剩余劳动时间里物化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部分更多的剩余价值构成为该企业的超额利润，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该企业的剩余价值率与使用简单劳动的企业相比可能并无区别。

林岗教授在分析这个观点时也指出：“在不同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生产率决定他们各自的个别劳动时间能够转换为多大的社会价值的意义上，这些论证，以及由此得出的‘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结论，应当说是正确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林岗还提出，成正比规律可以表述为：“劳动生产率和价值转换系数成正比”。这里的“价值转换系数”，指的是个别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之比。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价值转换系数就越大。此外，林岗指出，从劳动生产率和价值转换系数成正比还可以得出：个别企业生产单位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与部门平均劳动耗费之间的差额（超额利润），同这个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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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成正比理论还认为，假定该部门劳动生产率普遍得到提高，同时假定和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相比，该部门的劳动成为复杂程度更高的劳动，则该部门在单位时间生产的全部产出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也可能增长。请注意，后一个假设意味着，当该部门劳动的复杂程度因技术变革而提高时，多数其他部门还未发生类似的变化，因此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基准”仍然未变。此外，第二个观点还需假定，在生产率变化后，社会对该部门商品的需求量也能有相应的增长。

在前述第一个观点里，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关系，涉及的是一个部门内生产相同使用价值的劳动。与此不同的是，在第二个观点里，要就不同部门、不同类型的劳动来分析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关系。在马克思提到的纺纱工人和珠宝细工的例子里，由于珠宝细工的劳动和纺纱工人的劳动相比是复杂劳动，珠宝细工的劳动在同样多的时间里，会物化为更多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要注意的是，由于这里假定珠宝行业内不存在生产率差异，因此也就不存在个别珠宝企业相对于本部门其他企业的超额利润，但珠宝业和纺纱业相比，所有企业无一例外地能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里形成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在概念上不属于相对剩余价值，因为它不是劳动力价值降低的结果，并且也不能惠及社会生产各部门。笔者认为，不妨把这种剩余价值看作介于个别企业的超额剩余价值和全体资本家都得到的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一个独立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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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新形式的剩余价值尤为适用于解释通过产品创新和新部门的开辟而获得的那种超额利润，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往往是与大量R&D投入相联系的，生产这些新产品的劳动的复杂程度也往往高于既有的其他部门的劳动。
 
[28]



不幸的是，对成正比论的批评，主要是由第二个观点引发的。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个观点与马克思的下述论断相龃龉：“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
 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粗体为笔者所加）但问题是，能否正确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取决于如何解读句中的“同一劳动”一词，这里的“同一劳动”既可以指生产同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也可以指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受技术变革的影响，仍然和先前的劳动在复杂性上保持同一。笔者认为，应该考虑到第二层含义，这样一来，“同一劳动”就成了一种限定，它意味着，马克思在此假设，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劳动本身的复杂程度。而在这个假定下，上面这句话就不能被用来批评成正比的观点。

第三，类似的，“成正比”的观点还可以扩展到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层次。马克思的以下论述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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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有助于解释，中国要出口8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A380空中客车客机。此外，成正比论者有时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远远小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却高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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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解释虽非全然错误，但肯定是不充分的，并且由于把抽象的理论问题和经验现象无中介地联系起来，在批评者面前暴露了弱点。譬如，卫兴华教授就提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是按不变价格或现行价格来统计的，这些价格未必能直接反映价值量及其变化。但他进一步认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使用价值量及其增长率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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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完全排斥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则不免失之片面。对此程恩富教授等不无道理地指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剔除了币值变动因素和非价值表现的价格之后，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观察，其基础仍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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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虽然成正比观点实质上是正确的，但表达这一观点的某些版本存在理论上的缺陷。譬如，程恩富教授等曾对成正比观点做了如下概括，他们提出，企业的技术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分析上可以归因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变化（如在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变的条件下采用机器）和劳动自身的性质或复杂程度的改变，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应该分开来考察，由此可以提出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变动的如下规律：（1）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源自劳动的客观条件的改善，则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商品单位价值量的变化成反比；（2）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源自劳动自身性质的变化，则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3）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由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共同变化引起的，则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变化方向的关系不确定，既可能出现成正比的变化，也可能出现成反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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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里的概括，成正比和成反比被分别归于不同的原因，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规律。而在笔者看来，成正比和成反比应该被理解为由同样一些原因带来的双重结果。与上述命题（1）相反，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变化，如使用的原材料和固定资本的大量增加，可能带来单位时间产出价值量的增长。譬如，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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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同劳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

例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末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一个几百倍大的旧价值总额使英国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

这里以原材料或不变流动资本的使用量增加为例，马克思还就固定资本使用量的增长指出：

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特征正好是：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大大增加，因而其中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商品中的价值部分也大大增加。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要证明自己实际上提高了生产率，就必须使固定资本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单个商品
 中的追加价值部分小于因活劳动的减少而节约下来的价值部分，总之，它必须减少商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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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转变所带来的双重趋势：一方面，这一转变带来了单位时间产出及其价值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单位商品价值量也必须减少。前一趋势是成正比，后一趋势是成反比。

下面来看看与命题（2）相反的情况。当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化时，除了会出现成正比之外，还会出现成反比。试以表3-1中的数字为例，这个例子假设，在生产率变化前后，单位商品中由生产资料转移过来的价值不变，也就是说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变化。在生产率提高前，全部产出的价值为1小时，提高后增加为1.25小时，这是所谓的成正比。从单位价值来看，生产率变化前为1/12，生产率变化后减少为1.25/24，这便是成反比。可见，成正比和成反比是由同一些原因带来的两个具有互补性的规律，把它们归于不同的原因，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都是不妥当的。

虽然劳动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变化都会带来成正比和成反比的结果，但两者存在以下重要区别：单纯由劳动客观条件的转变所造成的单位时间产出价值量的增长，并不会伴随以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的增长，这和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不同。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可以区分以下两个意义不同的成正比命题：

（1）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时间总产出的价值量成正比；

（2）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时间创造的新价值即净产出价值成正比。

第一个命题在劳动的主观条件或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都是成立的，但第二个命题则只存在于劳动的主观条件发生改变时。在出现第二个命题所表示的结果时，相关企业（或其他层级的经济单位）的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总量就有可能增长。这一点也有助于解释企业何以有动力在技术变革中致力于改变劳动的主观条件。

4 两种不同理论的无意识邂逅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以一种有别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方式再次论述了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让我们通过下面这个例证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进行论述的。

假设一个12小时工作日生产出来的新价值的货币表现为6元。又假定在12小时内，在社会平均的生产条件下，可生产12件商品，每1单位商品中所包含的由生产资料价值转移来的部分是0.5元，这样每件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1元（=0.5C
 +0.5V
 ）。再假定有一个率先进行创新的企业，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在12小时内不是生产12件商品，而是生产24件。假定这时每件商品中转移来的旧价值依旧不变，还是0.5元，但12小时活劳动形成的新价值的货币表现6元，现在分摊到24件商品中，每件商品中的新价值的货币表现就不是0.5元，而是0.25元。这样，创新企业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就只表现为0.75元（=0.5C
 +0.25V
 ）。这一个别价值与市场价值（1元）之间的差额为0.25元，就是单位商品中所能实现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的最大值。

但是，马克思旋即又指出“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现在表现为24件商品，而不是过去的12件商品。因此要卖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销路或大一倍的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价格，才能获得较大的市场。因此资本家要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
 
[36]

 。倘若此时资本家是按0.9元出售商品，则单位商品的超额利润等于0.15元（见表3-2）。

表3-2 马克思关于超额利润来源的第二种理论

[image: ]


在这里，一个微妙的差别是，马克思没有如《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那样，从该企业的劳动已经转化为复杂劳动这个预设的前提出发，来解释产品的销售价格的形成，而是单纯从争夺市场份额的角度来解释产品的定价。这样一来，理论本身就在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超额剩余价值大可不必来自该企业本身剩余劳动的物化，还可以来自通过特殊的定价策略在市场上所支配的价值。

有趣的是，马克思本人此时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理论立场已经悄然转变，他还力图沿用旧的语言来解释新的内容。从文本上看，他是从商品的定价出发，计算出创新企业的一个12小时工作日的货币表现，再指出这一货币表现大于同类社会平均劳动的货币表现，以便绕回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提出来的第一种理论。但是，这种“逆运算”所包含的理论含义，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让我们再通过上面的数字例子来了解这一点。

按照假定，那个率先实施创新的企业，单位商品的定价是0.9元，其全部产出的价格则为0.9元/件×24件=21.6元，这其中有12元只是再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因此剩下的9.6元是该企业一个12小时工作日的货币表现。这个货币表现（[image: ]
 ）比社会平均劳动的货币表现要多，因为一个12小时的社会平均劳动只表现为6元（[image: ]
 ）。结果，率先实施创新的企业1小时的个别劳动，此时相当于1.6小时的社会平均劳动。

把这个“逆运算”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的论述相比较，可以看出，被当作结果的东西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是作为前提出现的。然而，马克思自己对此竟浑然不觉，在这番计算后，他像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一样总结说：“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
 
[37]

 然而，就此处的语境而言，其中的“创造”一词若改为“支配”，在逻辑上才能自圆其说。而这种矛盾，其实并不难为敏锐的读者所察觉。
 
[38]



总之，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提出了另一种关于超额利润来源的理论。按照这个新理论的逻辑，实施创新的个别企业所得到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来自其他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转移，而非该企业自身的剩余劳动的物化。表3-3所示的例子解释了剩余价值在部门内转移的情况。

表3-3 超额剩余价值来自部门内剩余价值的转移

[image: ]


在表3-3中，生产条件最好的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其单位商品所实现的超额剩余价值为1.5，全部超额剩余价值为300。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事实上假定该部门处于供求均衡的状态，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根据加权平均法得出。

由于400件商品在7.5这个价值的水平上全部售出，该部门通过市场所支配的价值量（7.5×400=3000），恰等于全部产出内含的价值量{∑［（1）×（2）］=3000}。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认为，全部产出内含的这3000劳动小时的价值为社会所承认，并在该部门内实现了再分配。如果这个解释正确的话，个别企业超额利润的来源就是本部门其他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转移，而不必来自其他部门。
 
[39]

 值得一提的是，曼德尔也赞同这一解释，他指出：“马克思阐述道，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而运作的企业，所得到的少于平均利润，而这与它们浪费了社会劳动这个事实是相适应的。当马克思这样表述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些企业的工人所生产的价值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市场上被那些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占有了。”
 
[40]



5 马克思对第二种理论的正式表达

根据《资本论》第三卷的级差地租理论，构成级差地租的那部分超额利润来自土地产品的市场生产价格与个别生产价格的差额。可通过马克思举过的一个数字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假定有四级土地A、B、C、D。再假定小麦1夸特的价格为3镑或60先令。因为这里地租还只是级差地租，所以这个每夸特60先令的价格，对最坏土地来说，就等于生产费用，也就是等于资本加上平均利润。

假定A是这种最坏土地。它由50先令的支出生产了1夸特＝60先令；因此利润是10先令，或利润率为20%。

假定B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2夸特＝120先令。这就提供了70先令的利润，或者说，60先令的超额利润。

假定C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3夸特＝180先令；总利润=130先令，超额利润=120先令。

假定D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4夸特＝240先令，超额利润就是180先令。

这样，就有了表3-4中的数据。马克思指出，在表3-4中，总产量10夸特会卖到600先令，因为市场价格是由A的生产价格决定的，每夸特等于60先令。但实际的生产价格是：A土地的1夸特＝60先令；B土地的2夸特＝60先令，则1夸特＝30先令；C土地的3夸特＝60先令，则1夸特＝20先令；D土地的4夸特＝60先令，则1夸特＝15先令；全部10夸特＝240先令，平均1夸特＝24先令。

表3-4 级差地租和“虚假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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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夸特的实际生产价格是240先令，但它们要按600先令的价格出售，贵了150%。马克思把形成超额利润的那部分价值称作“虚假的社会价值”，因为它不是农业部门自身的剩余劳动物化的结果。关于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确定和“虚假的社会价值”，马克思留下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评论：

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
 。这种情况是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的
 。土地产品也受这个规律支配。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必然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为依据，而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被看作消费者的社会对土地产品支付过多的东西，对社会劳动时间在农业生产上的实现来说原来是负数的东西，现在竟然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来说成为正数了。
 
[41]



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与《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的超额利润的理论。关于这两种理论的差别，日本学者伊藤诚写道：“我们必须澄清两种超额利润的不同的历史意义和功能，前一种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提出，并作为超额剩余价值而考察的，其作用是作为改进生产方法的刺激，并带来了全社会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如宇野所提出的，它可能包含着改进和更新生产方法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这一成本或多或少为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而且肯定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具有。相反，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则不具有这种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的积极作用，这种超额利润在其他社会形式中也不具有共同的基础。在此意义上，级差地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直接被消灭，体现在农产品上的总劳动将直接根据实际劳动小时的多少来估算。马克思所谓‘虚假的社会价值’一语是与这种观点相关的。”
 
[42]



《资本论》第三卷的超额利润理论虽然是在地租篇提出来的，但并不限于解释地租。曼德尔就认为：“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实际上是更一般的超额利润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
 
[43]

 在《晚近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著作中，曼德尔还进一步把这一理论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技术租金”现象，他指出：“超额利润的重要源泉现在是在‘技术租金’中发现的。对技术创新和相应的超额利润的持续的、制度性的渴求，成了晚近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晚近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典型特征。”
 
[44]



曼德尔指出，“技术租金”的产生，可以和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进行类比，因为这两者都以市场的“结构性稀缺”（Structural Scarcity）为条件，而结构性稀缺指的是对某种新产品的需求长期超过了供给。新产品的市场价格是由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整个行业都能获得超额利润，如果这一局面持续一段时间，超额利润就有了技术租金的性质。随着技术革命的扩散，至少在技术革命发生的核心国度或地区，新产品的“结构性稀缺”将逐步消失，行业的垄断性会遭到削弱，那些生产率低的企业将不再决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全部门的超额利润就趋于下降。此时，虽然一些生产率高的企业仍能获得超额利润，但这一超额利润的实现是以牺牲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代价的，整个行业的利润量将不再增加。
 
[45]

 除非已经成熟的新部门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边缘市场上找回“结构性稀缺”的条件，技术租金将不复存在。

根据曼德尔的意见，“技术租金”的普遍出现是与技术革命和产品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它提高了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刺激了扩张性长波的产生，但它的下降和消失，也造成了扩张性长波向停滞长波的转折。他写道：“启动一场技术革命、创立新工业部门的那些特殊条件，为那些领先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租金（超额利润）；这些特殊条件当技术革命开始普遍化时就逐渐消失了。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扩张性长波向停滞长波的转折，一般而言，同时也是新技术的革命性引入向其普遍被采用的转折。技术租金变得稀薄了。典型的‘新’产品的价格由于巨大的产出的影响和向竞争的回归而开始下降。”
 
[46]



除了曼德尔谈到的与新产品联系在一起的“技术租金”以外，晚近资本主义中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成为一种新的商品形式和垄断超额利润的新来源。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佩雷曼分析了这个现象。他指出，第一，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在历史上是变化的，在危机和衰退时期，知识产权被看作对付危机、抵制利润率下降的重要手段：

在十九世纪晚期，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强烈地反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把这看作垄断对自由市场圣地的侵犯。只是在该世纪末，当经济滑入一种危机模式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变得宽容了，突然认可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避免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经济灾难的一种途径……并不奇怪，在美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第二次高潮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当时滞涨开始吞噬经济，出现了早期的贸易逆差。
 
[47]



第二，在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形成的垄断超额利润具有租金的性质，对此佩雷曼写道：“现有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并没有提供物质产品，甚至也没有提供服务，但仍然能因为其‘产品’被使用而要求支付。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其所有者没有感到直接的竞争，只有近似产品的竞争。此外，在知识产权的市场上，生产成本或多或少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和市场价格相比其再生产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对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支付更像是榨取租金，而不是购买商品。”
 
[48]



还应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超额利润来源的两种理论虽然不同，但具有互补性。这体现在，两种理论往往可以共同解释同一种现象，通过产品创新和新部门的确立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既可以有本企业、本部门剩余劳动的物化，也可以包含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的转移。在表3-1中的例子里，如果率先采用新技术的企业以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来销售产品，也能得到通过价值转移而形成的超额利润。

6 由第二种理论派生的问题：超额利润的来源与两种市场价值理论

在《资本论》里，特别是在第三卷第十章，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至少两种市场价值理论。马克思的两种超额利润理论和这两种市场价值理论是分别对应的。市场价值的第一种理论可以称作“由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决定的市场价值理论”，或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商品的供求条件的变化对市场价值的确定没有重大的影响，只是造成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这个中心而波动。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则可以称作“由供求条件决定的市场价值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对市场价值的确定有直接的影响。

鲁宾曾这样概括两种市场价值理论的区别：“社会必要劳动的‘经济学’概念在于……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生产率（它表现为在给定的平均技术条件下生产一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且取决于社会需要或需求。这个概念的反对者（即那些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技术’决定的人）则反对道，需求的变化，如果没有伴随着生产率和生产技术的变化，只能带来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暂时的偏离，而不会给平均价格带来长期的永久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会带来价值本身的变化。”
 
[49]



在本书第1章，笔者较深入地讨论了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在这里，笔者只限于强调，在以上两种市场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超额利润来源的解释。按照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个别生产条件较好的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只能来源于本部门所榨取的剩余价值；而按照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超额利润可以来源于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马克思在级差地租理论里谈到的“虚假的社会价值”，应该看作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的应用。对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伊藤诚曾做了如下论述：

使得所有工业部门利润率平均化的相同的资本主义竞争，总会在具有不同生产条件的资本之间带来利润率的差别。由于利润率比一般利润率更高而形成的超额利润，属于那些资本，这些资本和那些对市场生产价格起调节作用的资本相比，生产条件更优……然而，只要生产条件（诸如技术方法或生产规模）的差异在性质上是可由资本转移和模仿的，由这种差异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就具有过渡的性质，在时间历程中随生随灭……与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的情形相反，我们不必把个别生产条件较好的资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局限于在同一工业部门所榨取的剩余劳动。这样的超额利润甚至在其生产条件劣于标准生产条件的资本不存在的情形下，在逻辑上也是可设想的；在这种情形下，不存在同一部门内价值实体的反向转移。这一类型的超额利润还可以是在其他工业部门榨取的剩余劳动的转移，就像一部分平均利润的实体一样。
 
[50]



以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为基础的超额利润理论，适用于通过产品的“结构性稀缺”而攫取的超额利润（包括垄断利润）。虽然通过技术创新而获取的超额利润在概念上并不一定就是垄断利润，但在利润来源的问题上，和垄断利润一样，都可以用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就垄断利润的来源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也适用于其他通过价值转移而形成的超额利润：

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会间接受到局部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不会改变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入工人的必要的消费，那末，在工人照旧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情况下，这种商品就会提高工资，并从而减少剩余价值。
 
[51]



鲁宾不满于在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的基础上解释超额利润，他语带讥讽地指出，这种观点是假设，剩余价值可以像液体一样，从一个部门流到另一个部门。
 
[52]

 鲁宾没有看到的是，这里的价值转移是以价值形式为媒介而展开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产品内含的价值实体借助于价值形式（如生产价格或垄断价格）的作用，在企业、部门和阶级之间进行了再分配。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宇野学派（其代表人物是伊藤诚），在对“转形问题”的研究中曾涉及这里的问题，值得在此做个介绍。

伊藤诚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考察价值概念的三个方面的关系，以便解决令人困惑的转形问题。（1）由给定的生产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价值实体，或内含于各种商品中的劳动量；它决定了：（2）作为价值形式的生产价格。但仅仅考察这一关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察：（3）借助于生产价格，每个阶级或每个产业部门占有了多少作为已得到的价值实体（the acquired substance of value）的劳动量。生产价格作为一种价值形式不仅是由以生产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价值实体所决定的，而且在价值实体即劳动的配置中起着中介的作用。”
 
[53]



伊藤诚所强调的价值概念的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于资本价值运动的三个阶段，即生产，实现，以及补偿已耗费的投入以便进行再生产。由于商品以生产价格出售，并用货币进一步购买再生产所需的投入，结果在社会生产的每个部门都可能出现下述不一致的情况，即作为产出的商品的价值量（以内含劳动衡量）和为再生产而购买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量（以可支配劳动量衡量），是不相等的。也就是说，由于生产价格的中介，社会劳动在不同的部门实现了再配置，一些部门本来耗费了较少的劳动量，却在市场上支配了较多的劳动，另一些部门则相反。然而，这一点并不妨碍所有部门的产出的价值总量与所有部门为再生产而购买的投入的价值总量是相等的。在这里，价格形式不再是被动地表现商品的价值，相反，价值形式（这里是生产价格）是在各个部门和各个阶级之间重新分配价值实体即社会劳动的杠杆。

伊藤诚的这一观点也可用冯金华的实现价值方程（见第1章）来说明。在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中，某一部门产出的实现价值总量，是全社会总劳动量按照一个比率分布的结果，该比率恰好等于该部门产出的价格与全社会总产出价格之比。在该部门实现价值总量恰好等于部门内投入生产的劳动量的前提下（如表3-3的情况），部门实现价值总量将按照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在部门内分布，其结果是价值量在部门内企业之间相互转移。

7 尾论

马克思关于两种超额利润来源的观点分别以两种价值规律为前提，第一种价值规律是在《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的，也是通常理解的价值规律；第二种价值规律是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来的，马克思称之为“市场价值规律”
 
[54]

 。

关于第一种价值规律的含义，希法亭曾有如下深刻的阐述，他写道：“马克思不是把价值理论看作确定价格的手段，而是把它看作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的工具……价值规律
 向我们揭示的是，归根结底，生产力的发展控制了价格的运动，我们有可能把握这些变化的规律；并且，由于所有的经济现象都通过价格的变化而使自己表现出来，进而就可能达到对所有经济现象的理解。”
 
[55]



然而，人们一般有所忽略的是，第一种价值规律在其提出时预设了如下前提。第一，这一规律服从于一种长期时间框架。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格运动的影响，是在长期内体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诸如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产业后备军、利润率下降等规律，这些规律都是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的长期规律。第二，在提出第一种价值规律时，马克思假定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从而抽象了其他因素（如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影响。
 
[56]

 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在理想的状态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但在辩证叙述达到更为具体的阶段时，这一抽象就应该及时舍弃，以便转而考察那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框架内起作用的其他因素。

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动态，是在不同时间框架内起作用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运动规律的综合。第一种价值规律虽然构成了理解资本主义长期运动规律的基础，但并不适用于分析某些中短期的结构性变化。借用演化经济学家梅特卡夫的话，这些结构性变化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他写道：“在产品、生产方法、企业、产业、地区及整个经济的相对重要性上，如果没有持续的变化，增长就无从发生，结构上的这些变化是增长过程的一种结果。”
 
[57]

 依照第二种超额利润来源的理论，一种商品或一个行业的相对重要性，在理论上表现为该行业（或该地区、该企业等）通过市场所支配的、从外部转移来的价值量的大小。
 
[58]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特地将这种价值转移的机制称作“市场价值规律”，以区别于第一种价值规律。这两种价值规律在理论上是互补的，一方面，只要我们把眼光投向较为长期的时间框架，第一种价值规律便像无处不在的重力那样起着作用。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及通过价值转移而形成的超额利润，不可能在长期内免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
 
[59]

 另一方面，在较短的时间框架内，市场价值规律将有助于分析需求因素所造成的那些结构性变化。马克思关于超额利润来源的第二种理论并不排斥第一种理论，相反，它要以第一种理论为基础，只有把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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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33（3）：468。


 [48]
 M.Perelman，“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ommodity For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3，35（3）：304-305.关于知识的再生产成本，佩雷曼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第377页。


 [49]
 I.I.Rubin，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Black and Red，1972），p.185.


 [50]
 M.Itoh，The Basic Theory of Capitalism
 （London：Macmillan，1988），pp.234-235.最后一句提到，在其他工业部门榨取的剩余劳动，还可以构成一部分平均利润的实体。这在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模型中是明显的。利润率之所以平均化，正是因为个别利润率高的部门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利润率低的部门。因此，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和利润率平均化理论也是一致的。


 [5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973页。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第276～277页。


 [52]
 I.I.Rubin，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Black and Red，1972），pp.238-239.


 [53]
 M.Itoh，The Basic Theory of Capitalism
 （London：Macmillan，1988），pp.220-221.


 [5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744-745页。


 [55]
 见R.Hiferding，“Bo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in P.Sweezy，ed.，Karl Marx and the Closure of His System
 （New York：Augstus M.Kelley Publishers，1966），pp.139-140（重点标识为笔者所加）。类似的，布哈林也说：“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是两种社会现象之间、劳动生产率与价格之间社会联系的表现。”参见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62～63页。在希法亭之前，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也在近似的意义上阐释了价值概念的意义，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撰写的增补中认为，桑巴特的理解大体上是正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010～1011页。


 [56]
 《资本论》第一卷所规定的“价格”（作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个纯理论范畴，并不是指经验中的价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还使用了“市场价格”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考虑了需求的影响，更接近于经验表象。


 [57]
 梅特卡夫（S.Metcalfe）：《个体群思维的演化方法与增长和发展问题》，载于多普菲主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133页。


 [58]
 在本书第1章里，我们提出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可用于测度这种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59]
 参见曼德尔在其Late Capitalism
 （London：Verso，1999）第17章中的相关分析。


第4章 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一个简史

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简称成正比理论）
 
[1]

 ，在国内已有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史，其间几代学人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在国内有过四次关于成正比问题的讨论。第一次讨论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是孙连成，他的文章发表后，迅即引发了吴宣恭的争鸣。
 
[2]

 第二次讨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涉足这一问题的，有叶航、李慧中等人；稍后，李翀、何干强等又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成正比理论。
 
[3]

 2001～200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劳动价值论展开了一次大讨论，再度涉及成正比问题。这一时期由谷书堂引发的关于价值总量之谜的论争，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4]

 2010年以后，又出现了围绕成正比理论的第四次讨论，其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12月在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召开的成正比理论讨论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还向与会学者分发了成正比理论历史文献的一个汇编稿，一个学派的轮廓就此变得更为清晰了。

在这一章里，笔者尝试对成正比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做一简略的梳理，对其基本观点稍加阐释，以方便读者对该理论的了解。

1 成正比理论的源起：个别企业层面的成正比

1963年，孙连成在《中国经济问题》发表了《略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一文。他提出，在考察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时，要区分劳动的主观条件（劳动强度、熟练程度）和客观条件（先进的技术装备等）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并提出了以下命题：（1）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化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同一时间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或者更多的产出表现为更大的价值量；（2）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变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只影响单位价值量，不影响商品价值总量。
 
[5]



孙连成的论文问世不久，吴宣恭就发表了商榷文章。正如吴宣恭指出的，上述命题（2）忽略了产品依照个别价值出售和依照社会价值出售所带来的区别。如果先进企业按照其个别价值出售产品，其全部产出的总价值的确不会变化；但是，如果先进企业按照部门内的社会价值出售产品，全部产出的总价值将随产出的增长而增长。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论是因为主观因素还是因为客观因素的变化，都能提高总产出的价值量。
 
[6]



吴宣恭的这些批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进而宣称，在考察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变化的关系时，区分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劳动的客观条件是没有意义的，则未免失之片面。对于成正比理论的发展而言，上述区分事实上具有关键意义。时隔40年后，马艳和程恩富在其发表于2002年的文章中重新进行了类似区分，推动了成正比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个别先进企业使其产品按照社会价值出售，其产出总价值将增加，并因此获得额外价值。吴宣恭认为，这一额外价值是由该企业创造的，而不是像孙连成所主张的那样，是由本部门其他企业转移来的。不过，吴宣恭虽然主张额外价值是由本企业自身的劳动创造的，对于本企业如何创造了额外价值，却没有给出充分的论证，只留有以下论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在同等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而，比之一般的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这类企业按照价值出卖它们所生产的产品，便得到较大量的收入。在流通过程中，价值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这类企业得到的额外价值，是由企业自己创造而在流通中实现的。它们绝不是在流通过程中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转移过来的。所以，企业能够得到额外价值，首先是价值决定的问题。”
 
[7]



与上述观点相关联的是，吴宣恭进而提出了一个在考察超额剩余价值来源时应予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在分析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企业多得或少得到一部分价值有何影响时，应把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抽象掉。”
 
[8]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假设商品是按照其价值出售的，或言之，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成比例。根据这个假设，非等量劳动交换或价值转移之类的问题就被暂时抽象掉了。由于这个假设是《资本论》第一卷至第三卷开篇的叙述逻辑的基石，因此也应适用于解释额外价值来源的问题，否则整个《资本论》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就会遭到损害。

笔者认为，在研究超额利润来源时强调上述原则，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是，吴宣恭在提出这一原则后认为，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必然意味着是按其社会价值出售，则是值得商榷的。吴宣恭本来力主先进企业的额外价值来自本企业的劳动，但假定该企业按照社会价值出售其产品，事实上妨碍了他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论证，进而造成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或言之，他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止步了。

从文本来看，马克思并没有假设个别先进企业只能按照社会价值来出售其商品。相反，马克思明确指出，由于先进企业在生产率提高时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为了争夺市场，它将按照一个高于个别价值而低于社会价值的水平出售商品。
 
[9]

 但问题是，在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有无数可能的价格，若在任一价格出售产品，就有可能造成价格与价值不成比例这一结果。换言之，如果要贯彻吴宣恭强调的价格不能背离价值的原则，就需确定一个价格水平，在此水平上，价格与先进企业的产品价值恰好成比例。这个价值不同于先进企业的个别价值，也不同于社会价值，笔者将其命名为实际价值。实际价值小于社会价值，但大于个别价值。在此前提下就可讨论，通过实际价值所取得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实体，何以来自本企业的劳动。
 
[10]



马艳和程恩富，以及笔者自己的研究解释了这个问题。
 
[11]

 这一解释恰恰是以区分劳动的主观、客观条件的变化对于价值创造的不同影响为前提的。孙连成虽然区分了劳动的主观、客观因素对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把逻辑贯彻到底，以至于要求助于价值转移说来解释额外价值的来源。为了在本企业自身劳动的基础上解释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马艳和程恩富修改了马克思设定的一些前提条件。马克思曾提出，劳动生产率始终是有用的具体劳动的生产率，和形成价值的劳动无关。他写道：“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
 在同样的时间
 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12]

 这段话暗含了两个假设条件。第一个假设是：当生产力变化时，个别企业采用的劳动仍然是“同一劳动”，也就是说，劳动的复杂性没有发生变化。第二个假设是：劳动时间仍然是“同样的时间”，也就是说，当生产力变化时，形成价值的活劳动时间没有变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以下命题，由于该命题实际上是成正比理论的一个参照系，可以将其视为命题一。

命题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是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
 
[13]

 。

从理论发展的逻辑来看，命题一是成正比理论的出发点。在给定的假设前提下，命题一当然是正确的。但成正比理论提出，如果改变命题一的相关假定，就可以得出新的结论。首先，在技术变革的前提下，个别企业中劳动的主观条件或劳动的复杂性将发生变化，先前由非熟练工人从事的简单劳动会变为采纳高级劳动力的复杂劳动，这意味着，“同一劳动”的假设不再成立。其次，如果接纳本书第2章有关复杂劳动还原的解释，过往支出的教育培训劳动也有可能在当下参与产品的价值形成，“同样的时间”这一假设便不成立了。此外，正如何干强指出的，在技术变革导致劳动的客观条件变化时，由于采用了更先进的生产资料，生产中被浪费的无效劳动得到削减，从而增加了工作日中能真正形成价值的有效劳动时间。
 
[14]

 这一观点从另一角度支持了“同样的时间”这一假设不再成立的结论。而且，根据何干强的这种观点，由于生产资料在此起到了有效劳动时间的更优良的吸收器的作用，即便劳动的主观因素或劳动复杂性没有变化，单纯是有效劳动时间的延长，也可能带来成正比的结果，即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其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
 
[15]



基于上述考虑，假设生产中不使用不变资本，个别企业在单位时间如一个工作日T
 内创造的价值w
 ，就可以看作有效劳动系数和复杂劳动还原系数的乘积，即有w
 =fhT
 =fh
 ，其中T
 从定义来看等于1；f
 是何干强意义上的有效劳动系数，即在一个工作日内真正形成价值的劳动时间所占的比率；h
 是复杂劳动还原系数（h
 ＞1）。在以下分析中，可以假设f
 =1，即不考虑工作日和有效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异，只考虑劳动复杂程度提高时的情况，这样就有：


w
 =Th
 =h



w
 在此也可视为单位时间产出的实际价值
 总量。记单位商品的实际价值为λ
 
r

 ，单位时间产出为q
 ，有：


w
 =λ
 
r

 q
 =h
 　　　　　　（4-1）

相应的，记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为λ
 
a

 ，有[image: ]
 以及[image: ]
 。在公式（4-1）中，复杂劳动还原系数（h
 ）大于1，这意味着，伴随生产率提高，先进企业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高于从前，即出现了成正比。

笔者通过详细考察马克思的文本提出了商品的实际价值概念，它不同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也不同于商品的社会价值，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并与企业自身的“自乘的简单劳动”相对应的一种价值。它的理论含义是，在这个水平出售产品而取得的额外价值，完全是由该企业自身的劳动——作为倍加或自乘的简单劳动——创造的。一旦价格超出实际价值的水平，就会发生来自企业外的价值转移。
 
[16]



如果在生产率变化时劳动的主观因素没有变化，易言之，生产率的增长完全归因于采用了新的生产资料，则额外价值将完全来自企业外的价值转移。显然，这是理论上假设的极端情况，但承认这一点也有其意义，因为它和何干强的观点一道，解释了为什么采用先进生产资料有助于资本家取得更多的利润。

提出实际价值这一概念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在解释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这个具体问题上坚持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所确立的基本假设，即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成比例，从而维护了《资本论》叙述逻辑的一致性。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并没有足够清晰地阐明构成超额剩余价值的价值实体的来源，而是在价值转移说和本企业劳动创造说之间徘徊，这便为日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马艳和程恩富在其2002年的文章里率先提出，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在逻辑上存在着矛盾，笔者则通过较详细的文本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
 
[17]

 而在此前，学者们只是就各自的理解谁更正确各执一辞，从未怀疑过马克思的文本自身存在着矛盾。

让我们再转来看吴宣恭和孙连成两人的争论。孙连成提出，在考察生产率提高对于价值量变动的影响时，应对促使生产率提高的劳动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加以区分，但问题是，他对这一区分的意义并没有做充分的阐明。和他相反，吴宣恭完全否定做出这一区分的必要性，但吴宣恭把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看作价值决定的问题，并试图坚持马克思的价格和价值成比例的逻辑假设，从而把“矛盾的肥料”留了下来。他们二人的争论开了国内学者研究成正比理论的先河。

根据以上讨论，如果修改前述命题一中暗含的假设，允许劳动的复杂性伴随生产率提高而提高，则个别先进企业在单位时间内就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即可有下述命题。

命题二：假设一个部门内的个别企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劳动的复杂性也相伴而增加，则该企业在单位自然时间内将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或者换一种表达，该企业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更多产出将表现为更多的价值量，并且这一价值量中也包含更多的新价值或价值产品。

命题二是在修改了命题一所暗含的假设后确立的，而命题一始终是成正比理论的参照系或出发点。这也意味着，成正比理论的提出并没有违反活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并因之与其他类型的成正比理论区别开来。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事实上一度意识到了命题二的成立。在《资本论》第一卷，笔者找到了如下极为重要的段落：

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时，会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劳动变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
 ，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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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段引文地处偏僻，以往一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现在看来，马克思在这段话里触及了成正比理论的核心问题。这体现在，马克思指出，在机器最初被采用时，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劳动会变为高效率的劳动，并因此将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
 。这里的社会价值一词和通常的定义不同，显然指的是笔者所命名的实际价值。这是因为，如果采用通常的定义，马克思就应该将这段表述修改为——将机器产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社会价值以下
 ，而不是将社会价值提高到其个别价值之上。遗憾的是，这段如此重要的表述长期以来似乎从未得到应有的注意，在成正比理论的文献中也鲜有引证。

一旦确立了命题二，则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命题二的前提是，劳动的复杂程度伴随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虽然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最终是在交换中被确认的，但劳动复杂性的提高毕竟还应在生产过程中找到一个基础。在这里，困难就出现了。贯穿《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核心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主导趋势是，通过以机器为基础的分工消灭工人的技能，使劳动退化为简单劳动。美国学者布雷弗曼结合20世纪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点重申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把去技能化、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展的主导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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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正比自然不能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许多学者都强调，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总体工人的劳动在科技含量和复杂程度上一直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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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其他地方更为深入地讨论了这里的问题，对自布雷弗曼以来国外学者有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争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经过漫长的争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去技能化并非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唯一发展趋势，从长期看，至少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技能是不断增长的。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进一步论述了工人分享剩余的经济条件。在传统剩余价值论的架构中，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和分配上只存在零和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方向而变化。笔者则试图在成正比理论的基础上，论证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和分配中可能存在的正和关系。产生这种正和关系的经济条件，就个别企业来说，恰好就是命题二。

饶有意味的是，《资本论》第一卷曾对这种正和关系有某种暗示，马克思说：

如果劳动时数不变，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象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如果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发生变化，例如从6先令增加到8先令，那末这个价值产品的两个部分，即劳动力的价格
 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的或不同的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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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引文的关键是最后一句，即当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增加时，其内部的两个部分（劳动力价格——而非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向变化。初看上去，马克思此处的观点和笔者的主张（即劳动和资本在价值创造上可能存在正和关系）并无不同，但细究起来则不然。在上段引文之后的论述里，马克思旋即谈到，由于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力价值”也增加了，这是因为，劳动在过度支出时造成的加速消耗使劳动力再生产变得更为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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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以下情况：伴随劳动力价值因过度消耗而增加，劳动力价格虽有所提高，却落在了已经提高的劳动力价值的后面，导致劳动力价格低于劳动力价值。工人的被剥削程度事实上加深了，劳资双方并没有达成正和关系。从成正比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在这里充其量只是暗示了劳资双方存在正和关系的可能性，要真正明确地提出这一观点，就需要改变讨论的条件，将劳动复杂程度的改变作为生产率提高的前提引入进来。

2 成正比与成反比

经过“文革”时期漫长的沉寂，成正比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提了出来。1980年，叶航发表了一篇论文，涉及成正比和成反比的关系。李慧中则在相隔一年发表的论文里和叶航展开了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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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航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的一段论述提出，成正比与成反比是相矛盾的；在生产率提高，劳动复杂程度增加时，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规律将不再成立。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作日也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单个］产品所费劳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单个］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它们的价格总额也就增大
 ，但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一价值总额不过表现在增大的产品总量上。可见，如果劳动时数不变，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货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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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劳动强度的提高时，马克思显然假设了一种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即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与产品数量的增加成比例，以致每增加一个产品必须消耗相同数量的劳动，其结果是单位产品价值和价格不变。叶航认为，可以把这里的劳动强度替换成劳动复杂程度，这样一来，结论就是，在存在成正比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单位产品价值下降的情况。

但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上段引文乃至在整个第一卷第十五章中，明确地把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区分了开来，或者说，使两者互不包含。因此，由马克思的上述引文并不能直接推论，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单位产品价值也保持不变。事实上，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将出现报酬递增的情况，也就是说，增加单位时间投入会导致产量更快的增长。在此情形下，如果生产率增长伴随着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只要复杂劳动还原系数h
 小于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产出q
 ）的增长，就可以带来成反比规律，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单位商品的实际价值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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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可有如下证明。

记个别企业以实际价值计量的单位时间产出价值为λ
 
r

 q
 ，并假设生产中不使用不变资本，可写出两个不同时期的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以下标t
 和t
 +1代表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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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式（4-3）除以公式（4-2），可得：[image: ]
 ，经整理有：[image: ]
 。不需要进一步的整理即可看出，该式意味着，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即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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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复杂劳动还原系数（h
 ）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时（这意味着报酬递增），单位产品的实际价值将下降（即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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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其他论著中也曾探讨过成正比和成反比这两个规律的关系，并与马艳和程恩富就此问题展开过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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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那里，成反比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企业技术创新的必由路径。如果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不是促成单位价值下降，创新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也会带来企业创新战略的失败。这一失败是因庞大的固定成本无法足够快地分摊到足够多的产出上而造成的，而这又和企业协调自身内部分工的组织能力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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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依靠技术创新带来的成反比结果，企业才可能在竞争中生存。马克思曾经对成反比规律的意义做过如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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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和结果就在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不断增加被同一追加劳动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也可以说，不断把新加劳动分配在更多的产品量上，从而降低单个商品的价格，或者使商品价格普遍变便宜。

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等于用最低限度的劳动取得最大限度的产品，从而使商品尽可能变便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成了不以个别资本家的愿望为转移的规律。

和成正比相比，成反比是较为一般的规律，而成正比的成立则要求更为特殊的条件。成正比和成反比之间的这种互为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意味着成反比必然是成正比的前提或基础。为此，关于成正比和成反比的关系，可以提出命题三。

命题三：伴随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时间创造更多价值量的成正比规律（见命题二）不仅与成反比规律共存，而且是以后者为前提的。

3 成正比规律向其他层面的推广

成正比规律还可发生于部门的层次，这一点早在孙连成的论文里就提出来了，他说：“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所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商品的价值量关系的上述原理，同样也适用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也就是说，由人们主观因素所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生产部门，在相同的时间内，较其他部门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剩余生产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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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点可重新表述为命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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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四：假定某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普遍得到提高，同时假定与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相比，该部门的劳动成为复杂程度更高的劳动，则该部门在单位时间内将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或者在单位时间生产出来的更多产出将表现为更大的价值量，并且这一价值量中也包含更多的新价值或价值产品。

类似的，成正比还可推广到国民经济的层次，即有命题五。
 
[32]



命题五：假定某国外向型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世界市场的一般水平更高，且与世界市场的平均劳动相比，该国的劳动成为复杂程度更高的劳动，则该部门在单位时间内将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或者在单位时间生产出来的更多产出将表现为更大的价值量，并且这一价值量中也包含更多的新价值或价值产品。

命题五对应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的下述思想：

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
 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
 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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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表述上不够清晰，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常常引起不同的理解。譬如，在“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
 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
 相等的程度”这句话中，价值一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一国可以把销售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如何还能主张更多的价值是生产出来的而非通过交换转移而来的呢？

借助成正比理论，上述这些问题可以得到如下自洽的解释。第一，《资本论》第一卷提出来的商品按照价值出售的假定也应适用于这里谈论的问题，易言之，在解释这些问题时无须诉诸价值的转移。第二，上述引文里的价值应理解为个别价值，而出售价格则可理解为与笔者所定义的实际价值成比例的价格。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也存在着个别价值＜实际价值＜社会价值的情况。当商品按照实际价值出售时，国民劳动就被算作形成更多价值的劳动。而当价格下降到个别价值的水平，这一情形就会消失。最后，能够生产更多价值的国民劳动，在此应理解为使用了更多知识和技能的复杂劳动，而不是因为更多的生理耗费而形成的强度更大的劳动。

成正比之所以发生在部门或国民经济的层面，是因为先进部门或先进国家的平均劳动复杂程度伴随技术变革发生了变化，单位劳动时间形成了更多的价值。这也意味着，成正比产生的前提，是当先进部门或国家发生技术变革时，由大多数其他部门或国家参与确定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基准”仍未改变。因此，把成正比推广到这两个层次，是有条件的。正如在个别企业的场合，成正比的出现和额外价值的产生，是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变化，在部门乃至国民经济的层次也大抵类似。在这些情况下，成正比赖以存在的价值关系是不同商品之间互相比较的共时性关系，而不是历时性关系。成正比自身虽然也包含历时性的维度，即要对同一经济单位在不同时期创造的价值量进行纵向比较，但这种比较是以当下形成的价值关系（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前提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提出了如下问题：在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后，整个经济的净产出价值总量是否有可能增长。在关于成正比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堪称最具争议性。为便于讨论，将这一命题概括为命题六。

命题六：假设一个封闭经济，或者像《资本论》那样，假设全球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活劳动投入量给定不变时，整个经济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净产出价值量亦可伴随生产率提高而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李翀就曾探讨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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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1～2002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大讨论中，谷书堂相继发表了两篇论文，继而引发了当时对这一问题的热烈争论。不过，在谷书堂那里，问题还不是直接以命题六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体现在如下“矛盾”中：一方面，根据不变价格度量的国民收入反映的是生产率提高，在此意义上，国民收入是体现使用价值量增长的指标；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又将国民收入一贯理解为体现价值量的指标，这两个看待国民收入的角度似乎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体现在，在当年活劳动投入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却可以实现相当显著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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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谷书堂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从马克思价值形成理论出发解释一国GDP的规模和变动。这一研究进路的缺陷是，它忽略了GDP核算不仅与价值形成有关，还取决于那些与价值转移相关联的因素。一方面，包含金融部门在内的非生产性部门的增加值，是GDP核算的重要构成因素；另一方面，国际不平等交换、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等因素也会影响这一核算。关于劳动价值论与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首先应该在较为抽象的理论层面，即在舍象了价值转移等问题的前提下来进行。

与谷书堂等人所代表的研究进路不同，李翀和张忠任试图在纯理论层面研究这一问题（即命题六）。李翀提出，与技术进步相伴随的复杂劳动还原，会提高一国总产品的价值量。在一篇发表于2011年的论文里，张忠任进一步探讨了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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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李翀和张忠任的研究是以复杂劳动还原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为前提的，因而各自都存在相应的缺陷。在发表于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笔者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由于笔者此时已经和冯金华一起构建了一个新的解释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因而有可能对命题六做出更为细致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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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为成正比理论之“硬核”的五个命题

近年来，对成正比理论感兴趣的学者开始有所增加。不过，对该理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能保持一致。有的学者名义上赞同成正比理论，但在某些问题上又有违反该理论基本原则的嫌疑。成正比理论若要进一步发展，客观上就需要有一组核心命题，学者们虽然可在其他问题上开展争论，但在对这些核心命题的理解上则需达成一致，否则其观点便不能认为是隶属于成正比理论的观点。借用科学哲学的术语，这一组核心命题构成了成正比理论的“硬核”。综合本章的论述，笔者认为，可以把以下五个命题作为成正比理论的“硬核”来看待：第一，在商品按其价值出售的前提下，解释生产率提高给个别企业带来的额外价值的来源，并把这一来源归于单位时间创造的更多价值量（前述命题二）；第二，成正比规律和马克思所说的成反比规律并不矛盾，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的（前述命题三）；第三，成正比规律不仅存在于个别企业的层面，还可在一定条件下推广到个别部门和个别国家的层面（前述命题四和命题五）；第四，在一个封闭经济中，给定活劳动投入量不变，社会净产出价值总量亦可伴随生产率提高而增长（前述命题六）。作为成正比理论的“硬核”，这五个命题勾勒了一个学派的基本特征。




 [1]
 该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常被研究者冠以成正比之名。从数学意义上看，这一提法是不太严格的，但因约定俗成的缘故，本书也采纳了成正比这一表达，并将该理论简称为成正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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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复杂劳动还原与马克思主义内生增长理论

1 问题的提出

有关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正相关或“成正比”的理论，在国内已有数十年发展的历史。
 
[1]

 在讨论成正比的文献中，不时能看到将GDP和成正比相联系，在后者的基础上解释不同国家（如中国和美国）GDP规模及其差异的做法。这类尝试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不仅将GDP看作表现价值的指标，而且力图严格地基于价值创造来解释GDP的形成及规模。从方法来看，这类尝试有其合理之处。GDP的确可以表现劳动价值，其大小也在相当程度上与价值创造相关，以国外一度流行的“新解释”学派（the New Interpretation）为例，其代表人物弗里就曾将GDP看作当年活劳动投入的货币表现。
 
[2]

 如果秉持这种看法，当两国一年投入的活劳动量存在差别时，若货币价值不变，其GDP的大小也应如实地反映这种差别。然而，在将这种推论运用于经验分析时却碰到了困难。和美国相比，中国每年投入的活劳动量要大得多，而GDP却远逊于美国。在理论推论和现象之间的这种矛盾，暴露了上述看法的弱点。

问题的症结在于，GDP并不只是表现价值的指标，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同时也是反映使用价值量的增长，从而反映生产率水平的指标。可以通过一个等式来理解这一点。假设一个封闭的处于再生产均衡的经济，此时一年投入的活劳动全部形成新价值，在此假定下，全部用于生产的活劳动将等于年净产出价值（这里的净产出指的是扣除了中间产品消耗和折旧的那部分产出），同时再假设该经济生产的是单一产品（即同一产品既是投资品也是消费品，譬如谷物），由此可以写出：

年净产出×不变价格=GDP-折旧=（年净产出价值×劳动生产率）×不变价格

若在该式两边同时约去不变价格，则有
 
[3]

 ：

年净产出=年净产出价值×劳动生产率

这个公式代表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由于我们假定了再生产均衡，因而当年投入的活劳动全部形成净产出的价值，这也意味着，上述公式里的劳动生产率就是具体劳动的生产率。
 
[4]

 由该式可知，GDP的规模和变动同时受到价值创造与生产率提高这两个维度的影响。为此，可以分别假设在两个因素之一给定时，另一个因素的变化给GDP带来的影响。首先，假设生产率发生变化，而净产出价值量不变，此时GDP的增长所表现的是始终不变的价值量。其次，假设在生产率给定时，净产出价值量增加，此时GDP的增长所表现的是扩大的价值量。我们将前者称作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效应，将后者称作促进经济增长的价值效应。
 
[5]



重要的是，在成正比理论的研究中，相关学者还提出了第三种可能性，即在当年投入的活劳动量不变时，劳动生产率和净产出价值量同时变化，这意味着，上述两种效应同时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在当年投入的活劳动量不变时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成正比理论中最重要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社会净产出价值量成正比。毫无疑问，这种意义的成正比关系必须依赖某些特殊的前提条件，而此前试图考察这种关系的学者要么忽略了这些条件，要么没有对这些条件做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论证。
 
[6]

 在笔者看来，承认社会净产出价值量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出现增长，为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开辟了可能的前景。与此不同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是以这种净产出价值不变为前提的。

2 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问题

以下各节试图对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净产出价值量成正比的成立条件做进一步的讨论，为此必须重申上一节已经提到的几个研究假设：第一，假设存在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像马克思那样，假定整个贸易世界是一个国家
 
[7]

 ；第二，假设生产中不使用不变资本，且当年投入生产的活劳动量是给定不变的；第三，假设整个经济存在再生产均衡，从而当年投入的活劳动量全部形成新价值。此外，后文在涉及具体模型时，还会适时补充一些新的假定。

在讨论成正比规律时，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成正比：其一是生产率和单位时间形成的总产出价值量（C
 +V
 +S
 ）成正比；其二是生产率和单位时间创造的新价值或净产出价值量（V
 +S
 ）成正比（此处的C
 、V
 、S
 分别代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两种成正比可以出现于不同层别的经济单位，即企业、部门乃至整个经济。在第一种成正比中，通常由于使用了更为先进的固定资本，在单位时间内加工了更多的原材料，在此条件下，总产出价值量因在单位时间内实现了更多价值转移而增长。在以下讨论中，我们撇开这种意义的成正比不谈，只考察第二种类型的成正比，即在生产率变化的同时，出现了复杂劳动还原，从而造成净产出价值量的增长。

出现复杂劳动还原，前提是在直接生产过程或在包含了研究和开发的广义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经过教育和培训的高级劳动力。依照笔者的观点，教育培训劳动（以及用于研究开发的劳动）和直接生产过程里的活劳动一样，都会形成产品的新价值。

关于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生产的意义，马克思曾有如下论述：

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
 
[8]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含义似乎仅指在教育和培训中耗费的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而不包括教育和培训本身所需的各种活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所付出的活动，对于劳动力生产也是必需的，它们是否属于生产性活动，是否参与价值创造呢？根据希法亭的观点，这类教育培训劳动会形成高级劳动力的技能，并像固定资本的价值那样，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希法亭的这一假设虽然极具启发，但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它破坏了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
 
[9]

 如果放弃希法亭的解释，另一种可行的解释便是假设教育培训活动也是生产性活动，而且它和利用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的劳动一起，构成了统一的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阶段。在此意义上，教育培训劳动和生产普通产品的劳动一样，也参与创造产品的价值。

然而，马克思似乎反对选择这样的解释。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他曾谈到“学校教师的服务”和“医生的服务”，它们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所必需的，但是“‘教育’费在工人群众的生产费用中是微不足道的。在任何情况下，医生的服务都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可以把它算入劳动能力的修理费。”“因此，很明显，医生和教师的劳动不直接创造用来支付他们报酬的基金，尽管他们的劳动加入一般说来是创造一切价值的那个基金的生产费用，即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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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观点只在下述意义上是成立的，即这种教育培训活动的结果是维持平均水平的劳动能力，后者的支出是简单劳动。一旦教育培训活动超出这一平均水平，即造就了有别于大多数劳动力的高级劳动力，并相应地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问题就截然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认为，教育培训劳动变成了生产性活动，能够直接参与创造产品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高级劳动力自19世纪晚期始便在整个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数量也较以往大大增加，以至于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恩格斯所谓“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即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雇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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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内的研究开发活动（马克思称之为“一般科学劳动”）在某种范围内也是适用的。在分析上，可将研究开发活动分为两类，即造成生产率提高的研究开发活动和造成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活动。就第一类研发活动而言，其目的是发明出可用于本企业的新的生产资料，初看起来，这种发明属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改变，不同于作为复杂劳动还原前提的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因而容易诱导人得出结论，以为这种发明与复杂劳动还原无关。但问题是，企业研发出来的新生产资料，并不是作为商品来销售，而是在企业内部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用于研发的活劳动就不会物化在新生产资料中形成新价值，而是和这种新生产资料内含的转移价值一起，加入当下的劳动过程，并和当下支出的活劳动一同形成新价值。在这一点上，第一类研发活动和教育培训活动完全一样。就第二类研发活动而言，当新产品刚刚出现、尚未被竞争者模仿时，由于缺乏企业间的竞争和生产率的相互比较，先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尚不具备还原为简单劳动的条件，反而是企业取得具有租金性质的垄断利润的根据。只有当其他企业的竞争出现后，才会依据不同企业间生产相同产品的生产率差异，造成复杂劳动还原。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曼德尔）对于研发活动与产品价值创造的关系曾有明确肯定的论述。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里，马克思认为企业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即创造价值的；在《剩余价值理论》里，马克思写道：“自然，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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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曾结合战后出现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分析了资本主义公司R&D部门的巨大发展给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带来的影响。曼德尔认为，R&D部门在何种程度上创造价值，取决于这一部门的劳动是不是，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生产性劳动，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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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于处在实际生产之前或之后的R&D部门里的资本，要视这些部门里进行的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生产性的——即能带来新商品的生产——而实现增殖。从资本主义企业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不能应用的发现或发明，都是生产的杂费或企业的一般费用，而这些费用是应该降低到最低限度的。

与任何其他生产性资本一样，投资于研究领域的资本，是由固定部分和可变部分组成的。固定资本包括建筑和实验室的设备，可变资本则包括其所雇用的人员的工资和薪水。这些雇员的劳动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或再也未能——纳入特定商品的价值这一点，并不能改变研究和开发部门所进行的劳动的总体劳动的性质。这些劳动在下述意义上是生产性的，它们对于新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来说是必需的，因而对于新的交换价值来说也是必需的。

总之，因其促进了技术创新，教育培训活动和某些研究开发活动构成了直接生产过程里的活劳动作为复杂劳动还原的前提（在本章下文里，为了行文的方便起见，我们将把教育培训劳动和研发部门的劳动统称为教育培训劳动）。

3 复杂劳动还原和净产出价值量的增长：三个思想试验

这一节要讨论的是，在何种前提下，复杂劳动还原会造成部门净产出价值量的增长。正是部门净产出价值量的这种增长使得社会净产出价值量的增长变为可能。为此我们要构筑几个相互关联的思想试验，以逐步深化讨论。

先看第一个思想试验。这个思想试验的特点是，假设所有部门乃至所有企业使用的劳动力都具有完全一致的技能水平，并在此前提下，研究生产率提高和净产出价值量变动的关系。

具体假设如下。首先，假定在t
 再生产年度，所有部门的劳动力均未接受过任何教育和培训；而在t
 +1年度，所有部门乃至所有企业的劳动力均接受过譬如小学水平的完全相等的教育和培训，并在一种新的技术条件下从事劳动。换言之，在全社会各部门，出现了步调完全一致的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同等提高。其次，依照前文的假定，在每个再生产年度，年产品都在当年得到价值和实物补偿，该假定意味着，两个不同年度的产品之间不发生交换，或者，在任一种产品市场上不存在两个不同年度生产的产品。

这些假定为我们构造了一个理想的试验环境。在这里，有待研究的关键问题是：t
 +1年度的劳动与t
 年度相比，是否应算作复杂劳动。显然，如果算作复杂劳动，就会造成社会净产出价值量的增长，如果不算作复杂劳动，社会净产出价值量就将维持不变。

李翀和张忠任教授分别在其著作里各自独立地探讨了生产率提高和社会净产出价值量的关系。他们认为，只要生产率发生变化，t
 +1年度支出的活劳动就会比t
 年度的活劳动创造更多的社会净产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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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那里，生产率变化是社会净产出价值量增长的唯一条件，而在笔者看来，除非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引入复杂劳动还原（参见后文引入的第三个思想试验），否则无法直接得出他们的结论。

从概念来看，简单平均劳动是在商品价值关系中形成的，这种价值关系以不同商品在同一价值空间里的交换为前提，是一种共时性关系。如果t
 +1年度的劳动力普遍接受过小学程度的教育和培训，则通过各自间商品的交换，这种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所从事的劳动，就成为在该年度形成价值的简单劳动。在这一点上，它和t
 年度的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劳动并无区别，后者也构成当年的简单劳动。在此前提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若比较t
 和t
 +1两个年度的社会净产出价值，必然会有两者相等的结论，而不会因为t
 +1年度的劳动力素质较高，其净产出价值量也就较大。换言之，劳动生产率与社会净产出价值量成正比的规律此时并不能成立。

在理解上述模型及其结论时，有必要区分几类意义不同的比较关系。第一类比较是通过交换活动进行的、造成商品价值关系的共时性比较，这种比较的功能是将各种私人劳动化约为社会劳动，因而是一个客观的社会过程。第二类比较属于历时性比较，它又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在资本循环中对其资本的价值进行跨期比较。在《资本论》第二卷考察资本作为一种运动时，马克思分析了这一种比较。这种比较虽然是个别资本主义当事人在其主观意识中进行的，但它直接决定了资本积累的动机，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另一种历时性比较则是对不同年度社会净产出的价值量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恰好是本章研究的对象。但和前两种比较不同，这一种比较与经济当事人的活动无关，是观察者（经济学家）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进行的比较。以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为例，他在《国富论》里曾以购得劳动为尺度，比较国民财富量的跨期变化。这是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对产出价值量进行跨期比较的早期尝试。

在构造上述思想试验时，还可考虑如下可能性：既然在t
 +1年度，各部门劳动者都接受过同等的教育和培训，劳动力价值就有可能普遍增长。由此而来的推论是，一旦劳动力价值普遍增长，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社会净产出价值量也会相应增长。然而，在第一个思想试验里，我们已经排除了以教育培训活动为前提的复杂劳动还原，在这种情况下，当年投入生产的活劳动量——从而全部净产出价值量——就是固定不变的。在社会净产出价值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价值的普遍增长只能导致剩余价值或利润总量的下降。这个结果与一个以利润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相吻合的，因而不太可能成为现实，至少不可能变得持久。换言之，以上讨论可以作为反证，说明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并不可能出现各部门步调一致的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同等提高。

现在引入第二个思想试验，这个思想试验将纳入复杂劳动还原这一因素。假设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中，普遍存在两类企业，一类生产率较先进，另一类较落后。这样一来，在一个代表性部门中，单位产品的价值决定过程如表5-1所示。

表5-1 部门内产品的价值决定

[image: ]


表5-2 部门内产品的价值决定（续）

[image: ]


表5-1和表5-2均假定，在生产中不使用不变资本；q
 1
 和q
 2
 分别为两类企业的单位时间产出（单位时间可以是1小时，也可以是1个工作日，甚至是1年），因而同时也代表两类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且q
 1
 ＞q
 2
 ；h
 1
 是先进企业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image: ]
 ）。这两张表的区别在于社会价值的形成方法不同。一种方法是假设社会价值等于落后企业的个别价值（见表5-1）；另一种方法是按照加权平均法，假定社会价值等于[image: ]
 （见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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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马克思使用过的概念不同的是，在两个表中都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单位产品的实际价值
 ，为此需要特别说明。

实际价值的概念，是笔者自己提出来的。厘定这个概念的目的，是解释一个部门内的先进企业如何可能凭借其销售价格，一方面取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又不违背《资本论》第一卷假设的商品价格与其价值成比例这个在叙述逻辑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及部门内竞争和超额剩余价值形成的场合，马克思只限于假定，先进企业可以按照低于个别价值但高于社会价值的水平出售产品，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问题是，在高于社会价值、低于个别价值的区间内，存在着近乎无限的价格，其中大多数价格都必然偏离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产品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坚持价格与价值成比例的原则，就变得十分困难了；换言之，《资本论》开篇为其叙述逻辑厘定的这一基本原则，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中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资本论》第一卷叙述逻辑的一贯性也因之遭到破坏。《资本论》第一卷中这一明显的矛盾曾为研究者们一再指出过，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笔者以为，要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便是此处界定的单位产品的实际价值。

如表5-1和表5-2所示，我们将先进企业的实际价值界定为[image: ]
 ，即等于先进企业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与其单位时间产量之比。借助于实际价值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把先进企业取得的超额剩余价值解释为该企业自身的价值创造的结果，而不必借助于价值转移。

在表5-1和表5-2中存在如下关系：个别价值＜实际价值＜社会价值。举个数字例子，如果q
 1
 和q
 2
 分别为24和12，h
 1
 =1.52，且社会价值依照第一种方法来确定（即等于落后企业的个别价值），则个别价值、实际价值和社会价值分别为[image: ]
 、[image: ]
 、[image: ]
 ，从而有[image: ]
 。如果社会价值依照第二种方法来确定，则社会价值为[image: ]
 ，从而有[image: ]
 。

先进企业如果按照实际价值出售产品，其单位产品实现的超额剩余价值将等于实际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这一差额来自先进企业自身的复杂劳动还原。在上述数字例子中，该差额等于[image: ]
 。先进企业如果按照社会价值出售产品，其单位产品实现的超额剩余价值将等于社会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这一总差额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社会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额，它的形成源泉是落后企业的价值转移；另一部分为实际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它的形成源泉是本企业的复杂劳动还原。以第二个数字例子来说，总的差额等于[image: ]
 ，其中社会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额为[image: ]
 ；实际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为[image: ]
 。

在这个思想试验中，伴随先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净产出价值量也在增长（以数值而论，从1增加到1.52）。就整个部门而言，以表5-2为例，虽然落后企业的产品按社会价值出售会丧失一部分价值，但这部分价值转移到了先进企业。与此同时，先进企业还享有因复杂劳动还原而带来的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这样一来，整个部门的净产出价值也可实现增长。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部门净产出价值的增长是以该部门不同企业生产率的结构性差异为前提的。设若落后企业提高了个别生产率，并达到先进企业的水平，先进企业就无法再按照高于个别价值的水平出售其产品，其产品的额外价值就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部门净产出价值的增长也将陷入停滞。因此，除非上述生产率的结构性差异在一个动态过程中永久化，即总是会有某些先进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大多数落后企业，否则就不会带来部门净产出价值量的持续增长。

可以将表5-2所示改用代数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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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某一部门由两个企业构成，其一为先进企业，其二为落后企业；该部门单位时间创造的净产出价值为w
 ，其他代数符号的意义同表5-2；并假设单位产品的社会价值按照加权平均的方法构成，可以写出：


w
 =（λ
 1
 +Δλ
 *
 +Δλ
 1
 ）q
 1
 +（λ
 2
 -Δλ
 2
 ）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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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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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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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5-2）定义了先进企业的实际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关系，Δλ
 *
 代表了实际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公式（5-3）定义了先进企业的实际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其中Δλ
 1
 代表了两者的差额；公式（5-4）定义了落后企业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Δλ
 2
 代表了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额。

在社会价值的形成中存在下述约束条件：从落后企业转移出去的价值必然等于先进企业从市场得到的价值，即有Δλ
 1
 q
 1
 =Δλ
 2
 q
 2
 。这样一来，公式（5-1）就可重写为：


w
 =（λ
 1
 +Δλ
 *
 ）q
 1
 +λ
 2
 q
 2
 =（λ
 1
 q
 1
 +Δλ
 *
 q
 1
 ）+λ
 2
 q
 2
 =h
 1
 +1　　　　　　（5-5）

公式（5-5）的h
 1
 （h
 1
 ＞1）为先进企业的价值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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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1
 -1（=Δλ
 *
 q
 1
 ）度量了先进企业以及整个部门净产出价值的增量部分。

以代表性部门为例得出的这一结论，自然也适用于整个经济，即当部门内存在生产率的结构性差异时，社会净产出价值将实现增长；而且，这种生产率的结构性差异越大，部门以及社会净产出价值增长也越显著。

我们还可换一种方式来构造第二个思想试验。与前述假设每个部门存在两类企业不同，现在假设在经济中存在三类部门，第一类部门中使用的劳动力接受过大学教育，其劳动具有复杂劳动性质；第二类部门的劳动力接受过高中教育，其劳动具有简单劳动的性质；第三类部门的劳动力接受过初中教育，其劳动具有边际劳动的性质。

在第一类部门，由于其劳动具有复杂劳动的性质，参与形成新价值的就不仅有当年投入的活劳动，还有在以往年份的教育和培训中所投入的劳动。当复杂劳动力的使用为该部门带来生产率提高时，其单位时间创造的净产出价值也将提高，即出现成正比。

在第二类部门，由于其劳动属于简单劳动，单位时间创造的净产出价值必然和以往一样多，不会发生变化。

在第三类部门，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程度低于简单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活劳动不能完全形成价值，因而其净产出价值要小于实际投入的劳动量。

第三类部门面临的这种局面，和第一类部门恰好形成反差。在第三类部门，净产出价值量小于当年投入的活劳动量，而在第一类部门，净产出价值量大于当年投入的活劳动量。根据我们的假定，所有部门的产品都可得到实现，这相当于假定，全社会为此投入的活劳动将悉数获得承认。但是，这种承认是以第三类部门向第一类部门的价值转移为前提的。与此同时，在这种价值转移之外，第一类部门的高级劳动力过往所经历的教育培训活动还将追加形成该部门的净产出价值，这将导致全社会净产出价值量的增长，其增量部分恰好等于教育培训劳动时间所形成的价值量。

在和冯金华教授的讨论中，笔者受到很大启发，根据他的建议，我们还可引入第三个思想试验。这个思想试验的特点，是放弃我们此前提出的假定：不同再生产年度的产品彼此间不相交换，或者不能同时并存于一个市场。这样一来，在t
 +1年度，每个部门的市场上就可能有两个批次的产品，首先是本年度生产的产品，其次是在t
 年度生产但在t
 +1年度加入交易的产品。和t
 年度相比，在t
 +1年度，生产率实现了提高，且这一提高是以教育培训活动或研发活动为基础的。

表5-3概括了在上述条件下单位产品社会价值的确定。如果社会价值的形成采取加权平均法，就需要添加如下假设：两种批次的产品在部门净产出中所占据的相对比重，应保证社会价值大于t
 +1年度产品的实际价值。添加这个假设的必要性在于，如果t
 +1年度的产出所占比重较大，该部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可能依照t
 +1年度的标准来计算，这样就不会造成复杂劳动还原。

表5-3 在包含不同年度产品的部门中单位产品的价值决定

[image: ]


表5-3仍然假定在生产中不使用不变资本；q
 
t
 +1
 和q
 
t

 分别为各年度单位时间产出，亦即各自的生产率，且q
 
t
 +1
 ＞q
 
t

 ；h
 
t
 +1
 是t
 +1年度单位劳动时间的价值转换系数。假设部门内产品的社会价值按照加权平均法形成，即等于[image: ]
 。表5-3中存在如下关系：[image: ]
 。

在这个思想试验中，由于t
 年度的产出进入t
 +1年度的交易，且t
 年度的生产率落后于t
 +1年度，就为t
 +1年度的教育培训劳动参与产品价值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依据我们在讨论表5-1时假定的数字例子，在t
 +1年度，每支出1单位活劳动，会伴随有0.52单位的教育培训劳动参与价值形成，因此复杂劳动还原系数等于1.52。

要指出的是，这里可以区分出如下两个概念：一个是在t
 +1年度生产和实现的部门净产出价值，另一个是在t
 +1年度参加交易并得到实现的部门净产出价值。这两个概念显然是不同的，后者大于前者。成正比的规律既适合于前者，即生产率提高与t
 +1年度生产的部门净产出价值成正比；也适合于后者，即生产率提高与t
 +1年度实现的净产出价值成正比。在后一情形下，于t
 +1年度实现的净产出价值包括了t
 年生产的净产出价值。

第三个思想试验在部门水平得出的上述结论，还可推广至整个经济。这意味着，和第二个思想试验类似，部门净产出价值的增长，将造成全社会净产出价值量的增长。在本章第5节里，我们将进一步考察这一问题。

不过，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和先前针对第二个思想试验所做的论断类似，社会净产出价值的增长是以不同部门（或企业）生产率的结构性差异为前提的，这种结构性差异来自少数部门（或企业）的复杂劳动还原。全社会净产出价值的增长若要长久地持续下去，须以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再生产为前提。一旦这种差异消失，社会净产出价值的增长就会陷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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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本章采用的术语，通过提高净产出价值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可称作复杂劳动还原促进经济增长的价值效应。当这种效应因技术进步的扩散而消失时，则只剩下促进增长的生产率效应还在起作用。

4 复杂劳动、人力资本和利润率下降

在复杂劳动还原的基础上能否形成人力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何种前提下可以接纳人力资本的概念？这些一直是学界在思考但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在研究这些问题前，让我们先回到公式（5-3），该式界定了部门内先进企业的实际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


λ
 1
 +（Δλ
 *
 +Δλ
 1
 ）=λ


从中可以看到，先进企业通过单位商品实现的额外价值，等于Δλ
 *
 +Δλ
 1
 。在额外价值的这两项构成中，前一项Δλ
 *
 是由复杂劳动还原带来的，而后一项Δλ
 1
 代表来自其他企业的价值转移。如果从单位产品价值构成的角度考虑改写公式（5-3），并令Δ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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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
 +r

 、Δ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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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
 
e
 +r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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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其中，v
 1
 +s
 1
 =λ
 1
 ，l
 
e
 +r

 是因复杂劳动还原而形成的额外价值，σ
 
e
 +r

 是由转移来的价值形成的额外价值。现在的问题是，对资本家而言，在公式（5-6）里，哪一项是由他预付并在价值创造中得到补偿的等价物呢？首先可以确定的一项是v
 1
 ，这是个别价值的一部分，它由资本家预付，并在价值创造中得到补偿；至于σ
 
e
 +r

 ，因为它是转移来的价值，显然不涉及任何预付资本；最后剩下的是l
 
e
 +r

 ，这一项需要另做讨论。

依照笔者的见解，l
 
e
 +r

 是由过往支出的教育培训劳动形成的价值，在这一价值额中，是否存在预付资本价值的等价物，取决于教育培训部门的社会性质，即该部门是由资本家控制的，还是由非资本主义机构如家庭或福利国家主导的。如果是前一种情况，l
 
e
 +r

 自然与预付资本价值相关（我们的假定排除了不变资本，因而此处只涉及预付可变资本）。在此基础上，可以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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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
 
e
 +r

 是资本家为培养熟练劳动而预付的可变资本，π
 
e
 +r

 是超出预付可变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如果教育和培训过程为家庭或福利国家主导，则ve+r
 等于0。这样一来，公式（5-6）就可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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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针对公式（5-7），首先可考虑如下极端假设：预付资本（v
 1
 +v
 
e
 +r

 ）以外的额外价值，即s
 1
 +π
 
e
 +r

 +σ
 
e
 +r

 ，全部归资本家占有，其中π
 
e
 +r

 +σ
 
e
 +r

 属于超额剩余价值。

但这一假设显然是有缺陷的，对于熟练或高级劳动力来说，如果不能从π
 
e
 +r

 当中分享一部分价值，往往难以指望他们贡献其全部知识或技能。基于这一考虑，如果资本和劳动可以分享复杂劳动还原所产生的新价值，π
 
e
 +r

 就可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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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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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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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π
 
l

 
e
 +r

 是归于高级劳动力的额外价值，π
 
k

 
e
 +r

 归于资本家。此外，在公式（5-7）中，甚至假设σ
 
e
 +r

 完全为资本家独占也是不尽合理的。只要σ
 
e
 +r

 能持久地存在，它就和π
 
e
 +r

 一样构成了先进企业的技术租金，这一租金同样可由高级劳动力分享。如果上述意见可以接受，公式（5-7）就变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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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式右边的三项中，第一项为预付可变资本（同时也是高级劳动力取得的通常意义的工资），第二项为高级劳动力取得的额外价值，第三项为资本家取得的额外价值。对高级劳动力而言，其收入现在包含两项，一项是与预付可变资本对应的普通意义上的工资，另一项是与额外价值对应的新收入，由于这部分新收入来自企业在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取得的技术租金，因而也就具有租金（或准租）的性质。

收入的这两种类型会给劳动力本身的社会性质带来影响。在笔者看来，工资收入是和普通劳动力所有者的身份相对应的；而租金则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身份相对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力资本概念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发明的这个概念，是以费雪的资本概念为前提的，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作为支配他人劳动的生产关系——不相吻合。在费雪那里，资本概念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可蓄积的财富存量，并与作为流量的收入相对应；二是将来收入的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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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批判过在第二种意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劳动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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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工资一律作为人力资本的收入固然是错误的，但这一点并不排除下述可能性，即以技能和知识为依据所取得的类似于准租的收入，实际上是对一部分他人劳动的支配。参照上文的讨论，高级劳动力取得的额外价值有两个构成：其一是从企业之外转移来的价值，占有这部分价值同样属于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只不过这种支配是以交换为媒介实现的；其二来自教育培训劳动（或研发劳动），这类劳动虽然包含着高级劳动力自身的劳动，但同时也包含了在教育和培训过程（以及研发过程）中由其他许多人共同完成的社会劳动，高级劳动力代替他们无偿地占有了这些社会劳动，就和资本无偿地占有这类劳动时一样。准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中引入人力资本概念就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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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的是，公式（5-8）所涉及的虽然是部门内的个别先进企业，但类似公式也可推广到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层面。在部门净产出价值出现增长时，其增量部分也包括相当于（v
 
e
 +r

 +π
 
e
 +r

 +σ
 
e
 +r

 ）的部分，即由教育培训劳动带来的劳动力价值、人力资本租金以及资本取得的额外剩余价值。然而，在涉及全社会单位时间净产出价值的增长时，等式（5-8）就不可再直接援用，而须做出相应的修改。我们以大写符号代表经济总量，可以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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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W
 代表全社会净产出价值，V
 代表预付可变资本（包含为教育培训劳动预付的可变资本），S
 代表直接生产过程里的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L
 
e
 +r

 代表教育培训活动创造的全部新价值，V
 
e
 +r

 代表为教育培训活动预付的可变资本，Π
 
e
 +r

 代表教育培训劳动（或研发活动）所创造的、扣除了为教育培训而预付的可变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Π
 
e
 +r

 又分为两项，分别是归于高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租金（Π
 
l

 
e
 +r

 ）和归于资本的超额利润（Π
 
k

 
e
 +r

 ）。须强调的是，在公式（5-9）中，不存在对应于公式（5-8）中σ
 
e
 +r

 的那一项，这是因为，在整个经济的层面，不同部门和企业间的转移价值必然相互抵销。

公式（5-9）的意义在于，可以利用它分析和利润率下降有关的问题。马艳教授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试图分析这个问题。虽然笔者大体同意马艳在分析时所采用的主要理论依据，即假定技术进步伴随着劳动的主观条件或劳动者素质的变化，却不能完全同意她的分析步骤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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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讨论，可将公式（5-9）改写为包含不变资本的总量值形式，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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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5-10）最后一个等式右边，第一个括号里的各项表示由资本家预付的所有成本，C
 
e
 +r

 是资本家为教育培训活动预付的不变资本；第二个括号里的两项则是资本家取得的普通利润和超额利润。依循马克思的定义，一般利润率就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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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式（5-11）可以看出，这里出现了两个新的影响利润率的因素，即分子里的Π
 
k

 
e
 +r

 和分母里的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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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
 +r

 。研究这个等式，可以得到下述两点结论。

第一，如果教育培训活动不为资本家所控制，而由家庭和福利国家承担，C
 
e
 +r

 +V
 
e
 +r

 就趋于零，换言之，这会从分母一侧提高利润率。

第二，如果教育培训活动为资本家所控制，利润率的变动就取决于Π
 
k

 
e
 +r

 和C
 
e
 +r

 +V
 
e
 +r

 的大小。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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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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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时，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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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模是资本家和高级劳动力对Π
 
e
 +r

 进行分配的结果，因此事实上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的变化就具有不确定性。

5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内生增长理论

对复杂劳动还原和社会净产出价值量的关系的探讨，为发展一种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内生增长理论提供了可能性。让我们回到第三节的第一个思想试验，在那里，通过假设部门内所有企业都采用相同的技术，排除了发生复杂劳动还原的可能性；同时我们还假定，生产中使用的不变资本等于零。在这些条件下可以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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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为单位时间部门净产出价值量，t
 是该部门在单位时间内支出的活劳动。依照我们的假定，所有企业的劳动都是简单劳动，故而w
 
i

 =t
 
i

 =1。如果假设全社会存在n
 个部门，全社会单位时间净产出的价值总量就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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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设第j
 个部门是创新部门，该部门因采用经过教育和培训的高级劳动力，提高了生产率，为复杂劳动还原创造了条件。在此情形下，根据前文总结的理论，该部门单位时间净产出价值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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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其中t
 
j
 1
 和t
 
j
 2
 分别代表在单位时间内投入的活劳动以及与单位时间产出相对应的教育培训劳动，且t
 
j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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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式（5-14）可知，单位产品价值λ
 
j

 的下降和部门生产率q
 
j

 的增长是一对互补的现象，且后者的增长必须快于前者的下降，而生产率的这种较快的增长又与教育培训劳动t
 
j
 2
 的增长互为前提。

现在将发生复杂劳动还原的创新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净产出价值一起加总。根据假定，此时只存在唯一一个发生复杂劳动还原的部门，据此可以得出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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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式（5-15）和公式（5-13）相比，社会净产出价值量实现了增长，其增幅为t
 
j
 2
 。公式（5-15）意味着，根据前文第3节的假定，个别部门在采用复杂劳动和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实现技术进步，是社会净产出价值量增长的前提条件；而且，只要出现一个带来复杂劳动还原的创新部门，社会净产出价值量即可实现增长。

在公式（5-13）至公式（5-15）中，各变量的量纲都是劳动时间，若将这些变量乘以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
 ），就可将其转换为价格量纲。令价格为p
 ，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可定义为[image: ]
 ，使其同时乘以公式（5-15）中最后一个等式两边的各项，便有：

[image: ]


公式（5-16）中，[image: ]
 相当于国民收入核算里的国内净产品（即GDP减去折旧），为此可有：

国内净产品=GDP-折旧=国内净产品价值×MELT　　　　　　（5-17）

从MELT
 的定义可看出，在以不变价格进行国民收入增长核算时，由于p
 不变，[image: ]
 服从报酬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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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T
 是增加的。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MELT
 可作为反映生产率提高和报酬递增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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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一来，公式（5-16）和公式（5-17）便具有如下特点：国内净产品的增长一方面反映了使用价值量（即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净产品（或社会净产出）价值量的增长；两者分别对应于促进增长的两种效应，即生产率效应和价值效应，这两种效应代表着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两条途径。

在公式（5-16）和公式（5-17）中，国内净产品、MELT、当年投入的活劳动量都有可获取的数据或近似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就可以估计tj2
 即社会净产出价值的增量，这一增量度量了与生产率提高相伴随的促进增长的价值效应。

6 尾论

对生产率提高和社会净产出价值量变动成正比的探讨，最终导向一种马克思主义内生增长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理论虽因倚重其特有的生产函数和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而有着内在的缺陷，但它探讨的某些问题，亦能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找到渊源。譬如，马克思曾谈到，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技术发明活动成为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特殊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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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足够深入地反思和探究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之间的关系，以服务于构建属于自己的内生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内生增长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这是它和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之一，本章开篇提出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的生产函数就反映了这种区别。对这两种增长理论开展更为细致和全面的比较，是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课题。

在我们的模型中，人力资本的运用和由此带来的复杂劳动还原虽然能带来经济增长的价值效应，但这种效应是以部门（及企业）之间生产率的结构性差异为前提的，换言之，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复杂劳动还原并不是遍及所有经济单位的普遍现象。这一见解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有助于理解一个在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复杂劳动还原只是中观或微观层面的局部性现象；另一方面，这一局部现象在整个经济的增长中却会得到反映。依照我们的观点，在不同部门（及企业）之间，生产率会因复杂劳动还原而产生结构性差异，一方面，生产率的这种结构性差异越大，促进经济增长的价值效应就越显著；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率提高的扩散，生产率的结构性差异趋于削弱，促进经济增长的价值效应也就濒于消失。这一观点可用于解释与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生命周期相对应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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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在一场迅猛开展的技术革命生命周期的早期，促进增长的价值效应也最为显著，这一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速度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生命周期的晚期，伴随这种价值效应的相对衰落，经济增长也更有可能回落。在笔者看来，这些结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熊彼特及演化经济学的假设——中观（及微观）层面的技术变革和由此带来的生产率结构性差异，是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

附录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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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一个代表性部门的总就业量（即投入生产的活劳动量）为L
 ，且其数量不变；同时不考虑不变资本。采用新技术时，以单位时间净产出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更高，记为q
 2
 ＞q
 1
 。采用新技术的劳动力数量（记为L
 2
 ）所占比重记为α
 ，采用旧技术的劳动力数量为L
 1
 ，于是有：


L
 2
 =αL



L
 1
 =（1-α
 ）L
 　　　　　　（1）

令h
 为先进企业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h
 ≥1），先进企业的净产出价值总量为hL
 2
 。但复杂劳动是相对简单劳动而言的，如果新技术在整个经济中扩散（α
 →1），复杂劳动还原也将不复存在，即有h
 →1。

在下式中，假设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根据加权平均的原则来决定，其中Q
 是与总就业量对应的部门总产量。

[image: ]


在新技术尚未出现时，α
 =0，h
 =1，故有[image: ]
 ；在新技术完全扩散时，α
 =1，h
 =1，故有[image: ]
 。

如果企业在采纳新技术后单位产品的实际价值增加，则在市场竞争中将招致失败。因此，采用新技术时，先进企业单位产品的实际价值必然低于旧技术下的社会价值，即有：

[image: ]


命题一：以复杂劳动还原为前提的技术创新会带来部门净产出价值量的增长。

根据定义，部门净产出价值量为：


W
 =L
 1
 +hL
 2
 =L
 ［（1-α
 ）+hα
 ］=L
 ［1+（h
 -1）α
 ］　　　　　　（4）

由于h
 ≥1，0≤α
 ≤1，所以W
 ≥L
 ，且当h
 ≠1，W
 ＞L
 ，由此，命题一得证。

命题二：采用新技术的先进企业不仅因为复杂劳动还原创造更多价值，而且占有一部分从落后企业转移来的价值。

根据公式（2），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所实现的全部价值量为：

[image: ]


因为q
 2
 ＞q
 1
 、0≤α
 ≤1且h
 ≥1，所以[image: ]
 ，即[image: ]
 。当且仅当技术完全扩散（α
 =1、h
 =1）时该式取等号。

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所实现的价值超过本部门当前支出的劳动量的部分为：

[image: ]


其中因复杂劳动还原得到的额外价值为

（h
 -1）L
 2
 　　　　　　（7）

从企业以外转移而来的价值为：


λq
 2
 L
 2
 -L
 2
 -（h
 -1）L
 2
 　　　　　　（8）

不过，只有这部分价值确定非负，才能证明存在转移的价值。将公式（6）代入公式（8），得到：

[image: ]


若公式（9）大于等于0，至少要求[image: ]
 。而这恰恰就是公式（3）——新技术下单位商品“实际价值”下降的条件。因此命题二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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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假设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培训劳动时间总量为T
 ，劳动力一生的工作时间为p
 ，此处的t
 
j
 2
 就等于[image: ]
 。


 [24]
 依照定义，在第j
 个部门成为创新部门后，有[image: ]
 ，其中创新部门单位时间的劳动投入为1+t
 
j
 2
 。由于创新部门的复杂劳动还原同时造成报酬递增，该部门在创新后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即有[image: ]
 ，此处以q
 的上标区分创新前后两个时期。在此前提下，可有[image: ]
 。


 [25]
 公式（5-16）和公式（5-17）里的MELT
 可以分解为两项，即劳动时间的价值表现和价值的货币表现。其中劳动时间的价值表现度量了劳动时间向价值转化的程度，这种转化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第一，生产过程里的剥削；第二，流通领域的价值实现，后者反映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内在矛盾即非均衡因素的影响。价值的货币表现则受到通货膨胀、货币流通速度等来自货币金融体制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在以不变价格度量净产出时，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倾向于被忽略或淡化。


 [2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570～572页。


 [27]
 技术革命、技术-经济范式及其生命周期，是新熊彼特派经济学使用的概念，见佩蕾丝《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田方萌等译，孟捷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8]
 骆桢撰写了此附录，特致谢忱。


第6章 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二战结束后的黄金年代，资本和劳工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分享企业剩余，一度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现象。
 
[1]

 这一现象向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借用美国学者拉佐尼克的话来说：

要弄明白资本主义的成功发展，关键不是明白资本家怎样从工人身上获取剩余价值，而是要明白工人的劳动和技能怎样和资本家的资本投资结合在一起，为资本家和工人双方创造足够的价值，让劳资双方都获益。
 
[2]



然而，依照传统剩余价值论，资本和劳动之间并不具有存在这种正和关系的可能性。在《雇佣劳动与资本》这部早期作品里，马克思就已详细论述了工资和利润之间互为反比的零和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要想提高剩余价值，就必须降低劳动力价值或工资。
 
[3]

 要想在这种零和关系之外，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存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在价值创造和分配上的正和关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并不能找到现成的论据。

有趣的是，马克思本人曾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工人分享剩余的可能性。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细致地考察了资本家使用和发明机器的八点动因。
 
[4]

 在其中标为第六点的地方，马克思对1834年出版的一本题为《论工会》的书做了征引，征引的内容如下
 
[5]

 ：

工人果敢地要求享有因采用机器而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部分果实。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企图分享改良机器而获得的利润……他们因为工作日缩短而要求更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建立产业改良税。这样一来，工资就完全改变了本身的性质，它或是吞没利润，或是变为利润税。

马克思做了上述摘录，却未附加任何个人的评论，既没有对这段话发表肯定的意见，也没有发表否定的意见。不过，由于他把工人的这种要求和其他导致资本家进行技术变革的动机并列在一起，似乎意味着他曾考虑过下述观点：劳动与资本的合作以及彼此分享利润，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

晚年恩格斯明确谈到了英国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价值分配上的妥协关系，他指出：在19世纪末，“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引者注：指英国资产者）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
 
[6]

 。这是经典作家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存在正和关系所做的重要论断。但是，这里谈论的正和关系是基于殖民地垄断或市场势力而实现的，不是本章的分析对象。本章探讨的正和关系指的是以生产率提高和复杂劳动还原为前提的正和关系。

一些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正和关系的存在，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美国学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布若威便是一个例子，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企业内的生产关系不能仅仅还原为强制性的剥削关系，还须建立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共识（Consent，或译同意），这种共识与劳资双方在价值创造和分配上的正和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布若威的局限在于，这种正和关系在他那里只存在于使用价值层面，价值层面则仍为零和关系所主宰，用他的话来说：“尽管在交换价值层面，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可能是零和关系，但在使用价值层面，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非零和的关系……因此，即便工资的‘价值’——亦即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下降，工资可支配的商品却能因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
 
[7]

 这里提到的实际工资可伴随技术进步而增长的观点，来自《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那里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升可以和实际工资的增长携手并进，条件是后者的增长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8]

 布若威援用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用意在于将这种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共赢作为劳动和资本之间展开合作的物质基础，用他的话说：“工人不是在交换价值层面，而是在以其工资所能购买的实际商品的层面，来理解其利益并在现实世界中行动的。通过实施妥协以及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得到了具体的协调。”
 
[9]

 布若威的这些观点表明，他虽然力图分析劳资之间的正和关系，但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剩余价值论的视野及其分析框架。

另一位美国学者、“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普莱沃茨基，也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具有正和性质的妥协关系。他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在某种制度安排下，工人有理由确信，未来工资将作为当前利润的函数而增长。
 
[10]

 但是，普莱沃茨基没有考察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这样一来，待分配收入的增长过程及其原因就被“拜物教化”了；工资增长的经济条件没有从价值创造过程的角度得到解释。

工人分享剩余的问题还吸引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开展了某种程度的分析。例如，威廉姆森提出，公司雇员可因其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而取得准租；青木昌彦则力图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里解释工人和股东如何分享组织租。
 
[11]

 不过，这些理论并没有深入地考察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而只限于确认，公司治理中那些影响剩余分割的条件也会通过某些渠道影响剩余的生产。这样一来，这类研究就具有奥苏丽文和拉佐尼克（又译拉让尼克）所指出的如下缺点，即作为公司治理理论，它们研究的主要是剩余的索取，而不是剩余本身的创造。
 
[12]



要对剩余的创造这一问题展开分析，需要有一种适当的价值理论。缺乏这样一种价值理论，也是上述公司治理理论难以就此问题开展分析的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第2章至第4章有关复杂劳动还原和成正比的理论，为解释资本和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依照本书的观点，在教育和培训过程中支出的劳动参与产品的价值形成，即形成净产出价值的一部分，并成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构建正和关系的前提。

然而，在本书第2章和第5章，根据假设，教育和培训过程是独立于普通产品的生产，即在专门的教育培训部门或家庭部门完成的。在本章中，我们还要分析一种特殊类型的教育培训活动，这种教育培训活动是和生产本身相结合的，即所谓干中学。通过干中学，车间工人积累了暗默知识，使其劳动最终转化为复杂劳动，并由此提高了生产率。与在独立的教育培训部门经过的培训不同，在干中学里，接收训练的是车间蓝领工人，而在前一种情形下，熟练劳动力往往是那些更为高级的白领工人。在第5章里，我们曾提出，这些白领工人可以成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并在复杂劳动还原的前提下取得准租。至于车间蓝领工人是否可能在生产中通过干中学取得技能，并通过复杂劳动还原取得一部分剩余或租金，还没有成为笔者分析的对象。这一章我们就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简而言之，即将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推广到干中学，使之可用于分析车间蓝领工人在价值创造和分配中参与构造正和关系的条件。

将复杂劳动还原和干中学相联系，其前提是证明干中学及其技能的培养，并不违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发展趋势。为此，我们必将涉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为主流的以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布雷弗曼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依照布雷弗曼的理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发展趋势，是所谓去技能化以及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这一趋势意味着消灭一切车间里的知识，使工人彻底沦为机器和半自动化流水线的附庸。布雷弗曼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80年代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从当时刚刚引入经济学的暗默知识论出发，检讨了这一理论，指出了其局限。这些讨论为我们在复杂劳动还原的前提下理解干中学与价值形成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所谓暗默知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新型认识论由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提出来的，并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家将暗默知识论引入了经济学，其后该理论又被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样一来，本章的讨论就要遵循以下顺序：从暗默知识论出发，再引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论，最后才是对正题的分析——如何在复杂劳动还原和成正比理论的基础上解释劳动和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形成的条件。

2 暗默知识论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

波兰尼的暗默知识论，简单来讲，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他提出了两类知识的分野。他说：“人类知识有两种：诸如书面文字、图表或者数学公式所展示出来的，通常被人们描述为知识的东西仅是其中之一而已；另一些未被精确化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类知识，比如我们在实施某种行动之时怀有的关于行动对象之知识。”
 
[13]

 前者是符码化的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后者为暗默知识（Tacit Knowledge，又译为默会知识）。第二，波兰尼的暗默知识论不限于指出暗默知识的存在，在波兰尼看来，暗默知识本质上还是一种理解力，是一种领会、把握和重组经验，以期达到在理智上对其进行控制的能力。在他看来，心灵的默会能力在人类认识的各个层次上都起着主导性的、决定性的作用，暗默知识相对于明言知识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

波兰尼的暗默知识论颠覆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在笛卡尔那里，事物被清楚而明白地理解，被当作认识论上真理的标准。这种理性主义，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经济学对知识的理解，进而影响了理论本身的建构。
 
[14]



最初将暗默知识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是一些新古典传统以外的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和彭罗斯。
 
[15]

 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波兰尼的暗默知识论在经济学，尤其是在企业理论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运用。美国学者纳尔逊和温特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在一篇发表于1980年的论文里，纳尔逊基于暗默知识论的立场批评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假设。譬如，知识被假设为摆在货架上的、贴着价格标签的普通商品；技术进步被假设为一种企业内的专业化活动，只要在研发上加大投入，就能保证知识被生产出来；等等。在批评这些观念的同时，纳尔逊还提出了关于“组织知识”的思想。他这样写道
 
[16]

 ：

研究和开发局限于发现那些能够较容易被复制的技术……但（这种知识生产的模式——引者注）忽略了人的技能和必须采用该技术的组织结构。因此，每一个组织都必须以某种无法模仿的方式，主要依赖自己而学习。

如果技术的重要因素包括特定的人的专业技能，或者人群中的互动及合作的个性化模式，那就不能轻易地下推论，一个在别处得到的实验将怎样发挥作用。

因其发表于40年代的若干论文，哈耶克（先于波兰尼）常常被看作暗默知识论的前驱。但是，他和现代演化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如下认识上的差别。在他眼中，唯有市场或价格体系才能为暗默知识的共享和运用提供可能；至于企业以及其他各类形式的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则未予任何考虑。也即是说，哈耶克完全没有组织知识的概念。

演化的（或基于能力的）企业理论发展了关于组织知识的思想。组织知识虽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人所有的知识，或者个人所有知识的加总，但它总是以个人的暗默知识为出发点的。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等人把暗默知识区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包括技能在内的技术维度，另一个是包括心智模型在内的认知维度。在他们提出的SECI模型里，组织知识的创造是通过暗默知识和符码化知识的互动和相互转换而实现的。这种知识转换包括以下四种模式：共同化、表出化、联结化和内在化。
 
[17]

 从调动和运用暗默知识的角度看，这里最重要的是共同化和表出化。共同化指的是，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实现暗默知识的共享。表出化指的是，通过类比、隐喻等手段把暗默知识变成显性知识。这些观点，为我们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理解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争论中，暗默知识论被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文献。此后，围绕着精益生产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技能的变化趋势，与暗默知识有关的问题又一再成为争论的焦点。下面先就马克思和布雷弗曼有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论做一简单的回顾。

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坚持了下述核心观点：资本家只有通过监督和强制，才能从劳动力中榨取到足够的劳动，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殖。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中，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是企业内的细密分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虽然这种分工有助于把劳动改变为简单劳动，但此时资本家还不得不依赖于熟练工人的技能，还不能实现工人从形式隶属到实质隶属的转变。换句话说，工人还能通过自己所有的有关生产过程的知识，对资本家控制劳动的企图予以有效的抵制。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则根本地改变了这一局面。机器体系的运用为科学大规模地运用于生产过程创造了条件。此时，资本家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并摧毁工人所拥有的熟练技能，使复杂劳动退化为不需要教育和培训的简单劳动。从这时候起，先前在生产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暗默知识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下面两段征引，是笔者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挑选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颇具代表性的论述：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十八世纪还称为mysteri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
 
[18]



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
 
[19]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表达出如下思想：随着科学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工人的暗默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将变得无足轻重。若从思想史上追根溯源，这种观点大概可以上溯到英国哲学家培根。培根曾在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以及财富的生产之间建立了一个线性模型，主张只有纯理论科学的发展才能推动技术进步以及财富的生产。
 
[20]

 这种观点的潜在推论，是只承认作为科学之结果的技术，彻底否定了技术作为科学发展源泉的重要性。在笔者看来，培根的这一模型也影响到马克思。而在20世纪，则有英国著名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纳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理性主义”工业生产的图景。贝尔纳认为，“随着科学和工业一起进步，工业中的科学成分的比重会逐渐增加，而工业中的传统成分的比重会逐渐减少”，最终形成“一个彻底科学化的工业”。
 
[21]

 不幸的是，这种观念并不符合现代工业发展的现实。譬如，美国学者诺布尔就曾以机床自动化的历史为对象，深入分析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对暗默知识的依赖。他指出，数值控制方法的发展，“深刻地揭示出金属加工业中管理者对工人的暗默知识和技能的依赖程度。在缺乏人工干预，生产完全依赖于计算机控制的形式方法的情况下，结果是‘一场混乱’”
 
[22]

 。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预言了崛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泰勒主义科学管理思想。泰勒的思想包含以下要素：以实验方法研究劳动过程；尽可能地搜集劳动过程中的知识，并将其集中在管理者手里；使劳动的概念与执行相分离，消灭工人的技能等。马克思深刻地预见了这些趋势，只不过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家自发的管理实践还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还没有上升为一套自觉的意识形态。

哈里·布雷弗曼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将其运用于分析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劳动过程。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布雷弗曼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客观转变，忽略了工人的主体性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第二，一如马克思，仅仅考察了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冲突，完全没有考虑双方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合作。在此基础上，他才能把去技能化（Deskilling）以及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宣布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特征。
 
[23]



饶有意味的是，从布雷弗曼的分析中我们可看到，马克思主义和泰勒主义虽然互认对方为敌手，却在有关暗默知识的问题上持有相似的看法。譬如，两者都假设，暗默知识可以一劳永逸地从车间转移出去，集中在管理者手里；两者都相信，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是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概念和执行注定要相分离；两者都认为，自上而下的命令或强制是企业内唯一可能的知识生产的协调方式等。关于两者间的相似性，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曾留有以下深刻的评论：“这种重要观点，即关于在一个合作的组织中知识的共享及其作用，很显然地可与F·W·泰罗的《科学管理》（1911）、以及H·布雷弗曼《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一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相抗衡，后二者都持有一个站不住脚的看法，即工人已经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这些理论家强调‘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也就是说，管理者负责设想和发出指令，操作则由工人来执行。该观点被纳尔逊含蓄地否定了，他指出企业是一个‘社会系统’，不是一台‘机器’。”
 
[24]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布若威对布雷弗曼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批评。布若威指出，把去技能化、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特征，预设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命令或强制，也体现为资本与劳动之间在经济上的零和关系——资本家之所得必为工人之所失。布若威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劳动组织，不可能完全依靠强制来协调，还须取得工人的同意（Consent）。在这里，他借鉴了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按照葛兰西的观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法单纯依靠强制或专政来维持统治，还要想方设法获得人民的同意。布若威提出，这一点在方法论上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他写道：“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分析大体上都是基于劳力付出是由强迫来决定的这样的假设……换句话说，马克思在他的劳动过程理论中没有为同意的组织留出空间，而同意的组织对诱发劳动者在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过程中具有合作意愿是必需的……强迫必须有同意的组织来补充。”
 
[25]



布若威回顾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拜物教性质虽然掩饰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却对同意的达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剩余劳动的存在像在封建经济中那样是透明的，便需要超经济的力量介入生产。正因为剩余价值的来源是被掩饰的，资本家才有可能通过把劳动过程改造为一场超额生产的游戏，并在此过程中获取工人的同意与合作。用他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确定本质是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劳动过程应当从强制和同意的特定结合方面来理解，这一结合能诱发追求利润当中的合作。”
 
[26]



布若威关于“强制和同意的特定结合”的提法，为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多样性的分析开辟了道路。但是，他对达成同意或共识的物质前提（或价值创造基础）的分析却失之贫弱。在他那里，同意主要是靠收买和意识形态上的欺骗而实现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了曼瓦宁与伍德的批评。

曼瓦宁和伍德的贡献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他们在暗默知识论的基础上批评了布雷弗曼的主要观点，指出去技能化的手段并不能根除工人的暗默知识，“即便非熟练工人也需要某些知识以从事工作；泰勒制提出的概念和执行的绝对分离是不可能的，泰勒制无法成功地将工人还原为机器人”
 
[27]

 。

第二，针对布若威的观点，他们指出暗默知识的存在是达成同意的基础。在暗默知识面前，去技能化的手段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资本家不得不谋求工人的同意与合作，调动和利用工人的暗默知识以提高生产率。也正是在运用暗默知识的基础上，工人体验并确立了自己的内在于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用他们的话说：“暗默技能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指出了劳动过程内主体性的作用以及一个主动的劳动力队伍的重大意义，并揭示出管理者并不是全知全能的。”
 
[28]



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的对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乃至后福特主义的大量研究，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就精益生产而言，尽管也有学者主张，这种生产方式中的同行压力有助于推行泰勒主义实验，促进了技能的符码化和均质化，但从笔者掌握的文献看，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与终身雇佣制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精益生产，对于提高工人的技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9]

 拉佐尼克等据此还提出，由于日本企业主动地投资于工人的技能，在那些依赖车间技能的产业（如消费电子业、汽车业等），日本企业具有相对于美国企业的明显优势。美国企业的优势仅在于那些价值增加值主要来自研发、设计和营销的产业。
 
[30]

 那么，精益生产通过哪些途径提升了工人技能呢？在相关文献中大致可以见到如下观点。
 
[31]



第一，精益生产采取了团队生产的方法，一个团队的工人需要从事生产线上不同种类的工作，而且，生产中的一些辅助性工作，如机器的简单维修、预订原材料、打扫、看守等也都由一线工人接管了。这种尽可能减少非生产性工人的管理方法，是“精益”的本义之一。为此，工人被要求具备多重技能，从事多重任务和多种操作。马克思所说的局部工人在此终结了。

第二，精益生产的特点是追求持续不断的技术改良（Kaizen）。工人承担着提高质量的任务，需要在生产线上进行现场诊断和恰当处理。承担这些任务是以工人的多重技能为前提的。此外，实现持续改良这一目标的手段还包括把工厂和办公室变成实验室，将车间工人的劳动与研发人员和工程师的劳动相结合。这样一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大大降低了。

第三，精益生产要利用高度复杂的技术体系，当几种复杂的技术体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结果就是超级复杂性系统。在此条件下，连工程师也无法预见在生产中可能发生的所有结果。倘若工人具备高水平的技能，处事灵活而尽责，将有助于应对生产中的各种突发事态。

第四，精益生产采纳了新的劳动组织和协调制度，青木昌彦曾将这种制度概括为“半水平的运营协调”，这指的是以看板管理为代表的企业内各生产单元之间的自主协调。青木昌彦就此写道：“要注意的是，日本企业中半水平的运营协调方式……须依赖于每个职能单位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注重在现场解决问题的方式旨在有效地利用现场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解决问题而言，可能含蓄而微妙，并且不可规划，但是有着经济价值的。对信息的这种利用之所以可能，靠的是培养工人的工作经验、在工人中间分享知识，以及在日常运营层面的超越不同权限的沟通。”
 
[32]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阿德勒一直主张，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技能存在着普遍上升的趋势。2007年，美国《组织研究》杂志发表了他的一篇论文，同时也刊发了其他学者的商榷文章。阿德勒指出，技能升级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度量，即技能的复杂性和技能的自主性。他认为，在布雷弗曼那里，对技能的定义过于强调了技能的自主性；布雷弗曼甚至以浪漫主义怀旧的方式把现代车间里的技能和中世纪的手工工艺画了等号，这样一来，就容易得出技能下降的结论。而阿德勒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伴随着生产的社会化，技能的自主性虽趋于下降，其复杂性却在增长。在理论上，阿德勒主张将这些变化看作生产力日益社会化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在主体身上的体现，即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工人日益成为相互依赖的结合工人；另一方面，工人更多地吸收和运用了社会所积累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从而导致技能复杂性的提高。在此阿德勒实际上暗含了这样的观点：技能的提高根源于工人掌握和运用了更多的符码化知识。
 
[33]



在同一期杂志中，汤普逊评论了阿德勒的观点。不过，除了指出阿德勒用来证明技能升级的实证资料存在缺陷以外，汤普逊并没有否定技能上升的可能性。他认为，阿德勒把技能的两个维度即自主性和复杂性截然两分是不恰当的，工人自主地发挥其判断力，是运用知识和技能的关键。汤普逊勾画了另一种趋势：资本一直在重构劳动关系，以拓宽技能的组成范围，而非一般地使技能深化；在许多部门，一方面，存在着由技术性技能向社会性技能（态度、性格倾向和表现）的转变；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以动员暗默知识为基础的技能素质的强化。在汤普逊看来，为了论证技能升级的趋势，阿德勒片面地强调了通过汲取和运用符码化知识以提高技能的重要性，淡化了暗默知识的意义。
 
[34]



阿德勒对待暗默知识的态度，似乎更清晰地体现在他对野中模型的一篇评论当中。在那里他提出，与其像曼瓦宁和伍德那样通过引入暗默知识以批评布雷弗曼的去技能化命题，不如直接诉诸技能提升的长期趋势。
 
[35]

 但是，阿德勒没有把暗默知识纳入他对技能升级的论证当中，而这一点本来可以成为重要的论据。在笔者看来，阿德勒和汤普逊之间其实是互补的；暗默知识和符码化知识一道，都有可能成为推动技能升级的因素。

强调暗默知识的重要性，自然不能完全否定去技能化的存在。不过，经过几十年的长期争论，在许多学者看来，去技能化并非如布雷弗曼所理解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唯一的、普适的发展趋势。
 
[36]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结论不仅出现在劳动过程研究的文献当中，而且为一些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采纳。戈登和布伦纳就是两个突出的代表。在1996年问世的著作《富有和吝啬》中，戈登就这样写道：“总体而言，‘认知的’素质（即要求推理能力和特定工作岗位上的专门知识）以及‘互动的’能力（尤其是协调和管理他人的能力），在过往至少三十年间都稳定地表现出增长。”
 
[37]



布伦纳在与格里克合著的一篇批判法国调节学派的长文中也指出，调节学派——与布雷弗曼类似——“（1）错误地将技术进步还原为资本对工人的车间知识、控制力和能量的占有；（2）把技术进步的首要源泉错误地归于主要是在生产中争夺阶级权力的斗争；（3）事实上把资本家实施的技术变革归于一种片面而普遍的去技能化趋势，从而贬低了通常与技术变革相伴而来的对新技能的需要。其结果是，调节学派严重忽视了在劳动过程之外的技术进步和科学认识水平提高的核心作用，忽视了在竞争压力下引进效率更高（增加单位投入的产出）的技术的普遍（若非连续的）趋势，并且没有充分体认到由技术变革还会产生出再技能化这样一种反趋势，后者源自资本家采纳更有利可图的技术的渴望，这些技术和技能的内容事实上未必有何关联”
 
[38]

 。

2010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汤普逊，在英国《资本与阶级》杂志上撰文，概括性地评论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现状以及该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他指出，由资本积累的逻辑并不能得出去技能化的必然性，资本积累的逻辑所产生的必然性是削减劳动的成本，而这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导致去技能化。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会产生反趋势。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是劳动力的性质及其转变。随着劳动的环境和内容的变化，雇主必须寻找对劳动力的更为集约的使用（A More Intensive Utilization），或者劳动在质上的集约化（A Qualitative Intensification of Labour）。这包括利用工人的暗默知识和技能，以及动员诸如情感的和美学的劳动这些新的源泉。
 
[39]



既然实现去技能化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分享和利用暗默知识便成为车间价值创造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日本学者野中等人的理论中，成员之间彼此分享个人的暗默知识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基础。但是，工人毕竟不可能在一种胁迫性关系下调动和贡献其暗默知识。正如美国学者赖特和布若威指出的，由于工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和技能复杂性的提高，资本家难以通过监督和威胁这一压迫性策略实现劳动力向劳动的转化，而越来越要依靠“领导权策略”（Hegemonic Strategy）以获取工人的同意。
 
[40]

 资本家所推行的领导权策略也包括了承认工人在利用暗默知识的基础上分享剩余的权利。

以上讨论为下一节的纯理论分析奠定了一个基础。在下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将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上述变化趋势，与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观点做一个结合。这样一来，我们就支持了下述论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应该和劳动价值论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运动规律更充分地联系在一起。
 
[41]



3 干中学与复杂劳动还原

在马克思那里，关于技术变革与劳动的复杂程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并存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技术变革带来了去技能化的趋势，对此上一节已做了深入讨论。但是，马克思同时还有第二种观点，它包含在《资本论》第一卷有关超额剩余价值来源的论述中，在那里马克思提出了如下命题：

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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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之所以是“自乘的劳动”或复杂劳动，有两个原因。第一，这种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是经过教育和培训的劳动，经过干中学而形成的熟练劳动也属于这一类情况。第二，这种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属于马克思谈到的“一般科学劳动”，即资本主义企业自身开展的或与之紧密联系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在本书第2章和第5章，我们曾经就干中学以外的教育培训劳动和研发劳动与价值形成的关系做过讨论，这些讨论为本章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里唯一需要再做些补充讨论的是，干中学这一特殊类型的教育培训活动。

从定义来看，干中学指的是生产过程和学习培训活动的结合。一些研究技术创新的学者认为，干中学是“劳动者和管理组织在生产中的适应学习过程”，并将这一学习过程称作“动态规模经济”带来的“学习曲线效应”。产品合格率伴随产出增长而提高——或者产品合格率是产量的函数——是这种效应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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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在分析上将包含干中学的劳动过程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有效劳动，其二是无效劳动或无用劳动。前者在当下直接形成价值，后者因造成废品或不合格产品而不能在当下形成价值。马克思曾经提出，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无用劳动部分会逐渐减少。他写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还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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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与规模经济相联系的学习曲线来看，这些无用劳动的存在并不都是消极的，马克思所谈到的现象还可以如下方式来解读：这些无用劳动支出在长期内事实上起到了教育和培训的作用，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被浪费的劳动，生产者从中汲取了教训，培养了经验和技能，从而增加了有效劳动时间，提高了产品合格率和生产率。换言之，无用劳动的减少（或相应的有用劳动的增加），可以用来度量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效应。

如果这一讨论可以成立，本书第2章提出的复杂劳动还原理论及其基本方程（2-4），就可运用于干中学的场合，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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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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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别经济单位（此处假定为个别企业）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根据我们的假定，其中不包含物化劳动形成的价值）；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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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付出的活劳动，它包括两个部分：下标为1的部分（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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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于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如果假设t
 
i
 1
 等于1，就可得出公式（6-1）的最后一个等式，其中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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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以指出的是，就干中学而言，方程（6-1）中的t
 
i
 2
 在长期存在递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伴随干中学，有效劳动的增加（或无用劳动的减少）将逼近其时间上的极限。

4 成正比理论与正和关系的形成条件

所谓成正比，指的是个别经济单位（企业、部门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与其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量成正比。成正比的概念是与马克思笔下的“成反比”规律相对而言的。在《资本论》开篇不久，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变化的规律（简称“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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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反比规律建立在马克思下述观点的基础上：

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
 在同样的时间
 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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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里暗含了两个假设条件：第一个假设是，当生产力变化时，个别企业采用的劳动仍然是“同一劳动”，也就是说，劳动的复杂性没有发生变化；第二个假设是，劳动时间仍然是“同样的时间”，也就是说，一个工作日中能形成价值的有用劳动时间没有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以下命题，由于该命题实际上是成正比理论的一个参照系，可以将其称为命题一。

命题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是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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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发展的逻辑来看，命题一构成了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产出价值量成正比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在上述给定的前提下，命题一自然是正确的。但成正比理论认为，一旦改变命题一的假设前提，就有可能得出新的结论。第一，在技术变革的前提下，劳动的主观条件（即劳动的复杂性）将发生变化，先前的简单劳动会变为复杂劳动。这意味着，“同一劳动”的假设有可能不再成立。第二，由于复杂劳动还原意味着过往教育培训劳动也参与价值的形成，“同样的时间”这个假设也不成立。第三，在干中学条件下，无用劳动的减少、有效劳动的增加，增加了形成价值的时间。基于此，个别企业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来的价值，就可以由方程（6-1）来表达。

由于h
 
i

 ＞1，即成正比。可将该式表达的成正比规律概括为如下命题。

命题二：假设一个部门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复杂性也同时提高，在单位自然时间内将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或者换一种表达，单位时间生产出来的更多产出将表现为更大的价值量，并且这一价值量中也包含更多的新价值或价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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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二可运用于解释企业内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正和关系。在技术变革过程中，随着知识和技能的增进，熟练工人的复杂劳动在相同的时间里将物化为更多的价值，同时也将在相同的剩余劳动时间里物化为更多的剩余价值。与单纯提高劳动强度的情形不同，工人和资本家此时可以分享价值创造的收益，因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可以按相同比例提高。

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价值被假设为先于价值创造过程而给定的量。这意味着，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和劳动力的使用（即创造价值的劳动本身）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过程。根据这一假设，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创造出多少剩余价值就跟工人无关，而完全归于资本家。而在成正比理论中，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和劳动力的使用是相互联系的，劳动力的价值事实上被定义为工人从新创造的价值中事后取得的那部分。这一点和“新解释”学派（the New Interpretation）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有着相通之处（后文还将分析这一点）。

在分析价值创造过程之前就把劳动力价值固定下来，同时也是为分析劳动和资本的对抗性关系服务的。正如布若威指出的，马克思完全没有考虑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达成某种合作的可能性。相反，通过接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正和关系，成正比理论为有关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多样性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分析基础。

成正比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可形成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按同样比率增长提供了条件。假设企业在单位时间生产的新价值为w
 =λq
 =v
 +s
 =th
 =h
 ，其中v
 和s
 分别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t
 为单位时间如一个工作日，h
 是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另记e
 为剩余价值率，且s
 =ve
 ，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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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公式（6-3）意味着工人的收入与复杂劳动还原系数（h
 ）成正比增长。同样，在公式（6-2）中，剩余价值也与h
 成正比增长。工人和资本家分享新价值的比率分别为[image: ]
 和[image: ]
 。若剩余价值率提高，工人取得的相对份额仍有可能增加，条件是复杂劳动还原系数（h
 ）的增幅必须超过剩余价值率（e
 ）。否则，剩余价值的增长就将以工人收入的相对减少为代价，从而又回复到马克思所界定的具有零和性质的剥削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上述劳资之间的正和关系，《资本论》中曾有如下暗示：

如果劳动时数不变，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象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如果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发生变化，例如从6先令增加到8先令，那末这个价值产品的两个部分，即劳动力的价格
 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的或不同的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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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这段话时，关键是如何看待其中最后一句，即当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增加时，其内部的两个部分可以按相同方向变化。表面看来，马克思此处的论述和我们的观点并无不同，实际则不然。马克思是以劳动强度提高为前提来讨论的，而不像成正比理论是以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为前提。在这段引文后面，马克思马上又谈到，由于劳动强度（而非劳动复杂程度）在增加
 
[50]

 ，劳动力价值也在增加，这是因为劳动在过度支出时的加速消耗使再生产劳动力变得更为困难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以下可能：伴随劳动力价值因过度消耗而增加，劳动力价格虽然有所提高，但事实上反而落在劳动力价值的后面。这意味着，劳资双方在价值创造和分配中没有达成正和关系。剩余价值率还是提高了，工人的被剥削程度加剧了。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只能算是暗示了我们主张的观点。

成正比规律不仅发生在个别企业层面，而且可能发生在部门层面，这样就进一步衍生出命题三。

命题三：假定某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得到提高，同时假定与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相比，该部门的劳动成为复杂性更高的劳动，则该部门在单位自然时间内将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或者在单位时间生产出来的更多产出将表现为更大的价值量，并且这一价值量中也包含更多的新价值或价值产品。

当命题三成立时，可在整个部门为劳动与资本的正和关系提供经济条件。要注意的是，由于这里假定在该部门内不存在生产率差异，因此也就不存在个别企业取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但和别的部门相比，由于该部门所有企业无一例外地能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里形成更多的价值，也就相应地形成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不属于相对剩余价值的范畴，因为它不是劳动力价值降低的结果，也不能惠及社会生产各部门。笔者认为，可以把这种剩余价值看作介于个别企业所取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和全体资本家都能得到的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一个独立的范畴。

类似的，成正比规律还可以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层面，即有命题四。

命题四：假定某国外向型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世界市场的一般水平更高，且与世界市场的平均劳动相比，该国的劳动成为复杂性更强的劳动，则该部门在单位自然时间内将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或者在单位时间生产出来的更多产出将表现为更大的价值量，并且这一价值量中也包含更多的新价值或价值产品。

命题四对应于马克思的以下论述：

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价值……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做强度较大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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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命题四成立时，可在一国范围内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正和关系造就经济上的条件。

成正比之所以发生在部门或国民经济的层面，是因为先进部门或先进国家的复杂劳动能形成更多的价值。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由大多数其他部门（或国家）参与确定的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基准”仍然未变。而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了。在个别企业出现成正比的场合，先进企业和部门内其他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还是可以直接比较的。但是，在不同部门之间，由于各自生产的使用价值是异质的，对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就失去了意义。类似的，当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生产和交换不同的使用价值时，对各自国家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也没有任何意义。在个别企业的场合，我们可以简单地假定，通过比较相应的产品量，可把复杂劳动时间还原为某一数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这个方法并不能用来比较和度量不同部门的劳动复杂程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这个问题早在有关复杂劳动如何还原为简单劳动的争论中就被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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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常常对不同部门劳动的复杂程度进行比较（譬如，他比较过珠宝细工的劳动和纺纱工的劳动）。但马克思没有明确地回答以下问题：在不同部门之间，由于产品不同而无从比较各自的生产率，什么才是这一比较或还原的基准。或者说，当涉及部门或国民经济层面的成正比时，如何确定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笔者看来，“新解释”（the New Interpretation）可以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借鉴。“新解释”学派提出，在形成价值的活劳动与扣除了中间物质消耗的净产品之间，存在着因果性的联系，即后者是由前者创造的。为此，“新解释”定义了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它是某一时期以市场价格度量的价值增加值（产出的价格减去工资以外的成本）与生产中使用的生产性活劳动之比。

MELT是根据总量关系界定的，因为它是一国经济的净产品与所耗费的全部生产性活劳动的比率。用弗里举过的例子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价值增加值的总量大约为3万亿美元，被雇用的劳动力有1亿人左右，如果假设这些人一年里工作50周，每周的标准工作时间是40小时，再假设这些人全部是在生产性部门被雇用的，那么所耗费的全部劳动时间就为2000亿小时。根据这些条件，每小时劳动平均将带来15美元的价值增加值，即MELT=15（美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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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笔者看来，这个经验比率可以用作前述复杂劳动还原的一个近似基准。这个基准比率和个别部门、个别企业的类似比率往往是不相等的。借用一位评论者萨德-费罗的话说：

（MELT）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为了给以货币度量的产出价值增加1美元，必须有多少小时的抽象劳动，但这仅仅关乎总量的层次；相同数量的劳动小时在任一个别部门可能会带来不同数量的以货币度量的价值的增加（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不仅仅是因为工人的不同技能，更为一般的情况是由于预付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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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这位评论者是把两种比率的不相等作为“新解释”的缺陷来对待的。这一态度对于“新解释”难免有失公允。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这段引文中读出正面的意义，因为它把技能因素（从而劳动复杂程度）列为不同部门的MELT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

伴随着技术进步，从企业到部门等各个层次的MELT也将发生变化。可以将这些变化与基准比率的变化加以比较。设若前者在一段时期的增长率大于基准比率的变化，成正比在相关企业或部门的存在就具备了必要条件。之所以是必要条件，根源于这个方法的特点：在MELT的变化中，除了劳动生产率之外，有机构成、供求关系乃至市场势力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一困难呢？一个可能的设想是，将特定企业（或部门）MELT的变化加以分解，一方面分解为生产率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分解为价格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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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特定企业或部门MELT的变化主要受到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并大体反映了后者的变化，成正比的存在就获得了另一个补充证据。总之，在笔者看来，将成正比理论和“新解释”相结合，或可为前者的经验研究开辟前景。

5 正和关系与劳动力价值的再定义

与传统上把劳动力价值还原为工资品价值不同，“新解释”将劳动力价值定义为工人通过货币工资在全社会抽象劳动总量中所取得的那一部分，即等于全社会货币工资总额乘以货币的价值（它被定义为MELT的倒数）。这种方法界定了一个经济中劳动力价值的平均水平，它等于货币工资率乘以货币的价值。不过，除非假设货币工资率到处都相等，否则各个企业每雇用一小时劳动所偿付的劳动力价值是不一致的。利用“新解释”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确定那些高于平均水平的高级劳动力的价值。

正如前文提到的，成正比理论和传统剩余价值论的一个区别在于，后者假设劳动力价值是在价值创造过程之前预先给定的；而前者则把劳动力价值看作工人从新创造的价值中事后取得的那部分。在事后界定劳动力价值这一点上，成正比理论和“新解释”是一致的。根据“新解释”的定义，劳动力价值对应于国民净收入中的工资份额；剩余价值则对应于利润份额。因此，工人和资本家似乎在事后分享了净产品的价值。萨德-费罗看到并反对这一点，用他的话说，“新解释”的定义“似乎助长了下述信念，即净产品在每个生产时期结束时为工人和资本家以某种方式所‘分享’。”
 
[56]

 为此，他还引证了马克思的下述论断，以证明上述观点有违马克思的见解。马克思说：

（劳动力的价值）即工人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一个已固定的量；这个量是由于工人的劳动能力出卖给资本家而固定下来的。实际上，工人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是由此固定下来的。而不是相反，不是先把他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固定下来，然后由这个份额决定他的工资的水平或价值。
 
[57]



但问题是，在马克思所谈的这两种关系之间，真的存在着二律背反吗。把劳动力价值的数量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固定下来，目的是阐明：工人只能得到新价值的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作为剩余价值完全归资本家所有。可是，在分析上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假设劳动力价值预先给定之外，还可以诉诸其他手段。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里就曾指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产业后备军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可以确保工资的份额不至于大到吞噬全部新价值，使剩余价值荡然无存。
 
[58]

 我们完全可以将劳动力价值看作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中一部分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给定的，另一部分是事后即在产品实现后得到的。

劳动力价值的上述两种定义，不仅在概念上互有区别，而且在数量上，除非假定商品的价值与其价格成比例，否则也不相等。依照传统定义，单位劳动时间的劳动力价值可写为bλ
 ，其中b
 为实际工资率，λ
 为单位消费品的价值。依照“新解释”的定义，劳动力价值可表达为mw
 ，其中w
 为货币工资率，m
 为货币的价值。假设两种定义的劳动力价值相等，则有：


mw
 =bλ
 　　　　　　（6-4）

整理公式（6-4），可得[image: ]
 。因为[image: ]
 （货币工资率和实际工资率之比）等于消费品的价格（p
 ），故有：

[image: ]


由该式可见，仅当消费品的价值与价格成比例时，两种劳动力价值在数量上才相等。

如何协调劳动力价值的这两个定义的相互关系，在“新解释”内部也有分歧。莫亨倾向于完全否定传统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弗里则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在弗里看来：“在全面发展的马克思的理论中，一个独立于事后实现的工资份额的劳动力价值概念可能具有真实的作用。”
 
[59]

 笔者倾向于接受弗里的观点，即在一个完备的劳动力价值决定的理论中，两个定义都可扮演各自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如弗里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总是为了一笔货币工资，而不是直接为了一篮子商品而展开谈判和斗争的。
 
[60]

 另一方面，诸如福特主义大众消费品的出现和工人阶级消费准则的确立，肯定也影响了货币工资水平。为此，有必要在上述两种劳动力价值定义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为完备的劳动力价值决定的理论。

6 尾论

成正比理论最初是在解释超额剩余价值来源时提出来的，因而该理论自然构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一部分。
 
[61]

 不过，伴随成正比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的特殊性也相应地显现出来。根据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将推动技术进步在整个经济中的扩散，其结果是剩余价值率提高，从而造成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在价值层面的零和关系。在这个理论中，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整个过程在最终结束后达到的结果；而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则是与该过程相伴随的动态现象。成正比是与后者相联系的。只要存在以技能增进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就有可能导致成正比理论所描绘的正和关系。这种正和关系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所注重的零和关系具有互补性：一方面，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造成两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发生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变化，进而加剧资本积累过程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成正比规律则会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造成资本和劳动在价值层面的正和关系，并使之作为一种具有局部意义的抵销因素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并存。

从微观角度看，以成正比为前提的价值创造理论，有助于拓展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解释范围。传统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所关注的是以强制和价值层面的零和博弈为特征的生产关系，而在现实中，随着丰田生产方式和后福特主义所代表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就越发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可能突破传统剩余价值论的局限，构造一种新的劳动过程或企业理论，以解释诸如丰田生产方式这样的现象。由于丰田生产方式不仅被看作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象征，构造这样一种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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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部门内企业的代谢竞争：一个演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部门内竞争是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而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照马克思的假设，对同属一个部门的不同企业而言是同质的。在本章中，我们试图把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纳入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以组织知识的专有性为中介，不同企业可以采用不同的技术或不同的生产方式来生产属于一个部门的产品。在此基础上，就会形成一个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它不同于马克思的原有模型所模拟的动态平面结构，更不同于新古典的静态平面结构。相应的，部门内竞争也转化为不同企业之间以各自产品的性价比为前提的市场份额竞争，即所谓代谢竞争。

本章由以下各节组成。第1节回顾马克思的理论，指出在马克思的竞争理论里存在着一些未曾明言但起着重要作用的假设，并在演化经济学的基础上，探讨修改这些假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2节讨论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的概念，并将其与新古典的静态平面结构和马克思的动态平面结构相比较。第3节分析这种新的层级结构会给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带来哪些变化。为此，构建了一个正式的模型，把价值决定的两个规定，即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和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结合起来，以解释性价比互有差异的不同产品的价值是如何被决定的。第4节在劳动价值论的视野内，利用逻辑斯蒂模型分析代谢竞争的一些特点，并以不同企业产品的价值转移率来界定企业的竞争优势。第5节即最后一节是尾论。

1 组织知识的专有性与部门内竞争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以很大篇幅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马克思将立足于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命名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里“特殊的”一词还可译为“特有的”或“专有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以往生产方式的地方，不仅在于使用了机器，而且在于机器本身也是以大工业的方式来生产的。
 
[1]

 “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即以生产率提高为前提的剩余价值生产）提供了技术基础。

植根于机器大工业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改变了知识的性质，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利用方式。马克思曾以如下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一变化：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十八世纪还称为：mysteri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
 
[2]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迄今为止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对于这段话里明言或潜含的思想和假设，可以概括地将其名为“帷幕撕碎论”。下面我们就试着对这个理论做些分析。

正如美国演化经济学家罗森博格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提出了以下问题：将科学全面而系统地运用于生产过程是以技术在性质上的变化为前提的，这些改变了的技术究竟具有哪些新的特征呢？
 
[3]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分工作为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手段被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这种分工本质上仍然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不能摆脱对人的技能（如力量、速度、准确性等）的严重依赖。这些特点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中，技术具有今日所谓“暗默知识”（Tacit Knowledge）的特点。马克思虽未使用暗默知识这一现代术语，但上述引文里的“帷幕”一词指向了同一含义。由于这类暗默知识的普遍存在，生产过程就像蒙了一道“帷幕”一般难以被理解，更遑论科学地加以分解，从而推动分工进一步发展。导致这一切发生改变的，是机器大工业和以之为基础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改变了生产过程对于人的技能，即各种被“帷幕”遮蔽的暗默知识的严重依赖，甚至干脆消灭了这些技能，使得生产过程得以被科学地分解为一系列独立的可以由机器完成的步骤，为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系统而普遍的应用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技术在马克思眼中也不再是暗默知识，而成为受科学主宰的、作为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的新型技术。在马克思以后，类似见解也一直被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下来。例如，20世纪英国科学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纳就认为：“随着科学和工业一起进步，工业中的科学成分的比重会逐渐增加，而工业中的传统成分的比重会逐渐减少。”最终形成“一个彻底科学化的工业”。
 
[4]



马克思的“帷幕撕碎论”可以在三种不同的维度上来理解。在上引段落中，“帷幕被撕碎”是着眼于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竞争而言的。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导致各个部门之间的知识帷幕被撕碎，从而消除了横亘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进入门槛，使资本得以跨越各种部门展开自由竞争。但是，除了这个维度以外，“帷幕撕碎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涉及另外两个维度。资本除了在部门间相互竞争以外，还会在同一部门内开展竞争。可以设想，在工业革命之前，同一部门内的不同企业之间也会形成知识的帷幕。在马克思分析部门内竞争的时候，这一意义上的帷幕事实上也被假定撕碎了。最后，“帷幕撕碎论”还涉及资本与劳动这一维度。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当中，由于生产还以手工劳动为基础，关于生产过程的各种知识就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熟练工人手里。易言之，在资本和熟练工人之间，也悬隔着一层知识的帷幕，这层帷幕可用来保护工人自身的利益。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把这层帷幕也撕碎了。工人的劳动因为技能为机器所取代而日益沦为简单劳动（即实现了所谓“去技能化”）。顺着这条思路，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以及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等一系列问题。

由此看来，“帷幕撕碎论”在马克思经济学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事实上为《资本论》当中的主要理论——包括竞争理论在内——奠定了技术史的基础。不过，这个理论的提出也使马克思付出了代价。从此以后，组织知识的生产及其协调问题就淡出了马克思的视野。对他来说，这些问题似乎无须再做讨论了。工业技术知识作为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对于个别资本家而言几乎是唾手可得的，或者至少不存在取得这些知识的根本障碍。

借助演化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今天得以认识到上述“帷幕撕碎论”所包含的片面性。由于暗默知识在工业生产中仍然大量存在，知识的帷幕并没有被一劳永逸地撕碎，对这些知识的组织协调和利用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竞争所面临的核心约束。在下一节里，将结合上述讨论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部门内竞争理论。这个理论是在《资本论》第一卷讨论超额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被提出来的，并且构成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基础。

2 从部门内竞争的平面结构到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

在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时，马克思在同一个部门内区分了两类企业，即创新型企业和模仿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在部门内率先采用新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并在一个低于社会价值的个别价值的基础上，与其他企业争夺市场份额。迫于这种压力，其他企业被迫跟随或模仿这个先进企业，采纳新技术以提高生产率，否则就将面临在竞争中被击垮的危险。在此过程中，创新型企业由于其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可以实现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但是，随着其他企业也相继采用新技术，该部门的社会价值就会逐步降低到与创新型企业的个别价值相当的新水平，而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濒于消失。

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这个模型，可以发现他忽略了在模型背后暗藏的一些假设。譬如，这个率先创新的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它所采纳的新技术来自何处？当其他企业迫于压力开始在技术上模仿创新型企业时，这种模仿何以一定会成功？在现实的市场竞争中，不断会有落后企业遭到淘汰，说明新的技术或新的生产方式并不会自动地扩散到所有企业。技术扩散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创新型企业有可能凭借其先发优势击败所有其他企业以取得部门内的垄断，并攫取垄断利润。果如此，竞争就导向了自身的反面。如果不是这样，或如马克思偶尔曾提到的那样，在积累中除了这种趋向垄断的向心力，还存在着起抵销作用的离心力，那就需要分析构成这种离心力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下面就依次来讨论为马克思忽略的相关问题。

在马克思那里，对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的追求，被看作个别企业率先进行技术变革的原动力。但问题是，企业追逐这种超额利润的动机是普遍的，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并与其他企业区分开来的原因，肯定不在于这种人人都有的一般性动机，而毋宁在于企业内部制度层面的差异，这些制度上的因素赋予该企业的行为和动机模式以某种特殊性。令人的遗憾的是，马克思在其模型中显然没有考虑这一层面的问题。尽管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马克思并未使用代表性企业这样错误的假设，并且实际上设定了创新型企业和模仿型企业的差别，但他忽视了企业在内部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学习能力的差异。这样一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企业也几乎成了半个“黑箱”。

马克思理论上的这种缺失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拉佐尼克明确地提出来的。拉佐尼克指出，马克思事实上假定，新技术的产生和扩散与企业内部组织无关（或者换一种表达——伴随新技术的产生和扩散，企业组织似乎也在自动地被模仿或扩散）。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没有提出和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特定的企业组织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表现出格外突出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
 
[5]

 拉佐尼克的分析为我们反思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构成了必要的铺垫。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或可描绘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部门内竞争模型的大致方向。在马克思那里，部门内竞争被还原为同质产品之间的价格竞争。
 
[6]

 马克思假设不同企业生产的是“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这一假设事实上和他抽象了组织知识的专有性是相呼应的。一旦我们从组织知识的专有性这个角度看问题，上述假设就需要修改。即便在一个部门内，不同企业的产品也可以是差异化的，因为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是以各自掌握的不同知识为前提进行生产的。这样一来，部门内竞争实际上天然就具有张伯伦所说的垄断竞争的色彩。演化经济学家乔治斯库-罗根在评价新古典竞争理论时曾提出了类似看法，他指出：“在每一个领域，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竞争首先意味着以与所有其他人稍微不同的方式行事”“个体所关心的竞争的最一般形式是产品差异化，包含一点创新，但不包括恶性杀价的行为”。梅特卡夫在评论这一点时也指出，在竞争概念里包含一个悖论，即“只有在企业是异质的事实上添加一个垄断要素，才可能存在积极的竞争”
 
[7]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部门内自由竞争模型里纳入垄断因素，并不等于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的传统划分。事实上，即便在自由竞争阶段，部门内竞争也不是通常想象的那种纯粹意义的价格竞争，而是在产品的使用价值性质具有一定差异的前提下开展的竞争。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让我们在马克思的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之间略做一番比较。

将部门内竞争假设为同质化产品的竞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理论和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有着相似之处。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采用了代表性企业的假设，企业的异质性被彻底抛诸脑后。在此前提下，市场上也只存在一种价格，任何企业都无力单独改变这种价格。为了便于和马克思的模型相比较，我们可将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这种竞争格局称为“部门内竞争的静态平面结构”。相较而言，马克思虽然也在部门内竞争模型中假设了同质化的产品，但马克思并未依赖代表性企业这样的假设，而是区分了创新型企业和模仿型企业，这两类企业的产品在竞争中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价格。用演化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马克思在其部门内竞争模型中运用的是个体群或种群的概念，而不是代表性企业这样的理想类型式的概念。在马克思的模型中，创新型企业率先提高生产率，引入一个比现行市场价格更低的价格，并据此获得超额利润。这迫使其他企业开始模仿，学习和引进新的技术，并最终导致部门内出现的两种价格重新收敛为一种价格。在收敛实现后，新的创新又会在个别企业内再次出现，并再度引入一种新的价格。但随着其他企业对新技术的模仿，两种价格又会再度收敛，回到一种产品对应一个价格的局面。马克思所描绘的这种竞争格局可以名为“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平面结构”。所谓“动态”，意指马克思所分析的是一个基于技术变迁的动态过程。这个特点在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中并不存在，因为后者抽象了技术创新。“平面”一词则想强调，尽管存在技术变迁，每一轮竞争的后果却是价格的收敛和超额利润的消失。换言之，在取得超额利润的能力上，企业之间不存在持久的差异。

现在让我们把组织知识创造的专有性和产品差异性引入分析。假设在部门内存在两种企业，分别生产在使用价值性质上有所区别但又隶属于同一部门的产品。这两种产品具有不同的“性价比”，后者可定义为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其个别价值的比率。为简便起见，这里的使用价值可定义为产品的功能数。个别价值则一如马克思所定义的，指的是个别企业在特定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如果假设一个部门内存在着两类企业，各自生产互有差异的产品，则性价比的概念就意味着，这两种差异化的产品事实上是在两种不同的技术或不同的生产方式下生产出来的，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组织知识的生产过程。根据前文的讨论，组织知识由于具有专有性，并不能在竞争中被对手轻易地模仿和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产品的性价比作为两种组织知识生产过程的结果，就会持久地形成差异。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重要的一点是，与性价比之间的差别相对应的是，在两种产品之间不会形成统一的社会价值和统一的价格，而是在各自的个别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两个独立的、相互并存的价格。

需要注意的是，两种产品由于在性价比上存在差异，它们也分别吸引着不同的消费者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两种产品的个别价值和价格比率可能是互不相等的。在我们设想的模型里，一种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在交换中所实现的市场价值可能大于自身的个别价值，这意味着该产品将能实现一个超额利润。这一现象背后的原理，实际上就类似于使用价值在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在这样一个市场上，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竞争也同样存在。如果那个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通过提高生产率和改进产品品质，提高其产品的性价比，就会吸引更多的需求转向自己，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也就随之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的价格-个别价值比率也能得到提高，甚至它也能取得超额利润。总之，在这样一个市场上，竞争一般来自两种产品性价比的增长率的差异。我们建议把这种竞争格局命名为“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动态”的含义一如其旧，即表明技术创新所推动的竞争过程仍然存在；“层级”一词则指向部门内竞争的等级制结构——处于不同层级的企业在取得利润的能力上存在着相对持久的差异。

发展这样一个理论的迫切性是毋庸待言的。我们将在下一节提出相关模型，设法兑现上述构想。不过，在结束这一节之前，我们还想就这一理论可能带来的后果再做一番探讨。在所谓动态平面竞争结构中，马克思假定落后企业会通过模仿或学习以改进生产率。但是，由于马克思并没有分析这种模仿必然实现的理由，事实上默认了相反的情形会以同等概率出现，即面对先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扩大市场份额的压力，其他企业无力通过模仿来应对，最终在竞争中落败，并被驱离该部门，使得该部门为个别先进企业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动态平面结构理论事实上可以直接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易言之，动态平面结构理论表明看起来是一个解释竞争的理论，但也可以成为一个解释垄断何以产生的理论。马克思本人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资本积累”的章节，马克思就提出竞争会直接导致资本的集中和垄断。

相较而言，动态层级结构理论则可以更好地解释竞争的持续存在。在动态层级结构内，当两种产品性价比的增长率发生改变时，竞争就会产生。但由于竞争面临着组织知识生产的约束，动态层级结构内的竞争并不会导致价格的收敛和超额利润的消失，而是带来利润实现能力的相对持久的差异。在这个结构内，除非一方产品的性价比以异乎寻常的速率增长，否则竞争不会轻易地被颠覆而转化为单纯的垄断。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曾谈到资本之间的竞争是推动集中和垄断形成的力量。马克思还曾设想过，在一个部门，甚至在一个社会中，资本集中所能达到的极限。就一个部门而言，这意味着将全部资本融合为一个单一资本；就全社会而言，是将社会总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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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曾指出，资本在概念上指的就是同时存在的许多资本，单个资本与资本的概念是相矛盾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说道：“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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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一旦资本失去与其他的资本的对立，一旦失去竞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不复存在了。为此，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用竞争产生垄断这个具有线性特征的规律来描绘资本积累的趋势过于简单化了。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一个地方，他又补充指出，“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指资本集中的无限过程：引者注）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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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仅为我们留下了只言片语，并未明确分析这些离心力到底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在我们看来，承认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的存在，似乎有助于解决这个理论上的难题。在这种动态层级结构里，竞争和某种相对的垄断总是伴随的，垄断并没有消除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竞争，后者作为离心力始终在限制或扭转一个部门迈向绝对垄断的趋势。

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的存在对于部门间竞争也会带来微妙的影响。马克思在讨论资本的部门间竞争的时候，提出了利润率平均化的理论。这个理论事实上是以部门内竞争理论为前提的，而这一点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在马克思提出的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平面结构里，竞争的结果是在部门内形成大致相等的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会形成统一的社会价值，以及一个不包含超额利润的标准利润率。这个标准利润率事实上是各部门资本在竞争中互相比较，并据以在部门间流入或流出的依据。然而，一旦引入部门内竞争的层级结构，这个标准的利润率就不存在了，因为一个部门内此时可能存在着几个高低不同的利润率，其中虽有个别利润率是超额利润率，但它并不会像马克思所设想的，会伴随竞争而濒于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势必就会失去在不同部门之间对利润率进行比较的唯一尺度，从而难以做出进入或退出某个行业的判断。资本完全可能留在本部门内，通过提高性价比的竞争来追逐超额利润，而不必转移到别的部门。

进而言之，在讨论部门间竞争的时候，马克思也没有考虑组织知识的生产对这种竞争的约束。依照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组织知识的生产并不局限于企业的层面，在部门和区域的层面同样存在着协调个别知识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演化经济学进而发展了部门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国民创新体系等隶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和理论。由此看来，个别资本倘若无力加入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的组织知识的生产，要想在部门间流动也是非常困难的。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马克思的部门间利润率平均化的模型就完全可能为一个新的模型所取代，在这个新模型里，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持久的差异，不易也不必被平均化。换言之，在部门内存在的那种层级结构，也会在部门间再现出来。

依循上述思路，必然还会提出以下问题：既然在一个描绘竞争的模型里存在着相对的垄断，而垄断又不能阻绝竞争，将资本主义区分为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的依据何在。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一直存在着争论，其中一方坚持在传统意义上对自由竞争和垄断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另一方则怀疑这种划分，指摘前者忽略了竞争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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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笔者看来，争论的双方在相当程度上误解了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上述两个阶段的真正依据之所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步入垄断阶段主要不是因为资本集中度的提高，而是取决于金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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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意义上，对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的划分，与资本主义部门内始终并存的垄断和竞争并不是一回事。承认后者并不等于否定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上述界分。

3 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与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

在马克思的模型里，部门内竞争是凭借价格竞争而展开的。在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以商品单位价值的变化作为联系生产率提高和单位价格下降的媒介。为此马克思提出，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商品单位价值量的变化成反比，此即通常所说的成反比规律。值得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部门内竞争模型里，成反比规律既是前提也是结果。作为前提，它指的是个别企业只有通过提高生产率以降低价格，才能有效地开展竞争。作为结果，它指的是竞争造成全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全部门产品的单位价值和单位价格下降。

成反比规律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但成反比规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部门内竞争，是以假定不同企业生产完全同质化的产品为前提的。如果不同企业的产品在使用价值上不完全同质，则在不同产品之间就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会价值，而是存在互有差别但无法收敛的几种个别价值和相应的个别价格。这样一来，技术进步就不能像以往那样，单纯通过降低个别价值来降低个别企业的商品价格（或者在技术扩散后，通过降低社会价值，来降低所有企业的商品价格），而是以性价比为中介，通过提高性价比，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由于性价比的提高并不单纯依赖于个别价值或个别价格的下降，而取决于性价比这一比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在价格提高时，企业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性价比。这样一来，成反比规律作为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在我们所要考虑的情形中就失去了普遍意义。

需要考虑的还有所谓“成正比”，即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形成的价值量成比例增长。成正比是在特定条件下存在的价值规律的一种实现形式。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成正比”的实现是以个别企业的复杂劳动还原为基础的。例如，可以引入以下价值生产函数：


W
 
i

 =φ
 
i

 T
 
i



其中，T
 是一个企业在单位时间里投入的劳动量（既包含活劳动也包含过去劳动），φ
 代表复杂劳动转换系数，W
 是单位时间生产的全部产出的价值。由于T
 是给定的，当复杂劳动转换系数伴随生产率提高而增加时，T
 所形成的价值量将与生产率提高成比例增长。需要指出的是，若不考虑产品差异化，成正比的实现要以成反比规律的同时成立为条件，否则该企业的技术进步将沦为失败。而成正比和成反比的同时成立，又要求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复杂劳动转换系数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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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产品差异化的条件下，单个企业仍然可以在复杂劳动还原的基础上实现成正比。个别企业的复杂劳动还原与其组织知识的生产是相伴随的。在部门内竞争的层级结构中，不同企业的组织知识生产过程，决定了各自使用的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复杂劳动。这个基本假定将在下文的正式模型里得到应用。但此时成正比并不必然要以成反比为条件。因为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产品性价比，而非单纯地降低价格来展开竞争。

将产品性能的差别归结为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异，是用企业自身的劳动来解释产品的价值和价格形成。换言之，是利用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做的解释。在此我们可借鉴冯金华所做的一项研究，从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补充前述讨论。冯金华提出了一个刻画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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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试图在下述两个方面将冯金华的模型加以推广。第一，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本来涉及的是全社会劳动量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冯金华的模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的。本章则试图将他的原始模型转用于部门内的情形，即考虑一个部门的总劳动如何在不同企业的产品上分布。第二，本章还试图将冯金华的模型推广到考虑复杂劳动还原的情形，即将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定与复杂劳动还原结合在一起。

为简单起见，假设某部门有两个企业，其产品市场达到了供求均衡。其中第二个企业（下标为2）的活劳动具有复杂劳动性质，需要还原为简单劳动，让我们假设，在生产过程里，这种复杂劳动伴随价值的形成还原为简单劳动，从而可以得出下述价值生产（或价值形成）函数：


λ
 1
 =t
 1
 　　　　　　（7-1）


λ
 2
 =φt
 2
 　　　　　　（7-2）

公式（7-1）和公式（7-2）中，λ
 
i

 （i
 =1，2）是商品的单位价值，t
 
i

 是生产1单位产品所投入的劳动量（这一劳动量里包括物化劳动），φ
 是因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而产生的价值偏离系数（不直接是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因为在t
 当中还含有物化劳动量）。

让我们再从价值实现的视角，假设上述两种商品的交换都符合等价交换原则，即有如下价值实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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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在公式（7-3）和公式（7-4）中，p
 
i

 是商品的价格；λ
 
g

 则是单位货币（如黄金）的价值，可以视为常数。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价值实现函数，不同于公式（7-1）和公式（7-2）所代表的价值形成函数。后者是从生产过程形成价值的角度来定义的，前者则是从交换即价值实现的角度来定义的。

假设该部门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活劳动和过去劳动）为L
 ，并且所有商品的价值量等于L
 ，从而可以得出一个价值分布函数，该函数体现了“劳动守恒原理”（其中Q
 1
 和Q
 2
 分别代表企业1和2的产出数量）：


λ
 1
 Q
 1
 +λ
 2
 Q
 2
 =L
 　　　　　　（7-5）

将公式（7-3）和公式（7-4）代入公式（7-5），经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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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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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个企业来说，其单位商品价值是总劳动量L按照特定比例分布的结果。该比例的分子是各自商品的价格，分母则是该部门的价格总量。

上述三类方程，即价值生产方程［公式（7-1）和公式（7-2）］、价值实现方程［公式（7-3）和公式（7-4）］、价值分布方程［公式（7-5）］，可以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联立方程组，其中有五个方程和五个未知数（λ
 1
 、λ
 2
 、φ
 、p
 1
 、p
 2
 ）。这样一来，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的两种解释价值决定的理论，即分别基于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和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的理论，统一在了一个框架内。

不过，上述讨论仍有一局限。在价值生产方程和价值实现方程里，λ是相同的。这意味着，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等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这一点的成立，是以下述假定为前提的，即[image: ]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在放松该假定时的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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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m
 
r

 可以看作第二个企业进行成本加成的幅度，换言之，φt
 2
 可以看作以劳动价值定义的生产中耗费的全部成本，第二个企业根据m
 
r

 来进行成本加成定价。这使其投入的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要大于第一个企业。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里的m
 
r

 是如何确定的。从经验来看，第二个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在这里，我们假定当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时，第二个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与其使用的劳动复杂程度成比例，同时也与其产品使用价值大于所谓社会标准使用价值的程度成比例。

这里需要介绍彭必源等人的一项研究。他们认为，产品性能的差异可以直接影响并参与产品的价值形成。他们假设存在一种社会标准使用价值，即某种产品在正常生产条件下所具有的性能。如果有的企业生产出了某种性能更为优越的产品，则其使用价值就可看作社会标准使用价值的倍数（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他们所说的这种社会标准使用价值理解为产品的基本功能数。）根据他们的观点，如果生产1单位具有社会标准使用价值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为t，其价值为λ，则可写出：

[image: ]


其中，[image: ]
 是某种产品的功能数与社会标准功能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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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彭必源等人虽然在这里正确地提出了使用价值参与微观价值决定的问题，但他们拒绝以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异来解释产品性能的差别化。这样一来，他们把反映两种使用价值性能的比率直接写入上述方程，从价值形成的角度来看便难以成立。除非将产品性能的差别归咎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异，否则在马克思的价值形成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无法解释他们的这一方程的含义。我们认为，产品性能——或更为准确地说——产品性价比的差异，只能影响产品实现时的价格，或企业进行成本加成定价的能力。然后再通过价格影响到单位产品所实现的价值（或市场价值）。

假定第二个企业会在定价时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且其成本加成与其使用的劳动复杂程度成比例，同时也与其产品使用价值大于所谓社会标准使用价值的程度成比例。可以写出：

[image: ]



μ
 在这里也可看作成本加成能力的代理指标。

进而假定价值实现方程和价值形成方程里的单位价值不再同一，则有：


λ
 *
 1
 =p
 1
 λ
 
g

 　　　　　　（7-10）


λ
 *
 2
 =p
 2
 λ
 
g

 　　　　　　（7-11）


λ
 *
 1
 Q
 1
 +λ
 *
 2
 Q
 2
 =L
 　　　　　　（7-12）

这里的λ
 *
 
i

 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意义上的市场价值，且可以有λ
 *
 
i

 ≠λ
 
i

 。

将第公式（7-10）和公式（7-11）代入公式（7-12），可得：

[image: ]


从公式（7-13）和公式（7-14）看到，第二种产品的单位价值，除了取决于两个企业的产出外，还取决于创新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即μ
 。第一个企业的单位价值，也在被动意义上受到创新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的影响。

可将公式（7-8）、公式（7-9）、公式（7-12）、公式（7-13）和公式（7-14）这五个方程和前述公式（7-1）、公式（7-2）和公式（7-5）一起构成一组联立方程，其中有8个方程和8个未知数，即λ
 1
 、λ
 2
 、φ
 、λ
 *
 1
 、λ
 *
 2
 、p
 1
 、p
 2
 、m
 
r

 。

值得注意的是，公式（7-12）和公式（7-5）在形式上是类似的，但其含义不同。公式（7-5）意指两个企业为生产而投入的劳动量的总和，等于该部门使用的总劳动。而公式（7-12）则指的是，两个企业的产出所实现的价值总和，等于该部门使用的总劳动。这两个方程是相互联系的，沟通了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

从公式（7-5）和公式（7-12）还可得出：

（λ
 *
 2
 -λ
 2
 ）Q
 2
 =-（λ
 *
 1
 -λ
 1
 ）Q
 1
 　　　　　　（7-15）

这表明，当L
 给定时，一个企业所实现的价值（简称“实现价值”）与投入劳动物化所形成的价值（简称“形成价值”）的差额，来自另外一个企业形成价值的转移。

下面来看两个企业的利润。为简单起见，假设不变资本为0，则一个企业的总利润可写为：

[image: ]


这里e
 为剥削率，Q
 为产量。将公式（7-13）和公式（7-14）代入公式（7-16），则分别有：

[image: ]


若两个企业的剥削率相等，则有：

[image: ]


公式（7-17）定义了第二个企业所取得的超额利润，它取决于成本加成能力μ
 的大小和市场份额（即企业产量Q
 ）的差异。至于剥削率，在长期内（或在取极限值的情况下），反而不会对超额利润带来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可取消剥削率相等的假定，这样一来，公式（7-17）里的利润差距，除了取决于市场份额等因素外，就还取决于两个企业的剥削率的差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两个企业的产品并不完全同质，满足的是不同群体的消费需要，因此超额利润并不一定会像马克思的模型分析的那样，伴随技术扩散而消失，反而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即出现不同企业在取得利润的能力上的等级制。

4 代谢竞争与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我们研究的同一部门内两个企业基于性价比展开的竞争中，可能会出现多种不同的局面。一种局面是，本来两个企业都生产同质的产品，然后其中一个企业开始将其产品差别化，并提高其性价比（前文一直假设的是这种情况），于是，该企业就有可能取得超额利润。另一种可能的局面是，在部门内开始只有一种企业，另一个企业稍后加入，它所生产的产品虽不具备与老企业同样多的功能，但价格相对便宜。这样一来，凭借富有竞争力的性价比，该企业就不仅能吸引一部分既有的对该部门产品的需求，而且能发掘或创造出对该产品的新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与既有企业展开竞争。在一个部门内基于性价比而展开的这种市场份额竞争，在传统理论中一直鲜有涉及。笔者受陈平教授启发，将这种竞争命名为“代谢竞争”（Metabolic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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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陈平那里，代谢竞争泛指一切围绕市场份额的竞争，而在本章当中，所研究的实际上是代谢竞争的一个类型，即以提高性价比为前提而展开的那类代谢竞争。

陈平教授在其论文里用逻辑斯蒂模型描述了代谢竞争。我们可以把这一模型里的变量改换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相应变量，重新加以表述。例如，若用n
 1
 和n
 2
 分别表示两个企业的价值（即两个企业生产的总产品的价值量），则企业1的价值的变化率可以表示为：

[image: ]


此处的r
 1
 、m
 1
 和β
 1
 均为非负的参数。其中，r
 1
 是企业1的价值的“自然增长率”，即在假定企业1的产品不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时，其价值的增长率；m
 1
 代表企业1所可能达到的“最大价值量”，即当企业1的产品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但不存在来自其他企业的产品的竞争时，其价值所可能达到的最大数量；β
 1
 则反映了企业2对企业1的最大价值量的影响强度，可简称为企业2（对企业1）的“影响系数”。之所以存在企业2对企业1的影响系数是因为，尽管企业2与企业1所生产的产品并不相同，但仍然属于同一类型产品，故企业2的产品的存在会部分地影响到企业1的产品的市场，并通过对企业1的市场的影响，影响企业1所可能具有的最大价值量。

同理，企业2的价值的变化率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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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2
 是企业2的价值的自然增长率，m
 2
 是企业2的价值的最大可能值，β
 2
 是企业1（对企业2）的影响系数。它们也都是非负的参数。

公式（7-18）和公式（7-19）共同构成了两个生产同类但有差异产品的企业的竞争模型。为了求得该模型的均衡解，令两个企业的价值的变化率均为零，即：

[image: ]


或者

[image: ]


显然，n
 1
 =0、n
 2
 =0，或者n
 1
 =0、n
 2
 =m
 2
 ，或者n
 2
 =0、n
 1
 =m
 1
 ，都是满足上述均衡条件的均衡解。

如果假定一开始时，两个企业的价值都不等于零，即n
 1
 ≠0、n
 2
 ≠0，则上述均衡条件就等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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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看到，如果两个企业的影响系数的乘积（可看成反映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的指标）不等于1，即β
 1
 β
 2
 ≠1，或者β
 1
 ≠1/β
 2
 ，则存在唯一一个非零的均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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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mage: ]


进一步来看，上述的非零均衡解既可能是稳定的，也可能是不稳定的，结果究竟如何，取决于两个企业的影响系数的乘积的相对大小。具体而言，当影响系数的乘积小于1，即当β
 1
 β
 2
 ＜1时，均衡解是稳定的（更具体地说，此时得到的是所谓“稳定的结点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一开始时两个企业的价值是多少，只要它们不等于零，就总会趋向于这个均衡点。

当影响系数的乘积大于1，即当β
 1
 β
 2
 ＞1时，均衡点是不稳定的（更具体地说，此时得到的是所谓的“鞍点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企业的任何初始价值，除非恰好位于两条趋于均衡点的轨线之上，最终都将远离均衡点而去。

由此可见，两个企业的竞争结果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影响系数的乘积的大小。如果这个乘积相对较小，即当β
 1
 β
 2
 ＜1时，则从任何非零的初始状态开始，两个企业的价值将趋于非零的即由公式（7-20）决定的均衡状态——这是两个企业在竞争中“共存”的情况。如果这个乘积相对较大，即当β
 1
 β
 2
 ＞1时，则除非两个企业的价值一开始时就恰好处于鞍点的稳定枝上，从而能够趋于共存的均衡，在所有其他情况下，都必将有一个企业的价值趋向于零。换句话说，在这些场合，都是只有一个企业能够存活下来，成为竞争的胜利者，而另一个企业将遭到淘汰，退出竞争。具体来说就是，当初始状态是在鞍点稳定枝的左上方时，企业2就在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并将最终获胜，而当初始状态是在鞍点稳定枝的右下方时，企业1就在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并将最终获胜。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两个企业在代谢竞争中的竞争优势，可以通过价值转移率和转移价值来定义。若令企业1和企业2在生产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分别为L
 1
 （=t
 1
 Q
 1
 ）和L
 2
 （=φt
 2
 Q
 2
 ），则有：


L
 =L
 1
 +L
 2
 =t
 1
 Q
 1
 +φt
 2
 Q
 2


于是，价值实现方程［公式（7-13）和公式（7-14）］可进一步改写为：

[image: ]


在上述公式的两边分别除以在单位商品上的形成价值量λ
 1
 =t
 1
 和λ
 2
 =φt
 2
 再减去1后即可得到（参见本章附录1）：

[image: ]


在这里，[image: ]
 可看成企业的“价值转移率”。当某个企业的价值转移率为正时，该企业实现的价值大于其形成的价值，或者说，其他企业将其形成的价值的一部分转移给了该企业。反之，当某个企业的价值转移率为负时，该企业实现的价值小于其形成的价值，或者说，该企业将其形成的价值的一部分转移给了其他企业。只有当一个企业的价值转移率正好等于零时，该企业实现的价值才恰好等于其形成的价值，才不存在企业之间的价值转移。

在上面决定价值转移率ϕ
 的公式中，由于等号右边的第二个因子[image: ]
 总是正的，故任意一个企业的价值转移率的符号完全由该企业和其他企业在各自单位产品上的价格-劳动比率的相对大小决定。例如，在我们的模型中，企业1和企业2在单位产品上的价格-劳动比率分别为[image: ]
 和[image: ]
 。如果假定企业1故步自封而企业2实现了更快的创新，则会有[image: ]
 ，即企业2在单位产品上的价格-劳动比率大于企业1在单位产品上的价格-劳动比率，从而有ϕ
 2
 ＞0、ϕ
 1
 ＜0，即企业2的价值转移率大于0、企业1的价值转移率小于0。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2实现的价值大于其劳动所形成的价值，企业1实现的价值小于其劳动所形成的价值。前者的价值增加来源于后者的价值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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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立即指出以下两点。

（1）个别企业的价格-劳动比率，实际上就是个别企业的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两个企业围绕价格-劳动比率的竞争，就是围绕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的竞争。此外，如果让企业价格-劳动比率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产出，该比率便转化为以名义产出计算的生产率。按照我们的竞争优势定义，两个企业在生产率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的竞争优势。

（2）在前面的讨论中，价格-劳动比率是与两个企业的产品性价比的差异相联系的。这意味着，提高各自产品的性价比是企业维持竞争优势和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前提。波特在讨论其竞争优势概念时，心目中想到的正是这一点。例如他写道：“为了实现成功的竞争，某国企业必须以下述形式之一拥有竞争优势，要么降低成本，要么凭借差别化的产品以获得较高的价格。为了维持优势，企业必须通过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或者通过更有效率地生产，来不断地实现更富内涵的竞争优势。这样做将直接转化为生产率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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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就两个企业的价值转移率所做的定义（我们以此来定义各自企业的竞争优势），与逻辑斯蒂方程所暗含的一个假设是相同的，即假定某一部门的市场份额（或种群的环境承载量）是给定的。在我们的定义中，这一市场份额实际上等于该部门投入的全部劳动量（L）。然而，假定市场份额在代谢竞争中一成不变是不符合现实的。对这个假定的依赖恰恰构成了逻辑斯蒂方程所固有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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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在以逻辑斯蒂方程模拟代谢竞争时，也未批判地考察这一点。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如果市场份额的扩张速度超过了该部门产出的增长速度，就会出现该部门所实现的价值总量大于该部门投入的劳动总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承载量就发生了变化。它意味着在部门间形成了价值转移，即有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到该部门，并为该部门的企业所据有。为此，公式（7-12）可改写为：


λ
 *
 1
 Q
 1
 +λ
 *
 2
 Q
 2
 =L
 *
 　　　　　　（7-21）

在这里，L
 *
 是该部门实现的价值总量。它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该部门投入的劳动总量L
 。当L
 *
 ＞L
 时，创新部门实现的价值与投入劳动形成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来自其他部门形成价值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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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L*
 可由下式决定：


L
 *
 =（p
 1
 Q
 1
 +p
 2
 Q
 2
 ）λ
 
g

 　　　　　　（7-22）

相应的，企业在单位产品上实现的价值量的公式可写为（为简单起见，这里仍然用λ
 *
 代表当部门的实现价值大于形成价值时企业在单位产品上实现的价值量）：

[image: ]


从而，企业的价值转移率为（参见本章附录2）：

[image: ]


企业在总产品上得到或失去的转移价值（用Φ代表）则为：

[image: ]


由于在这个价值转移公式中，括弧内的[image: ]
 是一共同的被减项，两个企业的转移价值，即其各自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取决于各自的价格-劳动比率。这样一来，我们就回到了先前讨论过的结论，即基于各自产品性价比的生产率的差异，在竞争优势中的形成中起到决定的作用。

这里特别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尽管在部门的实现价值等于形成价值（即L
 *
 =L
 ）的情况下，部门内部所有企业的转移价值之和等于零，但是，在部门实现价值大于形成价值（即L
 *
 ＞L
 ）的情况下，部门内部所有企业的转移价值之和却大于零。这是因为，由上式显而易见有：


Φ
 1
 +Φ
 2
 =L
 *
 -L
 ＞0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企业的转移价值之和大于零，故当某个企业在总产品上的转移价值大于零时，另外一个企业在总产品上的转移价值既可能小于或等于零，也可能同样大于零。这是因为，根据上面的公式，当某个企业在单位产品上的价格-劳动比率大于整个部门的价格总量-市场价值总量比率时，另外一个企业在单位产品上的价格-劳动比率既可能小于或等于整个部门的价格总量-市场价值总量比率，也可能同样地大于整个部门的价格总量-市场价值总量比率。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该部门内部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可能出现三种类型的关系。（1）绝对意义的零和关系，即一个企业的价格-劳动比率大于整个部门的价格总量-市场价值总量比率，而另一个企业的价格-劳动比率小于整个部门的价格总量-市场价值总量比率。在这种情况下，前一个企业不仅从其他部门的企业那里而且从本部门的其他企业那里得到转移价值，后一个企业则会失去一部分转移价值。（2）相对意义的零和关系，即一个企业的价格-劳动比率大于整个部门的价格总量-市场价值总量比率，而另一个企业的价格-劳动比率等于整个部门的价格总量-市场价值总量比率。在这种情况下，前一个企业所得到的转移价值完全来自其他部门而非本部门，后一个企业则既不得到也不失去转移价值。（3）正和关系，即两个企业的价格-劳动比率都大于整个部门的价格总量-市场价值总量比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企业都从其他部门得到转移价值。

上述从模型里得出的抽象结论，在经验中是与历史和制度等复杂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复杂性在我们的模型里不可能得到反映。譬如，我们可以把上述模型里的第一个企业看作后发企业，它在追赶第二个企业。至于这两个企业究竟隶属于同一个国家，或分属不同的国度，则可以暂时不予考虑。当后发企业通过差别化产品和要素投入的节约提高其生产率，即提高其价格-劳动比率时，就有可能与上述模型提到的三种情形之一相对应。我们暂且假设所对应的是第二种情形。这种情形的出现一方面与后发企业的技术进步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该部门的市场需求条件有关。由于两个企业的产品在性价比上不同，各自产品所对应的也是不同的市场。我们可以设想，后发企业凭借其富有竞争力的性价比夺取了一部分为另一个企业所占据的既有市场，但更重要的是，后发企业还可能通过其价格相对低廉但性能不俗的产品，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新用户和新市场。这些新用户本来根本无法购买第二个企业生产的更高级也更昂贵的产品。而伴随后发企业的出现，他们的消费变得可能了。在这里，对落后企业的成长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能否利用一个数量庞大的低收入阶层，他们对该类产品的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如果具备这项条件，落后企业就会找到自己的后发优势，并实现自己的规模经济。这种低收入阶层的存在，要么反映了一国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化，要么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距。不管是哪种情形，对后发企业而言，这种本来具有不发达性质的现象，反而可能成为其构造竞争优势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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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尾论

本章所讨论的代谢竞争在现实中是广泛存在的。举例来说，在管理学中被奉为经典的丰田生产方式和福特生产方式之间的竞争就属于这类代谢竞争。这种竞争对于理解不同企业，乃至不同经济体的兴衰是十分关键的。然而，在现实中常见的这类竞争，在当代最主要的经济学范式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和透彻的分析。能否将代谢竞争引入这些范式，已经成为检验这些理论的解释力的一个试金石。

在马克思那里，不同企业的竞争是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在一个部门之内，依照马克思的假设，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不同企业而言是同质的。在本章中，我们试图把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纳入马克思的理论模型，提出以知识生产的组织形态为中介，不同企业可以采用不同的技术，或不同的生产方式来生产属于一个部门的产品。换言之，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个部门内并非是同质的，这会对竞争的形态带来重要的影响，即在一个部门内派生出以各自产品的性价比为前提的市场份额竞争，即代谢竞争。陈平教授分析了这类竞争的一般形式，而我们则结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在一个部门或一个产业内部的这类竞争的具体特点。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概念上得以明确的这种代谢竞争，在现实里对应着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形态。而这些具体形态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历史和制度研究才能被透彻地理解。我们希望，本章所发展的有关部门内代谢竞争的理论模型，可以为这类历史和制度研究奠定一个分析的基础。

附录1 价值实现公式的变形（一）

当部门的实现价值恰好等于形成价值时，价值实现的公式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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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除以相应的形成价值λ
 并减1后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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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λ
 1
 =t
 1
 和λ
 2
 =φt
 2
 代入上述两式的右边并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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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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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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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价值实现公式的变形（二）

当部门的实现价值大于形成价值时，价值实现的公式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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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除以相应的形成价值λ
 并减1后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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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λ1
 =t1
 和λ2
 =φt2
 代入上述两式的右边并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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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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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论的重构

剩余价值论是整个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核心，恩格斯曾把它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称作马克思毕生的两大科学发现之一。剩余价值论建立在一系列研究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马克思自己明确讨论过的，第二类虽未被马克思明确提及，但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已有不同程度的讨论。剩余价值论的运用和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些假设。

笔者尝试将这些假设概括如下：第一，劳动力是可以完全商品化的，并可与任何普通商品相类比；第二，生产者的所谓“双重自由”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劳动力商品化和无产阶级化是同一个过程；第三，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依靠工资实现的，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只能通过工资在市场上获取；第四，特定型式的国家和家庭结构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及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无关；第五，实际工资率和由工资品价值决定的劳动力价值，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预先给定的已知量；第六，劳动力价值决定了劳动力价格或货币工资的水平；第七，剩余价值或利润是在新价值中扣除了预先给定的劳动力价值之后的余额；第八，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变化只受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第九，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保持不变的剩余价值率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第十，资本和劳动在新价值的分配中只存在零和关系。本章将依次讨论这些假设，并着力分析对这些假设做出变更或补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这些变更和补充所能带来的理论后果。

1 劳动力商品化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

1.1 劳动力商品化与无产阶级化

剩余价值论，乃至全部马克思经济学，是以假设劳动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实现商品化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虽然是一种特殊商品，却和普通商品一样，价格完全受市场规律的支配。这种将劳动力商品和普通商品相类比，甚至将前者完全还原为普通商品的倾向，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而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李嘉图的一贯做法。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李嘉图这样写道：

如果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减少，即使需求增加两三倍，帽子的价格结果也会降到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如果用减少维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格的办法来减少人们的生活费用，即使对劳动者的需求大大增加，结果工资也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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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里，李嘉图把决定普通商品（即帽子）价格的规律与决定人的价格的规律等同了起来。与李嘉图同时代的一些人道主义批评者抓住了这一点，认为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即把劳动力还原为普通商品，是犯了反人道主义的错误。在其青年时代的著作《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谈到了李嘉图和同时代人道主义批评家之间的这种对立，但是，他没有非难李嘉图，反而选择支持李嘉图的观点，并写道：

李嘉图的话是极为刻薄的。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和人的生活费用混为一谈，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法国的作家，象德罗兹、布郎基、罗西等先生用遵守“人道的”语言的礼节来证明他们比英国的经济学家们高明，从而得到天真的满足；如果他们责难李嘉图和他的学派言词刻薄，那是由于他们不乐意看到把现代经济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资产阶级最大秘密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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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克思的这种态度与现代思想家卡尔·波兰尼做一番比较是饶有意味的。波兰尼和马克思类似，都将劳动力商品化视为现代市场经济得以产生的根本前提。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波兰尼通过将劳动力定义为“虚构商品”，使劳动力与普通商品彻底区分开来。他写道：

关键就在于：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是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同样必须被组织在市场之中；实际上，这些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绝对关键的组成部分。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显然都不是商品；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即任何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都必须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对它们而言显然是不成立的。换言之，根据商品的经验定义，它们不是商品。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它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不是人类的创造；最后，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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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尼看来，这种虚构商品是一个矛盾，一方面，虚构商品的出现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根本的组织原则，该原则深刻地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如果一任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自然环境，以及购买力大小的唯一主宰，整个社会便有被摧毁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甚至说，以虚构商品为基础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4]

 。波兰尼提出，上述两方面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自19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的无限扩张，也出现了力图限制市场、限制虚构商品发展的力量，即出现了各种社会保护运动。以劳动力的保护为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福利国家，就是限制劳动力商品化的具有一定成效的制度安排。

和波兰尼类似，马克思也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货币资本）作为特殊商品来看待。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一方面体现在它的使用价值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它的价值上。在讨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时，马克思提出，“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这些地方，他是把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来看待的。
 
[5]

 但是，马克思对待劳动力的态度，和他对待土地及货币资本的态度是有微妙差异的，马克思更为彻底地将后两者作为虚构商品对待，他指出，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土地或货币都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不是劳动的产品，并没有物化于其中的内含价值，在此意义上，诸如“土地的购买价格”或“货币资本的价格”之类的概念，都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与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然而，马克思却从未像批判“土地的购买价格”或“货币资本的价格”那样，批判地反思过“劳动力价格”这一概念，他只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的价格”概念，并用“劳动力价格”取而代之。他坚持将劳动力价格和普通商品价格相类比，没有意识到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一样，也是不合理的范畴。
 
[6]

 这样一来，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在他那里一会儿被承认，一会儿又被消解了。这种矛盾深刻地影响了剩余价值论本身的建构。

今天看来，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批评过的德罗兹、布郎基、罗西等人，在某种意义上预告了波兰尼的理论。
 
[7]

 与波兰尼不同的是，马克思——一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始终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纯粹自主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基础上的。这种认识构成了熊彼特所称的“图景”（Vision），在此基础上，理论家们（马克思或李嘉图）才着手提出各种假设和范畴，进而构建出宏伟的经济学体系。在马克思那里，不受任何限制的劳动力商品化，便是构建其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即剩余价值论的首要假设。

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劳动力商品化具有以下两重含义：首先，它指的是劳动力使用权在一个社会经济中普遍地成为可交易的对象；其次，它意味着直接生产者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取得必要的生存资料（Means of Subsistence），这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一切产品和服务，都来自市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力商品化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为前提的，换言之，在他那里，劳动力商品化与无产阶级化同属一个过程。
 
[8]

 然而，许多历史经验表明，劳动力商品化并不需要依赖于马克思所设定的这种条件就实际地发生了。当代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发展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例。农民工并未完全取得人身自由（譬如迁徙的自由、子女在迁入地受教育的自由等），也没有丧失一切生产资料，但其劳动力商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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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通过一个坐标系大致描绘了无产阶级化和劳动力商品化之间的差异，以及两者之间所能有的各种组合。该图分别以横轴和纵轴度量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和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四个象限。第一象限可称为“马克思象限”，它对应了高度的劳动力商品化和高度的无产阶级化。从波兰尼的眼光看，“马克思象限”在现实中不可能真正存在，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第二象限可称为“波兰尼象限”，它对应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一方面，生产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即存在着高度的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由于福利国家和转移支付的存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劳动力“去商品化”，这是有史以来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上有可能出现的最好的情况。最后是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它们分别对应了另外两种可能的组合，这两种组合所代表的情况与改革前后中国劳动市场的变化是大体对应的。

[image: ]


图8-1 无产阶级化与劳动力商品化的各种组合

资料来源：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与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10期。

劳动力商品化和无产阶级化的差别，意味着生产者并不需要在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的前提下才出卖劳动力，或者即便丧失生产资料，也不需要以市场作为获取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再生产就不会固着于某个统一的模式，而是依历史和制度环境的变化呈现许多不同的特点。马克思将劳动力商品化和无产阶级化视为同一个过程，必然使其进一步假设劳动力再生产是在一个完全无产阶级化的生活世界，即在纯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只能凭借工资在市场上取得生存资料，而不可能诉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的其他途径达到这一目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如下观点，即只限于从资本的角度看待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将后者完全贬低为资本积累的附属品。与此相应的是，马克思从未探讨过特定型式的家庭结构或国家在工人阶级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下面这段话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的观点：“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10]

 既然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可以完全托付给工人的本能，就没有必要把这种再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来看待，也没有必要去分析支配这一过程的各种权力关系了。

1.2 家庭劳动与剩余价值率

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再生产的这种简单化处理，必然影响到他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他把劳动力价值仅仅定义为工资品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者率先发难，批评了马克思的这个定义，并试图探讨家庭劳动（Domestic Labour）在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力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她们提出，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一般而言低于工人阶级家庭为劳动力再生产所付出的全部劳动时间，因为后者不仅包括在工资品的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而且包括在家庭生产中往往由妇女耗费的那部分劳动时间。女性主义者的这些批评带来了对必要劳动概念的重新理解，即将其归结为生产工人所需的全部生存资料所耗费的劳动，而不只是在以工资购买的消费品中所物化的劳动，下面这个式子表达了这一点：

　　　　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狭义的必要劳动）

　　　　　　　　　　　　　+　　　　　　　　　　=广义的必要劳动

　　　　　　家庭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质成本）

资本家通过工资实际支付的劳动力价值，在这里对应于狭义的必要劳动；工人阶级家庭成员（传统上主要是妇女）所从事的家庭劳动，则构成了广义必要劳动概念的组成部分。由于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并不支付全部广义的必要劳动，这就使下述比率不再相等了，即不再有[image: ]
 ，而会导致[image: ]
 ，这里的不等式意味着，家庭劳动在广义的必要劳动中占据的比重越大，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需要支付的（狭义的）必要劳动相对而言就越小，以[image: ]
 表示的剩余价值率就越高。在非资本主义的家庭结构和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开展的劳动力交换，是一种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可以利用既定的家庭结构和在这种结构下的家庭劳动，达到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目的。承认这一现实，便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对话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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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经济学对家庭劳动的考察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医疗服务和教育培训等部门，在这些部门进行的劳动对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劳动也构成了广义的必要劳动。
 
[12]

 一般而言，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在购买劳动力时没有充分支付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就以无偿的形式支配了一部分家庭劳动，以及在其他再生产部门里耗费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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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动力价值及工资的再定义

2.1 最低工资论与绝对贫困化理论

上一节的讨论涉及本章开篇列举的第一至第四个假定，接下来要探讨的是第五至第七个假定。

在讨论价值增殖过程时，马克思假设，工人所需的生活资料数量（实际工资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价值在价值创造过程之前是预先给定的已知量。这种假定劳动力价值是已知量的做法来自古典经济学，尤其是重农学派的最低工资论（the Subsistence Wage Theory）。
 
[14]

 在《剩余价值理论》里，马克思对重农学派和最低工资论做了如下评价：

从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是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看作某种固定的东西，已知的量，而实际上它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也就是一个已知量。所以，最低限度的工资理所当然地构成重农学派的学说的轴心……其次，如果说，他们错误地把这个最低限度看作不变的量，在他们看来，这个量完全决定于自然，而不决定于本身就是一个变量的历史发展阶段，那末，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结论的抽象正确性，因为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同我们假定劳动能力的价值是大是小毫无关系。

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和上述论断相联系的，是把剩余价值理解为价值创造过程的余额：“既然原料和材料的价值是已知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又等于最低限度的工资，那末很明显，这个剩余价值只能由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劳动超过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的余额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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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直接生产过程时，将剩余价值作为余额自然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在讨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场合，还会出现新的关系：此时工资本身将成为国民收入决定中的余额（详见本章第3节的分析）。这样一来，将重农学派首倡的余额论视为一种假设，就不失为合理的选择。

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上述评论，一方面指出了最低工资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划清了马克思本人和最低工资论的界限。马克思并不认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或“劳动力价值”是恒久不变的，只不过在特定历史阶段、相对于直接生产过程而言，它们是给定的量而已。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一直有人误认为马克思也是一个最低工资论者呢？饶有意味的是，在这些学者中不仅有萨缪尔逊、罗宾逊夫人等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有莱博维奇、罗桑等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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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笔者看来，对马克思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的原因，首先在于批评者们对以下两个假定未加分别，其一是假定劳动力价值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是个已知量，其二是假定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量在积累过程中不发生任何变化。在最低工资论里，这两个假定是混同的，但马克思的前引批评显然已经区分了这两者，并认为第二个假定即必要生活资料数量一直维持不变是站不住脚的。后世的批评者，如最近的莱博维奇，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混同，坚持认为在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数量始终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指摘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其次，上述批评还与马克思自身表述中的矛盾有关。在考察价值形成过程时，预先假定劳动力价值是已知量，对于解释剩余价值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起源的确是必要的。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不仅假设了劳动力价值是已知量，而且假设工人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量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是一个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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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假设事实上等于宣布，至少在中短期内（即“一定时代”），必要生活资料数量（实际工资率）是不变的。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又回到了他刚刚批评过的重农学派的观点。

在笔者看来，假定劳动力价值是已知量，并不需要同时假定必要生活资料数量在一定时代也是固定不变的，马克思本应采用更准确的说法，即假定必要生活资料也是已知量，这个已知量尽管相对于价值创造过程而言是暂时不变的，但在积累或再生产中是可变的。进而言之，马克思假定必要生活资料数量在“一定时代”里固定不变，和他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也是矛盾的，在后一理论里，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必要生活资料数量改变的可能性（详见本章第3节）。莱博维奇在批评马克思的时候，把两个假设混同了，一个是假设必要生活资料相对于价值形成过程是已知的或不变的，另一个则是假设必要生活资料在积累中也始终维持不变。对后一假设的批评是合理的，但从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批评来看，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是重农学派的一贯看法。

最后，认为马克思属于最低工资论者，还与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接受了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有关。指摘马克思赞同最低工资论，也必然会批判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因为这两个理论是相互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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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待绝对贫困化理论的问题上，马克思是自相矛盾的。在《共产党宣言》里，我们可以找到马克思、恩格斯拥护这种理论的最早证据。但在那时，马克思还是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李嘉图的学生，还没有着手建立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的第一部传记作者梅林，就批评了《共产党宣言》的这种观点，认为《宣言》作者此时还没有摆脱古典经济学，尤其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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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形成后，即在《资本论》及其多部主要手稿里，我们已经找不到赞同绝对贫困化理论的阐述，反而可以明确无误地发现许多有关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可以提高的论述。罗斯多尔斯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恰当地提出，从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出发，或者从马克思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出发，并不必然得出绝对贫困化的结论。他甚至认为，即便马克思提出过这种贫困化理论，他也会起而反对它，因为这个理论和他的工资理论是相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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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多尔斯基的这些看法是中肯的，但他在为马克思辩护时走向了另一极端：在他看来，自《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这个理论就被马克思永远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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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是不确实的。罗斯多尔斯基刻意回避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即写于1865年的《工资、价格和利润》。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又重新捡起了绝对贫困化理论，宣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价值会不断下降，直至其最低限度。
 
[22]

 由于《工资、价格和利润》写于《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前不久，可以认为其中的观点对第一卷内有关“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论述产生了直接影响。马克思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表述因其个别措辞含义不清，加之在德文本和法文本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异，影响了读者的理解，并催生了后来有关马克思是否持有绝对贫困化理论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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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绝对贫困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现象，不仅在19世纪存在过，而且即便在今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再现。以美国为例，其劳动人口中工资较低的60%劳动者，实际工资在1972～1995年下降了10%，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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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承认绝对贫困化有可能再现是一回事，将其宣布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规律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或许可以借鉴梅林在评价《共产党宣言》时采用的方法，批判地看待《工资、价格和利润》中的观点。《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发言，它和《宣言》一样，“只是从政治革命的观点来考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产生贫困一事的反应”，因而是“过于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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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及其循环论证

接下来考察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做这一界定时，马克思刻意将劳动力商品和普通商品相类比。下面是两处有代表性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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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
 ，劳动力也具有价值。这个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
 ，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就像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又提出了另一种定义，即将劳动力价值归结为“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
 
[27]

 上述这两种定义是有区别的。
 
[28]

 对这两种定义不加区别，给马克思带来了进一步的矛盾。如果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
 
[29]

 ，那么劳动力就具有内在价值，即在其中凝结、物化、结晶或体现着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这种内在价值需要借助其他商品，即通过价值形式才能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劳动力是位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与之对应的是等价形式或价格形式，在这种关系中，劳动力价格或工资成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马克思没有采用第一个定义，而是将劳动力价值转而定义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就宛如将一匹马的价值归结为饲料的价值一样。第二个定义意味着，马克思实际上并不承认劳动力商品具有内在价值。如果马克思坚持这一进路，有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分析就不适用于劳动力商品，进而言之，就不存在劳动力价格或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样的关系。然而，马克思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坚持第二个定义，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仅仅适用于普通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来构造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
 
[30]

 马克思的这个立场是令人诧异的，因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便不是相对价值形式，因而也无须表现为等价形式。在谈到土地的价格或货币资本的价格这样的概念时，马克思曾批评它们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但对于劳动力价格，马克思却未置一辞。马克思只是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或“劳动价格”范畴，认为他们是“无意义的名词”，但在解释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时，马克思暴露出和古典经济学一致的立场，即将劳动力商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还从未被彻底地清算过。

就普通商品而言，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则受市场供需因素的影响而围绕价值波动。在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那里，这一机制也适用于劳动力。劳动力价值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
 
[31]

 ，后者在短期内围绕前者波动，但在长期则要适应于劳动力价值。
 
[32]

 这一观点的贯彻，还须以某种人口理论作为必要的补充。古典经济学依靠的是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批判了这个理论，并代之以自己的相对过剩人口论。但问题是，这两种人口理论具有如下共同点，即都假设工人阶级再生产或劳动力供给服从于一种自动调节机制，进而使劳动力价格得以在长期内符合劳动力价值。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莱博维奇就此指出：“（和古典经济学相比，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论）是一个较好的理论，但它仍然是从片面的资本立场出发的。马克思强调机器的作用使劳动力价格回复到通常的水平，这仍完全局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范围内。供给的变化持续引起价格的调整，使其回归（劳动力）价值；差别只在于，过剩人口在马克思那里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33]

 莱博维奇这一批评的意义，稍后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的阐明。

借助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机制，马克思完成了他对劳动力价值、工资和必要生活资料量的相互关系的解释，这一解释可概括为以下关系式（箭头代表因果决定关系）：

劳动力价值→货币工资（劳动力价格）→必要生活资料量或实际工资

这里存在两层因果关系：首先，劳动力价值决定了劳动力价格或货币工资的水平；其次，在消费品价格给定时，一笔货币工资决定了必要生活资料量或实际工资。然而，如果采用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即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那就不难发现，在上述关系式里存在着明显的循环论证，这是因为，给定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原本是定义劳动力价值的前提，而上述关系式却又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通过这一价值的等价形式即货币工资，最终决定了必要生活资料量。一定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在这里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在上述关系式里包含的循环论证，是由莱博维奇最初发现的。
 
[34]

 这种循环论证之所以产生，源于马克思将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实体的劳动力，作为相对价值形式对待。如果我们修正马克思的做法，不仅承认劳动力商品没有内在价值实体，而且不再寻求以某种等价形式来表现劳动力的价值，就可以如下方式重新表达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

　　　　　　　　实际工资或必要生活资料量

　　　阶级斗争→　　　　　　　　　　　　→ 劳动力价值

　　　　　　　　货币工资（劳动力价格）

这个关系式里包含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因果关系。
 
[35]

 据笔者所知，莱博维奇最早论述了这种关系。他提出，工人需要的生活资料量通常是可变的，劳动力价格或货币工资会伴随这一变化而变化，劳动力价值也因之受到影响，用他的话来说：“劳动力价值有着向其价格而调整的趋势——而非相反。”他还指出，工人的必需生活资料量通过阶级斗争来决定，意味着劳动力价值的调整绝非自动完成的，一方面，资本会努力使劳动力价格的增加变成仅仅是暂时的；另一方面，工人则会努力通过斗争使之长期化，即使之成为劳动力价值的新标准。
 
[36]



2.3 “新解释”与劳动力价值的再定义

不过，劳动力价值围绕劳动力价格而调整的命题，在莱博维奇那里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论证。这是因为，莱博维奇没有详加讨论，劳动力价格或货币工资的变动如何转换为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与此相应，莱博维奇虽然颠倒了劳动力价格或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却没有给出一个新的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定义。

根据上述第二个关系式，工人阶级必需生活资料数量的变化将引起货币工资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如何反映于劳动力价值呢？莱博维奇既没有回答，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可在“新解释”（the New Interpretation）那里求得解决。根据“新解释”的定义，货币工资率除以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即MELT
 ，它是货币价值的倒数），便等于每小时劳动的劳动力价值。若以VLP
 代表这一劳动力价值，w
 是货币工资率，则可写出：

[image: ]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价值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预先给定的已知量，属于“事前”（ex ante）概念。而在“新解释”那里，由于MELT指的是给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以货币衡量的增加值，据此定义的劳动力价值便有了“事后”（ex post）的意义，即它是在价值形成过程结束后才被决定的。“新解释”的这一定义对于反思和拓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十分重要的概念工具。

不过，一旦接纳“新解释”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逻辑上就会面临下述问题。根据这个定义，货币工资和劳动力价值之间将只剩下量纲上的差别，货币工资水平的任何变化似乎必然同时带来劳动力价值的变化，而且，由于货币工资的变化往往带有偶然性，如此定义的劳动力价值也必然会失去其相对稳定性。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货币工资尽管是经常波动的，但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对工人阶级总体而言，仍然遵循着一个基本的变动趋势。我们不妨将这种在特定时间框架内可识别的基本趋势与日常波动区分开来，通过将前者界定为货币工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值，以区分劳动力价值和货币工资水平的变化。这里所涉及的时间框架既可以是古典周期，也可以是康德拉季耶夫或凡盖尔德伦长波。1891年，恩格斯就曾建议以两次古典周期的波谷为时间框架，来观察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长期变动，他说：“总的说来，随着工人组织性的加强，他们的反抗力量也在增长，所以工人的一般状况，平均说来，有所改善；任何危机也不能重新使这种状况长期降到低于或者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即前次危机所造成的最低水平。”
 
[37]

 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可以看作对笔者上述见解的佐证。

接下来探讨工资的新定义。既然工资或劳动力价格不应该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来看待，那又如何定义工资呢？工资的界定事实上取决于对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对工资的传统定义是以假定这种交换等同于普通商品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但在马克思的著述里，我们有时也能找到对这种交换关系的其他解释，例如他说：

工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对他自身作为劳动力的暂时使用权
 。在资本家和工人订立的合同中，在他们商定的买卖中，这才是直接的对象。
 
[38]



在另一处他又说：“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象出租
 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
 
[39]



笔者认为，如果工人出卖或出租的不是劳动力本身，而是劳动力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那么货币工资就可以界定为租金。这一租金一方面包含在价值创造之前预先给定的部分，另一方面还包含在价值创造过程之后形成的部分。
 
[40]



将劳动力价值界定为一定时期内货币工资的平均价值，并把工资界定为租金，意味着在工资的决定中，并没有某种作为引力重心的自然价格在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工资的决定就和利息率的决定颇为相似。在讨论利息率的决定时，马克思曾坚决否认存在所谓“自然利息率”。“自然利息率”这个概念来自古典经济学，它和“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类似的范畴，都被用来说明在日常价格的波动以外，存在着某种预先给定的作为日常价格波动的引力重心的内在价格。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润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个领域中，象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
 
[41]

 平均利息率的形成完全是由供求，从而由竞争来调节的。
 
[42]

 类似的，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这种观点运用于解释工资。在其最低水平之上，工资的决定只服从于竞争，首先是两大阶级之间的竞争即阶级斗争，其次是阶级内部的竞争。这些竞争调节着工人阶级所需的生活资料数量和货币工资，并在一个时期内形成劳动力价值变化的基本趋势。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和利息率不同，工资的确还有一个最低限度，这个限度并不是由竞争决定的。只要工人阶级再生产还是资本积累的绝对前提，工资就必须保证这种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对个别工人或工人阶级内部的个别阶层来说，工资或许会下降到这个最低水平以下，但就整体而言，工资不能降低到这个最低限度以下。

现在要问的是，重新界定工资，是否会破坏剩余价值论的基本结论呢？换言之，在工资的一般水平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条件下，有什么机制能保证，如果工资出现持续上涨，其结果不会吞噬全部剩余价值呢？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我们不修改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定义，依然维持马克思的观点，其实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中，斯威齐就曾在马克思的概念框架内提出了这一问题。他问道，如果劳动力价格是围绕劳动力价值而波动的，在劳动力价格上升时，有什么机制能约束这一上升，使其不至于侵蚀全部新价值呢？他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当工资上升到一定程度时，资本家就会引入技术进步，制造出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的扩大会限制工资的增长，迫使工资只能围绕一个均衡水平即劳动力价值而波动。
 
[43]

 笔者认为，若采用新的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定义，仍可求助于这个机制来解释，工资的上升为什么不会从根本上颠覆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被约束在使资本积累可以持续进行的某个水平上。
 
[44]

 换言之，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作用，不是为了保证劳动力价格符合劳动力价值，而是为了保证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不至于威胁到剩余价值本身。

对工资和劳动力价值的再定义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分析上的便利。譬如，该定义无须依赖于必要生活资料数量或劳动力价值在价值创造过程之前预先给定的假设。马克思曾这样表述了这个假设，他说：“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指劳动力价值——引者注）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上已经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与这一假定相适应，马克思还假设，在价值创造过程之前，资本家就已经预付了劳动力价值。但是，劳动力价值预付这一假定与劳动市场的实际状况往往并不符合，马克思自己也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它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然而，为了和其他假设相适应，马克思刻意采取了和现实相违背的假设，他说：“劳动力已经卖出，虽然报酬要在以后才得到。但是，为了在纯粹的形式上理解这种关系，我们暂且假定，劳动力所有者每次出卖劳动力时就立即得到了契约所规定的价格。”
 
[45]

 如果采用劳动力价值的新定义，这样假定便是没有必要的。新定义具有“事后”特征，即劳动力价值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后决定的，这与劳动市场的习俗是完全一致的。

劳动力价值预先给定这一假设，还与马克思的另一假设相关联，即在价值创造中，资本和劳动之间只存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或价值层面的零和关系。
 
[46]

 如果劳动力价值是预先给定的，工人最终创造多少价值就与工人自己无关了。要在零和关系以外引入正和关系，就需要修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以允许工人分享新创造的一部分价值。有趣的是，马克思有时也承认，在工资高于劳动力价值时，工人可以分享一部分新价值，例如他说：“工资……提高到它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上，这就意味着工人也分享、占有他自身的一部分剩余劳动。”类似的表述在马克思的文本里还一再出现。
 
[47]

 严格来讲，马克思这里的表述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劳动力的价值已预先给定，剩下的就只能是归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如果工人可以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就不是预先给定的，工人所分享到的也不应该再称作剩余价值。依照我们的定义，工人是通过工资参与新价值的分割的，工人“在事后”实际取得的那部分新价值，就是劳动力价值。
 
[48]



劳动和资本共同分割
 新价值的提法，类似于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围绕利润的分割，通过这种分割，利润划分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在谈论利润的这种分割时，马克思还指出，量的分割会产生质的区别，被分割的两部分会“硬化和物化”为质上不同的两种收入，从而进一步助长拜物教观念的发展。和这种情形类似，把工资定义为租金，会在两方面助长拜物教观念的发展：一方面，工资和利润会被看作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收入，分别产生于两种不同的要素对于生产的贡献，从而在理论上衍生出各种要素价值论的版本；另一方面，工资作为租金还有可能派生出人力资本的概念——恰如土地的价格等于地租的资本化一样，人力资本的价格也可视为工资的资本化。与土地的价格类似，这种意义的人力资本也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但这不妨碍它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日常意识形式。在历史上，人力资本的概念产生得很晚，而且和别的拜物教范畴不同，它是先由经济学家炮制出来的，然后进入了日常意识。
 
[49]

 人力资本范畴之所以形成得较晚，大概和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学教育的日渐普及以及实际工资水平的大幅提升有关。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于缺乏类似的现实土壤，就难以形成或接纳这样的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人力资本概念。在他们看来，凭借股票期权等制度，劳动力所有者能够分享一部分企业的剩余，这意味着劳动力变成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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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成立，尚需进一步论证。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分享一部分剩余，但并不因此就使土地成为资本。个中原因在于，土地所有权不参与产品价值形成过程。然而，某些高级劳动力若有可能凭借其教育和培训背景而影响产品的价值形成和实现过程，并借此支配一部分剩余，则有可能成为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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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莱博维奇的两个“必须”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

在将阶级斗争引入工资和劳动力价值的决定这一问题上，莱博维奇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引入阶级斗争的这种作用，莱博维奇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两个必须”，即一方面资本必须实现价值增殖，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必须实现自身的发展。以下是对他的这一观点的简略介绍。

在《资本论》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呈现出来的。莱博维奇指出，在这样的有机整体中，任何前提都要作为结果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在此意义上，资本积累表现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回路。然而，从现实的角度看，资本积累的这种自主性和自我封闭不过是假象，资本主义生产其实是以某些外生的条件，如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为前提的，而后者在《资本论》中恰恰被悬置了起来。由于这种悬置，《资本论》中就只剩下一个主体，即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基于这一考虑，莱博维奇认为，《资本论》并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整理论，这部著作忽略了，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本这一主体之外，还存在另一主体，即工人阶级。与资本不同的是，工人阶级作为主体追求的不是价值增殖，而是需要的满足和使用价值的消费。莱博维奇为此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必须”（Two Oughts）：一方面，资本必须实现价值增殖；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必须实现自身的发展，为此就要增加工资，不断扩大必要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范围，满足工人的各种以前从未实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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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博维奇在匈牙利哲学家赫勒尔的基础上，探讨了马克思的需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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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已实现的需要和尚未实现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差距，认识到这一差距是促使工人开展斗争的动因。莱博维奇写道：“工人依照对自我的理解来生产自身，为此就需要许多投入，但这些投入是不能充分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受资本增殖的目标限制的，而不是受‘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比例’的限制。满足需要的‘资本主义限制’的存在，必要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意味着工人把自身作为被剥夺者而生产出来：‘只要人的需要并没有实现，他就与其需要因而与其自身存在着冲突。’为更高的工资而斗争是内在于作为自为之存在的雇佣工人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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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莱博维奇的这些论述包含如下弱点。首先，他对“两个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何以产生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在以往的阶级社会，被压迫者也有实现其需要的愿望，但他们并不被承认为权利对等的主体，其愿望也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的“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需要的满足就可以成为和资本的价值增殖对等的另一个“必须”呢？或言之，什么原因赋予现代工人阶级以特殊地位，使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以往时代的斗争相比要更富有成效呢？在解释工人阶级必要生活资料增长的原因时，莱博维奇一度谈及公民身份所起的作用，但他的讨论远未展开，只限于一段对马克思的引征：工人阶级取得一部分使用价值还“得益于劳动者在社会中的成员资格——就像罗马公民‘对公有地有（至少是）观念上的要求权，而对于若干罗马亩的土地等等则有实际上的要求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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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理论在政治学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公民身份的角度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角色是两重的，即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另一方面又是拥有各种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公民。公民身份的扩展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是诉诸阶级斗争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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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公民身份的扩展赋予工人阶级的斗争以不同于以往社会的特殊性。现代公民身份理论的创立者马歇尔曾提出，借助福利国家和转移支付，人们的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是可以分离的，一些最重要的社会服务（如健康和教育），是以实物的形式，通过非价格机制来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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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作为实物的收入构成了工人的间接工资，增加了工人所能取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曾经将现代雇佣工人和古代世界的奴隶相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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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撇开了两者在经济地位和政治、社会权利上的差别。科恩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正确地批评了马克思，指出现代雇佣工人不仅拥有组织成工会和罢工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也是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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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承认现代雇佣工人的特殊地位的同时，仍需看到资本一方毕竟拥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而这足以使其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取得结构性优势。公民身份的扩展虽然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但公民身份本身并不是可以独立于阶级斗争而独立地发展的，其内涵既可以在特定时期内不断扩展，也可能在特定时期内趋于萎缩。正如前文提到的，1972～1995年，由于新自由主义制度和政策的影响，美国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持续下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此意义上，莱博维奇提出的“两个必须”论，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力量。

莱博维奇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是对波兰尼著作的忽略，这使他没能像西尔弗那样，将工人的阶级斗争在理想类型上区分为两种形式：即所谓马克思的反抗（Marx-type Labor Unrest）和波兰尼的反抗（Polanyi-type Labor Unrest）。前者是围绕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展开的，是对剥削的反抗，后者是对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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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博维奇更为关注的是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的视野，弱化了他的分析。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西尔弗谈到的这两类斗争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第二类斗争更多地和公民权的发展相联系，它将有助于实现劳动力的去商品化，降低工人的失业成本，增强工人阶级开展第一类斗争的意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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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系统地总结了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所涵盖的具体类型。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这些斗争有两个特点：其一，它们是“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因而具有防御的性质；其二，这些斗争“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或防止其下降到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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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日后为卢森堡所继承，她以类似方式提出：由于大量产业后备军的经常存在，工资有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倾向；只有依靠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才有可能按其劳动力价值出卖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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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价格和利润》里，马克思区分了以下两种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以及试图根本超越这一社会的阶级斗争。后者要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前者则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马克思强调后一类斗争的意义，却低估了前一类斗争的作用。与马克思不同，莱博维奇对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因果关系的颠倒，使他能赋予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一类型的阶级斗争不只是维持必要生活资料的数量和劳动力价值的现有水平，而且会提高这一水平，从而进一步满足工人阶级的社会需要。这种以莱博维奇为代表、强调阶级斗争之于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可以名之为决定剩余价值率的阶级斗争理论
 。

然而，莱博维奇并未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得以发挥作用的经济条件，而是对工人的斗争采取了过度乐观的态度。他借用马克思的观点，强调“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因而工人必须“采取普遍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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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在于，任何政治行动只能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或言之，政治权力需要有适当的经济权力作为匹配，否则就将沦为空洞的权利。在下一节里，我们将指出，在剩余价值率的决定中，阶级斗争其实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力量，甚至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力量。决定剩余价值率的阶级斗争理论，必须补充以决定剩余价值率的投资理论，否则就是不全面的。后一理论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阶级拥有一项至关重要的经济权力，即投资的权力，这种权力表面看来是纯粹的经济权力，但它使资本家阶级有能力对抗和抵销那些有利于工人的“普遍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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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可实现剩余价值率产生重大影响。

3 不变的剩余价值率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

3.1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不变的剩余价值率

在《超越〈资本论〉》一书中，为了论证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增加的可能性，莱博维奇还提出，马克思所分析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仅以生产率提高为前提，还取决于劳动市场的具体形势。这是个非常新颖而重要的观点，在介绍他的这个观点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两种生产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设B
 为实际工资率（即工人在一天内的实际工资），λ
 2
 是单位消费品的价值，N
 是就业量，T
 是工作日总数，a
 表示劳动强度（也可定义为劳动复杂程度），s
 为剩余价值，再将一个工作日所生产的新价值记为1，可以写出：


s
 =aNT
 （1-λ
 2
 B
 ）　　　　　　（8-1）

这个等式既可用以表示个别企业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可用以表示整个经济中剩余价值的生产。由等式（8-1）可看出，存在三种提高剩余价值的途径：第一，工作日总量T
 的增加、劳动强度a
 的提高、工人人数N
 的增长、实际工资B
 的减少都有助于增加剩余价值。这几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在马克思那里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第二，如果把a
 定义为劳动复杂程度（a
 ＞1），则个别资本家此时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时，超额剩余价值等于（a
 -1）NT
 （1-λ
 2
 B
 ）。第三，在其他因素不变时，还可通过降低单位消费品的价值λ
 2
 来增加剩余价值，这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

如果我们假定a
 、N
 、T
 这三个因素不变，或者不考虑这三个因素，即将其舍象，则在等式（8-1）的两端除以λ
 2
 B
 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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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
 是剩余价值率，λ
 2
 B
 相当于单位时间的可变资本，t
 2
 为消费品的劳动生产率（[image: ]
 ）。等式（8-2）有助于我们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剩余价值率是否增长，取决于t
 2
 和B
 这两个因素的相对变化。如果实际工资（B
 ）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t
 2
 ）的增长，剩余价值率就会提高，形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出现不仅取决于生产率，还和实际工资增长的幅度有关，后者是由劳动市场的力量对比即阶级斗争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讨论了生产率增长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但对于实际工资何以实现增长，则未做详细的讨论。这一缺失引发了莱博维奇的批评，他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存在，不仅要以生产率提高为条件，还取决于劳动市场的具体形势，后者既有可能带来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带来剩余价值率不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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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已经讨论了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可能性。他列举了三种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可能出现的情形。第一，劳动生产率提高，但工人只得到与过去数量相同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力价值下降，且劳动力价值减少的部分全部变成资本的剩余价值。第二，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量也增加，但并不是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同一比例增加，在这种场合，劳动力价值会减少，剩余价值则按相应的比例增加。第三，劳动生产率提高，但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数量与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从而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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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区分所谓正和关系和零和关系来比较以上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属于绝对意义的零和关系，此时不仅劳动力价值和相对工资（指劳动力价值和新价值的比率）下降，而且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数量也维持不变，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全部归于资本。第二种情形则结合了使用价值形态上的正和关系和价值形态上的零和关系。所谓使用价值形态上的正和关系，是指工人此时得到了更多的生活资料；价值形态上的零和关系，则是指劳动力价值和相对工资同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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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种情形下，工人阶级能得到更多的生活资料，他们的劳动力价值甚至相对工资也维持不变，对资本而言，则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维持不变，但相同的剩余价值此时代表比过去更多的使用价值。在纯粹使用价值形态上，双方都增加了各自的利益；在价值形态上，双方也没有丧失任何利益。因此，第三种情形可以说代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有可能实现的、最大限度的资本与劳动的正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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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1总结了上述三种情形下几个主要变量的变化及其所对应的零和或非零和关系。

表8-1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三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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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博维奇在其论著里，曾把马克思分析的第三种情形——此时存在不变的剩余价值率——作为工人阶级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应追求的最高斗争目标来看待。应予指出的是，莱博维奇的这个观点和马克思的原意是有区别的。在马克思那里，不变的剩余价值率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可能性提出来的，对于如何实现这一可能性，马克思并未展开讨论。而在莱博维奇眼中，不变的剩余价值率是一个在经验中可实现的具体目标。此外，如果严格遵循马克思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设定的前提，即“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并与它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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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剩余价值率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上升。这意味着，上述第三种情形实际上是与相对剩余价值论相矛盾的。

马克思在使用剩余价值率概念的同时，也使用了相对工资的概念。相对工资指的是工资在新价值中的份额。如果说剩余价值率刻画的是资本家阶级的行为动机，相对工资则体现了工人阶级的行动目的。在讨论上述第一种情形时，马克思写道，“相对工资即工资占的份额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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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的，在第二种情形下，相对工资也在下降，但下降的程度要小于第一种情形。在第三种情形下，相对工资保持不变，工人阶级此时取得的是最大限度的工资份额。

3.2 两种剩余价值率概念

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变的剩余价值率得以实现的经济条件，我们引入一个由匈牙利学者埃尔维什提出来的剩余价值率概念——已实现剩余价值率（the Rate of the Realized Surplus Value）。

假设一个经济由投资品和消费品两个部门构成，且两个部门各自只生产一种产品，记e
 为已实现剩余价值率；X
 2
 为市场上实现的消费品总量，S
 
c

 和S
 
k

 分别为资本家的净投资和消费，V
 为工人阶级原有消费，S
 
v

 为工人阶级消费增量，且X
 2
 、S
 
c

 、S
 
k

 、V
 和S
 
v

 都代表实物量；λ
 
i

 （i
 =1，2）是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两者各自的倒数（记为t
 
i

 ）代表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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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式（8-3）中，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在两个部门完全相同，则在考察e
 变化的原因时，就可将生产率变动（[image: ]
 ）这一因素撇开，从而有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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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8-4）意味着，已实现剩余价值率是已实现利润和实际工资的价值的比率（在埃尔维什的假定下，它同时也等于已实现利润所体现的物量和实际工资的比率）。已实现剩余价值率不同于马克思所定义的剩余价值率，后者可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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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
 和v
 分别代表全社会总剩余价值和总可变资本。马克思的这个定义是在《资本论》第一卷提出来的，仅仅反映了直接生产过程的剥削程度，而没有考虑剩余价值实现和再生产的影响。从宏观角度看，剩余价值实现是由资本家阶级的支出水平决定的，这一点构成了已实现剩余价值率概念的理论依据。若以s
 代表全社会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则可写出等式（8-6），以表示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关系。


s
 =s
 
k

 +s
 
c

 +s
 
v

 　　　　　　（8-6）

等式（8-6）右端的三项分别代表资本家的个人消费（s
 
k

 ）、用于新增不变资本的支出（s
 
c

 ）、用于新增可变资本的支出（s
 
v

 ），三者均为价值量，它们构成了对全社会剩余产品的需求。在等式（8-6）中，用于新增可变资本的支出s
 
v

 一旦完成，就不再属于资本家，而归于工人，从这个角度看，s
 
v

 就不应再计入剩余价值率定义里的分子，而应计入分母。马克思没有考虑这一点，在他那里，剩余价值率是立足于个别资本家的生产过程来定义，即被定义为[im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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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尔维什的已实现剩余价值率则考虑了这一点。在等式（8-4）中，一方面，分母中的S
 
v

 作为实际工资增量和V
 一起形成全部实际工资；另一方面，分子中只包含剩余价值实现后归于资本家的那部分，即由净投资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组成的利润。

等式（8-3）或等式（8-4）所定义的已实现剩余价值率可用于刻画如下基本关系：资本家的消费S
 
k

 是增长较慢的，可以认为慢于消费品产量X
 2
 的增长，在此前提下，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就主要取决于S
 
c

 和X
 2
 之间的关系。在考虑技术进步时，可以假定X
 2
 是S
 
c

 的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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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S
 
c

 的增长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带来X
 2
 的更快增长。埃尔维什认为，在消费品市场出清的前提下，这种相对变化会使得已实现剩余价值率倾向于下降。

埃尔维什试图利用这个新定义借鉴和吸收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卡尔多的观点。卡尔多认为，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是由投资率的高低决定的；投资率通过乘数效应决定国民收入的形成，并使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

从等式（8-4）可以看出，在分母即实际工资当中，V
 是前期（即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预先给定的，S
 
v

 则经由某种乘数效应为S
 
c

 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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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等式（8-4）使用的变量符号，可以得到工资份额和利润份额的定义。记Y
 为以物量表示的国民净收入，有Y
 =X
 2
 +S
 
c

 =V
 +S
 
v

 +S
 
k

 +S
 
c

 。若以p
 
s

 代表利润份额，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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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作为余额的工资份额（w
 
s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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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投资S
 
c

 一方面在公式（8-7）中直接决定了利润份额，另一方面还经由某种乘数效应决定了国民收入和实际工资总量。净投资对实际工资增量S
 
v

 的变动所起的决定作用，表明实际工资总量并不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预先给定的，而是在国民收入的形成中，即在净产品实现后被决定的。也正由于这一点，工资份额在国民收入的形成中可以作为余额（Residual）来看待。
 
[76]

 需要说明的是，在公式（8-7）和公式（8-8）中，相关变量都是实物量，因此，工资份额作为余额的观点首先是针对实际工资而言的。在假设货币工资给定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作为国民收入的余额，事实上给出了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决定的不同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尔维什试图将卡尔多的这种观点进一步推广到价值层面来讨论。根据埃尔维什的假定，实际工资总量等于劳动力价值总量，故而劳动力价值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即马克思的相对工资）同样是作为国民收入的余额被决定的。

将工资份额视为国民收入余额的观点，初看起来迥异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因为后者将剩余价值或利润看作新价值中的余额。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的不同呢？笔者认为，卡尔多-埃尔维什的观点并不是与马克思截然对立的，而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是价值创造过程的余额的观点，对于微观层面即个别资本的价值增殖来说，自然是正确的。但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角度看，卡尔多-埃尔维什的看法就是合理的。由再生产图式可以看到，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层面上，剩余价值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两大部类资本家的积累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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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本身又会通过某种乘数效应调节工人阶级的收入和消费。

有趣的是，正如埃尔维什注意到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马克思本人也曾意识到，积累率的高低对货币工资水平有决定性影响，他在那里明确提出，积累是自变量，货币工资是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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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实质上崭新的观点，同时亦可置于劳动力价格围绕劳动力价值波动的既有框架内来理解。这意味着，积累所影响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或货币工资，而不是劳动力价值，后者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预先给定的。这一点或许有助于解释，马克思尽管提出了与卡尔多-埃尔维什近似的观点，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所蕴含的全部意义。

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妨碍了他在宏观层面上接受工资份额是国民收入余额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采用“新解释”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重新界定劳动力价值和工资之间的关系，接纳卡尔多-埃尔维什的观点就是可能的。“新解释”的定义（[image: ]
 ）有助于说明，积累在影响货币工资率（以及实际工资率）的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价值本身。公式（8-4）里的V
 +S
 
v

 构成了“事后”意义的劳动力价值（或与之对应的实际工资）。

3.3 投资、不确定性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

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定义相比，由埃尔维什发展的已实现剩余价值率显然更贴近宏观经济的现实。如果像莱博维奇那样，把不变的剩余价值率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就不宜无条件地沿用马克思的定义，而应采用已实现剩余价值率这个抽象程度更低的新定义。莱博维奇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定义是一个理论抽象，它忽略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对剩余价值率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我们采用已实现剩余价值率的概念，则在理论上可以证明，维持一个不变的剩余价值率，并非一定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埃尔维什曾利用公式（8-4）谈到下述可能性：由于资本家消费S
 
k

 的增长落后于消费品总量X
 2
 的增长，当S
 
c

 的增长在一段时滞后引起消费品生产能力的相应扩张时，在消费品市场均衡的前提下，X
 2
 的增长部分将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实际工资，而进入资本家消费并构成利润的那部分则相对减少。这种变化将不利于提高剩余价值率。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影响，资本家阶级可采取的策略之一，是降低消费品生产的产能利用率，减缓消费品产量的增长，与此同时，投资即S
 
c

 的扩张也会受到控制，从而达到维持剩余价值率不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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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尔维什所设想的这种情形符合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假定，但不利于工人阶级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就业。

如果说维持不变的剩余价值率并非一定有利于工人阶级，那么一个增长的剩余价值率也未必一定不利于工人阶级。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比如出现一次技术革命），净投资即S
 
c

 的水平可能持续增长，且大大快于消费品产量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已实现剩余价值率必然会增长。由于已实现剩余价值率的变化是由分子和分母的相对变化所致，该比率的提高并不排除分母即实际工资总量的增长，更何况就业在这种情形下也可能有迅速的增加。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剩余价值率增长对于实现工人阶级的目标自然也是有利的。还可指出的一点是，在这种情形下，投资往往属于扩展型或创业型投资，而在埃尔维什那里，投资则多属于资本深化型投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对于工人阶级的目标有着不同的影响。前者往往有利于达成工人阶级的目标，后者则不利于实现其目标。在这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the Golden Age）为我们提供了例证。正如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黄金年代”的出现是以第四次技术革命所催生的扩展型投资和创业型投资的长期扩张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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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最为有利的历史条件。某些以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为指引的学者，如日本的伊藤诚，误认为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提高是以始终不变的剩余价值率为前提的；他甚至提出，既然剩余价值率在这段时期内没有明显提高，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概念便不适用于解释整个“黄金年代”。这种观点自然是片面的。在“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率总体而言并非保持不变，由图8-2中谢克等人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例，在“黄金年代”前期，剩余价值率是明显上升的，只是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剩余价值率才开始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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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时“黄金年代”已经步入晚期，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就要开始下降了。

[image: ]


图8-2 美国的剩余价值率

资料来源：D.Paitaridis and L.Tsoulfidis，“The Growth of Unproductive Activities，the Rate of Profit，and the Phase-Change of the U.S.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44（2）：222，Figure 4。

20世纪60年代晚期，由于充分就业和集体谈判等制度的影响，伴随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实际工资却呈现爆炸性增长，并超过了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见表8-2和表8-3）。与此相应，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开始显著下降。1973年，美国、日本和西欧三大经济体的利润在净增加值中据有的份额与“黄金年代”的峰值相比下降了1/4。在欧洲，利润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25%，下降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20%；在美国，利润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20%降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15%；日本则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35%降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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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环境的恶化预告了1974～1975年危机的到来。

表8-2 西欧的罢工和工资爆炸：1965～1970年

[image: ]


表8-3 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的关系：1964～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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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熊彼特派经济学的角度看，战后“黄金年代”由兴盛向衰落的转折，是与投资类型从扩展型和创业型向资本深化型的转变相伴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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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述埃尔维什的分析可以看到，投资类型的这一转变不利于提高已实现剩余价值率。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改善其生活标准的努力，也会逐渐失去有利的外部条件。旨在提高工资的阶级斗争，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达成目的，但在中长期内可能成为诱发危机的因素。几位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概述“黄金年代”兴衰的著作里这样写道：“1968到1970年，罢工浪潮席卷欧洲”，但问题是，“工人赢得的货币工资超过了为推动设备更新和缓解劳工短缺所需要的程度。结果是，不仅实际工资增加了，通货膨胀率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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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货膨胀率的攀升最终和经济停滞相结合，带来了以“滞涨”为特点的1974～1975年危机。这场危机最终结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最为有利的时期。此后，从1979年开始，以美、英两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期，其特征是工人阶级收入增长的长期下降和停滞。

“黄金年代”兴衰和新自由主义崛起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取决于为改善收入分配而开展的斗争，技术革命生命周期、投资及其类型的变化等都是与工人阶级的总体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的因素。有鉴于此，要发展一种“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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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能为工人阶级的发展目标进行论证，并提供相应的行动策略的政治经济学，就比莱博维奇所设想的要困难得多。在现实斗争中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工人阶级为之奋斗的目标实际上不利于工人阶级自身；而工人阶级所反对的，反而可能对工人阶级有利。对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和行动策略的设定，一方面需要谨慎地区分工人的近期和局部利益与其长远和整体利益，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资本积累动态、技术革命生命周期，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非均衡和不确定性的影响。资本家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做出投资决策的，相应的，工人阶级为争取更高的消费标准而开展的斗争，也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工人和资本家多少有些相似，他们都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作为当事人而行动的。莱博维奇的理论恰恰忽视了这些方面。他将不变的剩余价值率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是以批判《资本论》所代表的“片面的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但他的批判丢掉了马克思经济学中某些最深刻的内含。他对“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论证，仍然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没有真正贴近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而不接近这种表面，就不可能合理地设定工人阶级行动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寻找到适当的经济条件。莱博维奇为我们指出了重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但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有待于发展。

4 尾论

本章依次考察了构成剩余价值论前提的十大假设，这些假设虽然在以往的文献中程度不等地有所讨论，却从未像现在这样被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本章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剩余价值率的决定中起着比马克思所承认的更为重要的作用。为了论证这个观点，本章批判地考察了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关系所做的解释，借鉴了“新解释”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重新阐发了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可将货币工资视为租用劳动力的使用权而偿付的租金。这一租金一方面包含在事前（即价值形成过程之前）给定的部分，另一方面还包含在事后产生的部分。根据这一阐释，剩余价值率的决定取决于两大阶级的力量对比和各自阶级内部的竞争，而不必依赖于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一定时代始终不变，以及劳动力价值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预先给定的已知量等为马克思所倚重的假设。

除了强调阶级斗争在剩余价值率的决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外，本章还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局限。笔者结合埃尔维什提出的已实现剩余价值率的概念，探讨了投资对于剩余价值率的影响，以及所谓不变的剩余价值率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意义。尽管阶级斗争对于利润和工资的划分是至关重要的，但投资及其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也会给作为国民收入余额的工资份额的变化带来了实质性影响。笔者把前一种注重阶级斗争的作用的观点称作决定剩余价值率的阶级斗争理论
 ，把后一种强调投资作用的观点称为决定剩余价值率的投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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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从“新解释”到价值转形的一般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弗里、法国学者迪梅尼尔分别独立提出了一种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新见解，引发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长期关注和讨论。
 
[1]

 在文献中，这一新见解起初被称为“新解法”（the New Solution），后来则被冠名为“新解释”（the New Interpretation）。“新解释”为转形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自那时以来，围绕转形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新解释”提出的方法和问题为核心的。“新解释”的出现虽然有利于转形问题的研究摆脱鲍特基维茨和新李嘉图主义传统的束缚，但因其在考察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时囿于净产品，也招致了不少诟病。本章指出，“新解释”被忽略的真正贡献，在于回到了马克思原初的立场，即以产出而非投入的价值作为转形的出发点。本章继承了这一立场，并试图在下述方面进一步发展“新解释”所倡导的方法：第一，利用冯金华提出的实现价值方程，将这一方法推广到总产品；第二，强调转形不必局限于均衡条件，在再生产失衡的前提下，同样存在价值转形；第三，结合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或第二种市场价值）概念，对转形所需服从的总量一致命题做新的阐释。转形不仅是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在考虑非均衡和市场价值概念的前提下，也是从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向市场生产价格的转形。

1 以“新解释”为中心的当代转形理论：一个批判的概述

1.1 “新解释”的基本思想：一个再评价

“新解释”的理论出发点来自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生产中投入的活劳动创造新价值。但“新解释”把这个纯理论命题转换成了经验性命题，主张在生产中使用的活劳动与扣除了中间物质消耗的净产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基于这一观点，“新解释”在总量层面定义了“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the Monetary Expression of Labor Time，MELT），它等于某一时期以市场价格度量的增加值（等于该时期产出的价格减去工资以外的成本）与生产性活劳动的比率。根据“新解释”的这一定义，货币的价值（不同于货币商品的价值）等于MELT的倒数，即等于1单位货币所代表的抽象劳动量。借用弗里举示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值或净产品大约等于3万亿美元，雇用劳动力1亿人左右，如果假设这些人一年里工作50周，每周的标准工作时间是40小时，再假设这些人全部在生产性部门就业，则所耗费的全部活劳动时间就约等于2000亿个小时。根据这些条件，每小时劳动平均可带来约15美元的增加值，即MELT=15美元/小时；货币的价值则等于其倒数（=1/15小时/美元）。
 
[2]



在概述“新解释”的基本思想时，大多数文献都使用了由多部门构成的方程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法因、拉帕维萨斯、萨德-费罗在一篇合著文章中则指出，这样做并无必要，利用简单的数学表述便足以概括“新解释”的基本思想。
 
[3]

 记某一经济中的总利润为Π
 ，净收入（即总收入减去非工资成本）为R
 ，货币工资率为w
 ，活劳动总量为L
 ，总剩余价值为S
 ，货币价值m
 =L
 /R
 ，可以写出以下三个方程：


Π
 =R
 -wL
 　　　　　　（9-1）


S
 =L
 -wLm
 　　　　　　（9-2）


Rm
 =L
 　　　　　　（9-3）

其含义分别为：总利润等于净收入减货币工资总量，总剩余价值等于活劳动总量减货币工资所代表的价值量，通过货币价值得到的净产品价值量等于活劳动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给定m
 即货币价值的定义时，等式（9-3）事实上是同义反复。在等式（9-1）的两端乘以m
 ，解出Rm
 后代入方程（9-3），可有：


Πm
 =L
 -wLm
 　　　　　　（9-4）

或


S
 =Πm
 　　　　　　（9-5）

公式（9-5）意味着，总利润乘以货币的价值等于总剩余价值，或言之，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法因等人在概括“新解释”的基本思想时，只采用了上述五个方程。在此基础上，还可添加一个方程：

[image: ]


其中e
 为剩余价值率，V
 是劳动力价值总量。公式（9-6）表明，剩余价值率既可看作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比，也可以看作利润总量和货币工资总量之比。

在“新解释”那里，只要给定货币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就会得出上述方程。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方程不受特定的价格形成原则的束缚，也即是说，“新解释”的核心思想既适用于一个利润率平均化，从而形成了生产价格的经济，也适用于市场价格偏离生产价格、不存在利润率平均化的经济。
 
[4]

 在此意义上，“新解释”并不以解决转形问题为唯一目的，但是，正如将在下文看到的，“新解释”的确构成了对转形问题的一种解答。在“新解释”的转形模型中，公式（9-3）和公式（9-5）都可作为转形的不变性条件，其含义分别为：第一，投入生产的活劳动所形成的新价值等于净产出在实现后取得的价值（后者等于净收入乘以货币的价值）；第二，在生产中形成的总剩余价值等于在交换后所取得的总剩余价值（后者等于总利润乘以货币的价值）。不过，正如后文在介绍伊藤诚时将要说明的，“新解释”自身对于公式（9-3）和公式（9-5）的理论意蕴阐述得并不充分，需要借助其他学派的工作，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认识这些等式的含义。

公式（9-3）作为转形的不变性条件，同时也构成了对鲍特基维茨所代表的转形研究进路的拒斥，使“新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马克思原初的立场。公式（9-3）有两个特点：第一，等式右边的L，代表了生产中投入的活劳动及其创造的净产出的价值；第二，从货币资本循环公式G-W-P-W′-G′来看，公式（9-3）对应的是其中的W′-G′阶段，即净产出的价值表现为货币衡量的增加值。因此，公式（9-3）的提出，意味着“新解释”明确将产出（W′）而非投入的价值（W）作为转形的真正出发点。与此相反，在鲍特基维茨看来，马克思只限于将产出的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而未将投入的价值做类似处理，因而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
 
[5]

 但问题是，从再生产过程来看，当期的投入就是上一期的产出，如果像鲍特基维茨那样，将投入的价值和产出同时转形，对各部门而言，前后两个再生产时期的单位产出价值就是相等的。这一假设若能成立，又需以再生产过程中没有技术进步，且始终存在再生产均衡为前提。
 
[6]



价值转形是以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为前提的，在价值形成过程中，不管投入是以何种价格购买的，它们都将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价值转化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C
 +V
 ）；一旦价值形成过程结束，产品的价值就构成转形的唯一出发点，而无须再考虑投入价值的转形。“新解释”在这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上回到了马克思的立场，并因此在当代西方转形理论中独树一帜。不过，“新解释”尽管有上述贡献，仍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公式（9-3）在解释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时，是以净产品为前提的，而未顾及总产品（参见本章附录）。第二，“新解释”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新李嘉图主义和鲍特基维茨的影响，但公式（9-3）仍暗含了再生产均衡的假设：生产中投入的活劳动恰好等于净产出实现后所取得的价值，后者进而表现为以货币为量纲的净收入。若以公式表达，可写出[image: ]
 ，其中W
 是净产出所实现的价值。在这个等式里，MELT
 被分解为两项，即劳动时间的价值表现（[image: ]
 ）和价值的货币表现（[image: ]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使用了“社会平均劳动的货币表现”这一概念，但从未用过“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原因很简单，货币是价值的尺度，是用于表现价值的，而不能直接表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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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假设L
 =W
 时，前述MELT
 的定义才与价值的货币表现相等。第三，在公式（9-3）中，Rm
 即通过货币价值得到的价值，在概念上不同于生产中形成的价值，而“新解释”对这一价值概念的含义却未做足够充分的交代。如果要将“新解释”所倡导的方法在转形研究中加以推广，即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就必须解决上述三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依次介绍弗里、伊藤诚和“单一体系”的转形理论，从比较的角度分述其得与失。

1.2 弗里的转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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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释”的代表之一弗里，曾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转形模型，兹介绍如下。假定一个生产小麦和钢铁的两部门经济，其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如表9-1所示。

表9-1 小麦和钢铁部门的投入产出条件（一）

[image: ]


令钢和小麦的单位价值分别为λ
 
s

 和λ
 
w

 ，根据表9-1给出的生产条件，可写出单位价值形成方程如下：

[image: ]


解此方程组，得λ
 
s

 =2、λ
 
w

 =3/2。假设小麦和钢的产量均为10000单位，剩余价值率为100%，再假设价值与价格的比例为1 ∶1，即1单位劳动量表现为1美元，可得到表9-2中的价值体系。

表9-2 价值体系和马克思的转形方案

[image: ]


从表9-2中可知一般利润率为r
 =40%。设c
 、v
 分别为单位产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则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定义式可写为p
 =（c
 +v
 ）（1+r
 ）。将一般利润率代入此式，得到小麦的生产价格（p
 
w

 ）为1.40美元，钢的生产价格（p
 
s

 ）为2.10美元。此时有1000美元的利润从小麦部门再分配到钢铁部门。

在马克思之后由鲍特基维茨开创的转形研究传统中，实际工资率在转形前后是假定不变的。根据表9-1给出的投入产出条件，包含小麦部门在内的两部门为生产单位产品而投入的活劳动均为1单位，剩余价值率为100%，故而单位产品或单位时间所包含的劳动力价值为1/2。又因小麦单位价值为λ
 
w

 =3/2，可知单位时间的劳动力价值相当于1/3单位小麦的价值，即1/3λ
 
w

 =1/2。由于先前假定1单位（1小时）劳动量表现为1单位货币量，故而该式里的小麦单位价值，也可改换为小麦的单位价格（p
 
w

 ），单位时间的劳动力价值则可改换为货币工资率（w
 ），从而有1/3p
 
w

 =w
 。据此可写出鲍特基维茨意义上的、将成本价格也转换为生产价格的一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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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方程组，可得一般利润率和相对价格，即r
 =39.45%、p
 
s

 /p
 
w

 =1.5354。在鲍特基维茨开创的转形研究传统中，常见的做法是在上述体系中再增添一个方程，如总利润=总剩余价值，或总价格=总价值，以求得绝对价格。但是，除非假设一种极为特殊的条件，否则无法保证这两个等式同时成立。这便是鲍特基维茨的研究进路所面临的无法化解的难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新解释”提出了两个新的不变性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涉及对劳动力价值的重新界定。根据“新解释”的定义，单位时间的劳动力价值等于货币工资率乘以货币的价值。由于前文已经假设1单位（1小时）劳动量表现为1美元，1单位美元的货币价值便等于1小时，在此前提下，若假设货币工资率为1/2美元，劳动力价值便等于1/2小时。“新解释”认为，在转形前后，货币工资率或单位时间的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这一观点修改了鲍特基维茨进路所假设的实际工资率不变的条件。

“新解释”所倚重的另一不变性条件涉及活劳动和增加值。“新解释”认为，在转形前后，活劳动总量保持不变，当货币价值给定时，这一活劳动量也决定了增加值或净收入的数量。在上述例子里，两部门新价值为20000单位，由于货币价值等于1，增加值便为20000美元。

基于上述不变性条件，弗里构造了如下一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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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三个方程与等式（9-3）相对应：方程左边的各项分别为产量乘以利润，右边则为投入生产的活劳动总量乘以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假设为1）。解此方程组，得到一个以美元为单位的生产价格体系（见表9-3），其中Π
 为利润，e
 为剥削率。

表9-3 弗里的转形方案

[image: ]


表9-3第二列数字是这样得到的。由表9-1给出的投入条件可知，当两部门产量均为10000单位时，小麦部门与钢铁部门投入的钢分别为2500（=10000×1/4）和5000（=10000×1/2）单位；将这些投入量分别乘以钢的单位生产价格，就得到表9-3第二列的5520和11040这两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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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弗里的模型是个有趣的问题。一方面，从该模型中的第三个方程来看，弗里贯彻了“新解释”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从模型的前两个方程来看，由于将投入也做了转形，因而明显表现出鲍特基维茨和新李嘉图主义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弗里的模型是矛盾的产物，这种矛盾体现在：弗里本人虽然是“新解释”的领军人物，却未能完全领略“新解释”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产出而非投入的价值作为转形的出发点。在笔者看来，对均衡假设的习惯性依赖，或许是妨碍弗里认识到这一点（或在此问题上表现出倒退）的原因。

1.3 伊藤诚论转形

“新解释”提出，转形的不变性条件之一，是生产中形成的价值量和实现的价值量相等，这个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并非是其独创。在“新解释”出现之前，日本学者伊藤诚就已提出了类似观点，并且在方法论上更为自觉和彻底。伊藤诚隶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宇野学派”（the Uno School），该学派主张：生产价格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有的价值形式；生产价格作为这样一种发展了的价值形式不仅要表现生产中形成的价值实体和价值量，而且是在不同部门和不同阶级间分配价值实体的中介。宇野学派的这个观点是对《资本论》开篇提出的价值形式理论的发展，在国际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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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藤诚将此观点进一步运用于解决转形问题。在他看来，价值和生产价格分属不同的理论层次，前者对应于价值实体（其量纲为劳动时间），后者对应于价值形式（其量纲为货币），将一个以价值为量纲的生产体系与一个经过转形，并以货币为量纲的生产价格体系直接比较，即在转形中遵从马克思所设定的两个总量约束条件，除非附加十分特殊的假设，否则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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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诚进一步提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并不只涉及生产中形成的价值量，而包含以下三重维度：第一，在生产中形成的、物化于商品的价值实体；第二，作为价值形式的生产价格；第三，以生产价格为中介，不同部门和阶级在市场上取得的价值。上述三个维度分别对应于商品流通一般公式即W-G-W中的三个环节。在转形研究中，马克思、鲍特基维茨传统是将第一个环节的W（对应于生产中形成的价值体系）与第二个环节的G（对应于生产价格体系）相比较。而在伊藤诚看来，这种比较在概念上是不合理的；应该加以比较的，是第一个环节的W和第三个环节的W，与前者一样，后者也是一个以价值为量纲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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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通过伊藤诚给出的一个数例（见表9-4、表9-5和表9-6）进一步介绍他的观点。

表9-4 价值体系（商品内含价值实体）

[image: ]


表9-5 生产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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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6 价值体系（得到的价值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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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4是转形的出发点。在从表9-4得出表9-5时，伊藤诚沿用了鲍特基维茨设计的经过“彻底”转形的方程组。为了解出这样一组方程，鲍特基维茨假设每个部门都有一个生产价格-价值比率（分别为x
 、y
 、z
 ），并假设第三个部门（即奢侈品部门，作为价值尺度的黄金的生产隶属于该部门）的比率即z
 =1。值得注意的是，在鲍特基维茨那里，z
 =1的假设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未知数，从而使方程得到唯一的解析解，而且起到了将1单位价值等同于1单位生产价格，从而使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可以直接相互比较的作用。在此意义上，z
 =1是个十分特殊的条件。与鲍特基维茨不同的是，伊藤诚刻意假设奢侈品部门的生产价格-价值比率不等于1，而等于1/2，这样一来，两张表就不存在直接等同关系，无法直观地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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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诚的理论特色，或与鲍特基维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所设计的第三张表（表9-6）。将表9-5的数字分别除以对应各部门的生产价格-价值比率（x
 、y
 、z
 ），就得到表9-6的数字。表9-6的经济意义在于，资本家将产品实现后，还要在再生产中补偿所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同时——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用利润购买奢侈品以满足自己的消费。伊藤诚指出，比较上述三张表，可以观察到如下特征。

第一，表9-4和表9-5的总量互不相等。但这不应引起任何异议，因为二者分属不同的概念层次，量纲也不相同，无法直接比较。

第二，表9-6和表9-4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两列数字完全一致，这意味着，以生产价格为中介，各部门通过购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要素在再生产中不仅实现了实物补偿，而且实现了价值补偿。

第三，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同，各部门在市场上取得的剩余价值数量不等于它们各自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数量。这一结果是由部门间竞争造成的，竞争通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实现了剩余价值总量在各个部门的再分配。

第四，比较表9-4和表9-6，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是一致的，这恰好是生产价格发挥其中介作用的结果。

伊藤诚的理论缺失主要是追随鲍特基维茨传统，将投入也转形为生产价格。其贡献则在于：区分了作为价值形式的生产价格和在生产中形成的价值实体，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转形的约束条件：在生产中形成的价值总量等于经由生产价格中介而在市场上取得的价值总量。显然，将生产价格定义为价值形式的做法，在理论上支持了“新解释”的公式（9-3）。伊藤诚对转形约束条件的重新界定，也与公式（9-3）极为近似。不过，在伊藤诚那里，在市场取得的价值总量，是通过将各个部门产出的生产价格乘以价值-生产价格比率而得到的，这样一来，在市场取得的价值总量就和以价值为量纲的生产价格无关。而在“新解释”那里，在市场取得或实现的价值等于生产价格直接乘以货币的价值，这意味着，在市场上取得或实现的价值事实上等于以价值为量纲的生产价格。对这两种生产价格的分梳是必要的，在本章的模型中，这一分梳也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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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解释”和“单一体系”学派

“单一体系”学派是和“新解释”同时出现的，其首倡者为美国学者沃尔夫及其合作者罗伯茨和卡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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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美国学者莫斯里也是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以莫斯里为例，他认为，“新解释”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处理在方法论上是不对称的。一方面，根据定义，可变资本或劳动力价值以一笔给定的货币工资为前提，即等于货币工资乘以货币的价值（前文的wLm
 ），而非像新李嘉图主义那样得自给定的物量数据，即以实际工资乘以工资品的价值（bλL
 ，其中b
 为实际工资率，λ
 为工资品单位价值）。另一方面，在“新解释”那里，不变资本却仍是以生产的物量数据为前提的，即等于生产资料价值乘以物量，因而并未与新李嘉图主义彻底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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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莫斯里提出，在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初始给定的前提并不是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这些物量数据，而是作为货币额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购买生产资料和工资品时，无论是按照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来购买，还是按照生产价格来购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货币额而给定的。在此观点的基础上，莫斯里写出了如下等式，以替代“新解释”的公式（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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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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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是以价格为量纲的生产价格总量，[image: ]
 是预付资本里用于支付生产资料的部分，[image: ]
 则是活劳动所创造的货币增加值。

从本章的角度看，公式（9-7）其实是未完成的，这是因为，该式虽然引入了不变资本，但等式右端的两项具有某种非对称性：一方面，和“新解释”一样，[image: ]
 所代表的净收入价值是由生产中投入的活劳动创造的；但另一方面，在[image: ]
 上面看不到它与当下价值形成过程的联系。“单一体系”片面强调不变资本是具有价值的货币额，必然会忽视不变资本价值的形成与生产的技术条件的关系。正如莫亨所指出的，“单一体系”彻底切断了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商品内含价值量与通过货币价值得到的价值量的关系。
 
[18]

 此外，作为预付货币资本价值的一部分，[image: ]
 的大小事实上取决于投入品的数量和价格，为此可写出[image: ]
 ，其中p
 、q
 分别为以货币为量纲的生产价格和产出向量，A
 为生产资料投入矩阵。在此可以看到，与莫斯里的意图相反，新李嘉图主义的物量数据事实上仍是形成不变资本价值的基础。

公式（9-7）与沃尔夫等人提出的“单一体系”理论的典型表达式是一致的。可以从“新解释”的公式（9-3）出发，经过扩展得到“单一体系”的标准表达式。通过公式（9-3）即Rm
 =L
 ，“新解释”界定了货币的价值，若以包含多部门的矩阵方式整理公式（9-3），可写出：


mpy
 =lq
 　　　　　　（9-8）

其中各变量均为相关向量，y
 代表净产出，且R
 =py，l
 为生产单位产品所支出的活劳动，q
 为总产出。货币的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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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9-8）左边为净产出的价值，这一价值是通过货币的价值（m
 ）得到的，因而不同于在生产中形成的内含价值（λ
 ）。为表达这一差异，我们将这一价值称为实现价值，并将单位实现价值向量记为λ
 *
 （=mp
 ），以与内含价值λ
 相区别。正如后文指出的，将λ
 和λ
 *
 区别开来，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公式（9-8）两边加上mpAq
 ，得到：


mpy
 +mpAq
 =lq
 +mpAq
 　　　　　　（9-10）

此式左边是净产品价值和生产资料投入价值之和，等于总产品的价值，即等于mpq
 。故有：


mpq
 =λ
 *
 q
 =mpAq
 +lq


或


λ
 *
 =mpA
 +l
 　　　　　　（9-11）

公式（9-11）可视为“单一体系”理论的典型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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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不变资本等于预付货币额（pA
 ）乘以货币的价值（m
 ），活劳动量l
 （或单位净产出价值）则在转形中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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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式（9-11）和公式（9-8）相比较，可以直观地发现“单一体系”与“新解释”之间的区别和相通之处。两者间的共通之处体现在：第一，双方都主张投入生产的活劳动量在转形前后保持不变；第二，尽管公式（9-11）和公式（9-8）分别以总产品和净产品为前提，但可以证明，两式各自定义的货币价值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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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体系”和“新解释”的区别则在于，前者试图将不变资本也纳入考虑范围，即在总产品的意义上考察转形，而后者仅限于考察净产品。不过，“单一体系”的意图虽然合理，在模型中却误将预付资本价值，而不是生产中形成的价值作为转形的前提。由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大小必然要以生产的物量数据（A
 ）为前提，因而“单一体系”并没有如它希望的那样，真正脱离鲍特基维茨和新李嘉图主义的影响。

在“单一体系”的基础上，又派生出“跨期单一体系”学派（TSSI）。这一派的特点是注重非均衡，强调同一产品作为产出的价值不同于作为投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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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思想概括在如下以矩阵形式表达的方程中（其中投入和产出在时期上是分开的）：


λ
 *
 
t
 +1
 =m
 
t

 （pA
 ）
t

 +l
 
t



和先前一样，为了强调等式左边的单位价值不同于生产中形成的价值，而是经由货币价值的中介而得到的，我们用λ
 *
 
t
 +1
 代替了λ
 
t
 +1
 。将这个方程和前述“单一体系”的核心方程即公式（9-11）相比较，可以发现“跨期单一体系”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尽管笔者并不赞成“单一体系”和“跨期单一体系”的核心方程，但后者强调非均衡在方法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和“新解释”相比，应视为一个进步。

针对“单一体系”将考察拓展到总产品的建议，弗里表现出一种微妙的调和性态度：一方面，他在原则上不反对改以总产品为考察对象；另一方面，他又有保留地认为，通过乘以货币价值而把货币形态的不变资本转换为以劳动度量的价值，其理论含义是暧昧不明的，因为由此得到价值“一般而言既不等于生产资料中内含的历史劳动，也不等于在现行技术下再生产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动”。
 
[23]



然而，弗里没有虑及的是，第一，在生产中形成的、内含于商品的历史劳动，抑或在现行技术条件下再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属于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而价值概念还要以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为依据。借助于货币的价值而得到的不变资本价值，对应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第二，商品价值关系所表达的是在同一价值空间里形成的共时性关系，在此意义上，不同批次、不同时期的不变资本价值与当前耗费的活劳动所形成的价值在理论上是同质的。

2 非均衡与第二种市场价值概念

正如前文提及的，“新解释”（以及“单一体系”）在界定货币价值时假设了再生产均衡。然而，在马克思那里，转形问题和均衡条件并无实质的联系。在非均衡条件下，也存在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形，但此时总量一致条件的表达，会有微妙的变化：总产出的价值与其生产价格相等，将被替换为总产出的市场价值与其市场生产价格相等。为此，这一节将引入与非均衡相对应的第二种市场价值概念，以作为下一节研究的预备性讨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围绕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概念的争论最早发生于20世纪初叶的德、俄两国。当时极为活跃的俄国经济学家鲁宾在其著作中反映了这场争论。半个世纪后，鲁宾的著作首度被翻译为英文，使这一争论得以在国际范围内被了解。鲁宾对当时争论双方的立场做了这样的概括：

社会必要劳动的“经济”概念在于……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生产率（它表现为在给定的平均技术条件下生产一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且取决于社会需要或需求。这个概念的反对者（即那些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技术”决定的人）则反对道，需求的变化，如果没有伴随着生产率和生产技术的变化，只能带来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暂时的偏离，而不会给平均价格带来长期的永久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会带来价值本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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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间一直存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立场，但相较而言，后一种立场——坚持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具有更大的影响，日本学者伊藤诚在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文著作里恰当地指出了个中原因之所在，他写道：

如果供给和需求的比率决定市场价值的水平，那么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内含的抽象劳动量所决定这一点，就会受到损害，而且这样做类似于边际主义以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为了避免这一立场，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传统上偏爱马克思对市场价值的第一种定义，把市场价值理解为由生产一种给定商品在技术上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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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伊藤诚的这一论断发表之后，上述局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一直未有任何改观，以至于在围绕“新解释”的争论中，几乎没有人提及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与这场争论的联系。

在协调马克思两种市场价值概念的努力中，笔者赞赏罗斯多尔斯基，以及国内学者魏埙等人的尝试。魏埙和谷书堂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

供求状况在一定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不变）可以调节社会价值，使之或是与社会平均条件下的个别价值相一致，或是和优等或劣等条件下的个别价值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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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罗斯多尔斯基也以马克思的论述为依据，主张在下述意义上理解市场价值概念以及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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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价值只能在由三种生产类型中的某一种所决定的生产条件（从而也是由个别价值决定）的限度内运动。

如果由于市场的变动，大多数商品按照高于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或者相反，按照低于在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的价值出售，市场价格就会在实际上偏离市场价值。

根据上述解释，第一，市场价值对应于部门内某种既有的个别价值，但未必等于由平均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个别价值。第二，供求因素可以参与市场价值的决定，但其影响被局限在一个限度内，即供求只能导致市场价值在最坏或最好的生产条件之间变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供求变化就只影响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的偏离，而不影响市场价值本身。

以罗斯多尔斯基、魏埙和谷书堂为代表的这类解释，代表了协调市场价值两种理论的重要尝试。笔者赞同并试图发展这一解释。值得强调的是，罗斯多尔斯基在讨论市场价值的形成时，没有为其附加任何均衡条件，这意味着，当市场价值由较高或较低的生产率水平调节时，该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生产）可能处于市场供求均衡乃至再生产失衡的状态。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里，谷书堂和杨玉川更为明确地指出：应该在商品供求不均衡的前提下开展对第二种意义的市场价值的分析；在非均衡的前提下，市场价值可能和通过加权平均得到的市场价值无关，而直接等于最优或最劣生产条件下的个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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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第二种含义市场价值的研究中，近年来出现了一个突破性进展。由于冯金华教授的工作，我们拥有了一个分析市场价值决定的便利工具，即冯金华提出的实现价值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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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个方程，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界定第二种市场价值概念，揭示这一概念和第一种市场价值之间的联系。

假定存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令生产第i
 种（i
 =1，2）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为t
 
i

 ，这一劳动量所带来的总产出为q
 
i

 ，单位产品的内含价值量为λ
 
i

 ，同时令第i
 种产品在市场上实现的单位价值量为λ
 *
 
i

 。在再生产均衡的前提下，两个部门总产出在生产中形成的内含价值总量（[image: ]
 ），必然等于投入生产的全部劳动量[image: ]
 ，且总产出的内含价值总量等于其实现价值总量（[image: ]
 ），即有：

[image: ]


接下来要讨论，单位商品的实现价值λ
 *
 是如何被决定的。从定义来看，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λ
 *
 
i

 ）应当等于用单位产品交换到的货币的价值（以劳动量衡量），换言之，即等于产品的交易价格与单位货币价值（后者用m
 表示）的乘积。若用p
 
i

 表示第i
 种产品的价格，则可写出如下交易方程：


λ
 *
 
i

 =p
 
i

 m
 　　　　　　（9-13）

将公式（9-13）代入公式（9-12），解出单位实现价值λ
 *
 
i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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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所谓“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该式意味着，第一，根据其中的第一个等式，单位产品实现价值是全社会在生产中耗费的总劳动量（[image: ]
 ）按照一个比率分布而形成的，这个比率等于单位产品价格与全社会总产出价格的比率。在特定条件下，这一等式可用以定义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详见后文）；第二，根据第二个等式，单位产品实现价值也可看作交易价格和货币价值（m
 ）的乘积，[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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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的推导中，不难加入代表非均衡的条件。再生产非均衡意味着在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以及这一劳动量所形成的市场价值总量没有完全实现，从而总产出的实现价值总量小于市场价值总量（这一市场价值总量同时也是均衡条件下的内含平均价值总量），即有如下不等式：

[image: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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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ϕ
 （0＜ϕ
 ≤1）为度量非均衡的系数。将公式（9-13）代入公式（9-15），有：

[image: ]


在公式（9-16）的基础上还可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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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角度看，[image: ]
 带来的年产品价值为[image: ]
 ，其实现（即年产品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是由[image: ]
 所代表的有效需求所决定的，其中S
 
ik

 、S
 
ic

 、S
 
iv

 分别代表资本家的消费和净投资，以及新增工人的消费。这样一来，公式（9-17）还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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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相当于全部社会年产品最终实现的总价值。比较公式（9-17）和公式（9-18），可知：[image: ]
 。

在再生产均衡条件下，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所定义的实现价值（λ
 *
 
i

 ）与市场价值在数量上是一致的，但在非均衡条件下，两者数量上并不必然相等。用数学集合语言来说，市场价值此时只是实现价值的一个子集，为此需要确定这一子集形成的条件。按照罗斯多尔斯基、魏埙等人所代表的解释，在非均衡条件下，市场价值不再等于部门内中等的或经过某种平均的内含价值（记为λ
 
a

 
i

 ），而等于部门内最优或最劣的个别价值（分别记为λ
 min
 和λ
 max
 ）。这个解释可以通过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得到说明。

下式表达了任一部门单位产品实现价值与其内含平均价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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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是度量两者偏离程度的系数。由公式（9-19）可以看出，φ
 此时也度量了因非均衡造成的实现价值与内含平均价值的偏离。由于单位产品的市场价值可以在［λ
 min
 ，λ
 max
 ］这一区间内变动，任一部门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只要能满足公式（9-20）所刻画的条件，就可作为市场价值。


λ
 min
 
i

 ≤λ
 *
 
i

 ≤λ
 max
 
i

 　　　　　　（9-20）

将公式（9-19）的第一个等式代入公式（9-20），就得到φ
 的变动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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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罗斯多尔斯基等人的观点，当因非均衡而产生的φ
 的变动处于公式（9-21）所刻画的范围时，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部门内市场价值的决定；一旦超出该范围，需求的变化就只调节价格和价值的偏离，而不再影响市场价值本身。

将考虑非均衡的公式（9-16）加以整理，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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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式中，第一个等式可作为刻画第二种含义市场价值的工具；第三个等式则表达了非均衡条件下货币价值的定义，即[image: ]
 。

从公式（9-22）或公式（9-14）可以看到，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和“新解释”的核心方程即公式（9-3）在数学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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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相较而言，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是经推导而来的，“新解释”的方程则纯粹是定义。第二，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是在总产品基础上建立的，因而更具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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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最初是为了刻画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而提出的，在这个方程中，通过乘以货币价值的方式而得到的价值对应于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因而其含义不像“新解释”的定义那般暧昧不明，而有着明确的理论基础。第四，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更为简洁明了地表达了以货币为量纲的生产价格和以价值为量纲的生产价格的区别，这一点体现在，只要方程里的交易价格p
 是以货币为量纲的生产价格，则λ
 *
 就对应于以价值为量纲的生产价格。

3 价值转形的一般理论

冯金华实现价值方程即公式（9-14）为价值转形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将该方程加以整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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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二个等式等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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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均衡条件下，分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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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9-23）相当于“新解释”的公式（9-3），但它是在总产品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的，该式意味着：总产品的价值通过货币价值（或MELT）的中介表现为总产品的生产价格。

接下来可写出一组与利润率平均化兼容的、由单位产品的市场价值（λ
 ）向实现价值（λ
 *
 ）转形的方程——公式（9-24）。此处的实现价值λ
 *
 也可看作以价值为量纲的生产价格，对应于以货币为量纲的生产价格p
 。


λ
 *
 
i

 =mp
 
i

 =（1+r
 ）（λ
 
j

 A
 
i

 +mwl
 
i

 ）　　　　　　（9-24）

在这个方程里，投入的价值和产出的价值是不同的，分别以λ
 和λ
 *
 表示。前者是根据生产的技术条件并参照需求而形成的，构成了价值转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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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是通过分配而形成的，反映了利润率平均化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式（9-24）里，不仅生产的技术条件，即生产单位产出的生产资料投入和活劳动量是给定的，而且表示分配关系的剩余价值率也是给定的。

借助于公式（9-14）、公式（9-23）和公式（9-24），可以构建一个解释价值转形的模型。参照弗里给出的两部门投入产出数例（见本章第1.1小节），并和他一样假设货币工资率为1/2，货币价值为1，可得如下一组方程（其中λ
 
s

 和λ
 
w

 为已知数，分别等于2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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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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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三个方程，可求得：r
 =0.4、λ
 *
 
w

 =1.4、λ
 *
 
s

 =2.1。λ
 *
 
w

 和λ
 *
 
s

 是以价值为量纲的生产价格，将其代入公式（9-28）和公式（9-29），得到以货币为量纲的生产价格的相对比例，即p
 
w

 /p
 
s

 =2/3。在货币价值等于1时，p
 
w

 =1.4、p
 
s

 =2.1。

从模型的求解来看，这一组结果和马克思原来的转形方案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参见本章有关弗里的那一小节）。但在涉及两个总量一致命题时，本章接纳了新的解释。首先，在转形前后，总产品的市场价值总量等于实现价值总量，前者为10000λ
 
s

 +10000λ
 
w

 =35000；后者为10000λ
 *
 
w

 +10000λ
 *
 
s

 =35000。其次，在生产中形成的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平均利润。由于货币价值和货币工资是给定的，活劳动总量在转形中也保持不变，在此前提下，生产中形成的剩余价值总量为[image: ]
 ；总平均利润为[image: ]
 。

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以上转形是以再生产均衡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与利润率平均化对应的市场价值似乎是由投入产出条件单独决定的。然而，这只是假象，市场价值的决定还要依靠模型里的第三个方程，而且，正是在非均衡条件下，第三个方程的作用才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参照前文讨论，引入象征非均衡的偏离系数ϕ
 （ϕ
 ≤1），且在非均衡时假设产量仍能出清，但会有价格调整，则公式（9-27）可改写为：

10000λ
 *
 
s

 +10000λ
 *
 
w

 =35000ϕ


与此同时，将公式（9-25）和公式（9-26）改写如下：


λ
 *
 
w

 =mp
 
w

 =（1+r
 ）k
 
w




λ
 *
 
s

 =mp
 
s

 =（1+r
 ）k
 
s



其中，k
 代表两个部门的以价值度量的单位成本。由此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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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image: ]
 ，则可知一般利润率大于零的条件为k
 
w

 +k
 
s

 ＜2。在此前的均衡条件下，两部门的单位成本之和为k
 
w

 +k
 
s

 =1+1.5=2.5，故而不符合此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一部门存在更为先进的企业，使其单位成本与另一部门单位成本之和恰好符合这一条件，则该先进企业的个别价值将调节其部门产品的市场价值。

基于以上讨论，可假设钢铁部门存在一种更为先进的技术条件（见表9-7）。

表9-7 小麦和钢铁部门的投入产出条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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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生产条件和小麦部门原有的生产条件分别成为各自部门内起调节作用的生产条件时，可建立如下价值生产方程，其中λ
 ′
 
s

 和λ
 ′
 
w

 分别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形成的两种产品的内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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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方程组，求出λ
 ′
 
s

 =0.8，λ
 ′
 
w

 =1.2；这一结果满足k
 
w

 +k
 
s

 ＜2的条件，即有[image: ]
 。在此基础上，可写出如下一组转形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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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image: ]
 、[image: ]
 、[image: ]
 。据此首先再看两部门总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实现价值的关系，前者为10000λ
 ′
 
w

 +10000λ
 ′
 
s

 =12000+8000=20000，与实现价值总量正好相等。其次考察总产品市场价值中的剩余价值总量与其实现价值中的平均利润总量的关系：剩余价值总量为[image: ]
 ；平均利润总量为[image: ]
 ，双方恰好相等。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从一个给定的价值体系出发，最后得到了以价值为量纲的生产价格和以货币为量纲的生产价格。在此过程中，不仅技术条件，而且活劳动总量和表示分配关系的剩余价值率等都是给定的。在此前提下，我们得到了总产品的市场价值总量和实现价值总量相等，剩余价值总量和平均利润总量相等的结果。这些不变性条件的存在事实上意味着，从原初的价值体系向生产价格体系的转形，是以两个体系在时间上的同时并存为前提的。它们两者的关系——借用一个比方——就像一棵树或一栋建筑物和它们在太阳下的阴影之间的关系。在给定太阳的方位，以及树木或建筑物的尺寸时，我们就能测量影子的长度。在《资本论》里，价值转形服从于马克思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这一方法的要旨，是说明生产关系的整体性，也就是在思维上重建“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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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关系，正属于这种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在此意义上，价值转形是一种逻辑意义上的“静态”转形。“新解释”的公式（9-3）和本章引入的公式（9-12），都表达了转形的这一含义。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意义的价值转形和利润率平均化的动态过程是有区别的，后者伴随着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入和流出，因而会改变作为转形起点的各部门产品的价值及其构成。在转形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将这种利润率平均化的动态过程和价值转形混淆在一起，主张从价值体系出发，经过若干轮竞争或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最终达到一个彻底转形的生产价格体系。在笔者看来，对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本身进行研究或建模是有意义的，但这一平均化过程和上述逻辑转形不同，两者分属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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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逻辑转形和利润率平均化的实际过程相混淆，必然要求转形研究依赖于简单再生产等极为特殊的假设条件，使之变成一个缺少实际意义的抽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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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尾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形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形成了两大派别：其中一派追随鲍特基维茨的研究传统，错误地理解了转形的出发点，并将投入品的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从而使问题变得难以解决；另一派则以“新解释”为代表，主张转形的出发点是在生产中形成的产出的价值，转形所要满足的条件，是产出价值总量与在交换中通过价格实现的价值总量相等，从而为转形问题的最终解决指出了方向。然而，“新解释”的出现虽然有利于相关研究摆脱鲍特基维茨和新李嘉图主义传统的束缚，但它囿于净产品，并假设了再生产均衡，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本章一方面继承了“新解释”所采取的方法，另一方面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与总产品和非均衡相适应的情况，并结合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对转形的含义做了新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本章指出，价值转形不只是由生产中形成的内含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在非均衡前提下，也是由第二种市场价值向市场生产价格的转形。

强调转形和非均衡的联系，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有一种观点，主张生产价格是长期均衡价格。这意味着，除了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的变动以外，生产价格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由于价值转形是联系劳动价值论和《资本论》第三卷的资本积累理论的中介环节，上述主张必然会连带地造成对这两种理论的错误理解。首先，将生产价格视为长期均衡价格，会导致将劳动价值论也视为一般均衡理论的组成部分。森岛通夫就曾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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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将生产价格理解为长期均衡价格，还会导致在利润率动态的研究中接纳比较静态的方法，从而使利润率动态——这一理论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也成为均衡理论的组成部分。所谓置盐定理便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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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若要恢复马克思经济学作为非均衡经济学的特质，将非均衡纳入对价值转形的研究就成为一项先决条件。

附录 总产品与重复计算

“新解释”以净产品为前提定义了货币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就价值转形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一进路尽管在经验研究中具有优点，但因排斥总产品，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故而引起了较为普遍的批评。“新解释”在给自己辩护时，提出了以下理由：以总产品为前提研究价值转形，会造成下述意义的重复计算——在投资品生产中取得的利润，一方面计入了社会总利润，另一方面又会计入消费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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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一个由两部门构成的简化模型来说明这种重复计算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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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两个部门分别生产作为原料的亚麻和作为消费品的麻布，亚麻和麻布的投入产出条件为：

4l
 →1F


2l
 +1F
 →1L


这意味着4单位活劳动可生产1单位亚麻；2单位活劳动和1单位亚麻可生产1单位麻布。由此可知亚麻的单位价值λ
 F
 =4l
 ；麻布的单位价值则为2l
 +［4l
 ］=6l
 ，其中［4l
 ］是生产1单位亚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若写出价值生产方程，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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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代表生产1单位亚麻和麻布所需的活劳动；λ
 
F

 是亚麻的单位价值。设总产出价值为W
 ，它等于亚麻的单位价值λ
 
F

 与这一时期生产的麻布的单位价值λ
 
L

 之和，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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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4］+2=10l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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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表明，耗费在生产资料（亚麻）生产中的劳动，在总产出价值里被计算了两次，第一次是作为已耗费生产资料的价值，第二次是作为依靠生产资料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价值。

长期以来，有关转形问题的研究一直把总产出作为分析对象。隶属于“新解释”学派的美国学者坎贝尔提出，正是这一原因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复计算，并使总价值等于总价格这一不变性条件在转形后不能成立；“新解释”的优点在于以净产出代替总产出，从而在理论上避免了这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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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通过上面的数例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假设两个部门的剩余价值率为100%，则每单位亚麻和麻布的价值构成就如附录表9-1所示。按照这个数表，亚麻业的利润率为100%（2/2）；而麻布业的利润率为20%（1/5）。现在考虑一个利润率得到平均化的生产价格体系（见附录表9-2）。在这个体系中，亚麻不再按照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即4单位来销售，而是以3来销售，这将使亚麻部门的利润由2单位降至1单位。另外，麻布的价格则假定不变，但麻布的利润由1单位增至2单位，这是作为投入品的亚麻价格下降的结果。这样一来，两个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50%。在表2中，随着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在两个部门重新分配：亚麻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有一半没有留在本部门，而被分配到麻布部门。

附录表9-1 亚麻和麻布部门产品的价值构成

[image: ]


附录表9-2 亚麻和麻布部门的价值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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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附录表9-1和附录表9-2可见，在转形后，两部门总剩余价值仍等于总利润（=3），但总价值（=10）不等于总生产价格（=9）。个中原因就在于，亚麻作为投入进入了麻布的生产过程。亚麻业利润的下降不仅削减了亚麻的价格，而且削减了麻布生产所需的投入品的价格。因此，如果我们计算的是总产出的价格，亚麻价格的下降就被计算了两次，一次反映在亚麻业产出的价格中，另一次反映在麻布业投入的价格中。

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这种重复计算是在经验研究中产生的，在高度抽象的理论分析中，这一问题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如他所说：

转形研究假定，所有部门的生产期间是一致的。这样一来，不变资本要素作为产出就不可能在同一期循环中又成为其他商品生产的投入。在t
 时期使用的原材料必须在t
 -1时期生产出来。因而在此并不涉及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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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辩护成立，在转形研究中以总产品为分析对象就不是问题。事实上，“新解释”完全了解这一点，以英国学者莫亨为例，他明确意识到，对净产品方法的热衷纯粹出于经验研究的考虑，而和更为抽象的理论分析无关。在详细考察了SS和TSS学派的主张后（这两个学派都赞同分析总产品价值的转形），莫亨最终从经验可操作性的角度维护了“新解释”的观点，他写道：

一个核算框架的唯一价值就是能够使用它。偏爱“新解释”的一个纯粹实际的理由在于，它避免了和资本存量的估算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的困难。SS和TSS方法需要就资产的寿命、折旧和摊提的比率、存货的估价，以及通货膨胀核算的一贯合理性达成一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资本存量数据是国民收入核算数据中最不可靠的。而且，由于不变流动资本流量从国民收入核算数据中被剔除了出去，在“增加值”方法和“总价值”方法之间偏爱于前者，就有了显而易见的工具性理由。的确，采用总价值的方法能说出多少具有理论内涵的经验内容是有疑问的。而“新解释”就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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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价值转形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在考察这一问题时，我们完全有理由抽象掉莫亨举示的与资本存量估算相关的所有这些因素。采用总产品进路虽然在经验研究中不具有优势，但就转形问题而言，不失为一个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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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32（2）。


 [17]
 F.Moseley，Money and Totality：A Macro
 -Monet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ogic in Capital and the 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Leiden，Netherlands：Brill，2016）.


 [18]
 S.Mohun，“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s Foundation for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Metroeconomica
 2004，55（1）：80-81，92-93.


 [19]
 要指出的是，由于产量q
 是列向量，公式（9-11）并不能通过将λ
 *
 q
 =mpAq
 +lq
 里的产量直接化约而得到。但是，如果该公式中的q
 和价值、价格决定没有关系，也就是在同一套价值、价格体系下，产量可以是任意的，那么此处向公式（9-11）的过渡就是成立的。不过，本章的这一推导只是为了方便和“新解释”相比较。事实上，正如下一个脚注里提及的，“单一体系”的代表沃尔夫等人在构建模型时直接就写出了公式（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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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l
 ，其中p
 为价值量纲的生产价格。见R.D.Wolff，A.Callari and B.Roberts，“A Marxian Altern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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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公式（9-13）代入公式（9-12），可以求出[im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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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宏博士体认到这一点，见裴宏《劳动价值论数理模型新探》，《政治经济学报》第9卷，2017。


 [32]
 该方程也可兼容净产品，只要将其中的代表总劳动的[image: ]
 改换为活劳动[image: ]
 ，总产量q
 改换为净产量y
 ，方程同样成立。前文已经指出，以总产品定义的货币价值和以净产品定义的货币价值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33]
 在再生产均衡的假定下，λ
 等于部门内个别价值的加权或算术平均；而在非均衡时，这一点将不再成立，λ
 此时可能等于部门内最优或最劣生产条件下的个别价值。参见后文讨论的以非均衡为前提的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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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方程的更为一般的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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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未知数为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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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非均衡和平均利润率的变动：一个一般分析框架

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是在假设再生产均衡的前提下提出来的。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虽然也曾有人提及，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讨论。具体而言，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现行版本中，马克思是撇开了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即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来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直被争论的“置盐定理”（the Okishio Theorem），认为在假定实际工资不变时，基本品部门的技术进步将提高平均利润率
 
[1]

 ，这一结论表面看来虽与马克思不同，但其赖以成立的关键前提和马克思其实是一样的，两者都假设，对利润率变化的研究应该在假定再生产均衡的前提下进行。本章批评了这一假设，并从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再生产失衡的立场出发，对马克思的理论和所谓置盐定理进行了再考察。我们重新设计了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决定的方程，最终构建了一个解释平均利润率变动的一般模型，根据我们的模型，平均利润率是技术进步、实际工资和产品实现率这三者的函数。所谓置盐定理只是在产品实现率等于1、实际工资不变时的特例。

本章第1节讨论了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关系，指出应该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架构下考察利润率动态。第2节对置盐模型做了介绍，并对其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做了批判的考察。第3节通过引入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在非均衡的前提下改造了置盐信雄提出的生产价格和利润率的决定方程。第4节在此前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释平均利润率变动的一般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平均利润率是技术进步、实际工资和产品实现率这三者的函数。第5节是全文的结论，总结了本章提出的模型对于今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意义。

1 一般利润率下降与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提出了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这一规律是以《资本论》第一卷讨论的生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为前提的，换言之，马克思此时撇开了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即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没有从这一矛盾架构出发，来讨论利润率下降。从《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编辑的现行版本）来看，马克思是在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论述了利润率下降及其抵销因素之后，才在第十五章引入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而且，参照恩格斯拟定的第十五章标题“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我们或可猜度，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在逻辑上是从属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也就是说，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造成的利润率下降，反倒是促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激化的根源。

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和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关系，在相关文献中较少有讨论。然而，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只有在厘清该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正确理解。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吉尔曼最早触及该问题。但问题在他那里并不是以自觉的方式提出来的。1957年，吉尔曼出版了《利润率下降》一书。
 
[2]

 他在书中反对以马克思的方式解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美国的利润率下降，主张以剩余价值实现困难作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具体而言，他提出了如下公式来解释利润率下降的根源：

[image: ]



S
 在此代表全部已实现的剩余价值，C
 代表不变资本，U
 代表所有与产品实现相关的非生产性支出，其中包括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以及所有用于销售、广告和管理的成本。在此意义上，S
 -U
 代表已实现的净剩余价值。

吉尔曼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U
 在剩余价值实现中是一个可以相对忽略的因素，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新技术的迅速采用，不变资本的构成要素变得越来越便宜，资本有机构成也因此而相对稳定。利润率下降的根源此时更主要地是与非生产性开支的日益增长相关，这意味着净剩余价值即S
 -U
 日趋萎缩，由此造成利润率下降。

吉尔曼的具体观点后来遭到了一些学者批评。
 
[3]

 不过，单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吉尔曼最先把利润率下降置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架构下来分析，而不像马克思那样仅从剩余价值生产条件的变化（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解释利润率下降。而且，在他的解释中还默认了这样一点，即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下降是和再生产失衡（或非充分就业的均衡）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巴兰对他的批判中得到了明确。

在较为晚近的学者中，从方法论上最明确地将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和利润率下降联系在一起的，是加拿大学者莱博维奇。在一篇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文章里，莱博维奇明确地批评了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解释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提出利润率动态应该在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分析框架内来研究。他写道：“利润率下降是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之间的矛盾表现自身的方式……不可能从马克思的观点中取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就像不可能取消资本的流通领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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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巴兰、斯威齐开创的“垄断资本学派”（the Monopoly Capital School），在对美国资本积累的研究中，也使用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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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吉尔曼到莱博维奇和垄断资本学派，核心观点是主张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即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才是利润率下降的根源。这个观点和《资本论》第三卷现行版本里蕴含的观点正好相反，在那里，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讨论是在抽象了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前提下进行的。
 
[6]



然而，以吉尔曼、莱博维奇和垄断资本学派为代表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个中原因或许在于，对于如何理解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以及这一矛盾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未达成共识。以垄断资本学派的斯威齐为例，他坚持从消费不足论出发来解释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而消费不足论一直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诟病的对象。与此不同，以卡莱茨基为代表的分析传统则始终强调投资在这一矛盾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置盐信雄、科茨等人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出发各自独立地发展出一个新的表达再生产均衡条件的方程
 
[7]

 ，这个方程支持了卡莱茨基的观点，也构成了本章对再生产非均衡进行分析的基础。

在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中，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在积累条件下的总量均衡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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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
 
i

 （i
 =1，2）为不变资本，V
 
i

 为可变资本，S
 
i

 为剩余价值，S
 
ic

 为追加不变资本，S
 
iv

 为追加可变资本，S
 
ik

 为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将公式（10-1）和公式（10-2）进行整理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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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左端是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未被资本家消费的部分，也可看作两部类资本家的意愿积累，其中α
 为意愿积累率；右端则代表了决定剩余价值实现程度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项目恰好是两部类资本家的实际积累。公式（10-3）的好处是，它直观地表现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差异及其潜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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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0-3）里的上标t
 和t
 +1可用于表示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在时空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转化为对立，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实际规模。这样一来，剩余价值实现的难易归根结底就取决于积累或新投资的水平。换言之，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就进一步转化为实现和积累的矛盾：一方面，在再生产t
 时期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要靠t
 +1时期资本家的积累来实现；另一方面，资本家在t
 +1时期进行积累的欲望显然也受制于在t
 时期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程度。剩余价值实现和资本积累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并最终转化为危机或衰退。

正如前文提到的，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论述，是在结束了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讨论之后进行的。在笔者看来，在引入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之后，马克思本来可以在这一矛盾架构内对利润率下降规律重新讨论一次。但马克思没有这样做（或未来得及这样做，因为《资本论》第三卷是未完稿）。这样一来，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就是在撇开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前提下，纯粹从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一点来论证的。也就是说，利润率下降的前提，仅仅是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在一些维护马克思的学者看来，这一叙述方式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马克思的意图是要分析生产力发展的长期趋势对于利润率的影响；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在此可作为相对短期的因素被抽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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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观点乍看起来不无道理。但在置盐定理提出以后，这类观点陷入了两难境地。在发表于1961年的经典论文里，置盐信雄在方法论上采纳了和马克思类似的立场，即撇开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和由此产生的非均衡，在一个比较静态框架内分析了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对利润率的影响。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和马克思的观点初看恰好相反：若保持实际工资不变，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平均利润率会上升而不是下降。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反驳置盐，但问题是，这些批判大都忽略了，在马克思和置盐那里存在着共同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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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置盐的反驳，与对马克思的批评，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易言之，对置盐定理的合理批判，同时也必然是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某种修正。

2 对置盐定理的重新表述

置盐信雄把一个经济中的所有部门分为三个大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生产工资品的部门和生产奢侈品或非基本品（即既不用于生产资料生产也不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产品）的部门。其中，每一个部门的生产都需要投入和消耗生产资料和活劳动。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在三大类部门中每一大类只包括一个部门。例如，部门1只生产生产资料，部门2只生产工资品，部门3只生产奢侈品。若设第i
 （i
 =1，2，3）个部门每生产1单位产品需要消耗a
 
i

 单位的生产资料和τ
 
i

 单位的活劳动（称a
 
i

 和τ
 
i

 为生产第i
 种产品的“物质消耗系数”和“活劳动消耗系数”，统称二者为“消耗系数”），并用q
 
i

 表示该产品的以货币工资来衡量的“实际价格”（这里，第i
 种产品的实际价格可以理解为用该产品的价格所能够购买到的劳动量），即q
 
i

 =p
 
i

 /w
 （p
 
i

 为第i
 种产品的生产价格，w
 为单位时间如1小时劳动所得到的货币工资），则部门i
 生产1单位产品的实际成本就等于a
 
i

 q
 
i

 +τ
 
i

 ，从而有：


q
 1
 =（1+r
 ）（a
 1
 q
 1
 +τ
 1
 ）


q
 2
 =（1+r
 ）（a
 2
 q
 1
 +τ
 2
 ）　　　　　　（10-4）


q
 3
 =（1+r
 ）（a
 3
 q
 1
 +τ
 3
 ）

其中，r
 为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每个方程均表示：生产1个单位产品的实际成本加上平均利润恰好等于该产品的实际价格。

由于在方程组（10-4）中，总共有四个未知数，即三种产品的实际价格q
 1
 、q
 2
 、q
 3
 和平均利润率r
 ，但只有三个方程，故为了能够求解，置盐补充了一个假定，即假定货币工资w
 与工资品价格p
 2
 总是保持同比例的变化，从而，货币工资与工资品价格的比率即实际工资w
 /p
 2
 总是保持固定不变。
 
[12]

 置盐的实际工资不变假定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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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少有人看到，实际工资不变的假定，对于求解平均利润率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在下两节中，我们将放弃该假定，建立一个更为一般的关于平均利润率的模型。

由于工资品的实际价格恰好等于实际工资的倒数，即：

[image: ]


故假定实际工资不变就等于假定工资品的实际价格不变，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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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式代入方程组（10-4）则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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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程组（10-5）中，有三个方程，同时也只有三个未知数，即生产资料的实际价格q
 1
 、奢侈品的实际价格q
 3
 ，以及平均利润率r
 ，故可以求得确定的解。

从观察和求解方程组（10-5）中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平均利润率的决定与奢侈品部门无关，或言之，奢侈品部门的技术进步不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这是因为，由方程组（10-5）的前两个方程（即关于生产资料和工资品生产部门的方程）就可以解得平均利润率r
 以及生产资料的实际价格q
 1
 ，而无须用到第三个方程（即关于奢侈品生产部门的方程）。一旦根据前两个方程求得r
 和q
 1
 ，则奢侈品的实际价格q
 3
 就可由第三个方程求得。

第二，在基本品（生产资料和工资品）部门发生的降低单位成本的技术进步必然会导致平均利润率上升。这也是置盐定理的最为关键的结论。该结论不像前一个结论那样一目了然，可以通过一个数字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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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开始时，（a
 1
 ，τ
 1
 ）=（1/2，10）、（a
 2
 ，τ
 2
 ）=（1/4，15）、（a
 3
 ，τ
 3
 ）=（1/5，16）以及（w
 /p
 2
 ）0
 =1/45。将这些数值代入方程组（10-5）可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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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50%，q
 1
 =60，q
 3
 =42

置盐假定工资品部门出现技术进步，使得技术系数变为（a
 2
 ，τ
 2
 ）=（1/3，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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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工资品的单位成本而言，在原来的技术条件（a
 2
 ，τ
 2
 ）=（1/4，15）下，工资品的单位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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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技术进步后的技术条件（a
 2
 ，τ
 2
 ）=（1/3，35/24）下，工资品的单位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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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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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定其他部门的情况一如其旧，则有（a
 1
 ，τ
 1
 ）=（1/2，10）、（a
 2
 ，τ
 2
 ）=（1/3，35/24）、（a
 3
 ，τ
 3
 ）=（1/5，16）以及（w
 /p
 2
 ）0
 =1/45。再将这些数值代入方程组（10-5）后可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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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60%，q
 1
 =80，q
 3
 =51.2

由此可见，当工资品部门发生降低单位成本的技术进步之后，平均利润率从原来的50%上升到了60%。

置盐定理是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来论证的。2000年，置盐在《剑桥经济学报》发表了他生前最后一篇英文论文，在该文中，他批判地反思了这种比较静态方法，认为这一方法的运用依赖于两个不适当的假设前提，其一是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其二是新的生产价格始终能够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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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进一步的讨论中，置盐并未从这种反思出发，从根本上质疑其定理，而是构想了一个思想试验。与置盐定理相反，他假设此时不存在技术进步，在此前提下，伴随资本的竞争，实际工资将因劳动市场接近于充分就业而不断增长，从而挤压剩余价值，使其最终趋向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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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趋势意味着，竞争的结果将消灭可供平均化的剩余价值，从而导致新的均衡价格（生产价格）无法确立。这个思想试验其实是从另一角度为置盐定理所做的辩护。这是因为，根据这个模型，若要改变利润趋于零的结局，资本家的唯一出路是推动技术进步，降低生产的成本，以抵销实际工资上升的影响，实现利润率的增长。换言之，置盐在这篇论文里从反思置盐定理的假设前提出发，最终得出的却仍然是维护置盐定理的结论。

比较置盐在1961年和2000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可以发现置盐分别叙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在1961年的论文里，置盐假设实际工资不变，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论证了一般利润率将出现增长。而在2000年的论文里，置盐反过来假设没有技术进步，在实际工资不断上升的前提下，利润会遭到挤压，最终消失殆尽。在这两个互为极端的故事之间，还存在第三种情况，即实际工资伴随技术进步而增长。在此条件下，利润率上升的前提，是实际工资增速小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反之，则有利润率下降；当实际工资增速和生产率增速持平时，利润率不变。下面通过一个数字例子说明这一点。

在发生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实际工资要增长到什么程度才能恰好抵销技术进步对平均利润率的影响呢？在前述数字例子中，令技术进步后的平均利润率等于技术进步前的水平，即令r=0.5，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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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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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2
 的倒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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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所要的结果。也即是说，在发生技术进步后，如果实际工资从原来的1/45≈0.022上升到16/515≈0.031，则平均利润率就将保持在原来的50%水平不变。如果实际工资的上升低于这个水平，平均利润率仍然会上升。但若超过了这个水平，平均利润率就会下降。

以上讨论表明，在置盐的理论框架里，分别存在以下几种可能的情况。第一，当实际工资不变时，技术进步会提高平均利润率；第二，当不存在技术进步时，实际工资的增长会侵蚀利润，最终使利润荡然无存；第三，当实际工资上升和技术进步并存时，视两者增速的差异，分别有平均利润率上升、不变和下降三种情况。然而，所有这些情况事实上都依赖于以下前提，即平均利润率变化与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和由此产生的非均衡无涉。换言之，这些讨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抽象了资本积累基本矛盾以及再生产失衡的可能性，只限于考虑生产领域的技术和成本变化对平均利润率的影响。

还可指出的是，置盐定理表面看来和马克思的观点相反，但这一定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补充。置盐与马克思的区别体现在，两者采纳的量纲不同，置盐是在价格和实物量纲上考虑问题的，马克思则是在价值量纲上考虑问题的，这种差异使人容易忽略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个量纲虽有差别，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转化的，在一个量纲上使用的概念，完全可以转换或对应于另一个量纲的概念。置盐假定在实际工资不变时，技术进步会提高平均利润率，如果从马克思的价值量纲来看，这相当于假定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可以达到技术进步所能允许的最大值，并足以抵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置盐的贡献在于，第一，他将抵销利润率下降的一种特殊情形在理论上明确化了；第二，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变各变量的量纲，他使利润率的研究有可能从纯理论研究转化为利用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3 再生产失衡、产品实现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变动

3.1 置盐定理与非均衡

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置盐定理的争论从未停歇。韩国学者柳东民曾将相关批判划分为两类
 
[20]

 ：一类是内部批判，其特点是将置盐的模型扩展到涵盖固定资本和联合生产的情况；另一类是外部批判，其特点是对置盐模型的假设前提提出不同程度的质疑。柳东民的这一界分是根据置盐本人的观点做出的。正如前文提到的，置盐认为，其定理建立在两个假设前提的基础上，即实际工资保持不变，以及存在着以利润率平均化为标志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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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置盐定理的内部批判，无须触动这两个前提；而外部批判则涉及对这两个前提的反思。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影响最大的外部批判，来自所谓TSSI（或译“分期单一体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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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SI的批判是以下述观点为基础的，即主张区分投入的价值（或价格）与产出的价值（或价格），以历史成本而非当前成本定义利润率。这一方法的本质，是反对将利润率定义与共时均衡（Simultaneous Equilibrium）相联系，转而引入分期乃至非均衡的视角。TSSI的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无疑是正确的
 
[23]

 ，但TSSI所发展的具体模型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正如柳东民所指出的，TSSI对置盐的批判依赖于对劳动生产率和价格变化的时间路径的任意假定，因而是不成功的。
 
[24]



置盐本人在其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也曾比较了两种不同的利润率定义：一种是采纳重置成本、依赖共时均衡的定义：另一种是采纳历史成本、可以接纳非均衡的定义。考虑一个两部门经济，分别生产投资品和工资品，两种利润率便可分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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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1
 是投资品的生产价格，m
 是货币工资率，a
 和n
 代表投资品和活劳动的数量。与第一个定义不同的是，第二个定义区分了两个不同时期（t
 和t
 -1），这意味着，投入的价格（包括货币工资率）和产出的价格有可能互不相同。从定义来看，第二个利润率是以预付资本或历史成本为基础的利润率。与此不同的是，第一个定义假设不同时期的价格和货币工资率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利润率就是以当前成本为基础的利润率。

饶有意味的是，在其2000年的论文里，置盐本人也不否认采纳第二种定义的利润率（或分期利润率）有其积极意义。
 
[25]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一种利润率（即假设了比较静态均衡的利润率）。置盐明确提出，他之所以在其模型中选择第一个定义，是因为资本家可以凭借这个定义预测其产出的价格，从而预期投资的赢利性。
 
[26]

 换言之，置盐仍然倾向于在排除了不确定性和非均衡的条件下，考察技术进步对利润率变化的影响。

置盐对两种利润率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对置盐定理的外部批判。但是，他的这种批判性反思是远非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性，除了上文所谈的以外，还体现在他对均衡的片面理解上。在他那里，均衡只被理解为在整个经济中利润率的平均化。也就是说，能否建立统一的利润率或形成生产价格，被看作均衡是否存在的唯一标准。然而，这样来理解均衡，没有摆脱单纯以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经验意识为依据来理解经济概念的弊端。马克思的观点与此迥然不同。在马克思那里，即便存在着利润率平均化，也会出现再生产的非均衡。在笔者看来，《资本论》第三卷所采用的叙述方法足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在第十三章（题为“规律本身”）讨论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以后，马克思随即在第十五章（题为“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里引入了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即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这一叙述方法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或生产价格的形成，是完全可能和再生产非均衡相伴随的。确认这一点是我们对置盐定理展开批判的前提之一。

在相关部门出现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不仅单位产品价值会下降，单位时间内的产出也会增长。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不久，这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就被分别概括为劳动生产率与单位产品价值成反比变化的规律，以及劳动生产率与使用价值量成正比变化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与使用价值量成正比的规律，潜在地意味着资本的价值增殖将变得日益依赖于使用价值量的实现。
 
[27]

 由于市场上针对特定使用价值的需求总会达到饱和，使用价值就会从价值的承担者变成价值增殖的障碍。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两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事实上是推动《资本论》第三卷所分析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逐步激化的内在力量。

在经济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家魁奈通过下述悖论第一次把握到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这种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于资本积累的影响。作为“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相信价值源自土地而非劳动。为了驳倒劳动价值论，魁奈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归谬法。
 
[28]

 他假定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然后依照劳动价值论原理来推论，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单位商品价值会不断下降。在魁奈看来，这一结论与资本主义生产在概念上是相互冲突的，因为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单位利润的减少，后者势必会危及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反过来说，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能够在现实中成立，劳动价值论就必然是错误的。

魁奈所发现的这种矛盾可以称作“魁奈悖论”。这一悖论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发现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建立在单位产品价值永恒下降的基础上。换言之，魁奈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到“通货紧缩”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致命威胁。但魁奈不是利用这一发现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而是据此宣布，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非常重视魁奈的思想，在不止一个地方和魁奈进行了有时是不点名的对话。
 
[29]

 在马克思看来，魁奈所发现的矛盾，并不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不能成立的理由，反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得到发展的依据。在《资本论》第三卷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时，马克思针对魁奈悖论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单位商品价值（价格）下降及其所伴随的单位商品利润的下降，可以同商品总额利润量的增长相并存。马克思把这一点作为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表现形式之一。
 
[30]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尽管正确地提出了单位利润下降与总利润增长并存的可能性，却没有论证这一并存的前提条件。从微观即个别企业来看，这种并存要以下述假定为前提，即针对某种特定产品或特定使用价值的有效需求，会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起成比例地增长。从宏观来看，这种并存则是以包括公式（10-3）在内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均衡条件的成立为条件的。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及其在竞争中的表现形式时，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一不寻常的缄默意味着，马克思其实在暗中假定这些条件是能得到保证的。

和马克思相似，置盐在研究利润率变化时，也没有考虑再生产失衡的问题。而且，在置盐那里，由于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不适当的理解，更预先排斥了考察这个问题的可能性。这体现在，第一，他提出，资本家所引入的新技术只需降低生产成本，不必一定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即便在考虑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他也仅仅把劳动生产率提高理解为单位产品价值的下降，而忽略了单位时间产出可以和劳动生产率成比例地增长。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在置盐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就有日本学者批判了置盐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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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偏向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和单纯提高资本生产率相比，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助于通过提高单位时间产出增加剩余价值或利润总量。置盐完全无视这一点，片面地主张以所谓成本标准代替劳动生产率标准来理解技术进步的动因。置盐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单位时间产出的增长，会在总量层面带来再生产失衡的可能性。可以认为，置盐正是因为忽略了产出总量与技术变革的关系，仅限于从单位产品价值（或价格）着眼来分析问题，才最终忽略了单位时间产出（或马克思的社会年产品）的实现困难及其给平均利润率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3.2 产品实现率和平均利润率的变动

下面通过一个模型来考察单位时间产出的实现价值和平均利润率的关系。假定生产第i
 种（i
 =1，2）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为t
 
i

 ，所形成的单位产品价值量为λ
 
i

 。该产品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出为x
 
i

 。再假定第i
 种产品在市场上可实现的单位价值量为λ
 *
 
i

 。在再生产均衡的假定下，这两个部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出所实现的价值总量，应该等于由标准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在生产中形成的价值总量，为此可以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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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λ
 *
 是如何被决定的。为此，我们要引入一个由冯金华发展的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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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将其称为“冯金华方程”。从定义来看，单位产品的实现价值（λ
 *
 
i

 ）应当等于用该单位产品交换到的全部货币的价值（以劳动价值衡量），即等于产品的交易价格与货币价值（后者用λ
 *
 
g

 表示）的乘积。若用p
 
i

 表示第i
 种产品的价格，可写出如下交易方程：


λ
 *
 
i

 =p
 
i

 λ
 *
 
g

 　　　　　　（10-7）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交易方程里，价格p
 
i

 可以是任何一种价格形态。也就是说，该式中的p
 
i

 既可以是“直接价格”（即与价值成比例的价格），也可以是生产价格等其他价格形式。在这里，我们假定它就是生产价格。

将公式（10-7）代入公式（10-6），可以解出产品的单位实现价值λ
 *
 
i

 ，即所谓冯金华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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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该方程两边乘以单位时间产出x
 
i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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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金华方程在提出时并没有考虑再生产出现非均衡的情况。我们可以结合上一节对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讨论，将再生产失衡引入冯金华方程。我们将讨论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假定技术进步发生在工资品部门，然后再考虑工资品部门和生产资料（或投资品）部门同时发生技术进步的情况。

首先来看工资品部门。假定工资品部门在技术变革后，单位时间产出能够全部实现，即存在再生产均衡。此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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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参照公式（10-3），还可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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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
 ′
 2
 代表工资品部门在技术进步后的单位产品形成价值，并有λ
 ′
 2
 ＜λ
 2
 ；x
 ′
 2
 则是技术进步后的单位时间产出，且x
 ′
 2
 ＞x
 2
 。相应的，λ
 ′*
 2
 则代表在技术变革后与再生产均衡相对应的单位工资品的实现价值。公式（10-10）第一个等式右边的后两项因子，即S
 
ic

 +S
 
iv

 ，表示的是两个部门的实际积累。对工资品部门的需求增量，是由其中的S
 
iv

 决定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置盐模型里假设资本家仅消费奢侈品，因此，在公式（10-10）的0）的[image: ]
 之中，资本家的消费即S
 
ik

 没有写入。

在再生产均衡的条件下，公式（10-9）右边的第二项因子，即（λ
 1
 x
 1
 +λ
 ′
 2
 x
 ′
 2
 ），作为在两个部门之间待分配的价值总量，取决于在生产中投入的、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劳动量。然而，在再生产存在非均衡时，这个待分配的价值总量就不再由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来决定了，而是由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所主宰的最终实现价值总量来决定。在非均衡的情况下，有不等式ΔS
 
iv

 ＜Δλ
 2
 x
 2
 ，其中Δλ
 2
 x
 2
 =λ
 ′
 2
 x
 ′
 2
 -λ
 2
 x
 2
 ，它代表了工资品部门在技术变革前后单位时间产出价值的变化。该不等式的存在，意味着公式（10-10）的第一个等号转化为不等式，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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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等式右边的各项代表了两个部门的有效需求。该不等式意味着工资品部门出现了由实现困难造成的再生产失衡，为此将出现相应的价格调整或产量调整。我们把经过价格和产量调整后的工资品部门的单位实现价值和单位时间产出，分别写作λ
 **
 2
 和x
 **
 2
 ，并写出新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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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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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表示工资品部门年产品的可实现价值等于工资品部门的有效需求。参照前述冯金华方程，我们还可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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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p
 **
 2
 是与非均衡对应的市场生产价格。在再生产失衡的条件下，会有p
 **
 2
 x
 **
 2
 ＜p
 ′
 2
 x
 ′
 2
 ，或


p
 **
 2
 x
 **
 2
 =ϕ
 2
 p
 ′
 2
 x
 ′
 2
 ，0＜ϕ
 2
 ≤1

其中系数ϕ
 2
 代表产量和价格调整所带来的变化，它可定义为工资品部门的产品实现率。将此式代入公式（10-11），可得出ϕ
 2
 的一个补充定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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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上述讨论和公式（10-11），可知该式的分子和分母遵从以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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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ϕ
 2
 ＜1。从ϕ
 2
 的这个补充定义式可看到，产品实现率归根结底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活动，即S
 
ic

 和S
 
iv

 的实际规模。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写出工资品部门在进行产量和价格调整后的新的生产价格方程：


ϕ
 2
 p
 ′
 2
 x
 ′
 2
 =（1+r
 ）（a
 2
 p
 1
 +τ
 2
 w
 ）x
 ′
 2


或


ϕ
 2
 q
 2
 =（1+r
 ）（a
 2
 q
 1
 +τ
 2
 ）　　　　　　（10-12）

与置盐的方程不同，这个新方程有如下特点：第一，它区别了投入和产出的价格；第二，它考虑了因实现困难而带来的再生产失衡。为了简化分析，可假设工资品部门只进行产量调整，ϕ
 2
 代表在特定时间内产量调整的幅度。参照置盐给出的表示工资品部门技术进步的数例，可写出如下新的方程组（其中[im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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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该方程组里的第三个方程代入第二个方程，便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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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程组（10-13）可以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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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解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在0＜ϕ
 2
 ≤1的范围内，平均利润率r与工资品的实现率ϕ
 2
 同方向变化。特别是，当工资品的实现率下降时，平均利润率也趋于下降。第二，工资品的实现率ϕ
 2
 有一个“下限”——当ϕ
 2
 低于该下限时，平均利润率r将为负数。在这个例子中，这个下限为ϕ
 2
 ≈0.1805。第三，当工资品的实现率ϕ
 2
 趋于1，即当非均衡趋于均衡时，平均利润率r趋于0.6。这正好是我们在置盐所给的技术进步的均衡例子中所看到的结果。第四，当工资品的实现率ϕ
 2
 下降到大约0.7153时，平均利润率r下降到0.5。这正好是工资品部门发生技术进步前的均衡情况。这意味着，在我们的例子中，工资品的实现率下降到大约0.7153时，将恰好抵销掉技术进步对平均利润率的影响。

下面再来分析所有基本品部门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同时出现再生产失衡的情况。由于投资品或生产资料部门也出现再生产失衡，可以针对该部门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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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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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公式（10-12），可写出：


ϕ
 1
 q
 1
 =（1+r
 ）（a
 1
 q
 1
 +τ
 1
 ）

其中ϕ
 1
 代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产品实现率。假定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物质消耗系数和活劳动消耗系数分别从原来的a
 1
 =1/2和τ
 1
 =10下降到a
 1
 =2/5和τ
 1
 =5。这样，方程组（10-13）就可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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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ϕ
 1
 和ϕ
 2
 分别代表生产资料和工资品的实现率。由上述方程组（10-14）中的第一个方程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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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第二个方程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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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即能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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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上式代入方程组（10-14）的第二个方程，即可最后解得平均利润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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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式可以看到，平均利润率r
 随ϕ
 1
 和ϕ
 2
 的下降而下降，反之亦然，而且，随ϕ
 1
 而下降的速度要大于随ϕ
 2
 而下降的速度。这意味着，就对平均利润率的影响而言，生产资料的实现率要比工资品的实现率更加重要。这一点是可以预期到的，因为工资品是由工人购买的，资本家的利润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主要体现为投资品。

4 技术进步、实际工资和产品实现率对平均利润率变动的影响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解释平均利润率变化的一般模型。考虑一个两部门经济，其中的两个部门分别生产生产资料和工资品。设生产资料和工资品的“实际价格”为q
 1
 和q
 2
 。这里，q
 
i

 是（名义）价格（用p
 
i

 表示）与货币工资（用w
 表示）的比率，即q
 
i

 =p
 
i

 /w
 。于是，该经济的实际价格体系可表示为：


q
 1
 =（1+r
 ）（a
 1
 q
 1
 +τ
 1
 ）


q
 2
 =（1+r
 ）（a
 2
 q
 1
 +τ
 2
 ）　　　　　　（10-15）

其中，a
 
i

 和τ
 
i

 是第i
 个部门生产1单位第i
 种产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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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看到，方程组（10-15）实际上假定了所有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工资品都能够得到完全的实现。换句话说，方程组（10-15）描述的是所有生产资料和工资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完全相等的均衡情况。

现在考虑非均衡条件下的产品实现问题。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生产资料的实现率ϕ
 1
 和工资品的实现率ϕ
 2
 相同，即有：ϕ
 1
 =ϕ
 2
 =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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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0＜ϕ
 ≤1。于是，在这种包括非均衡的条件下，方程组（10-15）应当修正为：


ϕq
 1
 =（1+r
 ）（a
 1
 q
 1
 +τ
 1
 ）


ϕq
 2
 =（1+r
 ）（a
 2
 q
 1
 +τ
 2
 ）　　　　　　（10-16）

需要说明的是，方程组（10-16）既可以用来确定非均衡条件下（即当0＜ϕ
 ＜1时）的平均利润率，也可以用来确定均衡条件下（即当ϕ
 =1时）的平均利润率。因此，方程组（10-16）可以看成方程组（10-15）的一般化，而方程组（10-15）则为方程组（10-16）的一个特例。
 
[35]



由于工资品的实际价格q
 2
 与实际工资（可表示为ω
 =w
 /p
 2
 ）正好互为倒数，故方程组（10-16）亦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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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产品实现率ϕ
 和实际工资ω
 看成参数（或“外生变量”），则方程组（10-17）就是一个只包括两个未知数（即生产资料的实际价格q
 1
 和平均利润率r
 ）的线性方程组。

4.1 平均利润率

现在来求解方程组（10-17）中的平均利润率。首先，由方程组（10-17）的第一个方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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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式代入方程组（10-17）的第二个方程则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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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资料的实际价格必须大于零，即必须有q
 1
 ＞0，故上式根号前应当取“+”号。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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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结果代入方程组（10-17）的第二个方程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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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10-18）中，平均利润率r
 取决于所有三项因素，即反映技术状况的消耗系数（a
 1
 ，a
 2
 ，τ
 1
 ，τ
 2
 ）、实际工资ω
 和产品实现率ϕ
 。因此，公式（10-18）可以看成关于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公式。

如果假定产品实现率ϕ
 不变，则平均利润率就只取决于消耗系数和实际工资。特别是，如果假定产品实现率ϕ
 =1，公式（10-18）就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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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均衡”（即所有产品都能够得到完全实现）条件下的平均利润率决定公式。

如果再进一步假定实际工资不变，如ω
 =ω
 0
 ，则上式就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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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相当于置盐的平均利润率决定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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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公式中，平均利润率只取决于反映技术进步的消耗系数。

4.2 平均利润率的变动

在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公式（10-18）中，如果假定每次都只有一个变量在变化，所有其他的变量都暂时被固定，则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此种简单情况下的平均利润率的变化规律。

例如，首先由一般公式（10-18）容易看到，平均利润率r将随产品实现率ϕ
 的上升而上升，随产品实现率ϕ
 的下降而下降。

其次，由一般公式（10-18）也容易知道，平均利润率r
 将随消耗系数的下降（亦即技术的进步）而上升，反之亦然。r
 随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工资品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和τ
 2
 以及工资品生产部门的物质消耗系数a
 2
 的下降而上升是显然的。r
 随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物质消耗系数a
 1
 的下降而上升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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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上式中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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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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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平均利润率随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物质消耗系数的下降而上升。

最后，由一般公式（10-18）对实际工资的一阶导数的符号也可以知道，一般利润率r
 将随实际工资ω
 的上升而下降，反之亦然。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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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平均利润率随实际工资的上升而下降。

4.3 等利润率方程

以上讨论的是单独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平均利润率的影响。为了说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同时变化对平均利润率的影响，我们可由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公式（10-18）引申出所谓“等利润率方程”，即能够导致同一个平均利润率水平的不同变量的各种可能的组合。

方法如下：先任意给定一组生产资料和工资品生产部门的各个消耗系数以及产品实现率和实际工资的值，并将它们代入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公式（10-18），求得相应的某个平均利润率的值，如r
 =r
 0
 ；然后再将这个r
 =r
 0
 代回公式（10-18），得到在维持平均利润率不变（即r
 =r
 0
 ）的条件下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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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定一开始时各个消耗系数以及实际工资和产品实现率的值分别为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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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们代入等利润率方程（10-19）可解得r
 0
 =3/25。再将r
 0
 =3/25代回等利润率方程（10-19），即得到一个具体的（初始消耗系数以及产品实现率和实际工资给定或者平均利润率等于3/25的）等利润率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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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10-19）和方程（10-21）都是符合我们要求的等利润率方程。前者是等利润率方程的一般形式，后者则是在给定初始状态条件下得到的更加具体的等利润方程。

4.4 等利润率曲线

在等利润率方程（10-19）或方程（10-21）中，如果同时有且仅有两个变量在变化，例如，消耗系数下降和实际工资上升同时发生，或者，实际工资上升和产品实现率上升同时发生，又或者，产品实现率上升和消耗系数下降同时发生，如此等等，则就可以得到各种特殊的等利润率方程以及相应的等利润率曲线。这里分三种情况具体讨论（其中，反映技术进步的消耗系数的变化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τ1
 的下降来代表）。

1.ϕ
 和ω
 可变，其他不变

在等利润率方程的一般形式公式（10-19）中，如果只考虑产品实现率ϕ
 和实际工资ω
 的变化，而假定所有其他因素均不变化，则得到的等利润率方程以及相应的等利润率曲线就描述了在维持平均利润率不变条件下产品实现率ϕ
 与实际工资ω
 的所有可能的各种组合。

若以横轴表示实际工资ω
 ，纵轴表示产品实现率ϕ
 ，则容易看到，这条等利润率曲线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它的纵截距等于（1+r
 0
 ）a
 1
 ＞0。

其次，等利润曲线一定向右上方倾斜。这是因为，在公式（10-19）中，产品实现率ϕ
 对实际工资ω
 的一阶导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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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等利润率曲线的弯曲方向完全取决于消耗系数的相对大小。这是因为，在公式（10-19）中，产品实现率ϕ
 对实际工资ω
 的二阶导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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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如果a
 1
 τ
 2
 ＞a
 2
 τ
 1
 ，则∂
 2
 ϕ
 /∂ω
 2
 ＞0，等利润率曲线向上弯曲；反之，如果a
 1
 τ
 2
 ＜a
 2
 τ
 1
 ，则∂
 2
 ϕ
 /∂ω
 2
 ＜0，等利润率曲线向下弯曲；如果a1
 τ2
 =a2
 τ1
 ，则∂
 2
 ϕ
 /∂ω
 2
 =0，等利润率曲线为一条直线。

若在更加具体的等利润率方程（10-21）中，让产品实现率ϕ
 和实际工资ω可变，而所有其他因素仍为初始值，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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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它们代入公式（10-21）后，等利润率方程就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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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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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几何表示如图10-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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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等利润率曲线（Ⅰ）

在图10-1中，e
 0
 点给出的是初始的产品实现率-实际工资组合，即（ϕ，ω
 ）=（0.7，1/45），该点所代表的平均利润率为r
 =3/25。过e
 0
 点的曲线是等利润率方程（10-22）或方程（10-23）的几何表示。
 
[38]

 从e
 0
 点出发，如果沿着曲线向右上方或左下方移动，则可以保证平均利润率不变，而如果离开曲线，向曲线的右下方区域移动，则平均利润率将下降；反之，向曲线的左上方区域移动，则平均利润率将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工资通常有一个“下限”。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
 
[39]



例如，在我们的上面的例子中，若设实际工资的下限为0.0068，则这意味着，当实际工资下降到0.0068之后一般就不能再下降，因而此时，平均利润率就只随产品实现率的上升而上升，随产品实现率的下降而下降。

就产品实现率而言，则既有一个下限，也有一个上限。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个下限为0.56。在等利润率曲线上，当产品实现率下降到0.56时，相应的实际工资将下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品实现率进一步下降，实际工资也不可能再下降，从而，平均利润率实际上不再可能保持不变。换句话说，图10-1中纵轴左边的等利润率曲线（即用细虚线画出的部分）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产品实现率的上限显然就是100%即1。产品实现率上升到1之后即不可能再上升，因而此时，平均利润率就只随实际工资的上升而下降，随实际工资的下降而上升。这正好是我们在置盐模型中看到的情况。

2.ω
 和τ
 1
 可变，其他不变

在等利润率方程的一般形式公式（10-19）中，如果只考虑实际工资ω
 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的变化，而假定所有其他因素均不变化，则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特殊的等利润率方程以及相应的等利润率曲线——它描述了在平均利润率不变的条件下，实际工资ω
 和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的所有可能的各种组合。

若以横轴表示实际工资ω
 ，纵轴表示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且假定a
 2
 τ
 1
 ≥a
 1
 τ
 2
 ，则容易看到这条等利润率曲线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它的横截距等于（或小于）ϕ
 /（1+r
 0
 ）τ
 2
 ＞0。

第二，它向右下方倾斜。这是因为，由公式（10-19）可以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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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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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ϕ
 -a
 1
 （1+r
 0
 ）＞0

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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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向下凸出。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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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更加具体的等利润率方程（10-21）中，让实际工资ω
 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可变，而保持所有其他因素为初始值，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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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它们代入公式（10-21）后，等利润率方程就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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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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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几何表示如图10-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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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等利润率曲线（Ⅱ）

在图10-2中，e
 0
 点给出的是初始的实际工资与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的组合，即（ω，τ
 1
 ）=（1/45，10），该点所代表的平均利润率为r
 =3/25。过e
 0
 点的曲线是等利润率方程（10-24）和方程（10-25）的几何表示。从e
 0
 点出发，如果沿着曲线向右下方或左上方移动，则可以保证平均利润率不变，而如果离开曲线，向曲线的右上方区域移动，则平均利润率将下降；反之，向曲线的左下方区域移动，则平均利润率将上升。

3.τ
 1
 和ϕ
 可变，其他不变

在等利润率方程的一般形式公式（10-19）中，如果只考虑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和产品实现率ϕ
 的变化，而假定所有其他因素均不变化，则可以得到第三个特殊的等利润率方程以及相应的等利润率曲线——它描述了在平均利润率不变的条件下，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和产品实现率ϕ
 的所有可能的各种组合。

若以横轴表示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纵轴表示产品实现率ϕ
 ，则容易看到这条等利润率曲线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它的纵截距等于（1+r
 0
 ）ωτ
 2
 ＞0（若ωτ
 2
 ≥a
 1
 ），或（1+r
 0
 ）a
 1
 ＞0（若ωτ
 2
 ＜a
 1
 ）。

第二，它向右上方倾斜。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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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向下凹。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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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特殊的等利润率方程（10-21）中，让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和产品实现率ϕ
 可变，而保持所有其他因素为初始值，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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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它们代入公式（10-21）后，等利润率方程就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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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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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几何表示如图10-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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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等利润率曲线（Ⅲ）

图10-3中，e
 0
 点给出的是初始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与产品实现率的组合，即（τ
 1
 ，ϕ
 ）=（10，0.7），该点所代表的平均利润率为r
 =3/25。过e
 0
 点的曲线是等利润率方程（10-26）和方程（10-27）的几何表示。从e
 0
 点出发，如果沿着曲线向右上方或左下方移动，则可以保证平均利润率不变，而如果离开曲线，向曲线的右下方区域移动，则平均利润率将下降，反之，向曲线的左上方区域移动，则平均利润率将上升。

4.5 等利润率曲面

最后来看三个变量同时可变的情况。如果在等利润率方程的一般形式公式（10-19）中，假定产品实现率ϕ
 、实际工资ω
 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都可变（同时假定所有其他因素——其余的消耗系数——不变），则得到的就是与一般形式的等利润率方程相应的“等利润率曲面”——它描述了在平均利润率不变的条件下，产品实现率ϕ
 、实际工资ω
 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的所有可能的各种组合。

若在更加具体的等利润率方程（10-21）中，让产品实现率ϕ
 、产品实际工资ω
 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均可变，而保持所有其他因素为初始值，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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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它们代入公式（10-21）后，等利润率方程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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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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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几何表示如图10-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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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等利润率曲面

在图10-4中，等利润率曲面是等利润率方程（10-28）和方程（10-29）的几何表示。曲面上任何一点代表的平均利润率都相同，即都等于3/25。曲面“右前上方”区域的平均利润率大于3/25，“左后下方”区域的平均利润率小于3/25。这里，“左”和“右”是根据实际工资ω
 的大小来判定：ω
 的值越大，表示越靠左，反之，ω
 的值越小，表示越靠后；“前”和“后”是根据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消耗系数τ
 1
 的大小来判定的：τ
 1
 的值越小，表示越靠前，反之，τ
 1
 的值越大，表示越靠后；“上”和“下”是根据产品实现率ϕ
 的大小来判定的：ϕ
 的值越大，表示越靠上，ϕ
 的值越小，表示越靠下。

5 尾论

本章对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理论和置盐定理进行了比较，提出马克思和置盐信雄的结论虽然表面上看截然相反，双方的观点实际上具有互补性，并遵循着某些共同的假定。马克思主义者迄今为止对置盐定理的批判，尽管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贡献，但基本上都未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批判大多强调了马克思和置盐观点的差别，而没有体认到马克思和置盐在观点上的互补，以及在研究假设上的共通之处。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利润率动态的研究中，以再生产均衡为预设前提的做法是片面的。利润率的变化只有置于一个以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为基础的非均衡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全面合理的分析。为此，本章重新设计了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决定的方程，引入了代表再生产失衡的产品实现率，最终构建了一个可以解释平均利润率变动的一般模型。在我们的模型里，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受到技术进步、产品实现率和实际工资这三重因素的影响。这三重因素的并存，意味着平均利润率的变化与生产率提高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以社会年产品的实现程度和成本的变化为中介的。所谓置盐定理，只是在假设产品实现率为1和实际工资不变的前提下的特例。

由于利润率的高低既衡量了资本积累的能力，也可解释积累的动机，对利润率动态的解释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中便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那里，利润率是在价值量纲上度量的，对于理论分析而言，这样做是必要的，但对于进一步的经验研究而言，就需要把价值量纲进一步转换为价格和实物量纲，以方便经验度量。在笔者看来，置盐的最为关键的贡献，或许是在这一方面，而不仅仅在于考察了一种对利润率下降起抵销作用的重要因素。通过重新改造置盐的方程，本章提出了一个更为一般的模型解释利润率的变动，并将利润率的变化还原为三个最为基本的因素。如果在计量分析中能有效地解决这些因素（尤其是产品实现率）的经验度量问题，则该模型也可为解释经济周期和危机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的基础。




 [1]
 N.Okishio，“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Rate of Profit，”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961，7：85-99.


 [2]
 J.M.Gillman，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London：Dobson，1957）.


 [3]
 保罗·巴兰曾指出，当有效需求不足时，非生产性开支的增长可能有助于实现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从而有助于提高利润率，而不是像吉尔曼主张的那样，造成净剩余价值的下降。参见M.C.Howard and J.E.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2（London：Macmillan，1992），pp.141-142。


 [4]
 M.A.Lebowitz，“Marx’s Falling Rate of Profit：A Dialectical View，”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6，IX（2）。对莱博维奇观点的一个评述，可参见高峰《资本积累与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73～276页。


 [5]
 参见J.B.Foster and H.Szlajfer，eds.，The Faltering Economy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4）。该书收录的斯威齐的文章，从消费不足论的立场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进行了解释，见P.Sweezy，“Some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J.B.Foster and H.Szlajfer，eds.，The Faltering Economy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4），pp.52-53。


 [6]
 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7]
 N.Okishio，“On Marx’s Reproduction Scheme，”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988，34：1-24；D.M.Kotz，“Accumulation，Money，and Credit in the Circuit of Capital，” Rethinking Marxism
 1991，4（2）.


 [8]
 详见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87～92页。


 [9]
 关于这种矛盾，马克思这样写道：“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272～273页。


 [10]
 美国学者谢克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他在一项研究里曾把利润率区分为基本利润率和考虑生产能力变化的经验利润率，即有r
 =r
 *
 u
 ，其中r
 是经验利润率，r
 *
 是基本利润率，u
 是产能利用率。他认为，基本利润率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但由于需求的变动，这一规律被考虑了产能利用率的经验利润率掩盖了。见A.Shaikh，“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as the Cause of Long Waves：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A.Kleinknecht，E.Mandel，I.M.Wallerstein，eds.，New Findings in Long
 -Wave Research
 （New York：St Martin，1992）。


 [11]
 置盐定理和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表面看来结论相反，但两者其实具有互补性，并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彼此冲突的。在本章第2节的最后，笔者对此还有进一步的评论。


 [12]
 实际工资是用货币工资所能够购买到的工资品的数量。因此，假定实际工资不变也就是假定用货币工资所能够购买到的工资品的数量不变。


 [13]
 严格的证明可参看N.Okishio，“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Rate of Profit，”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961，7：85-99。


 [14]
 还有另一组解为r
 =5、q
 1
 =-30、q
 3
 =60，因其中生产资料的实际价格为负数，故略去。


 [15]
 值得一提的是，置盐在讨论技术进步时尽管区分了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成本标准，并认为只有后者才是资本主义企业真正关心的，但在他的模型里所假设的技术进步，实际上仍然同时符合以下三个特征：降低单位产品价值（这被看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表现）、降低以生产价格度量的单位成本、提高资本的构成。


 [16]
 置盐在计算新技术条件下工资品单位成本时犯了一个错误，即他使用的生产资料的实际价格仍然是旧技术条件下的q
 1
 =60而不是新技术条件下的q
 1
 =80。


 [17]
 这里同样略去了另一组包括负数的解。


 [18]
 N.Okishio，“Competition and Production Pric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25（4）：493-501.


 [19]
 置盐提出：“在没有技术变革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不会建立带有正的利润率的生产价格，反而会摧毁剩余价值本身。竞争之所以会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供给维持不变，实际工资增长，并挤压了剩余价值。”见N.Okishio，“Competition and Production Pric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25（4）：500。置盐在此表达的正是所谓“利润挤压论”（the Profit Squeeze Theory）的观点。利润挤压论是解释1974～1975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最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它主张工人阶级谈判能力的提高导致工资过快的增长，从而挤压了利润份额，造成利润率下降。置盐定理实际上是利润挤压论在学理上的基础。这也难怪利润挤压论的代表人物，如已故的牛津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格林，在理论上支持置盐定理。见A.Glyn，“Marxist Economics，” in J.Eatwell，M.Milgate and P.Newman，eds.，The New Palgrave：Marxian Economics
 （London：Macmillan Press Limited，1990），pp.281-282。


 [20]
 D.M.Rieu，“Has the Okishio Theorem Been Refuted，” Metroeconomica
 2009，60（1）：162-178.


 [21]
 N.Okishio，“Competition and Production Pric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25（4）：493-501.


 [22]
 A.Kliman and T.McGlone，“A Temporal Single-System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Value Theory，”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11（1）：33-59.


 [23]
 可以指出的一点是，这一观点并不是TSSI的独创。主张在价值决定中区分投入的价值和产出的价值，至少可以追溯到曼德尔。20世纪70年代，在为《资本论》新英译本撰写的导言里，曼德尔提出：“投入层次上的价值并不自动地决定产出层次上的价值。只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以后，才能表明‘投入’的一个部分是否已被浪费。”见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杜章智译，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95页。20世纪80年代以来，类似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李嘉图主义的批判中进一步发展起来。


 [24]
 D.M.Rieu，“Has the Okishio Theorem Been Refuted，” Metroeconomica
 2009，60（1）：162-178.


 [25]
 用他的话来说，如果假设生产期间是统一的，分期利润率就是有意义的，见N.Okishio，“Competition and Production Pric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25（4）：497。


 [26]
 N.Okishio，“Competition and Production Pric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25（4）：497.


 [27]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假设生产某商品时不需要任何不变资本，即c
 =0。该商品的单位价值量可以表达为：λ
 =v
 +s
 =v
 （1+e
 ），并有[image: ]
 。这里的λ
 是单位商品价值，v
 是单位商品所含的可变资本，s
 是单位商品的利润，e
 是剩余价值率。由s
 =ve
 ，有[image: ]
 。生产这种商品的总利润为：[image: ]
 。x
 是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来并得到实现的全部商品量，x
 的增长是λ
 下降的抵销因素。至于剩余价值率，在数学上取极限时，[image: ]
 等于1，这意味着，在长期内，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对于λ
 及商品单位利润下降所起的抵销作用是有限的，总利润量能否增长越来越取决于使用价值的实现规模。


 [28]
 魁奈：《关于手工业劳动》，载《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张草纫译，商务印书馆，1991。


 [29]
 除了在讨论利润率下降的《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1卷里谈到了魁奈悖论。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56页。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251～257页。


 [31]
 R.Tomizuka，Chikuseikiron Kenkyu
 （Studies in Theory of Accumulation
 ）（Tokyo：Miraisha，1965）.


 [32]
 冯金华：《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和价值量的决定》，《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33]
 方程组（10-15）就是置盐的基本品价格方程组，即置盐的价格方程组（10-4）中的前两个方程。见N.Okishio，“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Rate of Profit，”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961，7：85-99.


 [34]
 本章的讨论也可以放宽到假定两个部门的产品实现率保持不同比例变化的更加一般的情况。


 [35]
 在这组方程里，生产价格的定义与本书第9章的转形理论是不一致的。在第9章，价值转形是以产出价值为出发点的，因而成本价格无须再转形；而在这里，成本价格也得到了转形。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便于和置盐的模型相比较。


 [36]
 N.Okishio，“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Rate of Profit，”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961，7：85-99.


 [37]
 这些值中的前五个就是置盐给出的在发生技术进步后的消耗系数和实际工资。见N.Okishio，“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Rate of Profit，”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961，7：85-99。


 [38]
 由于在本例中有：

a
 1
 τ
 2
 =（1/2）×（35/24）=35/48

a
 2
 τ
 1
 =（1/3）×10=10/3

从而

a
 1
 τ
 2
 =35/48＜10/3=a
 2
 τ
 1


故等利润率曲线向下弯曲。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96页。


参考文献

中文

［1］阿姆斯特朗、克林、哈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2］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奥苏丽文：《创新企业与公司治理》，载拉让尼克、奥苏丽文《公司治理与产业发展》，黄一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4］白暴力：《论价格直接基础》，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6。

［5］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变革》，孟捷、赵准、徐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张今校，商务印书馆，1986。

［7］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8］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9］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王靖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

［11］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2。

［12］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朱基俊等译，张伯健校，商务印书馆，1978。

［13］布若威：《制造同意》，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2008。

［14］陈平：《代谢增长：市场份额竞争、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刘刚译，陈平校，《清华政治经济学报》第2卷，2014。

［15］陈永志、杨继国：《价值总量之谜试解》，《经济学家》2003年第6期。

［16］陈征：《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后载于陈征《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7］陈征：《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8］陈征：《再论科学劳动》，《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后载于陈征《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9］恩格斯：《恩格斯致考尔·考茨基的信（1882年9月12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

［20］恩格斯：《恩格斯致麦克斯·奥本海姆的信（1891年3月2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21］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

［22］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23］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

［24］恩格斯：《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25］法因、哈里斯：《重读资本论》，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26］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

［27］冯金华：《价值的形成和实现：一个新的解释》，《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5期。

［28］冯金华：《价值决定、价值转形和联合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9］冯金华：《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和价值量的决定》，《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30］弗里：《劳动价值论的最新发展》，高伟、张苏译，《政治经济学评论》总第1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1］弗里曼、卢桑：《光阴似箭》，沈宏亮、沈由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2］弗里曼、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华宏勋等译，柳卸林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3］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34］高峰：《资本积累与现代资本主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35］高峰：《资本积累与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6］谷书堂、杨玉川：《对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的再探讨》，《经济研究》1982年第2期。

［37］谷书堂：《求解价值总量之谜：两条思路的比较》，《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38］谷书堂：《求解价值总量之谜》，《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10月11日。

［39］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

［40］何干强：《论有用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前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2期。

［41］何祚庥：《必须将“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思想引入新劳动价值论的探索和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期。

［42］霍奇森（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1990。

［43］霍奇逊：《演化与制度》，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4］基莱：《科学研究的经济定律》，王耀德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45］加亚特：《马克思著作中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李其庆译，载赵洪主编《国外〈资本论〉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

［46］卡尔多：《一个经济成长模式》，载卡尔多《论经济的稳定和成长》，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6。

［47］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88。

［48］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9］魁奈：《关于手工业劳动》，载《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张草纫译，商务印书馆，1991。

［50］拉让尼克、奥苏丽文：《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由来与影响》，载拉让尼克、奥苏丽文《公司治理与产业发展》，黄一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51］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徐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2］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崔秀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53］李翀：《复杂劳动化简之管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3期。

［54］李翀：《价值和价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55］李翀：《论价值下降与价格上升的世纪之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6期。

［56］李慧中：《也谈价值的测量——与叶航同志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1年第23期。

［57］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

［58］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阐释——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政治经济学〉选登》，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年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9］林岗：《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的若干理论问题》，《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7期。

［60］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张西平、李秋零等译，白锡堃校，重庆出版社，1993。

［61］卢卡奇：《审美特性》第1卷，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62］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彭尘舜译，三联书店，1962。

［63］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

［64］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张彤玉、沈玉玲等译，魏埙审校，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65］马加什：《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下卷，张晓光、李新华译，商务印书馆，1992。

［66］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

［6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6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

［69］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上册，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

［70］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下册，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

［71］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

［72］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73］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74］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

［75］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

［7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

［77］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

［7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

［7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

［8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

［8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

［8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8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冯文光、李其庆等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8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

［85］马艳、程恩富：《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财经研究》2002年第9期，后载于程恩富、樊建新、周肇光《劳动·价值·分配》，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86］马艳：《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创新与实证分析》，《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87］梅林：《马克思传》上册，樊集译，持平校，人民出版社，1973。

［88］梅特卡夫：《个体群思维的演化方法与增长和发展问题》，载多普菲主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89］梅特卡夫：《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冯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0］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杜章智译，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1］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10期。

［92］孟捷：《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载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93］孟捷：《从再生产图式看剩余价值实现危机——兼论解释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几种范式》，《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94］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95］孟扬、孟捷：《默会知识与企业理论：一个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0期。

［96］孟氧：《经济学社会场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97］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

［98］米列伊科夫斯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杨德明、厉以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

［99］诺布尔：《生产力》，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0］佩蕾丝：《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田方萌等译，孟捷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1］彭必源、李冬梅：《对使用价值参与决定价值量的微观研究》，《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02］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赵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3］青木昌彦：《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郑江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4］荣兆梓：《相对剩余价值长期趋势与劳动力价值决定》，《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7期。

［105］史正富：《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6］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吴剑敏、史晋川译，商务印书馆，1991。

［107］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97。

［108］孙连成：《略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中国经济问题》1963年第11期。

［109］瓦尔加：《现代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三联书店，1964。

［110］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

［111］卫兴华：《再论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后载于《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一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12］魏埙、谷书堂：《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南开大学学报》（经济科学版）1955年第1期。

［113］魏埙、谷书堂：《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14］吴宣恭：《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中国经济问题》1964年第9期。

［115］吴宣恭：《吴宣恭文集：产权、价值、分配》，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16］武建奇：《生产率、经济增长和价值总量的关系》，《中国经济问题》2005年第6期。

［117］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

［118］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

［1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120］杨国昌：《马克思与最低工资论》，载高崧等主编《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4辑，商务印书馆，1992。

［121］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创造知识的企业》，李萌、高飞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122］叶航：《试论价值的测量和精神生产对价值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0年第33期。

［123］伊藤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梁小民译，张友仁、胡代光校，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3辑，商务印书馆，1982。

［124］泽勒尼：《马克思的逻辑》，荣新海、肖振远译，张峰校，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125］张衔：《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7期。

［126］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问题的历史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127］张忠任：《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微观法则和宏观特征》，《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2期。

［128］置盐信雄：《技术变革与利润率》，骆桢、李怡乐译，孟捷校，《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7期。

［129］朱仲棣：《劳动价值论中一个并未得到充分论述的问题》，《财经研究》1989年第4期。

［130］佐藤金三郎等编《〈资本论〉百题论争（一）》，刘焱、赵洪、陈家英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英文

［1］Adler，P.S.，“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acit and Codified Knowledge：Comment on Nonaka，” in Allouche，J.，and G.Pogorel，eds.，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Strategies：A Tricontinental Perspective
 （Amsterdam：North-Holland，1995）.

［2］Adler，P.S.，“The Future of 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A Paleo-Marxist Critique of Labour Process Theory，”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7，28（9）.

［3］Aglietta，M.，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US Experience
 ，English trans.（London：Verso，1979）.

［4］Ancori，B.，A.Bureth and P.Cohendet，“The Economics of Knowledge：The Debate about Codification and Tacit Knowledge，”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0，19（2）.

［5］Aoki，M.，“A New Paradigm of Work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Lessons from Japanese Experience，” in Marglin，S.A. and J.B.Schor，eds.，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6］Blair，M.M.，“Institutionalists，Neoclassicals，and Team Produ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5，43（4）.

［7］Blair，M.M.，“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and Theories of the Firm，” in Blair，M.M. and M.J.Roe，eds.，Employe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Washington：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1999）.

［8］Blair，M.M. and L.A.Stott，“A Team Production Theory of Corporate Law，” Virginia Law Review
 1999，85（2）.

［9］Bowles，S.，D.M.Gordon and T.E. Weisskopf，After the Wasteland
 （New York：M.E.Sharpe，1990）.

［10］Brenner，R. and M.Glick，“The Regulation Approach：Theory and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1991，188（188）.

［11］Brown，J.S. and P.Duguid，“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A Social-Practice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1，12（2）.

［12］Buroway，M.，“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the Labor Process Theory：Braverman and Beyond，” Politics and Society
 1978，8（3-4）.

［13］Campbell，A.，“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A Simple Presentation of the ‘New Solu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97，29（3）.

［14］Chen，Ping，“Metabolic Growth Theory：Market-share Competition，Learning Uncertainty，and Technology Wavelet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4，24（2）.

［15］Devine，J.，“What is ‘Simple Labour’？—A Re-examination of the Value-creating Capacity of Skilled Labour，” Capital and Class
 1989，39（1）.

［16］Dumenil，G.，“Beyond the Transformation Riddle：A Labor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and Society
 1983-1984，47（4）.

［17］Erdoös，P.，“The Law of Value and the Real Wage in Capitalism，” Acta Oeconomica
 1974，12（3-4）.

［18］Erdoös，P.，Wages，Profit，Taxation
 （Budapest：Akademiai Kiado，1982）.

［19］Fajourn，E. and M.Machover，Laws of Chaos：A Probabilistic Approach to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Verso，1983）.

［20］Fine，B.，“Debating Lebowitz：Is Class Conflict the Moral and Historical Element in the Value of Labour-Pow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8，16（3）.

［21］Fine，B.，“Banking Capital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Science
 & Society
 1985-1986，49（4）.

［22］Fine，B.，C.Lapavitsas，A.Saad-Filho，“Transform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Why the ‘New Interpretation’ is a Wrong Turn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4，36（1）.

［23］Foley，D.A.，“Marx’s Theory of Money i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Moseley，F.，ed.，Marx’s Theory of Money：Modern Appraisals
 （London：Palgrave，2005）.

［24］Foley，D.A.，“Realiz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a Marxian Model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82，28（2）.

［25］Foley，D.A.，“The Value of Money，the Value of Labor Power，and the Marxian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2，14（2）.

［26］Foley，D.A.，Understanding Capit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27］Foley，D.A.，“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0，32（1）.

［28］Freeman，A. and G.Carchedi，eds.，Marx and Non-equilibrium Economics
 （Cheltenham，UK：Edward Elgar，1996）.

［29］Freeman，A.，A.Kliman and J.Wells，eds.，The New Controvers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eltenham，UK：Edward Elgar，2004）.

［30］Freeman，C.，J.Clark and L.Soete，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2）.

［31］Freeman，C. and F.Louca，As Time Goes By：From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32］Freeman，C. and L.Soete，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3rd edn.（London：Pinter，1997）.

［33］Gardiner，J.，“Domestic Labour Revisited：A Feminist Critique of Marxist Economics，” in Himmelwelt，S.，ed.，Inside the Household
 （London：Macmillan，2000）.

［34］Gardiner，J.，“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estic Labour in Capitalist Society，” in Barker，D.L. and S.Allen，eds.，Dependence and Exploitation in Work and Marriage
 （London：Longman，1976）.

［35］Gardiner，J.，S.Himmelweit and M.Mackintosh，“Woman’s Domestic Labour，” in Himmelweit，S.，ed.，Inside the Household
 （London：Macmillan，2000）.

［36］Georgescu-Roegen，N.，“Chamberlin’s New Economics and the Production Unit，” in Kuenne，R.，ed.，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Theory
 （New York：Wiley，1967）.

［37］Gillman，J.M.，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London：Dobson，1957）.

［38］Glyn，A.，A.Hughes，A.Lipietz and A.Singh，“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in Marglin，S. and J.B.Schor，eds.，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39］Glyn，A.，“Marxist Economics，” in Eatwell，J.，M.Milgate and P.Newman，eds.，The New Palgrave：Marxian Economics
 （London：Macmillan，1990）.

［40］Gordon，D.M.，Fat and Mean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

［41］Gordon，D.M.，R.Edwards and M.Reich，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42］Harrison，B.，Lean and Mean
 （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7）.

［43］Harrison，J.，“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ousework，” 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1973，3（1）.

［44］Harvey，D.，Limits to Capital
 （London：Verso，1999）.

［45］Harvey，P，“The Value-creating Capacity of Skilled Labor in Marxian Economic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5，17（1-2）.

［46］Heller，A.，Marx’s Theory of Needs
 （London：Allison & Busby，1978）.

［47］Hiferding，R.，“Bo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in Sweezy，P.，ed.，Karl Marx and the Closure of His System
 （New York：Augstus M.Kelley Publishers，1966）.

［48］Hodeson，G.M.，Economics and Evolution：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49］Hodgson，G.M.，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
 （Cheltenham，UK：Edward Elgar，1999）.

［50］Hossein-zadeh，Ismael and Anthony Gabb，“Making Sense of the Current Expansion of the U.S.Economy：A Long Wave Approach and a Critiq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0，32（3）.

［51］Howard，M C. and J.E.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2（London：Macmillan，1992）.

［52］Itoh，M.，“The New Interpretation and the Value of Money，” in Moseley，F.，ed.，Marx’s Theory of Money：Modern Appraisal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53］Itoh，M.，The Basic Theory of Capitalism
 （London：Macmillan，1988）.

［54］Itoh，M.，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London：Macmillan，1990）.

［55］Itoh，M.，Value and Crisis
 （London：Pluto Press，1980）.

［56］Kalecki，M.，“Determinants of Profit，” in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57］Kalecki，M.，“Political Affects of Full Employment，” in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58］Kalecki，M.，“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with Tugan-Baranovsky and Rosa Luxemburg，” in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59］Karldor，N.，“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1972，82（328）.

［60］ Kliman，A. and T.McGlone，“A Temporal Single-system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Value Theory，”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11（1）.

［61］Lazonick，W.，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Market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62］Lazonick，W.，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63］Lebowitz，M.，“Marx’s Falling Rate of Profit：A Dialectical View，”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6，IX（2）.

［64］Lebowitz，M.A.，“The Politics of Assumption，the Assumption of Poli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6，14（2）.

［65］Lebowitz，M.A.，Beyond Capital
 ，2nd ed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

［66］Luxemburg，R.，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lated by Agnes Schwarzschil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an Robinson（London：Routledge & K.Paul，1951）.

［67］Mandel，E.，Late Capitalism
 （London：Verso，1999）.

［68］Mann，M.，“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 Sociology
 1987，21（3）.

［69］Manwaring，T. and S.Wood，“The Ghost in the Labour Process，” in Knights，D.，H.Willmott，D.Collinson，eds.，Job Redesign：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Labour Process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td.，1985）.

［70］Marglin，S. and J.B.Schoreds，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71］Marshall，T.H.，Class，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3）.

［72］Meng，Jie，“Product Innov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An attempt to Introduce Neo-Schumpeterian Insights into Marxian Economics，”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2013，28.

［73］Meng，Jie，“Two Kinds of MELT and Their Determinations：Critical Notes on Moseley and the New Interpret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5，47（2）.

［74］Mensch，G.，W.Weidlich and G.Haag，“Outline of a Formal Theory of Long-Term Economic Cycles，” in Vasko，T.，ed.，The Long Wave Debate
 （Berlin：Springer，1987）.

［75］Mensch，G.，Stalemate in Technology
 （Massachusetts，Cambridge：Ballinger，1979）.

［76］Minsky，H.，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

［77］Mohun，S.，“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as Foundation for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Metroeconomica
 2004，55（1）.

［78］Morishima，M.，Marx’s Economics：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79］Moseley，F.，“The ‘New Solu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A Sympathetic Critiq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0，32（2）.

［80］Moseley，F.，ed.，Marx’s Theory of Money：Modern Appraisals
 （London：Palgrave，2005）.

［81］Moseley，F.，Money and Totality：A Macro-Monet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ogic in Capital and the 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Leiden，Netherlands：Brill，2016）.

［82］Moseley，F.，“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onetary Expression of Labor Time’（‘MELT’）in the Case of Non-Commodity Mone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1，43（1）.

［83］Okishio，N.，“A Mathematical Note on Marxian Theorems，” in Kruger，M. and P.Flascheleds，Nobuo Okishio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
 （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1993）.

［84］Okishio，N.，“Competition and Production Pric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25（4）.

［85］Okishio，N.，“On Marx’s Reproduction Scheme，”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988，34.

［86］Okishio，N.，“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Rate of Profit，”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961，7.

［87］Paitaridis，D. and L.Tsoulfidis，“The Growth of Unproductive Activities，the Rate of Profit，and the Phase-Change of the U.S.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44（2）.

［88］Perelman，M.，“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ommodity For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3，35（3）.

［89］Perez，C.，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e Capital
 （Cheltenham，UK：Edward Elgar，2002）.

［90］Pianka，E.R.，Evolutionary Ecology
 ，6th edn.（Benjamin Cummings，2000）.

［91］Porter，M.E.，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Free Press，1990）.

［92］Przeworski，A. and M.Wallerstein，“The Structure of Class Conflict in Democratic Capitalist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2，76（2）.

［93］Quesnay，F.，“The ‘Dialogue on the Work of Artisans’，” in Meek，R.L.，ed.，The Economics of Phsiocracy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2）.

［94］Rajan，R.G. and L.Zingales，“Power in a Theory of the Fi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113（2）.

［95］Rieu，D.M.，“Estimating Sectoral Rates of Surplus Value：Methodological issues，” Metroeconomica
 2008，59（4）.

［96］Rieu，D.M.，“Has the Okishio Theorem Been Refuted，” Metroeconomica
 2009，60（1）.

［97］Rosdolsky，R.，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Pluto Press，1977）.

［98］Rowthorn，B.，Capitalism，Conflict and Inflation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80）.

［99］Rubin，I.I.，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Black and Red，1972）.

［100］Saad-Filho，A.，“The Value of Money，the Value of Labour Power and the Net Product：An Appraisal of the ‘New Approach’ to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 Freeman，A. and G.Carchedi，eds.，Marx and Non-Equilibrium Economics
 （Cheltenham，UK：Edward Elgar，1996）.

［101］Samuelson，P.A.，“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1，9（2）.

［102］Senker，J.，“Tacit Knowledge and Models of Innova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995，4（2）.

［103］Shaikh，A.，“Marx’s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 Schwartz，J. and Santa Monica，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
 ，（Goodyear Publishing，1977）.

［104］Shaikh，A.，“Neo-Ricardian Economics—A Wealth of Algebra，A Poverty of Theo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2，14（2）.

［105］Shaikh，A. and E.A.Tonak，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06］Silver，Beverly J.，Forces of Labor. Workers’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07］Sinha，A.，“Transformation Problem：A Critique of the ‘New Solu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97，29（3）.

［108］Smith，T.，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 the Age of Lean Production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

［109］Spencer，D.，“Braverman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to a Critiqu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25 Years On，” 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00，14（2）.

［110］Sweezy，P.M.，ed.，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New York：Augustus M.Kelly，1966）.

［111］Thompson，P.，“The Capitalist Labour Process：Concepts and Connections，” Capital and Class
 2010，34（1）.

［112］Tomizuka，R.，Chikuseikiron Kenkyu
 （Studies in Theory of Accumulation
 ）（Tokyo：Miraisha，1965）.

［113］Tompson，P.，“Adler’s Theory of the Capitalist Labour Process：A Pale（o）Imit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7，28（9）.

［114］Wolff，R.D.，B.Roberts and A.Callari，“Marx’s（not Ricardo’s）‘Transformation Problem’，”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2，14（4）.

［115］Wolff，R.D.，A.Callari and B.Roberts，“A Marxian Altern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4，16（2-3）.

［116］Wright，E.O. and M.Burawoy，“Coercion and Consent in Contested Exchange，” in Wright，E.O.，Interrogating Inequ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4）.

［117］Zingales，L.，“Corporate Governance，” in Newman，P.，ed.，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and the Law
 （London：Stockton Press，1998）.

［118］Zingales，L.，“In Search of New Foundations，” Journal of Finance
 2000，5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和积累理论/孟捷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201-1889-7

Ⅰ.①价… Ⅱ.①孟… Ⅲ.①价值论-研究②资本积累-研究 Ⅳ.①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8189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价值和积累理论

著者/孟捷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恽薇 陈凤玲

责任编辑/田康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010）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5.5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1889-7

定价/13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mage: ]



[image: ]


OEBPS/Image00083.jpg
1 1.52 2.52 1

24 1 <36 <12





OEBPS/Image00204.jpg





OEBPS/Image00082.jpg
2.52
Y( 0.07)





OEBPS/Image00203.jpg





OEBPS/Image00085.jpg





OEBPS/Image00206.jpg
(9-15)





OEBPS/Image00084.jpg





OEBPS/Image00205.jpg





OEBPS/Image00087.jpg





OEBPS/Image00208.jpg
(9-17)





OEBPS/Image00086.jpg
2.52 1.52_0.48

36 24 72





OEBPS/Image00207.jpg
(9-16)






OEBPS/Image00088.jpg
) @) 3)
At S &M
) 1 [ b+l
L4+ 1 AERPE s G [
’ by +1
R o 7t






OEBPS/Image00003.jpg
2)
SR O R P S -
AR R

3)
I IR L= =
(1) x(2)

[$9)
FER & S
A=2
A =172
A =1

WA r=0.5

x=1.575
y=0.61
z=1

iR r=0.37

pi=A xx=3.15
Ppe=A, xy=0.305

pe=A, xz=1






OEBPS/Image00004.jpg
2 %200 +4 x10 +6 x10 _500

At= 200 +10 + 10 =220

=2.27





OEBPS/Image00001.jpg
EEEARE
EHEHTE

P B &R 8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Accumulation

W?iﬁﬂ#KﬂEHEﬁ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B

D





OEBPS/Image00002.jpg
Wi I TIER ot

& 40 40 60
w9 10 160 360
Hih 10 40 60
it 60 240






OEBPS/Image00079.jpg
1.52
24





OEBPS/Image00200.jpg





OEBPS/Image00000.jpg
& #

EERFZEFERBR. AR BEBCALF
Z. FBREMBFEIEL. EEELTFEEXR
FHRAZLFR. PEARKFLFR, LERAFES
2B, 1995 ERILRAFLZFFELHM.

EERTHPEARAZDS EXRREHRA.
FEARKZFZFER. BERAFUSNEFRAEF
FWRFT. 2003 FEFIRAHIR. 2007 ~ 2011 3k
FEPEARKZBRAN P LOBRE, 0F (RO
WRAIFHR) HRBHRT . 017 FHEEEBRS
BRBER, SARESMTHASE. F2A¥. X
BRE. DEBEHBREERFRACFHRAT
(UNU-MERIT ) fEi581% &, IUELE DI EXETF
FREFIBRK, PEEAEGTFEERETE (B
ARFRR) TR, MRERHE HIRY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4R % .

% (FEEERE) (EFHR) (HREF) M
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 % A 4
FIRRBXEAE, 2F (HERML5ERREX
23 %) (2016 ). { BRBEXEFFHEIEMHEL)
(2001) &1k, #EEZ(MHEHRT : IRBE
XMERER) ( BBRE, 5SFREATF, 2000 (2
BAAEX:FS KR SEEN BRTFE, SRE.
BERE, 2010), 2007 EAEAMBERARIET
CRUMBFZFFEL( FEARKFH AR HAR ).





OEBPS/Image00199.jpg





OEBPS/Image00321.jpg
C
BrifiRBLR AR






OEBPS/Image00081.jpg
1 1521

<% 12





OEBPS/Image00202.jpg
(9-14)






OEBPS/Image00080.jpg





OEBPS/Image00201.jpg
2* 4= ZM i‘
PO (9-12)






OEBPS/Image00007.jpg
(1-6)






OEBPS/Image00008.jpg
(1-8)






OEBPS/Image00005.jpg
MO  AokS S
e e P s (0 | s ()
Bt 2 200

&N 4 10 2.27 2.04
BRI o 10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094.jpg





OEBPS/Image00215.jpg
(9-19)





OEBPS/Image00093.jpg
(5-15)





OEBPS/Image00214.jpg
S (C V48, 48, 45






OEBPS/Image00096.jpg
P‘I





OEBPS/Image00217.jpg
(9-22)






OEBPS/Image00095.jpg
2["(1.

Sopa = (n+ry) - > w, x MELT (5-16)
= =






OEBPS/Image00216.jpg
A < (9-21)






OEBPS/Image00098.jpg
aolithly  Lithl, (1 -a)L+hal

(1-a) +ha

Q

Tqly vl g, (1-a)L+qyal

Tq(1-a) +qa





OEBPS/Image00097.jpg





OEBPS/Image00218.jpg
03

m=—=

Z,PKI;





OEBPS/Image00209.jpg





OEBPS/Image00090.jpg
h
<

q,01

1+h,,,
PrRAUTIY

q,+q,.,

1

q,





OEBPS/Image00211.jpg
S (G VS8, 4,

inl





OEBPS/Image00089.jpg
9, +q,1

1 +h,





OEBPS/Image00210.jpg
Z(r +V, +8S,)





OEBPS/Image00092.jpg
(5-13)





OEBPS/Image00213.jpg
2
S (C+Vi+S, 45, +5,)

i=1





OEBPS/Image00091.jpg
S+IT,,

"TCrveC,, 4V, G-





OEBPS/Image00212.jpg
D.g
g = LIS (¥, 8, + S, +S,)

S

(9-18)





OEBPS/Image00182.jpg





OEBPS/Image00303.jpg
(L+r) a0

e >0
9 J(or, —a,)° +dayor,





OEBPS/Image00181.jpg
#IT INE il i) i)
I 0 1/4 1 1
Ik 0 172 1 1






OEBPS/Image00302.jpg
0.42866






OEBPS/Image00184.jpg





OEBPS/Image00305.jpg
3





OEBPS/Image00183.jpg
w1 c v S C+V+S P r (%)
N 5000 5000 5000 15000 $1.40 50

Wk 10000 5000 5000 20000 £2.10 33.33
it 15000 10000 10000 35000 40.00






OEBPS/Image00304.jpg
_ 2 (1+r) go <0
T (r, —a)? +hayer, 1T





OEBPS/Image00186.jpg
1 ¢ v m Cavell » B (%)
A 5520 5000 3960 14480 $1.448 0.79 37.65
g | 11040 5000 6040 22080 $2.208 | L21 37.65
#it | 16560 | 10000 | 10000 363560 1 37.65






OEBPS/Image00307.jpg
14115 [10201 . 4
_la(us . 10 -2
¢ 25(216+ 26656 1135 'j (10-27)





OEBPS/Image00185.jpg
po= (Ler) (%,“%)

G (4n+3)

1
. ~L )=20000
10000([)“ —Tp,)+ loooo(,k s pt)






OEBPS/Image00306.jpg
(10-26)






OEBPS/Image00188.jpg
Hfin: KT

B YA YA RRELE] BEF
1 144 48 48 240
2 64 64 32 160
3 32 48 20 100
it 240 160 100 500






OEBPS/Image00187.jpg
il TAER

I AAEGEA AIEEA R B
1 225 90 60 375
2 100 120 80 300
3 50 90 60 200
it 375 300 200 875






OEBPS/Image00308.jpg
o






OEBPS/Image00299.jpg





OEBPS/Image00180.jpg
==





OEBPS/Image00301.jpg
773(5 g)
20\16 " 48 (10-25)





OEBPS/Image00179.jpg





OEBPS/Image00300.jpg
(10 -24)






OEBPS/Image00193.jpg





OEBPS/Image00314.jpg





OEBPS/Image00192.jpg





OEBPS/Image00313.jpg





OEBPS/Image00195.jpg





OEBPS/Image00316.jpg





OEBPS/Image00194.jpg





OEBPS/Image00315.jpg





OEBPS/Image00197.jpg
m=

g
Py

9-9)





OEBPS/Image00318.jpg
ExdfEs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5 ¥ % B I B

ISBIN 978-‘7“520“-1889-7
9 “787520‘ 1188971>

FEHT: 138.00 T





OEBPS/Image00196.jpg
C =pAq





OEBPS/Image00317.jpg
ABREEEN DR BDENEFFEMBEREN
—REEZER. EARLHREDNER. HRNME
WHAXRRILF (AAR) FRPOOER. B
FIRHEREM (KB ) BEUT=A7E.

H—, BFHMERAT, ERREARRR,
ERTDRBEXEFFESTHEFFNEHER
FREMZEMAR, ADRBEXRFED, —&
HRMAEG, —HERFHHMELERI THR
ROBBHENENHNIRL, B—FUGLERY
BEEHENFIREMNBL TR, ABBIHER
TE—MES, BAKSHNMERR— I SSENE
BRHARES, HNX—HHE, ENRETD
RREXGFFHETERER.

HZ, WARAEXSWHRAES N EEE
HXRMT REMRANRN, EXLRNH, FE
ERFERTFUBRIELLER. RIELL, BIFEES
RIRB S RARS A A M MERALIELL, B
FEFFREMRRO—MER, IPERIFEN
RRMANMERTAARRRRUT EANZE. =
AX—ER, APHE—SHETBEFNLORR, %
BT SHAARENMEE PHERNRRBUTE
BN, BIFTRR—MDRB T NNERKERH
TREM, RRTBIASLRBTRMER.

H=, MDRBEXEFEP—LERAAREN
EGEREM, MEASTHER. MEkR. FEx
TREFMT HORE, EHRRNNETRES,
EF-NRZUWEHTRIRBEFEANENEE
FEHERHURLEFTHESARE BN,

AR FERGFFAEMBRFRPRE— LM
hte, ABEEEREFENDIRIBESCERNHR
ELES





OEBPS/Image00198.jpg





OEBPS/Image00189.jpg
g TAEH

iy

FAY A EES 23 FR M ety
1 225 90 9 411
2 100 120 64 284
3 50 90 40 180
it 375 300 200 875






OEBPS/Image00310.jpg
(10-28)






OEBPS/Image00309.jpg





OEBPS/Image00191.jpg





OEBPS/Image00312.jpg
0=045  ©=03 =015





OEBPS/Image00190.jpg
(9-7)





OEBPS/Image00311.jpg
(10-29)





OEBPS/Image00288.jpg
2¢ 1 (10-21)

a, +or, +/ (01, —ay)? +da0r,






OEBPS/Image00281.jpg





OEBPS/Image00280.jpg
a, +or, +





OEBPS/Image00283.jpg
(o, —a,)7 +4a,0r, > w1, -






OEBPS/Image00282.jpg
Jwr, —a))” +haor, - (o7, —a,)

ar

=2

7 - 2
oy (0r, —a))" +4a,07, [, + 01, +/(0r, —a,) +4a01, |





OEBPS/Image00285.jpg
ar 7, [/Tar, —a)” +4ayor, + (o, —a,) 14207,

LA <0

o [a, +or, +4/(0r, —a,)? +day0r, | /(0r, —a,)* +day0r,






OEBPS/Image00284.jpg
ar
4,





OEBPS/Image00287.jpg
(10 -20)





OEBPS/Image00286.jpg
%
@y +ar, +rf (r —y)” Ay,

(10-19)





OEBPS/Image00279.jpg
[ B -18)

(10

1
|
2 +da,01
a)
(@,
) +

'=u, +or,






OEBPS/Image00292.jpg
(10-22)






OEBPS/Image00291.jpg
w=0, $=¢





OEBPS/Image00294.jpg
0.7
0.56

2

&

2

Blw

0.0068

0.0898





OEBPS/Image00293.jpg
7.4 14
o+

b=LsB, 1 (10 -23)






OEBPS/Image00296.jpg
¢

(1+ry)

¢-a,(1+r)

1+r,






OEBPS/Image00295.jpg





OEBPS/Image00298.jpg
¢ d-a, (1+r,) 2

@ (1+1) T+r,

= >0






OEBPS/Image00297.jpg





OEBPS/Image00290.jpg
e an (am-ar)

Th_y (14r) .
o’ (01, —a,)? +4a,01, ] /(01, —a,)” +4a,0r,





OEBPS/Image00289.jpg
o _1L+n [ [/(or, —a) +dayr, + (wr, —a,) ]+2,7, o
o2 J(or, —a))” +4a,0r,






OEBPS/Image00163.jpg





OEBPS/Image00162.jpg
(8-2)






OEBPS/Image00165.jpg
S, 4550 5455 545k
T T W ey s

XA, -5,

e (8-3)

X,-S, _ X,-S, _ V+S,






OEBPS/Image00164.jpg
HHMER | AR
e THE SN | FAMEFE | mOFMR | FHEAEE
FEFMAR LS
H—FiiE E3 FHE LIt R ZH
SRR Lt FHE L3t IEF ZH
H=MAY = e g IEF IEF






OEBPS/Image00167.jpg
_S 4SS, +S,
‘= V+S,

(8-4)






OEBPS/Image00166.jpg
"I





OEBPS/Image00168.jpg
o (8-5)






OEBPS/Image00159.jpg
FIA i3 FIRT5 ) _ _FAME
X)) BEFa < (P Bugiah - Fral i






OEBPS/Image00161.jpg
MbLT





OEBPS/Image00160.jpg
RIARME






OEBPS/Image00174.jpg
1 2 2
i) o m( ) ” ,.(A) .
T M TYE FBRT¥E
— 1965 ~ 1967 4 2569 5.8 2.9
1968 ~ 1969 4F 76000 110 5.4
1966 ~ 1968 147 5.6 3.3
® m ¥
1969 ~ 1970 4 171 12.0 9.2
1966 ~ 1968 45 10761 6.9 4.3
& AH
L 1969 ~ 1970 4 29356 1.3 7.3
% 1967 ~ 1969 4F 4774 6.9 2.4
1970 ~ 1971 4 12365 12.0 3.9

W (1) FHRTTRYEG (2) FHEWERR,
BORRIR: FIMHURE S R U R RARUR AR 3 ), TLIRARIMGE, 1994, 5
213 91





OEBPS/Image00173.jpg
7360 —&— ShaikhITonak} | BIR MR —0— Mohuni3F R AR
—e— Paitaridis I TsoulfidisiH ST MRAHHIR

3.25

2.90

235

2.20]

1.85

1.50/
QS P o NS P P P S )
PP FF F LGS F T T






OEBPS/Image00078.jpg





OEBPS/Image00176.jpg





OEBPS/Image00175.jpg
A%

. ) @) ®=)-@
AEREF R AR TG E=
. 1964 ~ 1968 4F 2.4 2.5 -0.1
*A 1969 ~ 1973 4 Lo 2.0 -0
| 1964 ~1968 4F 4.5 4.3 +0.2
. 1969 ~ 1973 4 4.2 5.0 -0.8
A 1964 ~ 1968 4F 8.7 7.6 +11
1969 ~ 1973 4 7.8 10.6 -2.8

He (1) M (2) FIBBIRIFAR LTI, WA (3) AR TY T R — A
EHE PRI SRR R D 0 ALY CDP A% THEHR” MR

THEHHCR KRR, M RS a9 A4

L 451 A S Marglin and J. B. Schor, eds. ,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90), p. 18,






OEBPS/Image00319.jpg
LE AT 2
5 4R % B T B

Prr RrB & Big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Accumulation

w?‘iﬁﬂﬁiﬁﬁdﬁﬁ: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73





OEBPS/Image00076.jpg
hy +1
q +q;





OEBPS/Image00178.jpg
x|=

x|=
x

Bl
n

=)=

MELT





OEBPS/Image00077.jpg
Ap=t

q,





OEBPS/Image00177.jpg
(9-6)





OEBPS/Image00074.jpg
3)

(1

AL ) SRR i

2)

AL 2

ST

St A=t .y st
N @ @t
Sl M=o Akl






OEBPS/Image00075.jpg
1<h, I





OEBPS/Image00170.jpg
®8-7)






OEBPS/Image00169.jpg





OEBPS/Image00172.jpg
_ w
VLP = oo





OEBPS/Image00171.jpg
S, +S. V48,
Y ~ Y

(8-8)

w,=1-p =1-





OEBPS/Image00072.jpg





OEBPS/Image00073.jpg
)
A A S

2)

A7 7 it ) B

(3)
g 2

Seitt il

1
My

Al

s
X2

Hetodidy






OEBPS/Image00148.jpg
A=A pieh Qs -upy Qs

A (@ +paQe)

Pt Q) —elp Q)
ety (pQ +p,02)





OEBPS/Image00070.jpg





OEBPS/Image00071.jpg





OEBPS/Image00069.jpg
-





OEBPS/Image00141.jpg
P2

ot,

Py
tl





OEBPS/Image00262.jpg
P+ py

>(C +V,+S, +5,)
b=

2(]/‘1'5“)





OEBPS/Image00140.jpg
P2

ot,





OEBPS/Image00261.jpg
Z(c +V, +S,+8,) = Z(V +5,) (10-11)

Tt S





OEBPS/Image00067.jpg
)

()

(3 =X x@]+ XM

#)=[3)-@)]x(1)

Pt ﬂﬁﬂﬁfgj BRSO HAR MR
AR . 5 300

TR Al






OEBPS/Image00143.jpg
=(/)7,7py0. +P:U;j L
4 L P11 +p202

A -h %1)_;7:);(& +1):02] L
Ay L, L Q) +p, 0,






OEBPS/Image00264.jpg





OEBPS/Image00068.jpg
' (i FliE Jofl
L e
B | me | ) G | ke | o8 | KA
1

A 1 6 50 + | w0
B 2 120 50 1 % 70 1 60
¢ 3 180 50 2b o | 2 120
D 4 | 20 50 e | s 180
A it 10 600 6 360

YRR (WARIR) B3 %, B (SREBMITLE) W25 &, ARIM, 1974, 8
743 U1,





OEBPS/Image00142.jpg





OEBPS/Image00263.jpg
Pk P+

2(V,+s,,) Z(v +S,) 2(c,+v,+s,,+s“)






OEBPS/Image00065.jpg





OEBPS/Image00145.jpg
P1Qi 120,
e





OEBPS/Image00266.jpg
4= (40 (G +10)
(10-13)

45(b~—(l+r)(2q, )

24





OEBPS/Image00066.jpg
Sle





OEBPS/Image00144.jpg
A L
By = -1)0, {pf,im(), +p.0.jp 4

4 L 1 pQ:
. P pQ Q) ebl’
D, = (A -1,)Q, = (‘P_’z_L—']W@






OEBPS/Image00265.jpg
=10 (30 +|o)

buao = (1) (50 +35)

%

128

35





OEBPS/Image00063.jpg
3-1






OEBPS/Image00147.jpg
= . 1,Q,) =1
PR e ACLIET

1
x m()\ 0

(4,0, +¢1,0,) -1





OEBPS/Image00268.jpg
Ax - Ax > S,
P





OEBPS/Image00064.jpg
i T

1) 2) 3) (4)=(2) -(1)
A Y A5 AR ED | R et A7 ik T S B
LIRSy iy R
Seitbll | 0.75 =0.5C +0.25V 0.9 0.15
Hblr 1 1 0






OEBPS/Image00146.jpg
A7 m(t 101 +e1,0;)

T AR





OEBPS/Image00267.jpg
108¢, 32
25 25






OEBPS/Image00139.jpg
Py





OEBPS/Image00260.jpg
At = 2+,





OEBPS/Image00259.jpg
Aw AT = PGV 5, +S,)





OEBPS/Image00061.jpg
(1) (2) 3) 4)=(2)-(1)
i B L WA | SRR R
AR TR AN | MRS ERE
FHIRHITH € L2s 1 0.25
FARB A 24 24 12 24
1 1 1
Sefludll = = = 0

B I, R, %H%ﬁ?ﬁuﬁﬂ‘lﬁrﬁ:ﬁfﬁmfﬁ:%, ANFRHHHEA

R AL (=%), UBRRSE, S5 3R B SR A AL EFRR L. 5 —

JrH, RATHR AR AL ] R A (A = 1,25, KT AT MR ML (=),
BRI SR "






OEBPS/Image00062.jpg
1 JL25 1

24" ‘12





OEBPS/Image00059.jpg





OEBPS/Image00060.jpg





OEBPS/Image00058.jpg
<h <

<h.<





OEBPS/Image00152.jpg





OEBPS/Image00273.jpg
—35¢, +432¢,






OEBPS/Image00151.jpg





OEBPS/Image00272.jpg
b (1 35
454, o.Aq,+5(3"+ )





OEBPS/Image00056.jpg





OEBPS/Image00154.jpg
A=A (e @ +11:():) L
“u Lo )pQi+p:0s

7o ‘*I’z()zj L
L PiQy +p2 0y





OEBPS/Image00275.jpg
gy =(1+r) (ayq, +7,)
o (10-17)

o =(1+n(ag +7)





OEBPS/Image00057.jpg
(2-12)






OEBPS/Image00153.jpg
_nLk —u(pQ +
T a0 +p0,

L =t (p 0 +p202)
@1, (p Q) +p0s)






OEBPS/Image00274.jpg





OEBPS/Image00054.jpg
A=t =ty g =v, (1 +e) +0,(1 +e;)

= (v, +v,) + (vje, +ve,)
1+ 1€ e,

u
e + e.
vt oy

=(v, +2,) (1 +





OEBPS/Image00156.jpg





OEBPS/Image00277.jpg
_ = (o -q) £/(0r, —a,)" +4a,01,

= 20,0





OEBPS/Image00055.jpg





OEBPS/Image00155.jpg





OEBPS/Image00276.jpg
ayq, +7,

=1+r





OEBPS/Image00052.jpg





OEBPS/Image00158.jpg
FEARAN % - IR





OEBPS/Image00053.jpg
(2-9)





OEBPS/Image00157.jpg
| R d:?*%%zT |G ATERET |
LAETEVERL, IR | L ATYOR, S
| RIRAATRSESY || e AR R AT
*ﬁﬁﬂiﬁi@ikﬁi%ﬁé RE] i
AR RO | | AR —E RO
LRV, SFENAELARBIE || RN, SRR
| RIS AT AR || L AR R AT

i AT AR |

5781
LA





OEBPS/Image00278.jpg
—a,) +/ (01, —a,) +4a,01,

24,0






OEBPS/Image00269.jpg
Ay + 43 > D (C +V, +85, +85,)

=





OEBPS/Image00150.jpg
P_-_P_:)L
b ¢ )pQ+py0r

P_-)_Ll
4 IpQy +p20Qy





OEBPS/Image00271.jpg





OEBPS/Image00149.jpg
I p_:) L0,

0 e Q400
p_g_p_.) L0
@l 1y Q) +p;






OEBPS/Image00270.jpg
b =(an) (4, +5)
(10-14)

i

3N

456, = (]+r)( +%)





OEBPS/Image00050.jpg
(2-8)





OEBPS/Image00127.jpg





OEBPS/Image00248.jpg
10351 35
=g X600 +57 =21.458





OEBPS/Image00051.jpg





OEBPS/Image00126.jpg
(7-16)





OEBPS/Image00247.jpg
1 1
T +15 = 60 +15 =30





OEBPS/Image00049.jpg





OEBPS/Image00128.jpg
£ (7-17)
I, - 1T, = (nQ, O’Wlﬂf





OEBPS/Image00047.jpg





OEBPS/Image00119.jpg
2]
N=—D
"0 4020

R
PO +p,Q,

(7-6)

L (7-7)





OEBPS/Image00240.jpg





OEBPS/Image00048.jpg
(2-7)






OEBPS/Image00239.jpg





OEBPS/Image00045.jpg
Agy =Aa+t,

Ab 41,k





OEBPS/Image00121.jpg
(7-8)






OEBPS/Image00242.jpg





OEBPS/Image00046.jpg
(2-5)





OEBPS/Image00120.jpg
P

1,

P2
ol





OEBPS/Image00241.jpg
A5 = () (AA; + ;)

)”:A"'l, =
“ =






OEBPS/Image00043.jpg
(2-1)

(2-2)





OEBPS/Image00123.jpg





OEBPS/Image00244.jpg





OEBPS/Image00044.jpg





OEBPS/Image00122.jpg





OEBPS/Image00243.jpg
|=

(

P

),





OEBPS/Image00041.jpg





OEBPS/Image00125.jpg
- P

M0 0 0 0 (7-13)
R S i
A 0 T (7-14)





OEBPS/Image00246.jpg
g =(1+r)(ayg, +7,)

1
(W/—pz)“=(1+r)(a;q, +73) (10 -5)

gy =(14r)(ayq, +73)





OEBPS/Image00042.jpg
_ HRI58
T NS






OEBPS/Image00124.jpg
(7-9)





OEBPS/Image00245.jpg
Do
/;)2
(1w,

L5





OEBPS/Image00039.jpg





OEBPS/Image00138.jpg
7o, +p,(),

(i=1,2)





OEBPS/Image00040.jpg





OEBPS/Image00137.jpg





OEBPS/Image00258.jpg
Ax 2 > D (C 4V, +S, +5,)





OEBPS/Image00036.jpg
ik

ARBEATHE SRAIT5) TRINOTETE) HASiEh FENELE





OEBPS/Image00130.jpg
(7-19)

|m +52u,)





OEBPS/Image00251.jpg





OEBPS/Image00037.jpg





OEBPS/Image00129.jpg
dl:r,u,(l—iu’ *B’”z) (7-18)

de my





OEBPS/Image00250.jpg





OEBPS/Image00034.jpg





OEBPS/Image00132.jpg
rn(l—m)=0

m

rznz(] _m)m





OEBPS/Image00253.jpg





OEBPS/Image00035.jpg
227 x5 =2.04





OEBPS/Image00131.jpg
dny
d

dn,

o





OEBPS/Image00252.jpg
(10-6)





OEBPS/Image00032.jpg





OEBPS/Image00134.jpg
(7-20)





OEBPS/Image00255.jpg
- (A%, +A0%) (10-9)






OEBPS/Image00033.jpg
i






OEBPS/Image00133.jpg
mo 1

*TB A

ny =my ~Byn,





OEBPS/Image00254.jpg
(10-8)






OEBPS/Image00030.jpg
(1-16)






OEBPS/Image00136.jpg
P ) L,

Tet piQ 4,0,
s P ) L
o, 1y /piQy +pyQ.






OEBPS/Image00257.jpg
2(0, +V, S, +8S,)





OEBPS/Image00031.jpg





OEBPS/Image00135.jpg
A= YT +p’()’(t 101 +e10)

Ay = m(' 101 +e1,0,)






OEBPS/Image00256.jpg
Axy +Aoxs = D (G +V, 48, +85,) = Ay, + A, x; (10-10)
.





OEBPS/Image00038.jpg
1+-L





OEBPS/Image00249.jpg
a=a +0A5)(é—q, +1o)

13
4 =(140. ”(T’*E)





OEBPS/Image00105.jpg
AL, =L, =L, {

‘Il(

(1-a) +ha _

-a) ta

|

(6)





OEBPS/Image00226.jpg
IES





OEBPS/Image00029.jpg





OEBPS/Image00104.jpg
(I-a) +ha _,

ki (1-a) +a
92





OEBPS/Image00225.jpg





OEBPS/Image00107.jpg
1-r >0
3





OEBPS/Image00228.jpg





OEBPS/Image00106.jpg
Aply =Ly = (h=1) L =L, (1 -a)

1-p e

“L(1-a) +a
s

)





OEBPS/Image00227.jpg
Ln] A k| ¥ il
N 0 1/4 1
LiES 0 3/8 172






OEBPS/Image00108.jpg
»





OEBPS/Image00025.jpg
Pu

AL =10000p, + 10000, <2000
A= 20000

* ~10000p, +10000p,

100004, +10000A," =20000






OEBPS/Image00026.jpg
n) N L] 55 =il
INE 0 1/4 1 1
Ak 0 3/8 172 1






OEBPS/Image00023.jpg
i c v s w
INE 5000 5000 5000 15000
Rk 10000 5000 5000 20000






OEBPS/Image00099.jpg





OEBPS/Image00220.jpg





OEBPS/Image00024.jpg





OEBPS/Image00219.jpg
P = mYp = Dl (9-23)






OEBPS/Image00021.jpg
B N k] I bttt
N 0 174 1 1
Mk 0 172 1 1






OEBPS/Image00101.jpg
9

h
9

(3)





OEBPS/Image00222.jpg
).,;=<1+y>(7/\‘+2

1

Al =(1+r) (%,U—):u +r) x1.5

2

10000A," +10000A,; =35000

. Pu

A = 10000p, + 10000,

. P,

A4 = 10000p, +10000p,

x 35000

% 35000

(9-25)

(9-26)
(9-27)

(9-28)

(9-29)





OEBPS/Image00022.jpg
(1-12)






OEBPS/Image00100.jpg





OEBPS/Image00221.jpg
'”im, o ¢;',
i&"q. =é2






OEBPS/Image00019.jpg
2
> (Co+V, +5,+S, +5,)
_a

3

¢






OEBPS/Image00103.jpg
ﬂ(l —a) +as(l -a) +ha
'3





OEBPS/Image00224.jpg
10000 x (%A\ +;—)/ +10000 x [;7). +;—jr=4ooo +6000 = 10000





OEBPS/Image00020.jpg





OEBPS/Image00102.jpg
_, (l-a) +ha
P Ea

—a) +ha

=L, (1

B(1-a) +a
qz

(5)





OEBPS/Image00223.jpg
[1 7%) x 10000 + (1 —%)XIOOOO:IOOOO





OEBPS/Image00027.jpg





OEBPS/Image00028.jpg
(1-14)






OEBPS/Image00116.jpg





OEBPS/Image00237.jpg
RAEYEA T AEEA il AP
1 IR 0 2 1 3
1 LA 3 1 2 6
it 3 9






OEBPS/Image00115.jpg





OEBPS/Image00236.jpg
AAEGEA AIAEGEA FIRM R
1 ST R 0 2 2 4
1 Hp A 4 1 1 6
it 3 10






OEBPS/Image00118.jpg





OEBPS/Image00117.jpg
o

mp=A





OEBPS/Image00238.jpg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229.jpg





OEBPS/Image00015.jpg
i (C.+V, +8)
ot





OEBPS/Image00012.jpg
PR 2
21'.11,'7'1‘





OEBPS/Image00110.jpg





OEBPS/Image00231.jpg





OEBPS/Image00013.jpg
(1-11)





OEBPS/Image00109.jpg





OEBPS/Image00230.jpg
A= +r)(%x,+%)=(| +1) x0.7
A= (1 +r>(%x,+;—)= (14+7) x0.55

100004 +10000A; =35000 xézzoom)





OEBPS/Image00010.jpg
Zi;/\,'q, < iL, = ‘z:).‘q,





OEBPS/Image00112.jpg
(6-2)

(6-3)





OEBPS/Image00233.jpg





OEBPS/Image00011.jpg
(1-10)





OEBPS/Image00111.jpg





OEBPS/Image00232.jpg





OEBPS/Image00114.jpg
1-9= 2%
0=1





OEBPS/Image00235.jpg
4200 +3300 =7500

1, 1 3,1
10000 x [7)\ +?j’ +10000 x [g)\ +7]





OEBPS/Image00009.jpg
(1-9)






OEBPS/Image00113.jpg





OEBPS/Image00234.jpg
[l —;7] x 10000 + (% —%) x 10000 = 5000 + 2500 =7500





OEBPS/Image00018.jpg
3 (€ 4V, 45,45, +5,)





OEBPS/Image00016.jpg
Y (C+V, 48,48, +5,)
-






OEBPS/Image00017.jpg
(G 4V, 45,45, +5,)
=






